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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1989年开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从事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以来，在亲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一直希望写一本既能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就是我在过去20年教学和科研中的心得的总结。

一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最为直接的动力莫过于各个层次的学生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在课堂上的不断激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过去20年教学中，不管哪个层次的学生，在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过程中大多会面临如下“四个困惑”。

困惑之一：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意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但如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却是学生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在我看来，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演进的知识谱系把握不足，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所出现的“三次理论论战”的本质了解不够透彻；二是分析性工具的学术训练严重不足，这就使得我们的学生们习惯于经验描述，而或多或少地缺乏理论分析。本书的“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代序）”、“总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以及“第十章：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回答这一困惑的。

困惑之二：“全球政治经济学”还是“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21世纪之后，在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将其著作或教材命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政治经济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取代了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称谓的改变只是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所立足的现实背景发生了变化，即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霸权衰退”到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并没有多大变化。事实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一直围绕着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一个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是国际体系。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虽然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一般理论趋向以及具体的研究纲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虽然不是唯一的主体），所有经济要素（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管理仍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本书的“第一章：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就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帮助学生们理解全球化、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困惑之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有学生说，如果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那我还不如直接学习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受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影响，因为经济学在过去40年的全世界社会科学界都是一门“显学”，这既与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也与全球劳动市场的需求相关联；另一个原因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尽管许多学生看不懂经济学模型，但仍然认为经济学是最贴近现实的。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更好地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必备的，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将政治或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以此弥补经济学将政治作为一个外在变量所出现的各种不足。出于这种考虑，本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部分的每一章（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都增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该领域（国际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发展与转型）的核心研究议题，以此与国际经济学相区别。

困惑之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训练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中国的崛起”是否有用？这是中国学生在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造成这种困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学派”和以英国为中心的“英国学派”推动的，并且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经验，一般很少关注中国的经验，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即使是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总结，也主要是运用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既有范畴来“切割”中国的经验；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经验描述性的对策研究，而且在描述过程中没有将“政治和社会动员语言”（如“分灶吃饭”、“下岗”、“抓大放小”）转化成学术语言（诸如“财政改革”、“失业”、“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在理论创新上严重不足。为此，本书特别增列“第十四章：经济发展、国家与全球化”和“第十五章：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在“结束语：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中增加了中国学者提出的“进程主导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为学生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如何应对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二

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也得益于我过去20年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从事的科研工作。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趣始于1990年，当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题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触及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的两个命题：一是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因而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另一个是发展是国家在区域或世界体系中的行为，因而受制于所处的国际体系。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以《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为名于199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通过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进行历时性的结构分析（400年的殖民地历史及其共同遗产）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50年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我证实了一个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某种国际体系中的发展。

1994—1995年，我有幸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回国后完成了《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996—2000年，在美国亚洲国际问题研究促进会（PISA）的支持下，我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教授和日本防卫研究所高木诚一郎教授合作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在为期四年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共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和三次国际研讨班，对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些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完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欧洲》2002年第1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简要梳理。

在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同时，我曾尝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用于现实经验研究之中，主要集中于发展问题（以东南亚为例）、转型问题（以中国为例）、亚太区域化（以商业网络和制度建设为例）、跨国投资的政治分析（以东亚资本流动为例）、东亚国际体系（以区域认同为例）以及中国的社会重新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史为例）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完成了《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国家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8月），"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 (Review, 3/4 XXI, 1998, pp. 327—384),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et" (Sam Dzever and Jacques Jaussaud eds., China and India: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of Firms in the Mid—1990s,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 113—131), "Contending Reg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East Asian Review, Vol.13, 2010)。同时，我还主持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亚太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9—2002）以及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文社会科学）培养计划”基金项目“区域化理论及冷战后亚太区域化现实研究”（2000—2003）的研究工作，最终出版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出于专业建设需要，我曾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张岩贵教授合作，于2003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其中，我负责导论、理论部分和结束语部分，张先生负责现实部分。在之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学界同行以及学生们在肯定该书的同时，也指出该书的四个不足：一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不明确；二是没有反映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趋势；三是理论部分和现实部分脱节；四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现实经验没有反映。作为学术回应，我一方面发表文章，诸如《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编写〈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有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4, 2004)，《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等；另一方面，我着手撰写一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弥补这些不足。2006年我申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同时，由我主持的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于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考虑到张岩贵教授的身体状况，我不得不独自耗费4年时间来完成这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撰写一本无论在体系方面还是在内容上“既要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全新著作（除了理论部分的八大理论是在我原来撰写的内容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改之外，其余部分全部是重新写就的，以避免理论和现实的脱节）。这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无论是就定义和研究议题，还是就研究方法和内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书的“代序”和“总论”部分意在为学生们勾画出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图景。

2．从原著中理解理论范式
 。国际政治经济学虽与传统的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经济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这种关联性和差异性首先体现在其理论范式上。正是这些理论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本书在分析理论研究的进展中，主要立足于各种理论范式提出时的原创性著作和文章的分析。

3．分析主要现实经验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40多年发展中对现实经验分析的专题有很多，本书主要集中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历史与结构、国际金融与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地区主义这六大专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问题不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本身的局限，像环境和气候问题、能源和资源问题、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问题等未能列入本书；另一方面是，我认为这六大问题是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急需了解并解决的问题。

4．追踪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
 。在我看来，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在过去40年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代”。20世纪70—80年代的学者可以称为“第一代”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但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二分法，而且打破了视国家为“黑匣子”这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促使国际关系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展开了两次大的论战，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学者可以被称为“第二代”学者，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利益”与“制度”作为两个核心范畴，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构建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本书的第十章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角度阐述了这一历史进程和最新发展趋势。

5．体现“中国视角”
 。毫无疑问，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途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经验，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的结束语就是基于这一思考的理论雏形。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是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思考，只是回答了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中国，而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加强，关于中国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将是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内需要中国学者以及国际学者共同回答的问题。

三

我由衷地感谢我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我有幸来到这所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府任教，正是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和国际关系学院宽松的学术氛围，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制度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感谢我的学生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根据过去20年的教学经验，我发现，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要求和希望是不同的：本科生希望对这门课程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所以，基本概念和范畴、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总结性的资料变得必不可少；硕士研究生希望对原著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而博士研究生则更多地希望了解最为前沿性的研究课题以及相关的论点和资料。本书在最终定稿中尽量满足这三个层次学生的要求，在理论深度上以及资料广度上呈现出某种梯度性。

特别感谢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作为导师的我不能肯定给予了他们多少知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一起是怀着对知识的敬畏和人生的憧憬，相互学习和交流，彼此分享所得（如本书第十一章中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理论解释模式”是我和专攻货币合作的曲博博士合写的论文的一部分；第十三章关于“跨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政治”中的三个专栏则是专攻跨国直接投资的钟飞腾博士提供的；博士生熊洁同学不辞辛苦地帮我查阅了难以计数的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董昭华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郑雪飞副教授通读了全稿并指出了许多被我疏漏的错误）。每当他们进行论文选题时，我总是先问我自己“选题是否具有价值和前沿性”；每当他们的论文有所进展并弥补我在某些知识领域的不足时，我常常感叹古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的佳句所蕴涵的哲理；每当我看到他们的论文能够出版，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内心的欣慰难以言表，我没有愧对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自己对我的期待。

感谢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同行们。在过去20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他们不但能包容我直爽的性格，而且还能倾听和分享我的学术见解，激励我对知识的执着追求。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耶鲁大学）、基欧汉（Robert 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米尔纳（Helen Milner，普林斯顿大学）、卡勒（Miles Kahler，加州大学）、莱克（David Lake，加州大学）、雷文修（John Ravenhill，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加州大学）、布里斯林（Shaun Breslin，英国华威大学）、阿查亚（Amitav Archaya，美利坚大学）。作为我的导师，沃勒斯坦曾给我一个令我终生受益的知识框架，让我将求学阶段所接受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完美地结合起来；米尔纳曾为我列出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们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必读的16本名著，我们正在合作将这些著作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雷文修在我修改本书时将他新近主编出版的Global Political Economy的第二版惠寄给我，缩短了本书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莱克曾将他主编的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推荐给我，这才有了该书的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卡勒是我多年的学术合作朋友，他让我了解了关于欧洲区域制度主义研究的前沿；卡赞斯坦和阿查亚为我提供了国际学术界从建构主义研究亚洲区域合作的近况；谢淑丽和布里斯林让我明了西方学者眼中的或多或少有点局限的中国政治经济；基欧汉不但呼吁国际学术界更多地了解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国和中国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状况，而且还身体力行为我指导的博士生们提供博士后训练的机会，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人才。

综观人类历史，为师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教师”，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积累，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类是“专家”，是那些在某一专门领域有所建树之人；一类是“思想家”，是那些思想创造性超越某一专门领域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者。我从未奢望成为后两类人，但我却一直在思考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标准：一是教师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积累；二是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生，使其不但具有“知识”，而且还具有“智慧”和“情趣”。20年过去了，我万不敢说我已经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但我能确定的是，我一直在为这两个目标而努力，并将一直努力下去。





王正毅　　

2009年11月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　言

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

——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
〔1〕



将本书取名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目的是为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这里所说的“通论”，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2〕

 ，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由最基本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第二种含义是指运用某些研究方法寻求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因果联系或“关联性”（linkages）。在本书中，主要涉及四种关联性：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在我看来，把握这四种“关联性”对于我们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知识框架，一般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个是，寻找到这门学科赖以建立的不可还原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另一个是，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或路径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建立一系列因果联系或“关联性”。如果同时能够满足这两个标准，那么，这门学科的知识就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如果基于这两个标准来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近4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那里，虽然都在寻求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路径并没有形成共识，从而出现了激烈的“范式之争”和“路径之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努力，学者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利益和制度）以及研究路径（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上基本趋于一致，所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从以往的“范式之争”（paradigm dispute）向“问题之辩”（issue debate）的转向。基于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核心概念和研究路径上的认同，我们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相对完整知识框架的学科。

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例如，通过设立专业从而使得学科制度化，通过原版教材以及学术专著的引进使得学科国际化，通过学者们的论著和文章使得学科研究日益深入，但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和成熟，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专业化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远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

在我看来，如何从一般理论的高度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同时寻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崛起”的经验的关联性，是中国学者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构建一个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主要涉及前面所说的四种关联性：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

一、“定义”与“研究议题”的关联性

在中国学术界，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国际经济的政治化或国际政治的经济化”，我认为这种定义不是很准确，也很模糊。如果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国际政治的经济化或国际经济的政治化”，那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国际政治如何经济化或国际经济如何政治化以及经济化或政治化到何种程度？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冷战”以及“两极”国际体系的现实，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政治和军事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在西方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通常被称为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政治关系的核心就是军事，即“高级政治”。期间，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3〕

 开启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先河，之后，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4〕

 将国际政治研究从理论和体系的角度推向一个高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美国霸权受到挑战，在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研究议题，那就是如何评估日益重要的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超越政治和军事要素构筑的“高级政治”来思考国际关系，其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于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
〔5〕

 成为这一研究议题的经典，将过去被称为“低级政治”的经济要素纳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之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国际政治拓宽为真正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政治学界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在变量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现实的同时，一批经济学家也开始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国际体系，如哈佛大学商学院库珀（Richard Cooper）从“收支平衡”的角度研究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于1968年出版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
〔6〕

 ，最早提出相互依存理论，为日后基欧汉等人完善相互依存理论奠定了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1929—1939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反思，于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
〔7〕

 ，提出了霸权稳定论；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从拉丁美洲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依附理论
〔8〕

 ；而社会科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了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成为世界体系论
〔9〕

 的集大成者。即使是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自称在普林斯顿大学虚心向经济学家们请教了近20多年的经济学。

以上简短的学术史回顾给我们的启发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经济要素日益重要，而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则力图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经济学的知识积累。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吸收了经济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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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是国际经济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际经济学假设世界市场是完全市场，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更是如此，但现实中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经济学不能解释世界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联盟经济”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主张对这种不完全市场的原因以及结果进行政治学研究。二是，国际经济学假设维护世界市场的制度因素（诸如国家、霸权）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外在的，但在现实中，世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市场创造过程中，国家以及制度是作为一个内在变量参与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以及这种分配对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

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直到今天仍然处在争论之中
〔11〕

 ，但经过40年的努力，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其标志之一就是2006年“国际政治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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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如果要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比较准确的应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

这种定义自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如美日联盟）；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

二、“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的关联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个是“要素流动”；一个是“单位层次”。只关注“经济要素”（货物、资本、技术、劳动力和生产）的流动，那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而只关注行为体的“单位”（国内政治制度、国家、国家体系）层次的分析，那是传统政治学关注的焦点。

在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期间，“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寻求国际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在这种过程中，出现了两类研究路径：一类是“历史社会科学”路径，这种路径包括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形的流派中，最为成功的是以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既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设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a single domain），而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two separate logics）；另一类路径就是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政治学和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打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界限，这种路径之所以能够实现并取得丰富成果，主要是因为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性选择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

在这种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前提下，寻求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领域的问题；一种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领域的问题。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主要关注经济要素在单位层次之中的流动，以此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这个“黑匣子”被打开，“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开始努力打破“体系层次”之间的界限，关注经济要素在单位层次之间的流动，由此，出现了寻求“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在贸易领域，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利益集团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此来回答为何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或自由贸易政策，也有学者探讨国际贸易机制对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生产领域，随着生产的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突破了20世纪70—80年代传统模式中关于跨国公司（母国）／民族国家（东道国）的“二分法”，转向寻求跨国公司／母国（政党、利益集团以及产业集团）／东道国国内政治（政党、利益集团）三者的关联性；而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对美元霸权政治的研究逐渐转向“汇率政治三难”问题的研究，即稳定的汇率、自主的国家金融政策以及资本流动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其核心问题是研究国家汇率政策的偏好，学者们从霸权国家的偏好、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偏好以及国内政治的偏好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对不同国家的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力图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不同国家汇率政策选择的影响。

因此，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点：（1）经济全球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考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前提，正是在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学者们对经济要素的流动对不同国家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这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霸权衰退”的前提下思考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有所不同。（2）“利益”（interest）和“制度”（institution）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和范畴。利益决定行为体的偏好，偏好决定制度的设计和选择，这样，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利益和制度就成为两个最为基本的、不可还原的概念。这种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问题领域（贸易、直接投资、汇率），由于行为体的利益不同，因而偏好不同，最后进行制度设计和选择也就不同，这与20世纪70—80年代只停留在“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争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3）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重视经济要素在同一单位层次内进行流动有所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更重视经济要素在不同单位层次之间进行流动。例如，国际资本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而导致不同产业之间联盟的形成，并最终导致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同样，国内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盟导致利益集团的变化，并最终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总之，与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二是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联性。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关联性

以上两种关联性主要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知识框架，而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关联性则主要关乎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成果最为突出但也最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回顾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还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方法。规范分析认为，“关于条件、状况、事物和行为的好与坏的知识对于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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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经济政策进行规范分析时，不但假设政府的目标是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是“善良”的，而且还假设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是“全能全知”的，因而可以是“独断”的。尽管后来的次优理论抛弃了“全能”的假设，而对信息的研究修改了“全知”的假定，但政府的“善良”愿望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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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经济政策进行规范分析的三大学术传统所提出的范式都是“好的”。其结果自然是，不同理论出于自己的偏好而强调范式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寻求不同范式之间的共同性，因而出现了激烈的“范式之争”（paradigm dispute）。这种“范式之争”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自然也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问题领域之中。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追寻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学者从比较优势出发，认为“自由贸易”不但有利于贸易双方，而且也有利于世界财富整体的增长；而倡导重商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学者则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国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国所失，因而主张“贸易保护”，由此，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成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争论的主要范式。在生产领域，20世纪70—80年代的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主要是基于一种二分法：母国（跨国公司）为一方，东道国为另一方。在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无论是维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the product cycle），还是邓宁（John H. Dunning）的“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paradigm）或“OLI模式”（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都在强调东道国以及跨国公司的优势，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主要强调国家之间财富和技术的差异，而后者则主要强调所有权、区位和国际化的优势。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等级”和“不等价交换”成为最基本的范式，他们认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是存在等级的，在这个存在等级的世界秩序中，纽约、伦敦以及东京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金融、公司、研究以及管理，因而是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以及落后的技术而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其结果自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全球，特别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那些具有金融实力以及金融决定权的发达国家所在的核心区，所以，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欠发达国家永远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在国家主义（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功能”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范式，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存在于核心区，而且也出现在边缘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主要依据其是否发挥如下三种功能：一是在国际体系中是否发挥一种国际银行的功能，即为国际体系提供国际货币和国际结算，建立并且管理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在创立以及组织国际贸易中是否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英国于1846年通过《谷物法》建立的单边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美国于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三是能够通过私人投资或对外援助，为国际体系提供投资资本并且促进国际体系的发展。所以，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
〔15〕

 ，因而，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不是一种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认为，“只有通过观察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它［实证分析］既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规则性知识，也不承认关于‘实在’价值的描述性知识的可靠性或科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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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时，与规范分析方法将政策制定的过程视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不同，实证分析强调不同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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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通过借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问题领域”入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从20世纪70—80年代的范式之争向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之辩的重大转向。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学者们不再停留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范式争论上，而是比较研究不同的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内政治根源；在生产领域，学者们不再停留于母国（跨国公司）／东道国这种“二分法”上，而是集中研究母国国内政治（利益集团）／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上；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学者们也不再停留在讨论美元霸权这样单一的问题上，而是研究汇率政策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最优货币区的设计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上。在我看来，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转向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原因：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在核心概念上的认同。与20世纪70—80年代寻求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关联性过程中假设国家和市场是同质的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将“利益”与“制度”确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并假设“利益”和“制度”不是同质的，利益因不同的行为体而不同，这种不同导致行为体的偏好出现了差异，而偏好的差异最后导致制度设计和选择的不同，这样，“利益”就成为一个不可还原的范畴，也成为不同行为体（个人、团体、国家）的一个共同属性。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问题领域”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经济学实证分析工具的进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飞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飞速进展并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之一便是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80年代假设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假设不同行为体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其利益不同因而偏好不同，这样，国内政治过程和国际政治过程一样，被看做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行为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博弈论为分析这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40年的历程中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之所以转向“问题领域”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无法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之间进行简单的取舍。是使用规范分析还是进行实证分析，主要依“问题领域”而定，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回答经济政策过程为何如此
 ，学者们一般主张进行“实证分析”；而如果“问题领域”主要分析经济政策过程应该有什么
 ，学者们则主张进行“规范分析”。但无论是对“问题领域”进行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将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视为一个“真实”的政治过程，并将行为体的“偏好”和“制度”看做是决定经济政策的内生变量，一直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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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经济学家迪克西特曾总结道：





大多数国家实际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只有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才能有助于理解贸易政策的制定。研究与政策相关的领域［如公共财政、产业组织、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发现需要关注政治学。而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对经济政策以及选举、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正规模型越来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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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的关联性

单个国家的经验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否具有一般意义？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问题。

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日益重要的经济要素是否可以取代军事因素？美国霸权是否衰退？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的地位是否已经提高？）主要是在国际层面上，所以，除了霸权国家的经验被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要素（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直接投资）在国际体系内的流动。虽然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关注国内政治对国际体系的反应（例如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同的发达国家在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以及霸权国以外的国家（例如欧洲小国），但其研究主要是寻求同质的国家。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个假设是，国家是不可还原的分析单位，除了霸权国家之外，其他国家是同质的，因而其内部政治结构的差异是可以忽略的；另一个假设是，经济要素只在单位层次之中流动，即要么在国内流动，要么在国际体系内流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概念，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还原的单位，国内政治的差异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同时，学者们注意到，经济要素不但在单位层次内部（国内或国际体系）水平流动，而且还在单位层次之间进行垂直流动，不但同一国际体系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不同国家对同一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同时也开始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体系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并通过“L-N”的方法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为何直接投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为何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汇率政策？

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经验开始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综观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关于在第一阶段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和比较经济意义上的研究，其间也有许多富有影响的成果出版，但其意义主要局限于中国研究或地区国别研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政治、经济、历史或文化）研究中国。与1949—1978年中国经验的研究相比较，虽然关于这一阶段（1978—1994）中国经验的研究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与以前有所不同，但在研究和理解中国的逻辑上却并没有大的突破，即中国是中国大历史中的中国
 。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逐渐融入世界体系，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中进行研究，研究世界体系（政治和经济）中的中国，其研究的逻辑是中国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在这种研究逻辑的推动下，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或者是世界经济中的要素流动（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过程以及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来自中国的经济要素（对外投资、贸易、劳动力）对国际体系以及区域合作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验的研究从“中国是中国大历史中的中国”向“中国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的转变，关于中国经验的分析也开始超越中国背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制度的不断调整，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对于人类过去500年的工业化模式的演进就具有了一般意义（是全球化使然还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成长经验，对于过去500年世界经济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低地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日本为人类提供的大国成长经验确实是一个重要补充。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发展而言，在探讨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时，如果能对中国转型的经验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那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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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40多年里，从最初作为一门课程，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IPE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有些大学，IPE的发展甚至到了超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地步。
〔1〕

 这里首先通过对IPE过去40多年在西方学术界以及中国学术界的进展作出一个总结性的评估，以期回答如下三个问题：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发展的特点是什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IPE有何重大学术进展？如何评估IPE在中国的发展？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及其争论

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经过“两代”学者
〔2〕

 的努力，无论在研究的深度上还是传播的广度上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3〕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研究的目标是，如何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置于国际关系研究中，打破传统的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局面。所以，“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的核心是寻求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
 。其中，最具典型的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和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的定义：





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下的定义是，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这些安排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偶然机会带来的。他们是人类在自己确定的体系和一套自己确定的规则和惯例中做出选择的结果。
〔4〕



——苏珊·斯特兰奇

虽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应用是十分有益的；但这仍然未能给学术研究提供一个完美的框架。概念、变量以及因果关系等分析方法在这方面尚未得到发展，政治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经常被忽视。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理论或方法的统一，需要对社会变化的过程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对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的认识。因此，我在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仅仅是指运用折中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观点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当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涉及国家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分布，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反过来，这些问题也涉及市场和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和其他政治行动主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仅仅国家或市场都不是主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及其周而复始的变化。
〔5〕



——罗伯特·吉尔平





如何解决学术界这种将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因而难以解释国际社会现实的状况，便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被组织的方式，或者政治无政府状态如何和国际经济合作相协调——政治组织和经济职能的不一致。更为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核心问题是如何定义这种结合
 。
〔6〕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如何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在寻求政治和经济如何关联的过程中，强调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联性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同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莉萨·马丁（Lisa Martin）和大卫·莱克（David Lake）。





这一领域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而且通常是两种独特的方式来定义的。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所有不是安全研究的东西；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定义为涉及经济自变量或经济因变量，例如经济要素作为原因或者作为后果的经济结果。……第一种定义，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它包括不是安全方面的所有问题，尽管所有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第二种相对狭窄的定义更富有启发性，它假设经济要素是这个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或者更狭窄地说国家和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它包括如政府的政策选择这样的政治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特别是市场运行的。反过来说，它也包括经济现象是如何通过改变行为体的偏好以及能力从而改变政治运行的方式。……没有经济要素组成的现象，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7〕



——海伦·米尔纳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种替代的组织方式出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即人们所熟悉的2×2模式。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是否集中在利益或者制度的解释性作用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问，命题中的解释要素是否根植于国内层面或国际层面。……除了国内和国际的相互作用，或者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有］的几乎所有的路径都能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假如说在过去国际政治经济学根植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识到他们必须抓住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中的经济要素。同时，经济学家也开始将诸如集体行动和政府制度等政治要素加入他们的模型中，结果便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与经济学家的对话，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在必须挑战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政策的经济基础，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最近几年成为一个高产的领域。这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与国际关系的共同性越来越少，而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越来越多。
〔8〕



——莉萨·马丁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国际经济交换的政治学研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探究领域，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经济模型只是被应用于政治现象研究中。这一领域主要由两类问题组成：第一类问题是，国家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开放自己使得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进行跨界流动？在这一类问题中，开放是一个因变量，或者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结果，而政治是一个自变量或原因变量。经济理论假设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国际商业很少例外地提高福利，［这导致］许多幼稚的政治分析家主张国家应该不断地开放。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立足的现实是，［国家］开放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很有问题的，因而是需要解释的。第二类问题是，融入（或不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个人的利益、行业的利益、生产要素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这里，政治是一个因变量，而一个行为体如何确定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是一个自变量。在现实中，这两类问题通常是融合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方便，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只研究这个因果圈中的一半。
〔9〕



——大卫·莱克





仔细比较一下以上“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我们可以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如下一般的定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本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种定义自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例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二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主要立足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即使涉及经济要素，也是将其作为一个外在变量；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国际关系时，将经济要素作为一个内在变量，探讨经济要素的流动对政治关系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国际经济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学假设世界市场是完全市场，特别是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经济学更是如此，而现实中的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国际经济学不能解释世界市场中存在的诸如“联盟经济”现象；而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立足于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现实基础之上，主张对这种不完全市场的原因以及结果进行研究。二是国际经济学假设维护世界市场的制度因素（例如国家、霸权、国际组织）是可以忽略的或者是外在的，但在现实中，世界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在世界市场创造过程中，国家是作为一个内在变量参与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在参与世界市场的创造过程中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以及这种分配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二、“霸权衰退”与IPE范式的确定（20世纪70—80年代）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反思：一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二是尼克松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三是美国霸权的衰退；四是欧洲区域合作的初步成功。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反思的学者既有来自政治学界的，也有来自经济学界的，虽然他们的学术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框定了IPE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范式。

1．研究议题

就研究议题而言，按照海伦·米尔纳教授的总结，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关心如下五个核心命题，以此向20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
〔10〕



（1）在经济要素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军事力量是否仍然有用？事实上，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主要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与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主张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这一命题不同的是，基欧汉和奈认为复合相互依存具有三个特征：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以及军事力量起次要作用。
〔11〕

 在复合相互依存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
〔12〕



（2）美国的霸权是否在衰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1973）与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1988）。前者对英国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不愿也不能发挥霸权作用是导致当时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以此类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也反映出美国霸权正在衰退。
〔13〕

 而后者则认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实力，由于美国仍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退。
〔14〕



（3）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主张上非常相似的发达国家，对待相同的石油危机却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这个问题激发了学者们对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内政治利益的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1977），卡赞斯坦以六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为案例，提出了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
〔15〕

 这种方法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寻求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奠定了基础。
〔16〕



（4）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一定是处于边缘区，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这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不等价交换”模型，该模型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就是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核心—边缘”（依附理论）或“核心—半边缘—边缘”（世界体系论）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得以持续，主要是由于核心和边缘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所以，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只能依附核心区进行发展。
〔17〕



（5）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否意味着，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以及国际能源机构（IEA）这些国际制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成果是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1983）和R. 维农的《主权困境》（1971）。前者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看到了国际机制对国家的影响，认为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
〔18〕

 后者则假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
〔19〕



2．研究路径

就研究路径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IPE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国家）和经济（市场）的相互关联性”，至于依据何种路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其他）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则是IPE创立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如果依据研究路径来看这些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
〔20〕

 ：

一类是“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IPE中，依据这种路径比较成形的流派，当推以劳尔·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
〔21〕

 ，当然也包括以罗伯特·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22〕

 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一个领域，同时存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结构”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从社会经济历史的角度探讨已经形成的历史的结构和过程，并且假定在这种历史过程中，政治和经济是“一个领域”，不是“两个不同的逻辑”。

另一类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这种路径暗含的逻辑是，政治（政治学）和经济（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我曾将其概括为“政治和经济的关联矩阵”。这一路径假设政治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要素，IPE或政治经济学就是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在IPE中，这种方法是作为主流方法出现的，即为我们所熟悉的“理性主义”，其中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联盟经济等。我们可以用图表来说明（表0-1）。

表0-1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关联矩阵图

[image: alt]


3．20世纪70—80年代的学术意识形态与特征

就学术意识形态而言，与继承19世纪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在IPE中也形成了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即现实主义（国家主义、霸权稳定论）、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3〕



这样，“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成为20世纪70—80年代IPE构造理论范式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和苏珊·斯特兰奇以此为基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1987年、1988年）的教科书中对IPE进行了总结
〔24〕

 ，由此框定了IPE的基本理论范式、研究议题和学术意识形态。后来的莉萨·马丁将其概括为“吉尔平式”（Gilpin's typology）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25〕

 我个人却宁愿将这一时期（20世纪70—80年代）的IPE学者称为“第一代IPE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为：（1）他们并没有经过IPE的训练，其学术背景或为政治学（如美国的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或为经济学（如美国的理查德·库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或为历史学（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或为社会学（如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他们在各自供职的大学里主持IPE研究项目，或类似于IPE的项目，讲授IPE方面的课程，培养IPE方面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的IPE称为IPE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里的问题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学者”所奠定的IPE有哪些主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面临哪些挑战？后来的学者在哪些方面继承了第一代学者所奠定的框架？又如何克服和超越第一代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看来，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联性为核心。在这一点上，似乎这一时期所有的IPE学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关联性上，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概括起来，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研究路径：一是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吉尔平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国家”，他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国家的作用在于影响和改变财富的分配和分布，进而改变和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分布。
〔26〕

 二是斯特兰奇的“权力结构论”。斯特兰奇式的国家—市场关联性的核心在于“世界市场”，她的基本假设是世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可概括为四个领域的权力结构，即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以及知识结构
〔27〕

 ，国家在这四个领域中所拥有的权力不同，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和实力的差异。三是彼得·卡赞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的“国家—社会联系论”，我将其称为“中间路径”。这种路径力图打破国家是单一的、自治的假设。
〔28〕

 所不同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关注的是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的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29〕

 ，而罗伯特·基欧汉则关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议事日程。
〔30〕



（2）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在20世纪70—80年代，当学者们讨论IPE的研究议题以及方法时，主要是力图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进行讨论，因而主要任务在于确定研究范式，借用莉萨·马丁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范式之争”。
〔31〕

 因而，在这一时期，IPE的理论范式主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

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在于，IPE主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中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
〔32〕

 ，图0-1给出了IPE中比较盛行的关于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联。

[image: alt]


图0-1　IPE主要理论、方法和知识传统背景及其相互关系

说明：这一框架表示如下关系：实线表示直接影响，虚线表示间接影响；总体上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本上是相反的理论（-），两种情况混合存在（+/-）或（-/+）。

资料来源：Thomas J. Biersteker,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wentieth-century Context and Discontinuit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4. No. 1, 1993. 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19页。





而IPE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则主要在于，尽管IPE的早期研究与经济学家密切关联，但IPE的真正产生却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由于IPE的兴起与“美国霸权衰退”相关联，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学术界所说的“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次论战”
〔33〕

 ，但由于其时国际关系主要为现实主义所主导，所以，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在IPE中相对盛行，无论是美国的吉尔平，还是英国的斯特兰奇，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34〕

 （参见表0-2）。

表0-2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与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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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efano Guzzini,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98. 转引自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第599页。

（3）以霸权和国际制度的论争为主线。从60年代末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开始，一批学者开始从经济联系的角度挑战现实主义。从一般理论上来讲，这一时期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所谓的“两次论战”），而就具体的研究纲领而言，则集中体现为霸权稳定论和国际制度研究的相互竞争。自由主义从新功能地区一体化理论（50—60年代）、相互依存理论（70—80年代）到新自由制度主义（90年代），其核心就是力图证明世界政治并不如现实主义设想的那样悲观，国际制度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而以吉尔平、克拉斯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则强调只有将国际经济关系放在国家权力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而，霸权稳定论就成了现实主义者辩驳自由主义的重要研究纲领。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始终围绕着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展开，其基本假设是，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主张全球市场的发育或侵蚀国家主权
〔35〕

 ，或决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
〔36〕

 ，另一方则坚持民族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市场力量。
〔37〕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哪种将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研究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是如何互动的。

（4）初步形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共同体。尽管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大争论，但一个关于IPE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之下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IPE Section），并且从1985年起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earbook）
〔38〕

 ；第二，不但在《国际组织》杂志以及《世界政治》杂志发表IPE的文章，而且在英国还出现了专门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冠名的杂志《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第三，学者们在IPE的核心研究议题（国际贸易
〔39〕

 、国际金融和货币
〔40〕

 、跨国投资
〔41〕

 、发展
〔42〕

 ）方面趋于一致，并在大学里开始培养博士生，进行专业训练，这些博士生今天已经成为研究IPE的主要力量，其博士论文已经成为IPE的重要文献。
〔43〕



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两个现实的挑战：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另一个则是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们为现实主义未能很好地作出预言而感到不满，并开始对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治的”假设进行修正
〔44〕

 ；而全球化进程中行为体的多样性则进一步促使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提出质疑。
〔45〕

 这样，利益与制度成为IPE关注的主题。

如果说IPE在20世纪70—80年代关注的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对立关系，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扩展，IPE则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46〕

 与“第一代IPE学者”吉尔平以及斯特兰奇“单一、自治的国家”的假设不同，“第二代IPE学者”
〔47〕

 则假设，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自治的。在这种逻辑的推导下，第二代学者将第一代学者的前提假设加以扩大，即IPE主要研究如下两种关系：（1）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2）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
〔48〕

 莉萨·马丁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修改为利益和制度的关系，并将利益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概括为“2×2”模式。
〔49〕



90年代中期以来，IPE在第二代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无论是研究议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专业化。
〔50〕

 与70—80年代的发展相比，IPE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以利益和制度为核心

利益和制度其实并不是两个新概念，在第一代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将原来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研究核心扩展了，其中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国内政治制度安排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51〕

 与第一代学者主要立足于“国家是单一的”这一假设不同，第二代学者则将国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他们在日益成熟的IPE学科内，加强对经济学工具的自觉运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界定利益与偏好的形成，同时将西方民主国家日渐完善的政治学分析工具扩展应用于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由此形成了四个系列的核心议题
〔52〕

 ：

第一，关于国家的研究。与70—80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改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政治利益偏好（个人的、行业的或者利益集团的）的制度框架，强调国内政治利益偏好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分析框架
〔53〕

 ，强调理解国内政治过程在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54〕

 在这一路径下，多数学者把国家看做是国内社会力量和国际力量的中介，重点分析国内利益、制度以及信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和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层面的谈判与合作
〔55〕

 ；另一个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
〔56〕

 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开放经济政治”（Open Economy Politics）的概念，主张从厂商、产业部门或者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突破了以往“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假设，为深入研究国家的偏好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57〕



第二，关于地区主义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欧洲区域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单一货币的实施以及共同防务和立法的提出）以及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
〔58〕

 ，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59〕

 ；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例如FTA是加强WTO还是削弱WTO？
〔60〕



第三，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在IPE领域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如果有变化，有哪些变化？二是那些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国家（如在亚洲），是由于进行了国内政策的调整，还是接受了国际经济组织既有的规范？那些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或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如在非洲）是否由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第四，关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IPE也研究国际制度，但此类研究大都建立在一个逻辑假设上，即美国霸权是推动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制度建立的主要动力，所以，学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如果可能，国际制度的作用何在？
〔61〕

 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冷战的结束以及相应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IPE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推动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是什么？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吗？如果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人们接受技术变革和创新存在很大的差异？二是非国家因素，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运动如何改变全球治理的方式？三是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推动全球化的国家是如何进行政策调整的？

2．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相关联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IPE主要与国际关系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学者在对“2×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获得共识的基础上，主要吸收了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经济学的成果。海伦·米尔纳曾简明扼要地图示了这种关系（图0-2）。
〔62〕



[image: alt]


图0-2　IPE与相关学科的关联性

这里，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间，IPE在建立独立学科的同时，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联性究竟表现在哪里？

（1）IPE与国际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在国际关系领域，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颇为盛行，并由此出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论战”。与此相关联，IPE也深受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并形成了IPE的两种方法。
〔63〕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IPE中的制度主义主要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规则（rules）在框定个体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IPE中主要体现在强调规范（norms）和价值（value）并不独立于行为体的利益之外，规范和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身份（identity），因而也就成为利益（interest）。

（2）IPE与比较政治

20世纪70—80年代，IPE主要集中探讨国际体系中相同的问题，因为一般都假设相同的国际力量可以导致相同的国家行为，因而IPE与比较政治的关联性不大，但进入90年代，学者们发现，即使相同的国际力量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行为，因此，比较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的共同性以及差异性，便成为IPE学者努力的方向之一。这也是新一代IPE学者主张“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相关联的主要原因。
〔64〕

 比较政治对IPE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使用“Large-N”方法进行案例研究；
〔65〕

 二是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尤其是研究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外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的多样性。
〔66〕

 这两点为IPE提供了大量的案例。
〔67〕



（3）IPE与经济学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IPE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主要是解决IPE的理论研究范式
〔68〕

 ，以此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突破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二分法，借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来解释当时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IPE在问题领域研究的进展，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国际经济问题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对于理解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对IPE的影响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理性选择方法
〔69〕

 和博弈论
〔70〕

 在IPE研究中的重要性。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探讨单个行为体如何根据其偏好进行利益最大化，在IPE中这种方法主要应用在贸易领域以及合作问题上；而博弈论则强调在做出选择时考虑对方的选择，双方的选择不是在信息完全或者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IPE中它主要应用于强调国际和国内力量互动进程中的偏好、信息不对称以及决策的时序问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第二代学者提出的战略选择方法，据此研究国家间互动如何影响选择和战略。在这里，行为体的选择不仅反映出其偏好和约束条件，也必须考虑其他行为体的决策过程，这样就彻底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
〔71〕

 另一方面则是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加强国内利益集团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模型：一个是通过选举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另一个是不同利益集团游说导致的政治决策模型。
〔72〕



3．进一步突出和完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

90年代中期以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辩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批评，理性主义也开始了新的自我完善，修正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而理性主义的这种进展在IPE研究中是最为明显的。在理性主义框架内，新一代学者开始采用系统化和数学化的方法来证明基本命题和假设，并且就如何推动IPE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吸收新古典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成果，采用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以及将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重新综合等。更为重要的是，新一代学者不仅在分析框架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在如下三个具体研究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依据社会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确定其政策偏好；研究国内制度和利益的结合方式；讨论国际层次的国家间互动。
〔73〕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20年的成就与挑战

相对于IPE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IPE进入中国学术界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的事情。首先是盛行于欧美学术界的、IPE的两本导论性著作——苏珊·斯特兰奇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于1991年组织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教授组织了为期五年的“中美关系国际研讨班”，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我组织了为期四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太区域化”国际合作项目，这些国际学术活动，不仅邀请了国际学术界的IPE领军学者前来参加，而且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学者参与其中。到90年代中期，在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列为国际政治专业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及至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新宁教授和陈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樊勇明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正毅教授和朱文莉副教授分别推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重要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标志性的成果是张宇燕、李增刚推出的《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三件事尤可称道，它们标志着IPE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专业制度化。2002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了学科专业调整，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化基础。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几乎出现在所有大学的政治学系的课程目录中。

第二，原版教材的影印出版。从2003年开始，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决定引进一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原版国际关系教材及专著直接影印出版，涉及IPE的主要有三本，其中由哈佛大学政府系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教授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莱克（David A. Lake）教授选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的出版，对于中国学生了解IPE在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学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专题实证研究在加强。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还停留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IPE研究已经逐渐深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原来的一般理论争论开始转向专题实证研究
〔74〕

 ；第二，除了原来的核心议题贸易、投资、货币以外，在能源、转型、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区域化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第三，寻求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关联性，并开始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75〕



在肯定既有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训练比较薄弱。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政治学，但必要的经济学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下个定义，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对国际体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自然可以将IPE的研究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全球层面的问题，包括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生产（跨国直接投资）、国际环境、国际秩序（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全球化；一类是区域层面的问题，包括区域化（诸如欧洲区域化、亚洲区域化等）、国家联盟经济；一类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包括发展问题、转型问题、国家竞争力问题等。依照这种定义，IPE的研究自然涉及三种关联性：一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的相互关联性；一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联性。
〔76〕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议题”，要求我们具备起码的经济学知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IPE与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个主要原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博弈论的基础，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又如何理解联盟经济；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经济史的基础，如何理解世界经济中的制度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政治学训练中加强经济学基础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分析性研究工具掌握不足。在IPE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相比，总体上是描述性的研究多于分析性的研究。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学者在讨论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联性时，喜欢用“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这样的语言，至于政治如何经济化以及经济化的程度如何，或者经济如何政治化以及政治化的程度如何，却很少有比较像样的成果。导致这种研究倾向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学者们寻求经济的政治原因或者政治的经济原因，没有相应的分析工具将其变成一个内在变量，结果自然局限于表面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而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政治和经济仍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第二，对于分析性的工具或者研究路径掌握不够。比如，在我国政治学学科的训练过程中，多数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回归分析这种工具，至于双层博弈，也主要是经济学学生们的专利。这种分析工具的欠缺，使得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通常只会运用描述性语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分析性工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变量，比如制度是很难量化的，但大多数变量还是可以量化的。

第三，与中国关联性的研究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哪个事件可以与如下两者相提并论：一是冷战结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二是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大事件使相关国家成为“转型国家”，然而，即使是在国际学术界，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刚刚开始。与大量关注欧洲和美国（特别是OECD国家）的经验相比较，真正关注中国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并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真是少之又少。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学者们担心中国的经验研究是否具有知识的普世性。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种从个体的经验出发创造出普世性知识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这种学术意识。否则，我们会一直在一种“两难境地”中徘徊：或担心自己落后而成为西方知识的消费者，或担心失去自己而强调“本土化”和“特殊性”。

第四，学术共同体远未形成。尽管IPE进入中国学术界已经十多年了，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由于我们在知识谱系、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远未形成某种共识，所以，与西方学术界相比，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关IPE的知识共同体。

保持已有的成就，面对挑战，决非哪个个人或者某所大学独立所能完成，这需要我们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惟有这样，国际政治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专栏



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不仅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且也存在着知识结构的差异。政治、经济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地区或国家，不断通过知识的创造向国际体系推行“一元”的“普世性”的知识；而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处于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则不断强调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

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20世纪国际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的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相对应，20世纪的国际体系在知识上也相应出现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的结构。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是立足核心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二是对边缘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或进行概念、范畴的原创或进行案例证实以及证伪，并借助英语这种“国际化”语言进行推广。边缘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消费性表现在：一是在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下对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二者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二是直接消费和借用核心区学术界关于本地区的知识。

知识的普世性与知识的特殊性。与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和边缘关联的一个问题是知识结构中的一元和多元的冲突。核心区通过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力图寻求一种“价值无涉”以及“普世性”的知识，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霸权国家的推动下不断向全球推广这种知识。而边缘区却进入沃勒斯坦所说的“两难境地”之中：接受核心区的知识，但担心失去自己悠久的文明；不接受核心区的知识，又担心自己在知识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这样，“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化”便成为边缘区国家经常矛盾的“文明战略”。

但也不断有“例外”出现。当19世纪的德国远落后于英国时，两位德国的思想家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当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时，普雷维什和桑托斯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区域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众不同的“东盟方式”。

正是从这种“例外”中，中国学者得到了启示。处于核心区的国家并非总是知识的生产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也并非总是知识的消费者。处于边缘区的国家和地区，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也可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

也正是因为这种“例外”的出现，中国学者们开始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以及最近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

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经验现实。人们所设想的理论和现实这种二分法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事实上，任何理论，其研究议题完全来源于现实（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以及未来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如何对待这些现实，是偏好“分析性”的路径，还是偏好“描述性”的路径。

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好，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也罢，这不仅为中国学者的“价值偏好”所左右，而且也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所涉及的具体议事日程相关联。让我们共同努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脚步，从问题领域研究入手，贡献我们的才智，成为知识的真正生产者。

资料来源：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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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历史遗产

综观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民族国家为了追逐财富和权力而彼此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和战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却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历史体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时段”：1500—1750/1800的古典重商主义、1800/50—1914/45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1945以来的“混合主义”。尽管这个历史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段的具体局势有所差异，推动和维持这一历史体系得以延续的动力却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理大发现、金融与贸易、科学和技术、制度与战争。尽管加入这一历史体系的民族国家都认为自己有着独特的文明，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这个延续500年的历史体系所遗留的三个历史遗产，即国际体系、全球经济以及意识形态。



第一章

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在16世纪之前，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不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区域世界经济”（regional world-economy），而且这些不同的“区域世界经济”相当繁荣，有的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学者们经常提及的13世纪的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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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史家们普遍认为，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林立，而各“区域世界经济”有着自己独立的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另外一个特征是，“区域世界经济”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主要依靠远距离贸易，在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结构。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不但改变了欧洲，而且改变了世界，整个世界经济出现了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出现，“西欧区域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并且逐渐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如经济史学家所述，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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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并最终于19世纪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即核心区与边缘区。尽管在之后的竞争中，处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在不断变化，但核心区和边缘区这种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

16世纪之前的世界与16世纪之后的世界出现的这种差异，向学者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不断加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如何兴衰的？用世界体系论的集大成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一定要重新提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什么时候产生的；为什么这种转化发生在封建的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它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早一点或晚一点；为什么转化的早期努力都失败了。这不只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重建，而是完全理解我们现在这个体系的本质的关键。
〔3〕







为了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在过去500年所经历的三个时段：1500—1750/1800的古典重商主义、1800/50—1914/45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1945—2035（？）出现的“混合主义”。

第一节　世界体系与历史时段

迄今为止，关于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有许多断言，但根据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历史在过去主要有两个大的分水岭：一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另一个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诚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





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断言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些大的分水岭。这样的分水岭的标志之一是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或农业革命，尽管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它；另一个大的分水岭就是现代世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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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石器使得人类社会进入农业革命时代，那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则使得人类进入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代。这个时代首先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

回顾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这个首先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欧洲世界经济”，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扩张，到了19世纪末，最终完成了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我们分三个时段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世界体系”扩张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的兴衰。

一、第一个时段：1500—1750/1800

在1500—1750年这250年时间里，西欧有五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尽管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文明或文化（我个人深信它们的文化是不同的），但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政策，这五个国家国内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但使得这五个国家的财富得以增长，国家实力得以加强，而且也使得世界财富得以增长。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用后来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这种生产方式从事的经济活动被后人称为“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有学者甚至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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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的含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资本主义”，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在1500—1750/1800年，“资本主义”在这五个国家里，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重商主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这五个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民族习惯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导致这五个国家在“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上出现不同，如同经济学家翁根所说的那样：





重商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法国是工场手工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殖民地贸易；在荷兰是航海和中间人贸易；在英国，这运动是更进了一步，这里连农业都包括在里面了。原来还有农业的重商主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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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国家在1500—1750/1800年大约25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各自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五个国家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到了1750年左右，只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凭借其农业革命、工业优势以及商业体制的创新，不但使得“欧洲区域经济”的核心从早期的地中海位移到波罗的海，而且依靠拉丁美洲的白银和亚洲的香料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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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个时段：1800/50—1914/45

在随后的1800/50—1914/45这150年时间里，全世界又有四个国家加入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进入到最早起源于西欧的“世界体系”之中。第一个国家是1806—1848年开始追赶英国的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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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国家是沙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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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国家是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工业化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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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国家则是亚洲的日本，日本从1868年开始进行明治维新，从上到下进行改革，借助“条约”直接加入了这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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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14年，这个最初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要有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以及日本）。在1800/50—1914/45年近150年的历史中，伴随着这九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实力的增强，相互竞争加剧，冲突不断，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800/50年到1914年，有一个国家在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中最终胜出而成为霸权国家，这就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英国依靠“工业革命”、“自由贸易”和“国际黄金标准”，不但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挑战，而且还取代了荷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500年历史上的第二个强国（霸权国家）。“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在使得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典范例”的同时，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185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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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个时段：1945—2035？

一个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并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恰恰相反，战争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但得以延续，而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以加强。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征：

第一，范围更为广泛，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转型国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体系，其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主要表现为全世界又有一批国家和地区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中，其中包括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最后是冷战结束后的独联体、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和越南。

第二，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国家加入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的“发展型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主导权之争。在过去5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霸权或主导权的竞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这种状况在1945年以来更是如此。在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国家或主导国家之后，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先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成立“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领域（共同农业政策）以及金融领域（特别提款权）向美国提出挑战，最后因1973/74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而终止；然后是日本在1968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从1968年到1985年在贸易领域（美国与日本5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向美国挑战，最后因日本1993—2003年的经济衰退而告终；最近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以及农业领域向美国提出了挑战，这些在贸易领域的挑战因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被搁置。

第四，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延续了500年，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是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问及。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其主要标志是，1980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后又于2001年加入到作为这个“世界体系”在贸易领域的全球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学术界近期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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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93—2004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9.6％，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3.3％，如果两国都按过去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增长，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以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0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200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1/25，那么，到了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到美国的1/4（中国为10000美元）。就像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关心日本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将关心的目标从日本转向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世界经济”持续500年的基本规则？

第二节　世界体系的基本动力

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产生并且不断扩展，从最初的西欧地区扩展到全球，形成一个历史体系，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我们来回答：是什么动力导致历史体系得以延续？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体系（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动力主要有四个，即地理大发现、金融与贸易、科学和技术、制度与战争。

一、两次“地理大发现”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一大动力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早是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受到哥伦布1492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鼓舞，开始寻找到达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富裕国家而进行的横渡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一系列航海活动。

西欧的“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欧国家的意义在于，在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之后，这些西欧国家寻找到了新的国家生存空间。与“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这些国家采取的“殖民主义”政策。通过“殖民主义”政策，这些国家不但获得了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而且还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原材料，进而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所以，地理大发现使得这些国家的财富在急剧增长，实力在不断增强。在之后的400多年时间里，“殖民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进行国家生存空间扩展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政策手段。第二，“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用地理学家麦金德的话来说就是：





地理大发现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30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
〔14〕







“殖民主义”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政治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世界经济”因意识形态的对立也被断然分成两种形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前者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进一步加强，而后者尽管也有“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最后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终。

尽管国际社会关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冷战结束的政治意义众说纷纭，但对于其经济意义的认识却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世界经济从以前的“区域性世界经济”开始真正成为“全球性世界经济”或“全球经济”。起源于西欧的“世界经济”曾因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加入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没有成为“全球经济”。但1989年之后，随着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的加入，“世界经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其标志就是光纤电缆在全球（陆地和海洋）的铺设和1996年美国通过的《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区别在于：第一，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发源地是西欧国家，而20世纪90年代的“地理大发现”的国家主要是美国。第二，16世纪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西欧国家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殖民政策和国家主导下的公司（诸如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获取原材料，如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亚洲的胡椒和香料等，这种扩张是对有形资源的掠夺；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地理大发现”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和国际机制获取人力资源，这种扩张是对无形资源的掠夺，例如发生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包”以及中国的“离岸经济”。第三，伴随着16世纪西欧国家“地理大发现”的是国家之间无穷的战争，并且范围是有限的；而与90年代美国“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则是相关国家的经济冲突和合作，而且范围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贸易与金融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二大动力是贸易与金融。贸易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几百年来，贸易税收一直是帝国和政治集团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许多帝国选择以贸易为契机而发展起来，并且为了控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路线，曾经彼此大动干戈”
〔15〕

 。

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各国仍将贸易作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并因此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重商主义”（1500—1750/1800），贸易是重商主义政策的核心，至于如何进行贸易，各国的具体政策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在随后的两个历史时段（1750/1800—1914/45和1945—2035？）中，贸易仍然是各国进行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1870—1914年和1945—1970年分别被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两个“黄金周期”，在第一个黄金周期，自由贸易不但成就了英国的霸权梦，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财富的整体增长，根据经济统计资料，1870—1913年期间，世界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2.1％，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3％，就贸易占世界GDP的比率而言，1800年仅为2％,1913年则增加到21％
〔16〕

 ；在第二个黄金周期，自由贸易制度的建设（GATT）又使得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经济统计资料表明，世界经济在1950—1973年之间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要快，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9％（这意味着每25年翻一倍），世界GDP总额年均增长率为4.9％，世界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将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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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与贸易同样重要。与第一次“地理大发现”相伴随的是黄金、白银的开采，由于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重金属，因而成为价值储藏和交换的重要手段。1500—1750年，黄金和白银不仅是各国财富的象征，并成为欧洲国家进行海外掠夺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各国相互之间进行贸易的重要支付手段。经济史研究的结果表明，1500年，欧洲有大约3600吨黄金存量和37000吨白银存量，而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85％和黄金产量的70％来自拉丁美洲。仅在美洲，白银产量在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而欧洲又将其中的40％运往亚洲；在18世纪约为74000吨，其中有52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将其中40％运往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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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一阶段用于贸易支付手段既可以是黄金，也可以是白银。

而真正将黄金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则起源于1819年英国国会颁布的《恢复条令》，要求英格兰银行恢复从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爆发以后被终止了四年的将通货与黄金按一固定比率兑换的业务。《恢复条令》标志着金本位制的正式采用。
〔19〕

 金本位制开始时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所用，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逐渐效仿，包括德国（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1873年）、荷兰（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1878年）以及美国（1879年），到1879年，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采用金本位制。尽管在1873—1896年经济危机之中，关于是否采用金本位制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治争论，但经济危机之后，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金本位制得到了加强，日本和俄国（1897年）、阿根廷（1899年）、奥匈帝国（1902年）、墨西哥（1905年）、巴西（1906年）以及泰国（1908年）也纷纷加入了金本位制。到了1908年，除了中国和波斯（现在的伊朗）在进口结算不用黄金外
〔20〕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金本位这种固定汇率制度。

尽管金本位制度随着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而结束，但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适度的货币政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这一铁律并未改变，这是战后以“双挂钩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即使1976年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但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各国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追求的目标。

三、科学与技术进步

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第三大动力是现代科学的产生与技术进步。在15世纪之前，人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方面也曾取得过许多成就，例如，古希腊的数学、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等等，但这些科学知识不仅是零散的，而且通常与宗教和哲学思辨结合在一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440—1540年）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但现代科学的真正革命却主要发生在17—18世纪
〔21〕

 。与之前的科学研究相比较，现代科学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
〔22〕

 ：第一，对自然的研究逐渐从以往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相对数字化的实验描述。其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1628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等科学著作开启了天文学、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实验科学的先河。第二，对知识的态度从中世纪傲慢地藐视自然和社会的宗教（基督教）教条逐渐世俗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一系列促进科学实验的研究机构的建立，诸如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1657年）、伦敦的皇家学会（1662年）、巴黎科学院（1666年）以及为了英国海军利益而建立的格林尼治天文台（1675年）。第三，科学仪器的应用。与之前使用的一些极为简陋的科学仪器相比，17世纪出现了6种非常重要的科学仪器，即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气压计、抽气机和摆钟。这些科学仪器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自己所处的自然世界的认识更为准确甚至精确。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只是体现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而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欧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首先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

17世纪的荷兰，尽管土地贫瘠，但为了开垦荒地，依靠风车排干沼泽地，完成农业技术的革新；“荷兰”织机的诞生和染料技术的进步，使荷兰的纺织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荷兰的平底快船的成本不到英国造船成本的三分之二，技术进步不仅使得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的中心
〔23〕

 ，而且使得荷兰在17世纪中叶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

而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和技术进步不但推动了采掘业和纺织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24〕

 基于空气和流体静力学的空气泵的产生以及不断改进，解决了长期困扰采掘业的三个难题——矿井出水、新鲜空气的供给限制以及难以将矿石提升到地面，使得英国在对煤、铁、锡和铜的开采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纺纱机和织布机的诞生使得纺织业的机械化大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使得英国成为纺织业的中心；数学和天文学的经济意义在于，它不但促进了计算航线、距离、经度和纬度的准确性，而且推动了英国航海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英国在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进步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以后得以延续，技术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是国家竞争力最为主要的指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计算机技术以及通讯网络的应用，不但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例如今天盛行世界的“外包”，而且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相互交流的方式，同时也使得掌握这些技术核心的美国继续维持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参见本章后的“专栏：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

四、制度与战争

促使“世界体系”得以持续500年的第四大动力是国际制度／机制的建设。所谓制度或机制，是指一个体系内限制、规范并且使其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的一系列规则、规定、章程或者程序，而离开这些规则、规范、章程或者程序，参与者的行为被视为是不合法的。

在过去500年“世界体系”的产生和扩展过程中，制度化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主要是通过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来完成的。通过签订条约进而达到“势力均衡”，是欧洲国家在近代相互合作、避免战争的一个重要经验；在贸易领域，将自由贸易制度化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1945年以来相关国家努力的目标，并最终产生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从1870—1914年的金本位制到1944—1976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立，其实都是国际货币制度化的体现。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曾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带来两个黄金周期，这就是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和1945—1970年的世界经济。

对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制度化或机制化最大的威胁就是战争。尽管人类社会渴望和平，但在过去50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冲突和战争很少因为人类的美好愿望而停止。综观人类过去5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一般采取如下三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交战双方都以结束对方生命为目标。历史上的所有军事战争的目标都是如此。无论是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莫不如此。第二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是以结束双方的生命为目标。无论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飞行员，还是最近几年来喧嚣一时的“恐怖主义”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交战一方发现无法结束对方生命时，选择与对方一起结束生命。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发生的“9·11”并没有改变世界，它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第三种形式是，交战的一方出于各种原因并不能结束对方的生命，但让对方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感到恐惧。这种形式的战争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制裁。

第三节　世界体系的历史遗产

在简略地回顾世界体系的发展时段和基本动力之后，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深思：这个延续了500年的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我看来，这个最早起源于“欧洲的区域世界经济”并在后来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一种历史遗产是政治层面的，即“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在1648年之前，世界许多地区盛行的是帝国体系，1648年西欧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欧洲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其他地区和国家在融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同时，其国内政治结构和体制也开始发生变化。比如，日本于1868年推行明治维新运动、中华帝国于1912年解体、东南亚地区从1945年开始脱离欧洲殖民体系，这些亚洲国家在政治上建立了“民族国家”并逐渐加入民族国家体系之后，国家主权及其巩固才是所有这些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二种历史遗产是经济层面的，即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经济”（global world-economy）。西方学者将其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尽管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学者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在这里愿意将其称为“以资本运行为主导的世界经济”。

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业资本的形成。商业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和信贷体系的建立。虽然银行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发展起来了，并承担着那个时期的货币往来与汇兑、接收存款、兑换汇票、提供贷款、代为付款等业务，但大规模的、遍及欧洲的金融经营业务开始于16世纪，这就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兴起。如1586年创办的作为清算银行的威尼斯的里阿尔托银行，1593年创办的米兰的圣·安东尼奥银行，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市贴现银行、米德尔堡贴现银行、德尔夫特贴现银行和鹿特丹贴现银行，1619年创办的汉堡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业务并不局限于货币经营，而是大力发展信贷业务，特别是经过17世纪银行业的改革，银行在欧洲国家的财政管理以及国际商业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世纪的荷兰依靠银行业务和功能的创新，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19世纪的英国依据占主导地位的金本位制成为经济上的霸权国家；20世纪中叶的美国依靠“双挂钩制”主导国际金融市场。

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贸易。在1500—1750年，欧洲人通过贸易，不但增加了财富，而且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正如欧洲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





贸易在1500年至1750年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有一些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或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命之为重商时代或重商主义时代。这段时期的某些国际冲突——例如17世纪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战争以及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也许便是由商业原因引起的。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而诸如海关法与航海法所体现的商业政策的目标就是为各自的国家尽量夺取财富。另一方面，在近代初期引起欧洲爆发战争或冲突的种种原因中，贸易仅次于宗教与封建帝国主义而位居第三。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各国政府在推行其外交政策时有时也会寻找出一些商业方面的理由。许多事例证明，贸易——首先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来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而财富则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的实力，正如实力是获取财富的基本手段一样。于是，财富与实力就成了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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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世界体系给我们留下的第三种历史遗产便是学术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主要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完成的。按照沃勒斯坦教授的观点，“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其最大的意义便是孕育出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制度化
〔26〕

 。





就1789—1989年时期来看，引起地缘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是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主义。法国革命在本国引起的变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但它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它通过“普遍主权”的概念使人们相信，政治变革是“正常”的“合法”现象。为解释这种新现实所作的努力形成了三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解释这种正常变革。保守派力图最大限度地加速这种变化；希望理性地说明这种变化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则力图最大限度地加速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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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变革做出的第一个反应。保守主义者也承认社会变革的正常性和必要性，但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某些变革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那些影响社会基本结构的变革是不行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在保守主义看来，家庭、“社团”、宗教以及君主这些最为基本的结构不应该改变。实际上，保守主义是“传统”的捍卫者，是文化乐观主义的具体体现。他们的逻辑是，“传统”长期在那里发挥作用，传统的价值里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所以任何对传统的反叛都需要很强的合法性论证，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的衰退和崩溃。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变革的正常性”最为自然的拥护者。但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自由主义是出现在保守主义之后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在保守主义产生之后作为保守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尽管在19世纪早期英国托利党人就把保守主义的对立面称作是“自由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被认为是这一思想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但与19世纪以前以及19世纪早期那种追求个人的权利的自由不同的是，沃勒斯坦等人这里所指的是整个在19世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在政治上有意识地追求立法上改革，以此支持“正常的变革”，为这种变革疏通渠道，创造条件。一句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宗旨就是力图理性地说明“正常变革”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Marx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在19世纪的晚期出现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追求社会进步（progress）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条件，一个条件是，进步的实现不是连续的而是非连续的，即通过“革命”来实现；另外一个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最终追求的社会，而是倒数第二个社会。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两个修改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日程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日程完全不同。

这三种意识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不仅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向全球扩展，而且也通过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化被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形态向全球传播。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教授也曾做过精辟的概括：





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他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他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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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种意识形态，过去人们通常强调的是其分歧点，而忽略了其共同点。如果我们将这三种意识形态纳入其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历史时段中，我们不但可以发现其差异性，也可以发现其共同点。

三种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在于：如何回答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存在核心区和边缘区这种结构。自由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是因为核心区在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边缘区则没有比较优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而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因为在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重商主义者认为，核心区之所以为核心区，而边缘区之所以为边缘区，是因为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国家战略不同所致，所以，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而不是“剥削”和“不等价交换”关系。

而三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于：第一，三种意识形态都承认资本主义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第二，三种意识形态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性主要表现在核心和边缘区的划分上。

专栏



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

第1大动力：创新时代的来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

对于老一代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确实让他们感到不安。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没有什么社会制度可以和共产主义相媲美。对那些已经习惯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民主德国人来说，过去的生活尽管辛苦而贫困，但是工作、住房、教育和养老金都有保障，因此他们觉得很难适应柏林墙的倒塌，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这却是通往自由的契机。因此柏林墙倒塌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柏林一个地方，这是令世界变平的事件。

装载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使得上百万的人们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数字化，并广为传播，渐渐地，几乎所有的表达形式——文字、音乐、数据、地图、照片，甚至声音和图像——都能够被数字化。数字化格式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一旦能够用比特或字节把自己的内容数字化，他们处理信息就会更有效率。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各种新的途径传给越来越多的人。

第2大动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1995年8月9日）——Web的出现和网景上市

万维网（World Wide Web）是一种抽象的信息空间。在因特网上，你找到许多联网的计算机，而在万维网上，你找到各种文件、声音、录像等信息。在因特网上，通过计算机之间的电缆进行相互连接，而在万维网上，通过超文本链接相互进行连接。万维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因特网上的计算机之间需要进行交流活动。简言之，个人电脑—Windows是我和电脑、我和公司内部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因特网—电子邮件—浏览器让世界变得更加平坦，是我和我的电脑同别人及其电脑的互动关系（电子邮件的功能），以及我和我的电脑同别人网站之间的关系（浏览器的功用）。

第3大动力：工作流软件（work flow）——让你我的应用软件相互对话

这是继柏林墙倒塌、Windows和网景之后碾平世界的又一动力，工作流软件的兴起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作流软件开始大兴于世，它对世界变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电脑处理以前必须依靠人工处理的商业信息，这方便了商业上的设计、展示、管理和合作。于是，我们可以在公司和公司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

工作流软件的革命是这样的：柏林墙倒塌后，个人电脑、Windows和网景浏览器让人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联络，然而人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浏览和发送电子邮件、实时信息、图片和音乐，他们希望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设计、创造、买卖、记录存货、替别人申报纳税、帮别人读X光片。他们希望能在任何两地的任何两台计算机间完成这些操作。这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新水平再加上以网络为基础的应用软件间的工作流程序就会创造一个具有多种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

第4大动力：上传（uploading）——驾驭社区的力量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生产物质产品或者复杂事物需要官僚机构或组织。这种看法是，你需要从上到下的垂直整合才能做成事情并将它们传播到世界。但是，平坦世界平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具备了可以上传的新能力，这让你可以独自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生产出真正复杂的东西，并且不需要以前那么多的官僚机构和金钱。

平坦世界这个平台的创建不仅让更多人能创作自己的内容，就创作内容开展合作；还让他们可以上传文件，以个人方式或作为自发社区的一个部分将这些内容传向全球，不用通过任何传统官僚机构或组织。

第5大动力：外包（outsourcing）——Y2K

20世纪90年代末，幸运女神开始从两个方面关照印度：光纤泡沫开始膨胀，将印度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而Y2K计算机危机——所谓的“千年虫”——也在这时爆发。计算机通常都有内部时钟，最初是为了节省储存空间，这些时间都只用6位数字表示时间——2位数表示日期，2位数表示月份，2位数表示年份。这意味着计算机表示的时间只能到12/31/99，当日期到了2000年1月1日，很多老式计算机不能表示01/01/2000，只能表示01/01/00，计算机会认为又重新回到了1900年。所以当时大量的老式计算机都必须调整它们的内部时钟和相关系统，否则这些计算机程序就会关闭，导致全球危机。

对计算机系统进行调整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程，而全世界当时只有印度拥有可以完成这项工程的软件工程师。所以在Y2K的大敌面前，美国和印度开始频频约会，它们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变平的进程，因为这向很多不同的行业表明，个人电脑、网络和光纤电缆的结合提供了新型合作和水平价值创造的方式：外包。任何能被数字化的服务、呼叫中心、商务支持或知识工作都可以外包给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供应商。通过使用光纤电缆的工作站，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工程师可以帮助你完成计算机调整工作。到了2000年，Y2K问题基本解决。

第6大动力：离岸经济——和瞪羚一起赛跑，与狮子一起捕食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要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遵循进出口和外国投资方面的全球规则。从中国入世的那天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跑得越来越快。这是因为中国的入世极大地推动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离岸经济。

这是一种不同于外包的国际合作方式。外包意味着将有限的、特定的业务（比如研发、呼叫中心或账目管理等）交给其他公司去做，然后将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体的经营体系。离岸经济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将它在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工厂通过离岸经营的方式整个转移到中国的广州，这就意味着广州工厂将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不过劳动力更为低廉，税收、耕地、能源得到补贴，医疗成本也更低。就像Y2K将印度和世界带到了全新的外包水平上一样，中国的入世将中国和世界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离岸经营水平上，更多的企业将生产离岸经营，然后将其融入全球供应链。

第7大动力：供应链——在阿肯色州吃寿司

阿肯色州是沃尔玛的总部所在。20世纪60年代当沃尔玛力图成为一个折扣店时，它只是希望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进购商品，降低商品的价格，并没有想到日后会对世界经济的供应链产生影响。沃尔玛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和生产者合作让他们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第二，努力改善和生产者相关联的供应链，让他们不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将产品运送到沃尔玛的配送中心，并且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和减少摩擦；第三就是不断改善沃尔玛的信息系统，确切知道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并将这一信息反馈给相应的供应商，这样货架上就会及时补充合适的商品。

直接从生产商那里采购、通过建立自己的配送中心以降低供应链的成本、更多地了解客户以避免库存积压，沃尔玛通过全球供应链以最低的价格给消费者带来最好的商品，最终成为推动世界变平的动力。

第8大动力：内包——那些穿着可笑的褐色短裤的家伙在干什么？

穿着可笑的褐色短裤、开着可笑的褐色卡车其实是UPS的象征。UPS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形式——内包。与“供应一条龙”的供应链管理不同的是，内包是一种第三方管理的物流方式，它要求UPS和它的客户以及客户的客户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关系。

并非所有公司能够像沃尔玛那样开发一个规模和范围都相当大的全球供应链。人们在现实中发现：许多大公司虽然有管理能力，但为了提高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它们无暇顾及供应链问题；而许多中小公司要么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些，要么没有能力独自管理一个复杂的全球供应链。1996年，UPS推出了“同步商务解决方案”：UPS的工程师会深入你们公司内部，分析你们的产品、包装和配送流程，然后设计、再设计和管理你们整个的全球供应链。如果有必要，UPS甚至还会为部分流程提供融资，比如应收款项和货到付款等。所以，不管你的企业大小，只要你搭上UPS的快车，你就可以主宰你的全球供应链。同时，UPS运送商品的统一规则、标签和跟踪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商品和服务在全球的配送速度和效率。

UPS的雇员不仅让你的包裹同步化，而且也让你的整个公司与它同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同步，真正实现了UPS的广告格言：“让你与世界同步。”

第9大动力：提供信息——Google、Yahoo和MSN搜索服务

Google、Yahoo和MSN告诉人们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是建立一个让客户能自我掌控的合作体系，然后迅速对客户的需要做出反应。

搜索引擎令这个世界变得平坦：消除了人们用来藏身的高山峡谷、岩石峭壁，排除了一切可以掩盖荣誉、粉饰过错的可能。在一个平坦的世界中，你不能逃跑，不能隐藏，因为即使再小的石头也会被翻遍。你必须诚实地度过你的一生，因为不论你做什么，不管你犯过什么错误，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世界变得越平坦，普通人就会变得越透明。

第10大动力：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和虚拟的类固醇

在全球平台搭建之后出现的六种合作形式——开放源、外包、离岸经济、供应链、内包以及获取信息——都可以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人”的方式来完成。

所谓“数字”指的是，在个人电脑—Windows—网景—工作流的作用下，一切内容和流程都会被数字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卫星或光纤电缆进行制作、操纵和传递；所谓“虚拟”是指，这种制作、操纵和传递的过程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很轻易地完成；所谓的“移动”是指，无线技术可以让人们从任何地方通过任何设备与任何人建立联系；所谓“个人”是指，你可以用自己的设备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一系列新技术，可以统称为“类固醇”。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类固醇主要有六种：第一种类固醇与计算机相关，包括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储存能力和输出／输入能力；第二种类固醇包括在即时讯息和文字共享方面的突破；第三种类固醇包括网络电话技术方面的突破；第四种类固醇是视频会议技术的突破；第五种类固醇设计计算机图像的最新进展；第六种类固醇包括无线技术和设备。

这些类固醇造成的结果是，引擎可以和计算机沟通，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计算机之间可以沟通，人类和计算机的沟通可以距离更远、速度更快、价格更低、方便更多。

资料来源：根据〔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二章”编写而成。





第二章

财富、贸易与古典重商主义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出现的第一种理论就是古典重商主义。历史著作一般把150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称为重商主义的时期。
〔29〕

 在系统地把握古典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之前，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古典重商主义产生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节　古典重商主义的起源

欧洲经济在经过了1300—1450年的萎缩和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就是为今人所熟悉的重商主义时期。按照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的观点，重商主义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对商业和商人的重视，具体表现为：为追求财富而进行的地理扩张；贸易的拓展；商业资本的兴起；国家机器的加强。

一、地理扩张

众所周知，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14、1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西欧各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欧洲市场的狭小开始暴露出来，为了解决国内社会的矛盾，也为了扩展市场，欧洲人开始了向外扩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地理扩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曾对葡萄牙为什么率先进行扩张做过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葡萄牙的地理扩张可以由动机和能力来解释。

就动机而言，国内社会阶层的需求是葡萄牙扩张的主要原因
〔30〕

 ：

（1）对葡萄牙这个国家而言，扩张是增加收入以及积累的最为可能的途径，而且葡萄牙是当时欧洲唯一没有因为内部冲突而分散注意力的国家，它达到中等程度政治稳定的时间至少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要早一个世纪。

（2）对贵族而言，他们面临着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的财政困难，他们既不能通过自相残杀的战争来补充财政，也不希望通过国内殖民来恢复财政，所以，他们同情向海外扩张的思想，以此来摆脱财政困难。

（3）对商业资产阶级而言，地理扩张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摆脱葡萄牙狭小市场限制、积累资金的机会。

（4）对城市半无产阶级而言，伴随地理扩张而来的探险和贸易潮流能够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半无产阶级从农村逃到城市，向海外的扩张使得潜在的内部骚乱又一次降到最低的程度。

就能力而言，葡萄牙有能力扩张的主要原因有：

（1）葡萄牙在地理位置上紧靠大西洋，与非洲最为接近，在向大西洋诸海岛殖民以及向非洲西海岸探险方面，葡萄牙显然距离最近。

（2）与其他国家相比，葡萄牙有更多的进行远距离贸易的经验。

（3）葡萄牙在资本的储备上也有能力支持扩张。

（4）葡萄牙比较少地介入后来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地区，而是更多地与伊斯兰地中海地区相联系。

（5）葡萄牙有较强的国家机器，在这方面，葡萄牙在15世纪与其他西欧国家大不相同。在其他国家内战不断时，葡萄牙却太平无事。

这样，强烈的意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积累的能力，使得葡萄牙敢于冒险，并最终获得成功。地理扩张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不仅缓解了当时欧洲主要强国国内面临的问题，而且为欧洲重商主义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与扩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贸易的拓展

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贸易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与地理大扩展之前的欧洲贸易相比，这一时期欧洲的贸易，不但在地理范围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而且在贸易的性质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地理范围而言，大致形成如下五个重要贸易区
〔31〕

 ：第一个贸易区是传统的地中海贸易区，在这个区域，贸易打破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这个区域往东的陆路与海路一直通向东方各国，往北的海路、河路或山路一直通向中欧和西欧。第二个贸易区是中欧贸易区，这块区域中有许多城镇与大量的工业，而且欧洲某些矿产资源，特别是银和铜的最丰富的蕴藏区就位于它的界内，在16世纪形成了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横贯大陆贸易和海上贸易的商业网。第三个贸易区是波罗的海贸易区，它包括从尼德兰北部海岸跨越北海，穿过卡特加特海峡与大、小两个海峡直至波罗的海的广大的北边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贸易区内有两种贸易，一种是海上贸易，一种是陆上贸易，所经营的都是大宗产品贸易。第四个贸易区是大西洋贸易区，这一贸易区包括从直布罗陀海峡延及英吉利海峡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大西洋区域与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活跃的。第五个贸易区是跨洋贸易，这种贸易的主要方向是亚洲与美洲。

就贸易的性质而言，与11—13世纪西欧的扩张不同的是，在1500年以后的地理扩张中，远距离贸易的性质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由以前封建时代的奢侈品贸易开始转向大宗产品贸易。
〔32〕

 比如，在地中海区域，运输量最大的商品是谷物、食盐、用盐腌制的食品、油以及葡萄酒，但同时也包括了乳酪、干葡萄与糖这一类商品。
〔33〕

 在波罗的海区域，无论是陆上贸易还是海上贸易，所经营的都是日常所需的大宗商品，包括谷物、盐、咸鱼、呢绒、毛皮以及亚麻、大麻、铁、铜之类的商品，还有木材、钾、碱、树脂、焦油之类的林区产品，还有牛。
〔34〕

 在大西洋区域，也是以大宗产品贸易为主，包括羊毛、葡萄酒与盐之类的商品。
〔35〕

 在跨洋贸易中，也是以大宗产品为主，从新大陆运往旧大陆的大宗货物是巴西的木材、糖、烟叶与棉花，而欧洲向南北美洲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布匹、家具、各种工具、酒类等。
〔36〕



这种大宗产品贸易的需求以及拓展反映了欧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用沃勒斯坦的总结就是：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大宗产品较之奢侈品更能说明人的经济需求。西欧在14—15世纪需要的是食品和燃料。向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的扩张，然后向西非和北非以及穿过大西洋的扩张，还有向东欧、俄罗斯大平原以及最终向中亚的扩张，［为西欧］提供了食品和燃料。
〔37〕



三、商业资本的兴起

商业资本的兴起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商业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和信贷体系的建立。虽然银行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发展起来了，并承担着那个时期的货币往来与汇兑、接受存款、兑换汇票、提供贷款、代为付款等业务，但大规模的、遍及欧洲的金融经营业务开始于16世纪，这就是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的兴起。如1586年创办的作为清算银行的威尼斯的里阿尔托银行，1593年创办的米兰的圣·安东尼奥银行，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市贴现银行、米德尔堡贴现银行、德尔夫特贴现银行和鹿特丹贴现银行，1619年创办的汉堡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业务并不局限于货币经营，而是大力发展信贷业务，特别是经过17世纪银行业的改革，银行在欧洲国家的财政管理以及国际商业交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商人地位的提高。在当时的许多国家中，商业利益成功地支配了整个经济政策，制造业和农业不得不退居第二位，商人的职业受到高度重视，许多君主把中产阶级——包括商人在内——封为贵族。经济史学家观察到如下的事实：“如果我们把商人阶层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普通或一般商人的商人贵族集团。有人把16世纪形容为富格尔家族的世纪。德国南部的大商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趋向于形成垄断——铜辛迪加、香料合同、明矾专卖权以及由少数人独揽葡萄酒与盐的国际贸易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的形容并不过分。”
〔38〕



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货币状况与信贷条件，1500—1750年欧洲的贸易之所以能得到飞速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商业资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难怪马克思在谈到商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作出如下的结论，商业资本“对于旧生产方式的颠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固然有极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在已经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39〕

 。

四、国家机器的加强

与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制度相比，从政治角度来看，16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以前的封建经济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相对强的国家机器的产生，这为重商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政治保障。

与以前相比，在16世纪，国王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操作者，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当时的国王主要是通过如下四种途径来加强自身的：官僚化、军队的垄断、合法性的创造以及人口的同化。

1．官僚化，即出卖官职。出卖官职无论对于国王权力的加强，还是对于国家的经济干预能力的提高都有好处。对于国王而言，出卖官职给那些出身贫寒的人，使其成为领取薪水的专职官员，就可以使这些官员依附于国王，从而削弱那些贵族或有势力的家族对国王权力的制约。对于国家的经济能力而言，出卖官职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增加起来的官僚吞吃岁入，导致国家对财政的进一步需求，这样，国家一方面通过征税、借款、发行国债等手段提高其收入，另一方面利用这些增加的收入加强其强制能力。所以，“同以前的封建制度相比，出卖官职使得国家体系有可能占有相对高于一切的地位”
〔40〕

 。

2．军队的垄断。国王加强权力的第二个手段就是对军队的垄断，这主要是通过“雇佣兵”来实现的。雇佣兵的招募对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就政治稳定而言，由于雇佣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所以并不是一般人都愿意选择这个职业。在16世纪以前，西欧的人口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流浪”人口，这对国家的政治稳定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招募这些流浪者为雇佣兵，一方面可以解决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人去镇压另外一些人，这就为国王控制国家和贵族提供了新的武器。就经济发展而言，雇佣兵为三种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会，一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它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是它为“军事承包人”提供了机会，当时的机制不允许国家直接招募雇佣兵，于是，招募雇佣兵主要是由国家与企图谋利的“军事承包人”签订合同；一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军队的一切供给都由企业家来提供，这样就刺激了企业家生产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国家的短期需求刺激了资本主义的扩张。

3．合法性的创造。所谓合法性，“它与老百姓无关，但与官僚有关。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意味着操纵国家机器的小集团能够使中央官员和地方豪强势力这个大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政体已经形成，并在他们相信的价值观念一致的基础上运行；而且正是为了这些官员的利益，这一政体继续运行而不会出现大乱。达到这种境况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一政体是‘合法的’”
〔41〕

 。16世纪西欧王权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这种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这种意识形态从这一时代“政治哲学中……卓越无比的一人——尼科罗·马基雅维里”
〔42〕

 的著作《君主论》一直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都是王权合法性讨论的主题。
〔43〕

 沃勒斯坦曾特别提出的是王权的绝对性问题，他认为，把这一时期的王权解释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政体是不合适的。说这一时期的王权是绝对的，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它是相对过去封建王权权力的分散而言的；一是指，当国内政策出现对抗时，它有压倒其他势力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时的王权主要将国家利益与君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加强国家的地位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与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将国家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出现重商主义的状况相比，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加强了，但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4．人口的同化。这是这一时期国王加强国家机器的第四种手段，具体的手段是宗教的统一。“中央集权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成功标志和一个重要机制是：人口按某种方式被改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集团的程度。这与一般民众的关联小于与广义上的骨干成分的关联（骨干指国王、国王的官僚和陪臣、农村的大地主和小地主、商人）。在16世纪，当中心国家的这些阶层正在朝着更大的‘民族’同一性方向变动时，边缘地区恰恰在向相反方向变动。”
〔44〕

 沃勒斯坦以东、西欧对犹太人的态度的变化验证以上观点。

表2-1　东、西欧对犹太商人的态度

[image: alt]


从表2-1可以发现，犹太人在16世纪以前在东、西欧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在16世纪，西欧已经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本地资产阶级在国家之中的地位逐渐强大，由于担心犹太人对自己经济利益的挑战，所以就排斥犹太人。而在东欧地区，当地地主之所以欢迎犹太人而不允许当地资产阶级成为地方商人，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当地商业资产阶级一旦积蓄经济力量（他们有政治基础，而犹太人没有），就会威胁东欧地主的利益。这种出于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人口同化政策，对东、西欧国家机器的加强起了促进作用。

通过官僚化、军队的垄断、合法性的创造以及人口的同化，国王加强了其对国家的控制。“尽管君主专制在18世纪才得以加强，但在16世纪，世界经济需要而且为这种不断加强的中央化创造了条件。”
〔45〕



这样，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由于商业资本在欧洲的兴起，也由于相对强的国家机器的产生，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在16世纪的欧洲得以形成，而且在17、18世纪得以加强和巩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时代。

重商主义这个名称是亚当·斯密第一个使用的。他曾写道：“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46〕



第二节　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古典重商主义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这就是经济政策走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面。





若是说，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走在经济政策的前面，那是错误的。以经济发展的倾向为出发点的理论家，是可以建立一种科学的理论，然后再把这理论付诸实施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说的重商主义，在这方面，事实告诉我们，经济政策是走在政治经济学前面的。
〔47〕







就经济政策主张而言，重商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早期重商主义阶段（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和晚期重商主义阶段（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早期重商主义强调货币（铸币）的绝对增加，强调多卖少买，因而发展成为货币平衡论；而晚期重商主义强调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货币，因而发展成为贸易平衡论。

尽管古典重商主义在1500—1750年的欧洲各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如经济学家翁根所说的那样，“重商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法国是工场手工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殖民地贸易；在荷兰是航海和中间人贸易；在英国，这运动是更进了一步，这里连农业都包括在里面了。原来还有农业的重商主义哩”
〔48〕

 。古典重商主义也出现了不同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威廉·司塔福特（1554—1612），他的著作是《对本国同胞若干不平意见之批判的记述》（1581年）；安徒安·德·孟克列钦（1575—1622），他的著作是《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托马斯·孟（1571—1641），他的著作是《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宝库或对外贸易平衡》（1664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他的著作是《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他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但无论是早期重商主义还是晚期重商主义，在如下一些经济政策的主张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货币即财富

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的二三十年，有两件事是欧洲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理论概括者关注的焦点：一是，尽管西班牙在向美洲的扩展中获取了大量的白银，并且严格禁止白银的出口，但西班牙还是无法控制这种贵重金属的外流而最终陷入铜币的通货膨胀之中；二是，只有150万人口的荷兰，虽然经济上无力自给自足，但却因为拥有贵重金属而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并成为用贵重金属进行贸易的中心。这导致重商主义者，特别是早期重商主义者相信，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大小就在于拥有金或银等贵重金属的绝对数量。所以，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金、银矿的开采，以便获取更多的金、银等贵重金属；另一个就是发展商业，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使大量贵重金属流入而不是流出。托马斯·孟认为：“国外贸易是增进我们的财富和宝库的普通手段。在这个贸易中，我们应当永远遵守下列原则：每年我们所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总额，应当多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货物。”
〔49〕

 这样，获得贵重金属成为这一时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也是当时欧洲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对贵重金属的重视并将货币等同于财富，尽管在今天看来存在着许多错误，但却是符合当时历史进程的。正如一位经济史研究者所观察到的：





重商主义体系是建筑在把货币和财富错误地等同起来这一基础上的，对此有人用无疑是很有力的证据反驳说：各派的重商主义者大概都清楚，金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所以货币绝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经济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事实却是，重商主义者在无数其他地方都认为货币即财富，他们的其他要求都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因为人们默认的抑或直言不讳的前提是，一切其他货物都可以用贵金属购得。
〔50〕



二、国家干预经济

在货币即财富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各国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四项
〔51〕

 ：

1．进口禁令和关税保护

保护关税是晚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国家保护本国工业和商业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比如，托马斯·孟从发展本国工业出发，建议国家允许输往外国的商品免税出口，对输入后准备再出口的商品给予照顾，不征收过重的关税，而对外国进口的消费品课以重税，以便使得国家在贸易平衡上处于有利的地位，保证吸收国外大量的货币。比如，英国政府允许西里西亚的棉布在缴纳一定的税金以后即可输入，而禁止进口法国的棉布，英国政府在1692年明确规定，一切法国商品，必须按价值征收25％的关税，而其他国家输入的商品，所缴纳的税金很少超过5％。

2．颁发特许证以及给资本家经营手工工场业的垄断权

国家通过颁发特许证，允许某些资本家成立公司和拥有出口某些商品的特别权力。比如，英国于1564年颁发特许状，给予资本家成立公司的完全权利，主要是享有向尼德兰输出未染色呢绒的垄断权。法国在柯尔贝执政期间，既采取颁布生产条例和工场手工业法的办法，又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给予国家资助，为新建部门提供销售垄断权，最好的企业被提高成皇家手工工场，以此来保护工场手工业部门，另外，法国还于1673年发布命令，在法国工业中推行行会制度，行会规章由政府批准具有法律效力，以加强对行业的控制。

3．政府之间制定通商条约

政府之间制定相互通商条约，以保证各自对某种商品的垄断权。比如，从16世纪末开始，毛纺织业生产在英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毛纺织品始终是英国财富的真正来源，到了1700年前后，英国全部出口差不多有一半是毛织品。
〔52〕

 为了保证自己的毛织品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1703年英国与葡萄牙订立了商约。根据这项商约，葡萄牙永远准许英国呢绒进口；英国根据条约永远准许葡萄牙的酒类在优惠的条件下输入英国。

4．推行殖民政策

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是重商主义时期各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宗主国应该能够从殖民地直接进口商品（消费品和手工业原料），不应该像过去那样，用货币或高价的商品从某个国家购进或交换，这样，各欧洲殖民国家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封闭的商业和工业帝国，改善自己的贸易收支。比如，法国在柯尔贝执政时期，创设了法国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和利凡得公司，以此为法国的商品寻求市场。为了加强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英国于1651年颁布了英国航海条例，并于1660年将条例扩大为共和国法令。法令规定：来自殖民地的商品只能用英国或该殖民地的船只运载；欧洲商品只能由英国或该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载；不允许外国船只到英国沿海从事运输和捕鱼活动。

第三节　古典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

如果不把古典重商主义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政策，而同时也把它看做是一种理论观点，那么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是古典重商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与早期以及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重视政策建议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在与经济自由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论战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经济学说。

一、世界主义经济的三个缺点

李斯特首先对当时流行的世界主义经济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无论是重农主义者魁奈还是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都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经济为其学说的基础。这种世界主义经济认为，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一切国家的利益，研究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因而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研究对象，不必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李斯特认为，这种流行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其实犯了一系列严重的理论错误。

错误之一，就是“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
〔53〕

 。在李斯特看来，首先是魁奈把他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全人类，而不以国家为考虑对象，他在《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中强调，所有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究》中所指的国家其实是指全人类中所有的国家。李斯特认为，这种将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其实是基于一个重要的逻辑假设，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一个持久和平局势之下。“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54〕



在李斯特看来，世界主义经济的问题就出在“持久和平局势”这一假设上。李斯特并不否认自由主义对全人类利益的追求，“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如果像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国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
〔55〕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争，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
〔56〕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并未达到持久和平阶段。一般的情况是，先有政治联合，然后才有经济联合和商业联合，相反的情形，到目前为止，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比如，对于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各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而现实世界的状况是，发达的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国家，诸如被殖民国家是不可能进行政治联合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也是不可能的。“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等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
〔57〕



错误之二，世界主义经济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58〕

 。

李斯特认为，假如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果真存在，那么，各国所处的地位与北美合众国各州的地位就相同，过剩的人口、技术和物质资本从英国流向欧洲其他各国如同从美国的一个州流向另一个州，在这种情形下，使所有国家在财富上的发展与英国相同，就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了。但现实的情形是，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英国的政策将以英国自身的利益为重。英国人喜好的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英国将尽全力从事发展有利于本国的工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英国的产品，这样，自由贸易最能适应其目的。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假如任英国的自由贸易发展下去，他们的民族就成为不重要的和没有任何收益的民族，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必然采取保护制度。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入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59〕







在李斯特看来，流行学派的理论体系主要存在三个缺点：
〔60〕



第一，是无边的世界主义，它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利益；

第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它处处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价值，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精神和政治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

第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只是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自由交换，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考虑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私人企业。

二、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

在批判自由主义以个人和全人类为研究对象（李斯特将其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同时，李斯特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从生产力的角度详细阐述了他的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李斯特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以六章的篇幅来论述他的国家经济学理论。
〔61〕

 他关于国家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

1．生产力是国家经济的基础

李斯特完全赞同亚当·斯密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于其生产力的观点，但与亚当·斯密把“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的生产力”
〔62〕

 不同的是，李斯特对生产力本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李斯特是这样评价亚当·斯密的：





在他那部书［指《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序言里，他曾明白、确切地这样说，“劳动是任何国家财富所由产生的泉源，要增加财富，依靠的首先是劳动的生产力，也就是国家所一般使用的劳动的精巧、熟练和鉴别力程度，其次是从事于生产劳动者与不从事于生产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由此可见，斯密对于国家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总和这一点，看得何等清楚。但是，……斯密显然完全被重农学派的世界主义观念、“普遍自由贸易”和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对于生产力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不再能有深切体会。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对科学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似乎认为“分工”这个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点。……但是在我们方面却深信我们能够证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现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亚当·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使他不能用完善得多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学说。
〔63〕







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既包括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劳动，也包括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的生产性，换句话说，不仅体力劳动、物质资本是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组织和管理等精神劳动也是生产力。如果像斯密那样只重视进行劳动时所运用的技巧和鉴别力，就很容易陷入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一个国家的进步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精神财富。比如，古代国家所使用的人手，与全人口对比，不知比现在要增加多少倍，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知比现在大多少，然而，一般群众吃的、穿的都比不上现在，这主要是由于人类近千年在科学和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以及生产效能等方面的进步，这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

2．工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强调工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是李斯特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用了九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
〔64〕



在李斯特看来，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个国家所经营的假使仅仅是原始状态下的农业，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必然是感觉迟钝，笨手笨脚，对于旧有的观念、风俗、习惯、方式、方法固执不化，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一个国家，假使能专心致志于工商业，则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竞胜情绪、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发展的进取精神。
〔65〕



工业的性质与农业的就根本不同。从事于工业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们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们生存在商业关系之中，也是靠了这种关系而生存的。从事工业者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是向市场取得的，他自己的产品只有极小部分供他自己消费。
〔66〕



一个国家，如果具有充分广大、肥沃的土地，工业和农业有全面的、比较均衡的发展，与一个纯农业国家相比，可以养活一倍或两倍于后者的人口，而且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后者，这是可以由统计证明的。由此可见，国家建立了工业之后，一切精神力量、政府收入、国防事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以及国家独立自主的保证这些方面，都会作等比例的增长。
〔67〕



工业可以使无数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力量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一事实正足以说明保护制度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会起怎样有力的作用……农业国家自己建立了工业之后，就会使原来完全搁呆不动的天然力量有活跃的机会，使原来全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成为宝贵的财富。
〔68〕







在重视工业的基础上，李斯特同时还论证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工业与海运事业以及殖民地开拓的关系、工业与流通工具的关系、工业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工业与整个国家事业稳定以及发展的关系。李斯特的结论是，工业是一个国家所有这些事业的基础，所以，工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

3．关税是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充分运用关税来保护国内工业是李斯特提倡的国家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思想
〔69〕

 ，用李斯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关税是建立和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70〕

 ，在这一点上，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十足的重商主义者。

李斯特认为，在关税制度上，流行学派存在着一系列错误，主要包括：

（1）在产品上，对天然产品或原始产物与工业品不加以区分，它从关税对原始生产总是有害这一点出发得出一个错误结论，认为关税对工业品生产也有害。

（2）在国家的竞争上，它没有看到，一个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

（3）它没有考虑到战争对保护制度必要性的影响，特别是战争造成了强迫性的禁止制度。

（4）它将国内自由贸易的原则错误地扩展到国家之间。即它以自由的国内贸易为依据来证明，只有在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下，国家才能达到最强盛的地位。

（5）它将保护所造成的对国内工业的垄断绝对化，认为这会导致懒惰，没有能看到，国内竞争对工商业者的竞胜心有巨大的刺激作用。

（6）它认为保护了工业必然会牺牲农业的利益，却没有看到工业发展了会给农业带来莫大的利益，由于保护工业而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比起保护工业而给农业带来的利益来，简直是极其微小的。

在李斯特看来，由于各国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很不相同，有的比较发达，主张自由竞争；有的比较落后，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来发展工业。当然，关税保护应有相当的节制，否则不但会削弱国内生产力，而且给税收带来不利。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阔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资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民主发展，因此有资格与第一流农工商业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的国家，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71〕







至于采取何种关税保护方式，李斯特的结论是，所有保护方式，没有一个是绝对有利或绝对有害，究竟采取哪种方式，主要取决于该国特有的环境和工业发展状况，用他自己的总结就是：





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但并不因此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至于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
〔72〕







第四节　古典重商主义范式的启示

古典重商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在19世纪以前推崇的一种国家政策主张以及理论观点，在这些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早期阶段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一种理论以及政策主张，重商主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点重要启示。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和理论观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经历了多种形式，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盛行的新保护主义，尽管今天的学者不能在这些不同时期的学说中发现一种具有继承性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的研究者都认为，重商主义者的共同主张就是，国家的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
〔73〕

 经常被引用的关于重商主义的精辟论述是维纳的一段文字：





我相信，不管什么时期，什么国家或何种特殊场合，所有的重商主义者实际上均持有如下这些主张：（1）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因素，无论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2）实力是获取并保持财富的必要而且有价值的手段；（3）财富与实力是国家政策的两个极端；（4）这两个极端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需要，也是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种经济牺牲。
〔74〕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重商主义者强调在国际体系中加强重商主义国家的建设，即政府积极干预新兴的国内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依靠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国内工业，反对外来的竞争者。
〔75〕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常发展。

二、民族经济与工业化

从19世纪到20世纪，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强调工业的重商主义，将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奋斗目标，其主要理由是
〔76〕

 ，工业对经济具有溢出效应，工业的发展会导致经济的总体发展；工业的发展能够使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政治上的独立成为可能；工业是现代世界军事力量的基础，因而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重商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很推崇美国的重商主义者汉密尔顿的如下至理名言：“不仅是国家富裕，而且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在物质上都与制造业的繁荣密切相关。”
〔77〕



所以，深入研究以及系统把握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和理论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出现的国家主义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三章

工业革命、霸权与古典自由主义

在18世纪的晚期，古典重商主义无论是在政策主张上还是理论观点上都不断地面临着有限的政府和自由商业的挑战，出于对克服古典重商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回应，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另一位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所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术传统，应该首先从探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开始。

第一节　亚当·斯密与古典自由主义

一、亚当·斯密的时代

经济史学家一般把亚当·斯密看做是处在从手工业作坊时代向机器大生产时代过渡的经济学家，所以，探讨亚当·斯密的思想首先应该了解他生活的时代特征。对于亚当·斯密生活时代特征的把握，我们完全同意经济学家卢森贝的主张
〔78〕

 ，一是把握手工业作坊时代的一般特征，二是了解从手工业作坊向机器生产过渡在英国是怎样开始的。

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在西欧，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曾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生产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
〔79〕







同手工业劳动相比，工场手工业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来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工场手工业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第一，这些障碍首先表现在生产组织和技术上。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缩短了各个特殊生产阶段的空间距离，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得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制造品不得不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从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尽管工场手工业之间也可以进一步结合，但不能在自己已有的基础上真正达到技术上的统一，这就限制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第二，工场手工业使得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这样，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就被压抑，工人成为局部的劳动工具，以至于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荒唐的现象，即某些手工业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
〔80〕

 ，因而，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
〔81〕

 工场手工业面临的第三个障碍是，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工业依然是它的基础。对工场手工业所面临的这些障碍的克服，是后来的机器大工业完成的。而机器大工业生产首先是在英国开始的。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发展得都快。在1700—1760年之间，英国曾经颁布208项圈地法令，涉及农民土地31.2万英亩；1760—1801年之间，又颁布了2000项类似的法令，涉及300万英亩的土地。
〔82〕

 圈地运动使得英国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过程。一方面，圈地运动使得大农场的形成成为可能，使得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地租获取者，形成了农场经营者阶级，从而在农业中实行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为毛纺工业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基础，扩大了毛纺工业的原料来源。同时，圈地也引起了人口过剩，使得工业能够较容易地得到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圈地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的重农主义者热烈地梦想实现他们的主张，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创立了许多空想的理论；但在英国，这件事‘很简单地’被实现了，依靠‘贤明的’立法而加速实现了。”
〔83〕



与毛纺工业同时发展并成为其竞争的是棉纺工业的发展，它是伴随着一系列纺织技术的革新而发展的：从18世纪初“荷兰”织机的引进，1773年约翰·凯获得飞梭的专利权，到刘易斯·保尔与约翰·怀亚特合作发明了第一架纺纱机。虽然在斯密生活的时代，纺纱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推广
〔84〕

 ，但斯密已经感觉到纺纱技术革命的气息了。在大规模产业革命到来之前，英国已经失去了从前农业国的性质，而成为工业国了。这突出地表现在人口的城市化程度上，据史料记载
〔85〕

 ，从17世纪末到斯密时代的那个时期，设斐尔德的人口增加了6倍，利物浦增加了9倍，曼彻斯特增加了4倍，伯明翰增加了6倍，这些都是工业区的城市，而瑙威池这样农业区的城市人口只增加了三分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快速发展，英国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开始了大规模资本积累的过程，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遇到了障碍：在国内，英国遇到了我们已经提及的工场手工业所面临的那些障碍；在国外，英国已经在贸易上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荷兰、西班牙和法国，不再害怕自由竞争了。英国人迫切要求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彻底废除重商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率先从理论上对古典重商主义提出了挑战，开启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

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86〕



虽然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有自由主义的思想
〔87〕

 ，但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却是所有学者赞同的事实。亚当·斯密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于1776年发表的那本不朽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关于这部著作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和政治经济学家卢森贝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就我所知）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着重点的不只有一种译本；俄文的第一个译本出版于1902—1906年）。由此可以看出《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做是奇观。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功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认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渊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过斯密。在大约50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年）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
〔88〕



“原富”［国富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这成功不是一时的，而是非常巩固而又长久的。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经济学者的著作能够像这位苏格兰贤人（人们开始这样称呼斯密了）的“原富”一样，对于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发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很少的。斯密的名声很快地便传布到英国以外的很远的地方去了；到处都把他看做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创始人。
〔89〕







1．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尽管斯密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判放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四篇，但这并不说明斯密对这一问题不重视，恰恰相反，斯密采取的是先立后破的写作方法，即斯密先论述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理论，然后来批判斯密之前盛行的重商主义在国民财富上的主张。

在斯密看来，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在富国裕民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上的主张是不同的。





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90〕







亚当·斯密集中批判了重商主义如下两个原理：一是重商主义主张货币即财富；二是重商主义认为，只有适当地注意贸易差额，才能阻止金银的输出。

如我们在第一章关于古典重商主义中已经论述的，重商主义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货币即财富，所以采取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一般都重视金银等贵重金属的流入。但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这种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是非常滑稽的。他认为，一国的财富并不是货币本身，而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是货币可以购买的物品。





一国全体居民每星期或每年的收入，虽然都可以是，而且实际也是，由货币支付，但无论如何，他们真实财富的大小，他们全体每星期或每年的真实收入的大小，总是和他们全体用货币所能购买的消费品量的大小成比例。这样，他们全体收入的全部，显然不能又等于这货币，又等于这消费品，而只等于这两价值之一，与其说等于前一价值，毋宁说等于后一价值。
〔91〕







关于货币，斯密认为，货币只是流通资本的一个部分，它的作用仅仅在于作为价值尺度，并不能增加财富。





货币是商业上的大工具，有了它，社会上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才得以适当的比例，经常地分配给社会上各个人。但它是非常昂贵的工具。这昂贵工具的维持，必须费去社会上一定数量极有价值的材料即金银和一定数量极其精巧的劳动，使其不能用来增加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即不能用来增加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总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
〔92〕







但斯密并不因此否认货币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纸币的发行，既可以起到金银币的作用，又可以大大地减少维持的费用，而且它的数量并没有超过其所代表的金银的价值，这是货币不是财富的最好证明。





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像一切其他职业上的工具一样，那是资本的一部分，并且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铸币内含金块的流通，但那金块，决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93〕







对于重商主义者主张通过对外贸易来调节金银量的流入与输出，斯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金银的流入与输出完全可以根据“有效需求”来自行调节，用不着政府操心。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处地方运到另一处地方，从价廉的地方运到价昂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
〔94〕







2．劳动分工与交换

既然货币并不能等同于财富，那么一个国家财富增加的原因是什么？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起因于劳动分工，得益于交换。劳动分工是斯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概念和逻辑出发点，也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根本的区别所在。

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财富的增进主要取决于其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一个社会普遍富裕也主要取决于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和提高主要是因为劳动分工（个人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结果。为此，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95〕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96〕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分工，斯密从人的自然本性给予了回答。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而交换则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也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中是找不到的。人类之所以有这种交换倾向，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能从交换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因为交换来源于人的自利心。





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和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
〔97〕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98〕







交换是人所特有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每个人的才能显示出差异，而且使得这种差异有用。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猛犬的强力，决不能辅以猎狗的敏捷，辅以长耳狗的智巧，或辅以牧畜家犬的柔顺。它们因为没有交换交易的能力和倾向，所以不能把这种种不同的资质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因而，对于同种的幸福和便利，不能有所增进。各动物现在和从前都须各自分立，各自保卫。自然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才能，而它们却不能从此得到何种利益。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产生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99〕







这样，斯密就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提出了与重商主义完全不同的观点。在重商主义看来，除非人类的行为能够得到控制，否则个人的自我需求将会导致财富的下降。而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斯密从个人的自由是自然的这一最基本的命题出发，阐述了分工的必然性。在亚当·斯密看来，每个人在法则之内都是自由的，即在法则之内，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自己的利益。正因为个人在法则内可以运用他们的自由以不同的方式做不同的事，这样在经济活动中才出现了生产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而这最终成为广泛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从而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和复杂的为交换商品而合作的体系。

斯密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的自由决定了生产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由此而产生了专业化和地理上的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提高了就业和资源分配并最终促使国家财富的增长。所以，增加国民财富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劳动分工。斯密这种把劳动放在第一位，与以前重商主义者把流通放在第一位，重农主义者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是非常不同的。在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中，斯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分工是如何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交换是如何自然地进行的，货币是如何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句话，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如何自然形成的。

个人由于具有交换的倾向而形成劳动分工，民族和国家也如此。所以，斯密认为，每个民族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享乐品，或者是他们自己直接劳动的产品，或者是同其他民族人民交换得来的，这取决于这个民族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其中劳动生产率具有决定的意义，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与低则直接与劳动分工相关。劳动分工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增加了国民财富。

3．自我调节的市场与价格机制

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常为人们所提及的就是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既然交换是人的自然本性中的倾向，分工也是自然形成的，货币是自发发展起来的，那么，交换是如何自然地进行的，是哪些规则决定着交换，换句话说，由交换而形成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

在斯密看来，“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100〕

 。市场就存在于这个商业社会中。那么，这样的市场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运行的呢？斯密从交换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的构成和商品的价格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01〕

 ，由此构成了他的价格机制论。

（1）交换价值的尺度

在斯密看来，衡量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要有两种尺度，一是劳动，它是商品的“真实尺度”或“真实价格”；一是货币，它是商品的“名义尺度”或“名义价格”。斯密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在斯密看来，一个人是富是贫，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仗于自己的劳动，最大部分却需仰仗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劳动虽然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那为什么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来估定，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议价来调整？斯密所作的解释是，因为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但取决于劳动所需要的时间，而且取决于劳动的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这样，人们自然愿意以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价其交换价值，而不愿意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在分工开始，人们一般习惯于物物交换，后来随着物物交换的停止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盛行，人们就愿意多按货币量而少按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来估定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对于一个商品而言，“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得的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虽有时能购得多量货物，有时只能购得少量货物，但这是货物价值变动，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决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102〕

 。

斯密认为，这种对商品和劳动所作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别，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有助于消除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财富的错误观点，也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君王和国家关于铸币内所含的纯金量越少越好的观点，在斯密看来，货币不过是一种交换工具和媒介，是商品的名义价格而非真实价格。

（2）交换价值的构成

在斯密看来，交换价值的构成，也就是商品价格的组成。无论什么商品，其全部价格都由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分别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而一个国家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也由这三个部分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和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斯密的详细论述是这样的，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数商品价格中，于是有了第三个组成部分。
〔103〕



总之，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
〔104〕







（3）商品的价格

斯密关于价格机制的第三个观点认为，商品的价格有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分。所谓自然价格，就是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出售的”
〔105〕

 。所谓商品的实际价格，是指，“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
〔106〕

 。

造成这种商品价格偏离的原因就是需求和供给的比例的变动，斯密称之为有效需求：当一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低于它的自然价格；相反，当一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需求超过它的供给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高于它的自然价格；当一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需求量恰好等于它的供给量，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完全等同于它的自然价格。“这样，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107〕

 当然，斯密也承认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商品的市场价格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超过其自然价格，但斯密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长期保守制造业和商业的秘密，或某种特殊土壤生产的特殊产品，或给个人以及商业公司以垄断权。同时，斯密认为，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其自然价格，但不能长期低于其自然价格，否则，人们就会撤出部分土地或劳动资本使市场上的商品量恰恰只够满足有效需求。

由此可见，斯密所论述的完全是一种受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市场。

4．市场与政府

既然交换是人的自然本性中的倾向，分工是自然形成的，货币是自发发展起来的，由交换而形成的市场是一种受价格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市场，那么，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斯密只是从建立自然自由制度的理想对国家／君主的义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在天然自由体系中，政府只有三种合法性的功能：（1）国防的需要；（2）建立和维持社会公正；（3）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公众工作和公众制度。

第一，国防的需要。

“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108〕

 斯密认为，完成这种义务，只能借助于兵力。而国家对国防军备的设施，只能采取两种方策，“第一，它可不管国民的利益怎样，资质怎样，倾向怎样，用一种极严厉的法令，施以强迫军事训练；凡在兵役年龄内的一切公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数，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非在一定限度上与兵士的职业结合起来不可。第二，它可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职业”
〔109〕

 。采取前一策略，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民兵；采取后一策略，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常备军。

第二，建立和维持社会公正。

“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110〕

 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依赖于公平的司法行政。

第三，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公众工作和公众制度。

“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111〕

 这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包括：便利社会商业的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工程的建造和维持；青年教育设施的投入和建造，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大学等公共教育设施和宗教设施。

所以，在斯密那里，市场处于完全自由竞争之中，国家除了以上三种有益于商业的社会职能之外，无需过多地干预市场。这就是斯密主张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前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不同之处。

5．“绝对利益”与自由贸易

斯密把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则进一步推广到国际经济领域，提出了国际分工的理论，这就是著名的“绝对利益”学说。所谓“绝对利益”或“绝对优势”，是指在某一商品的生产上，一国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在生产效率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再相互交换，那么各国就都可以获得绝对的好处。

斯密反对重商主义对所有输入本国的产品不加分析地进行限制的主张。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用最小的花费就能在市场上买到自己所不擅长生产的必需物品，那么谁也不会自己亲自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也就是说，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它最擅长生产的东西，然后用来交换别国所擅长生产的东西，这比各国各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更为有利。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既然总是同维持它的产业的资本成比例，就决不会因此减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劳动并不减少一样，只不过听其随意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罢了。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购买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得最为有利。劳动像这样地不去用于显然比这更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那一定或多或少会减损其年产物的价值。按照假设，向外国购买这种商品，所费比国内制造来得便宜。所以，如果听其自然，仅以等量资本雇佣劳动，在国内所生产商品的一部分或其价格的一部分，就可把这商品购买进来。
〔112〕







所以，对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如果像重商主义那样不加分析地加以限制，那是非常不明智的，而且也无益于国家财富的增加。因为，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都是寻找自然的用途。人为的管制，虽然可以使社会劳动更迅速地流入有利的特定的用途，但劳动总额和收入总额，并不能因此而增加。社会的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社会资本增加多少，又只能看社会能在收入中节省多少。重商主义所采取的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少社会的收入，凡是减少社会收入的措施，一定不会迅速地增加社会的资本。假如没有重商主义的管制，虽然制造业不能马上在社会上确立起来，但社会在其任何发展时期，并不因此而贫乏，相反，其全部资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内，虽使用的对象不同，但仍可能使用在当时最有利的用途，其收入也可能是资本所能提供的最大收入，而资本与收入也许以可能有的最大速度增加。

斯密鼓励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一味地追求对外国输入品进行管制。但斯密也主张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可以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奖励国内产业，这两种情况是
〔113〕

 ：第一，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比如，英国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海员和船只，所以，英国的航海法当然要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以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了；第二，为了不使国内产业在国内市场有独占权，也为了使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资产和劳动不会高于其自然流入，在国内对某生产物课以与外国同样生产物同额税。由此可见，斯密的自由贸易只是就国际劳动分工而言的。所以，马克思在考察工场手工业之后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114〕

 。

第二节　大卫·李嘉图与古典自由主义

尽管李嘉图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所发表的著作也很少，但学术界对于李嘉图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评价并不亚于对亚当·斯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贡献的评价，“斯密的直接继承者是李嘉图；古典派经济学由于他而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李嘉图是古典派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115〕

 。“官派的学者——甚至对于李嘉图还保持着好意的——所写的李嘉图传记中，通常总是特别指出了李嘉图缺乏学识；他们总不相信天底下会有没有学位的真正的学者。可是‘地球是在转动着的’；李嘉图虽没有学位，但是他的学术著作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史的一个时代。”
〔116〕



一、大卫·李嘉图的时代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手工业作坊的时代，也是重商主义开始衰退的时代，而大卫·李嘉图所处的时代则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时代。

产业革命的变革起源于工具机的变革，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生产时曾指出，“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117〕

 。李嘉图时代的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织机的发明。

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斯密在其生活的时代已经嗅觉到纺织业的变革，到了李嘉图生活的18世纪后25年和19世纪的初期，英国的纺织工业出现了真正的革命性变革，这突出地表现在织机的革新。1764年，人类第一个伟大的成果问世，这就是瓦特研制成蒸汽机，与此同时，棉织业中心兰开夏的职工詹姆斯·哈尔格里夫斯发明了多锭纺车，并以其女儿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珍妮，这就是纺织业中著名的珍妮纺纱机。之后，理发师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69年获得了纺纱机的专利权，1775年又获得梳棉机的专利权。珍尼纺纱机能纺出用作纬线的软线，而阿克赖特的线同时可以当经线用，但面临的问题是粗细不均匀。1779年莎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精纺机出笼，后在曼彻斯特投入使用，从而织造出第一批英国的纯平纹细布。1792年，随着自动飞梭装置的出现，纺纱机的动力问题解决了。

纺纱机将大量棉纱投入市场，受到手工织布的制约。1790年以后，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了一架机械织布机，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用蒸汽机传动的织布厂。到了1835年，在英国，用蒸汽作动力的织布机超过108000台，1850年达到250000台。
〔118〕



纺织业的变革引起了其他行业的革命性变革，从而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对于英国纺织业的这种变革，马克思的总结是：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
〔119〕







工业革命的变革不仅引起工厂和工业制度
 本身的变革，诸如农村家庭劳动的逐渐消失，工厂自动化的提高，劳动强度的增加，产业后备军的扩大，等等；而且还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制度
 的变化。随着银行和交易所的扩大，借贷资本得以高度发展，随着工厂主阶层和无产阶级的增加，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也异常激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嘉图代表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议会改革，主张自由贸易，主张取消谷物税，反对国家对货币流通的有害干预，对阻碍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封建贵族势力提出了批判，并于1817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把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补充和修正，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二是指出了亚当·斯密“地域分工论”的局限，提出了著名的“比较利益论”；三是反对国家在货币流通问题上的有害干预，主张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李嘉图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自由贸易理论。

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20〕



1．反对《谷物法》

李嘉图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但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对《谷物法》的研究确定的，“有卓越成就的银行家大卫·李嘉图最初就与他职业有关的通货问题作了论述。虽然他因此而长期对英国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立法产生影响，但是他的荣誉和在整个经济理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却是通过对谷物税的研究得来的，他在研究中分析了谷物的费用因素，并将谷物的费用因素带入那个看来最终解决劳动收益分配问题的合法关系之中”
〔121〕

 。

在1815年左右，也就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在英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大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其基于农业的经济还是朝着更为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在英国议会中以对《谷物法》的争论表现出来。英国制定《谷物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国家制定《谷物法》来推动国内农业的发展的同时并不导致食物价格的增长，其具体手段是，当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下降时，可以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从而避免国内小麦价格的下降而伤害国内的农场主；当小麦的价格上升到一定的水平，通过鼓励小麦的进口来阻止价格的进一步上升。一句话，英国政府力图通过关税这个杠杆来调节谷物的价格。

在法国战争期间，食品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当战争结束后，农场主的生产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于是，他们呼吁政府加强《谷物法》，对进口的小麦课以高关税，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是，强大的农业对于英国的国防以及英国传统的保护以及国家的繁荣是必要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土地的自然增长力，因此，一定要保护农业的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地主阶级的观点。针对同一问题，商业资产阶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反对关税的提高，他们认为，为了保护农业的利益而提高关税，必然会导致食品价格的上升，强迫提高工资，其结果必然是利润的下降，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减少，从而破坏英国的工业。英国的未来不在于农业，而在于工业的扩展，所以，他们要求废除《谷物法》。

面对这种争论，李嘉图站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一边。他认为，假如因为高关税提高了英国小麦的价格，地主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为了维持或提高小麦价格而采取高关税政策将会导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
〔122〕

 ：小麦价格的上升将会扩展耕地面积，在老的小麦产区，地租将会提高，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将会流入地主的手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寄生的群体将会把这些增加的财富用于奢侈品的消费，诸如佣人以及房屋，而不是用于生产投资；扩大土地耕种将会导致资本和劳动力从工业流失，从而破坏整个国家的生产状况，而且，人为地提高食品的价格将会导致生产资源从制造业流入农业，从而阻碍这个国家的工业的自然发展；谷物价格的提高将导致工资率的提高以及制造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因为英国必须在全世界销售它的工业产品，以此来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所以，英国工业相对高的生产成本将会导致英国出口业的下降，从而导致英国工业生产的下降。随着利润的下降，将会放慢英国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展的步伐。以上便是李嘉图反对通过《谷物法》来限制进口谷物的主要理由。

2．劳动价值理论

与此同时，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地租、工资、利润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
〔123〕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不是价值的尺度；商品的价值，除了极少一部分商品是由其数量的稀少性决定以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是这样，金属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规定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价值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利润率，不取决于工资率，也不取决于为矿山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
〔124〕

 。李嘉图对决定价值的劳动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决定价值的劳动可以是简单劳动，也可以是复杂的劳动，这主要是由市场进行调整决定的；同时，决定价值的劳动，既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也包括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一切器具和机器上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个别劳动，而是必要劳动，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

在这种劳动决定价值的基础上，李嘉图对地租、工资和利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125〕

 李嘉图通过考察发现，在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上层是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中层是土地承租者，下层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工资为生的农业工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农业无产者的数量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必然会导致工人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对于圈地运动中出现的部分越来越坏的土地，要想使其获得相应的收益，就必须投入更大的资本和劳动。

当土地承租者声称高额地租会迫使他们要求提高产品的价格时，李嘉图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地租、工资和利润三者的关系给予了回答。在李嘉图看来，地租不是构成价格的因素，价格完全是由劳动决定的，更确切地说，价格是由那种为获得相同谷物量必须使用于最坏土地上的劳动决定的。“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
〔126〕

 人口的日益增长，迫使比平常多得多的资本和劳动去垦殖质量越来越差的土地。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和日益增长的需求会促使最坏土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土地所生产的谷物总是卖得过贵，这样，拥有较好土地的地主便能获得这过贵的部分作为其地租，然后，资本和劳动才能分配其余的部分。“耕种规定价格的那种数量的土地的农场主，以及制造商品的制造业者，都不会牺牲任何一部分产品来支付地租。他们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
〔127〕

 工资必然围绕着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运动，工人的工资刚够养活后代。也就是说，如果工资超过最低水平，后代人数就会增长，从而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增长；如果工资低于最低水平，后代人数就会受到限制，工资不久就会回到最低水平。但工人的货币工资可以上升，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面包价格的上涨引起的，但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不变的，这主要是由最低生活标准决定的。在人口增长的状况下，工资只能固定在生活的最低限度，地租的基本情况也不会改变，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产品的价格具有接近生产成本的趋势，这样，资本的利润就有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对于土地承租者或土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必须支付较高的地租，另一方面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所以，他们必须满足较低的利润。

面对以上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李嘉图开出的处方是，对于农业，扩大市场和为谷物输入开放边境，以此来适应食物的经常短缺和价格的不断上涨，防止地租和价格的上涨。对于工业，不断增加工业品的出口，以此来平衡农业收益的递减。

3．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

除了对斯密的劳动价值修改和完善以外，李嘉图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第一次将基于资本和劳动力这些最基本的要素对国内经济的分析应用到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利益学说，从而使得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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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绝对成本学说强调，一个国家在哪种商品的生产上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生产该产品的成本绝对低，这个国家就应该生产这种商品，然后与其他国家在生产成本上占绝对优势的其他产品进行交换，这样对两个国家都有利。在李嘉图看来，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其实基于一个逻辑假设和前提，即进行贸易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李嘉图对斯密的假设提出了质疑，李嘉图提出的问题是，假如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占有优势的国家一定要在所有的商品上都发展对外贸易，而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就意味着不发展对外贸易？李嘉图以比较利益（比较优势）学说回答了斯密绝对利益学说无法回答的问题。

李嘉图以英国和葡萄牙为例详细论证了这一问题：





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100人一年的劳动；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入葡萄酒。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劳动一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人劳动一年。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该国制造时所需要的劳动虽然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仍然会发生。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仍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制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取更多的毛呢。因此，英国将以100人的劳动产品交换80个人的劳动产品。这种交换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人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用100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80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10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去交换80个葡萄牙人、60个俄国人或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关于一个国家和许多国之间的这种差别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只要想到资本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求更为有利的用途是怎样困难，而在同一国家中资本必然会十分容易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情形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葡萄酒和毛呢都在葡萄牙制造，并把英国用来织造毛呢的资本和劳动都转移到葡萄牙去，毫无疑问不仅有利于英国的资本家，而且也有利于两国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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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相比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在国内各产业之间或商品生产的成本之间，总有相对占优势的产业或商品，它就可以生产这种在本国内有优势的产品。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相比劣势较小的产品以供出口；而对于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都占优势的国家，也不必生产所有的产品来出口，只需生产自己国内优势最大的产品以便出口。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对交换双方仍然都有利。由此，李嘉图得出结论道，决定国际贸易的一般基础是比较利益，而非绝对利益，即使一国与另一国相比，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国际分工和贸易仍然可以发生。用李嘉图自己的概括就是：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相互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应在英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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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典自由主义范式的特征

自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它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思想支柱和学术意识形态支柱。正如沃勒斯坦所评价的，“由于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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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世纪，自由主义又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
〔132〕

 所以，深入探讨古典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渊源，对于我们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相互依存理论以及霸权稳定理论都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思想延续。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当然，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任何差异的、铁板一块的学说。和其他意识形态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是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形态的自由主义，在主张个人自由、个人选择至上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自由主义和任何其他形态的意识形态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谈到自由主义时曾作过的一个概括是很恰当的：





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观点，体现在美国、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经济学学科中。从亚当·斯密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当代支持者，他们对人类、社会及经济活动的性质均具一脉相承的观点和信念。至今已经发展了许多类型的自由主义——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等。它们同属于自由主义，但在观点上有很大差异。有的优先考虑平等，主张以社会民主及国家干预来取得这一目标，有的则注重自由和非国家干预，认为经济发展就要以失掉社会平等为代价。不过所有类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均将市场及价格机制视为组织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经济自由主义定义为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以便取得最大效益、最高经济增长以及最大个人利益的一种学说或一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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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主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出现了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但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主张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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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作为个人，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他的理性能力，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都努力以尽可能小的耗费来换取最大或最令人满意的某种价值。

（2）社会。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社会本身并没有它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能够允许个人自由地追逐他们个人的利益的社会，自由就是没有政府的高压和他人的强迫。

（3）政府。政府是个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建立的，除非市场运行不下去，或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否则，政府不应干预市场或干预得越少越好。

（4）市场。市场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自发产生的，市场一旦运行起来，它就会按照自身内部的逻辑而向前发展。在市场中，每个个体均可获得全部的信息从而能够选取最佳的行动方案。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交换的条件是由大量的供给与需求的不断平衡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权势来决定。

（5）道德。没有一种客观的方法来决定某种特定的价值优于其他价值，因而，个人应该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对与错，对个人自由唯一合法性的限制就是阻止其伤害他人。

（6）平等和公正。平等就是指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从事经济活动，并且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宪法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公正不仅包括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那些危害他人个人权利的人的惩罚。

（7）效率。效率是指将资源分配给那些最愿意并且最有能力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

以上便是所有自由主义者最为基本的、共同的信条，也是所有自由主义者构造其理论的逻辑假设和前提。



第四章

“革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

提及19世纪的西方思想，忽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一个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后来一直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的精神支柱，因而也被西方主流学派称为“激进主义”或“批判学派”。这个学术传统与以前的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起，被称为社会科学中三大学术意识形态，奠定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古典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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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都曾做过系统的论述。我们在这里只略述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

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在德意志诸邦也开始了工业化，但与英国和法国的工业革命相比，德意志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因为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意志实行经济自由既无经济条件，也无社会条件。1848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1850—1870年间，由于在德意志邦国之间实行了关税同盟政策，德意志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德意志工场手工业迈进19世纪时所呈现的那种落后状况相比，1850—1870年期间这一飞跃简直是神话般的。这时，德意志已经满怀自信地跻身于其他老工业国之列，并且跃跃欲试地要超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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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德意志的独立产业无产阶级也从1850年开始形成。
〔137〕

 但大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形成之后，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法国的二月革命是以无产者的胜利暴动开始的，而德意志的工人却只能让小资产阶级集团代表自己的利益。另外，在1850—1870年这二十年间，德意志也没有可以同英国相提并论的劳动保护法。
〔138〕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一方面，广大的工人阶级创造了财富，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少数富裕的地主、金融商以及工业资本家不但没有这种艰难状况，而且控制着资本行政治权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理论，《共产党宣言》这一号召世界革命的檄文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写成的。

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思想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其实，马克思最早并不是研究经济学，他早年主要研究法学。促使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两件事：一是1842—1843在做《莱茵报》主编时遇到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讨论；二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关注。马克思自己曾经回忆道：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有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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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继承和批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完成的。恩格斯对此的评价是：“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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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列宁也总结道：“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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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资本主义

和霍布斯、康德一样，追求历史进步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与其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着手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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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任何社会中，经济关系都是基础，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43〕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如下分析：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44〕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劳动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

资本积累理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是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的精髓。
〔145〕

 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两类积累，一类是原始积累，另一类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原始积累就是强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如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霸占村社土地等），它的结果便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146〕

 资本积累则是建立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夺上。

在劳动者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脑，再没有其他东西可出卖的时候，为了生存，劳动者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货币的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一旦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这样，除了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补偿劳动力生活费用的价值外，就出现了资本家不付任何报酬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产品或价值，他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来获得这种价值。这些剩余价值为劳动者创造，但为雇用劳动者的资本家所拥有。

资本家在获得剩余价值之后，出于追求高额利润、扩大生产的需要，不是把它用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奢欲，而是投入新的生产，这样，剩余价值就转变为资本了。随着这种剥夺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的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会在一个社会中站稳脚跟，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日益具有国际性。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147〕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就是剥夺的加剧，最终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148〕



二、列宁与帝国主义

全面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显然不是本书的主题，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因为正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将马克思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国内经济的分析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分析。正如吉尔平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吸取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思想精华，既驳斥了马克思敌人的谬论，又集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批判。为了阐明其思想立场，列宁其实已从根本上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国内经济理论改变为一种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
〔149〕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列宁是如何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已经远先进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同时，资本主义在地理范围上也不局限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准确地说是西欧，而是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在工业组织上，资本主义也由马克思时代的主要是竞争性的小工业公司发展到受大银行控制的工业集团；在性质上，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就这一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言，出现了如下五个新特征
〔150〕

 ：

1．垄断组织的出现

在列宁看来，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主要有如下四种形式
〔151〕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第二，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遍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在殖民主义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

2．金融寡头的形成

在马克思的时代，对于银行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只是认为，“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
〔152〕

 ，那么，到了列宁时代，银行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列宁自己的分析就是，“银行基本的和原来的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各种各样的货币收入汇集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
〔153〕



银行作用的加强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并日益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
〔154〕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
〔155〕

 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日益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特征，不但加剧了国内经济的不平衡，而且更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156〕

 一句话，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3．资本的输出

资本输出是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与以前以商品输出为特征的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经过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积累，到20世纪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资本垄断状况，这就是，不但所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而且少数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157〕

 这样，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可能性而言，由于垄断组织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世界的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这就使得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但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地价比较贱，工资很低，原料也便宜；同时，由于16世纪以来西欧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殖民主义，到了20世纪，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之内，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者开始新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也有保证等等，所以，在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利润确实很高。就必要性而言，由于在少数发达国家形成的剩余资本，在本国有利可图的场所不足，国内的市场已经成熟过度，这样在国内的利润就很低，结果自然是，将过剩的资本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此提高利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发达国家在国外的投资得以发现，英国由于在欧洲之外有大量的殖民地，所以它的资本输出和殖民地有大量的联系。法国资本虽然集中于欧洲，但却采取的是借贷资本的形式而不是工业投资。

表4-1　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况（1910年左右）

[image: alt]


资料来源：《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4．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资本家同盟对世界进行分割。资本家同盟首先分割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的手里。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扩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特别是由于资本的输出，垄断同盟就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形成了国际卡特尔。比如，20世纪初，世界电力工业主要被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的“电气总公司”所垄断，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煤油工业也是如此。

5．列强瓜分世界

帝国主义阶段的最后一个特征是，世界第一次被分割完毕。这个特点与两个事实密切相关，一个是殖民政策的加强，一个是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尖锐化，而这两个事实是金融资本时代的必然结果。列宁对金融资本在分割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细致的分析：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产地，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158〕







帝国主义这些特征改变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关系，这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殖民政策的加强。垄断组织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不是削弱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而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和矛盾。这种不平衡和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这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加强。殖民政策的加强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体现。“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159〕



（2）阶级分化的世界化。垄断组织的出现和金融资本的形成，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化日趋突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使得阶级分化主要在国内日益加强，而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分化日趋世界化。“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
〔160〕



（3）帝国主义的过渡性。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断言相同，列宁将这种断言运用到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未来上。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这种前途是由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161〕



关于列宁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吉尔平教授的评价似乎是非常中肯的：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引申来解释国际范围内的现象，实际上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了一次微妙的，但又是意义重大的重新论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认为，尽管国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卓有建树，在政治上却是不稳定的，其构成是一种战争体制……列宁相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国家冲突，而不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好战本性及其政治后果，终有一天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
〔162〕



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按照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观点
〔163〕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均包含四个最为基本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对认识和社会的辩证法研究。这种研究主张，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运动的，变化的和充满矛盾的，在任何社会中，阶级斗争以及其他社会固有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的失调，所以，自由主义关于社会趋于自然平衡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第二个要素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这种研究主张，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动力。第三个要素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看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受一种社会运动经济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包括不平衡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第四个要素是对社会主义的规范化认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均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必然的终结阶段。

第三节　古典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贡献

尽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不占主流地位，但无论就思想渊源、研究方法还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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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古典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基本概念范式上。

1．剩余转让

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转让的，剩余价值最终被转让给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在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剩余价值是在中心区和边缘区之间转让的，即剩余价值是由边缘区转让到核心区。

2．资本积累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积累是资本家追求的最终目标，通过资本积累，资本家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了高额利润。在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资本积累是中心区和边缘区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不同的是，中心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边缘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慢，程度低。所以，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交换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在这种不等价交换中体现了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剥削”。

3．工资水平

在马克思那里，工人的工资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家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或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得剩余价值。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工资水平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利润的高低以及高工资商品和低工资商品供求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

4．资本主义体系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双重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最终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旦产生便围绕着一种二分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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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在反体系运动的冲击下被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所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

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依附理论以及70年代兴起的世界体系论主要继承并运用这四个概念范式，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依附理论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的研究；世界体系论早期集中于非洲，后来扩展到所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世界体系论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得以延续的动力、结构以及趋势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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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两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上得以飞速发展。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美国霸权衰退”的背景下，围绕着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承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次论战中开始了理论构建，由此产生了五大理论：沿袭古典自由主义学术传统的相互依存论（Interdependence Theory）；沿袭古典重商主义学术传统并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和国家主义理论（Statist Theory）；沿袭古典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依附理论（Dependence Theory）和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着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通过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和“国际体系”的深入研究，形成了著名的“2×2”模式，即“利益与制度”的关联性以及“国内与国际”的关联性。



第五章

相互依存理论：合作与国际机制

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出现的变革，一些学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对国际体系中出现的相互依存的特征以及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由此产生了相互依存理论。

第一节　相互依存论的兴起

一、20世纪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

1．霍布斯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起源于霍布斯。对于霍布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的评价是：“把霍布斯和以前的政治理论家们作个对比，他的高明之处显露得清楚极了。……除开远比他见识狭隘的马基雅维里，他是讲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述家。”
〔1〕

 这位被誉为“讲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述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就是后来经常被现实主义者引用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思想。

霍布斯将哲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自然哲学和公民哲学。前者以自然物体作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哲学的主要部分有两个。因为主要有两类物体，彼此很不相同，提供给探求物体的产生和特性的人们研究。其中一类是自然的作品，称为自然的物体，另一类则称为国家，是由人们的意志与契约造成的。”
〔2〕

 在研究国家时，霍布斯引进两个概念，“自然权利”和“自然法”。“自然权利”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在人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
〔3〕

 这些就构成人的自然权利。人类最初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的，这种状态就是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状态不仅是对远古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设想，而且凡是没有国家权力或国家权力软弱无力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状态。自然状态的混乱、摆脱战争的欲望使得人们求助于理性，教导人们遵循共同的生活规则，这就是“自然法”。“自然法”的基本内容就是一条，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的约束力是内发的，只有当人们完全按照理性行事时，“自然法”才有约束力。可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都力图按照自己的“自然权利”行事，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机构来维护人们的利益，这样的权力机构就是“国家”。这种权力机构是通过相互契约来实现的，“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证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
〔4〕

 。

霍布斯这种无政府的自然状态被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诸如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摩根索）逻辑推演到对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他们假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就会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因此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权力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霍布斯开创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研究的传统。

2．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现实主义最早的倡导者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教授，他于1939年完成了他的那本成名作《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其中，针对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想主义，卡尔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A．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B．道德、民主和正义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C．政治不能脱离权力，政治活动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由此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基础。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随后国际体系中冷战结构的形成，摩根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分析传统，于1948年出版了使其久负盛名的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成为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现实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到60年代一直主导着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

（1）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是，国家是国际关系的真正主体。摩根索是从主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针对理想主义过分强调国际法以及建立在国际法之上的国家体系的观点，摩根索主张应该从国家主权来理解国际体系。“许多认识到国际法体系分散的弱点与主权原则密不可分的人，常常责难主权原则，却很少郑重其事地思考和理解主权的性质以及它对现代国家体系所起的作用。”
〔5〕

 实际上，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体系之所以松散，正是由于民族国家主权的性质。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主权原则的重要性就一直存在，在16世纪后半叶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形成时，主权就开始成为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主权作为一定领土内的最高权力已成为一种政治事实。后来的国际法领域之所以出现疑虑和困难，主要源于两个在逻辑上互不相容但又反映国际法本质的假定，“一个是国际法对各个国家施加法律限制；另一个是这些国家同时又是拥有主权的，它们都拥有最高的立法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但它们自身并不受法律限制”
〔6〕

 。民族国家的这种主权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仍然存在，所以，在理解国际体系时应该立足于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国际法，“因为如果各国不能做到互相尊重属地管辖权，如果没有对这种尊重施以法律保障，国际法和建筑在国际法之上的国家体系就显然无法存在”
〔7〕

 。

（2）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命题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必然是权力政治。用摩根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8〕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这一现象就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之所以在两个不同领域中表现不同，是因为在各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条件各不相同。”
〔9〕

 摩根索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作了细致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权力的定义、权力的表现、权力的限制以及追求权力的结果。

权力的定义：摩根索从人的本性出发对权力作出了定义。在他看来，生存、繁衍和支配是人的本性，其中，支配是全人类联系的一种普遍形式，这不但表现在诸如家庭、社团、社会、组织等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国际政治的权力斗争中。他在《国家间政治》中明确地指出：“我们在本书讲到权力时，不是指人驾驭自然的力量，或掌握某些艺术手段，诸如语言、会话、声音、色彩的力量，或支配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的力量，或自我控制力量。在我们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至于政治权力，我们指的是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10〕



权力的表现：摩根索认为，“全部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显露出三种基本的模式，也就是说，所有政治现象都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之一。一项政治政策所寻求的，或者是保持权力，或者是增加权力，或者是显示权力”
〔11〕

 。

与这三种类型的政治模式相对应，有三种国际政策，即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所谓现状政策，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于维持权力而不是朝着利己的方向改变权力分配，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说该国奉行的是现状政策；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通过反转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得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也就是说，一国的外交政策寻求的是在权力地位上的有利变化，那该国奉行的就是帝国主义政策；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寻求的是为维护或增加权力而显示它所拥有的权力，则该国奉行的就是威望政策。

权力的限制：在摩根索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限制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即权力均衡
〔12〕

 、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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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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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权力均衡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限制，摩根索的观点是，“国际权力均衡仅仅是一般的社会原则，由若干独立单位构成的任何社会中，各组成单位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都归因于这一原则；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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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均衡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军备以及联盟。

关于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限制，摩根索的观点是，在国际关系中，道德的作用是很大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其实是可以在道德、习惯和法律的规范性秩序中发现的。道德、习惯和法律既可以缓和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改良权力斗争的手段，并把权力斗争引导到将社会各成员的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与权力斗争的牵涉减少到最低程度
〔16〕

 ；也可以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保护人类生命、对战争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关于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的限制，摩根索的观点是，尽管国际法由于其松散性而不能像国内法律制度一样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法律制度，特别是不能说国际法能够有效地控制和约束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否定国际法对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所施加的限制性影响，因为，在国际法存在的400年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法都得到严格的遵守。所以，如果把国际法法典化，并把它扩展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规范，那么，国际法将通过其内在的力量，即使不能取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斗争，也能对这种权力斗争施加限制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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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求权力的结果：尽管权力均衡、道德和世界舆论、国际法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但摩根索同时认为，这三种限制权力的形式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弱点而有很大的局限性：权力均衡的最大弱点是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和功能不足，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国家权力的不确定性
〔18〕

 ，所以，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如果完全依靠权力均衡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道德和世界舆论的最大弱点是不统一性，由于每个国家的价值和行为标准的差异，使得国际道德形成和执行非常困难，再加上民族主义影响，这就使得统一的国际道德变得更加困难；国际法的最大弱点是它的松散性，这种松散性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法规则原则上只对同样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这就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立法职能，另一方面是，许多已得到各国同意的规则本应有约束力，但这些规则常常歧义很多，并受许多条件和保留规定的限制，使得各个国家在被吁请遵从国际法规则时，仍然具有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这就直接影响到国际法的司法职能和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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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限制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的三种形式的弱点，所以，追求权力仍然是各个国家的首要目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战争和冲突。

（3）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

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三个基本命题是，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核心是军事斗争。

尽管摩根索认为国家的权力是由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九种因素组成，并主张在评价国家的实力时要进行综合评估，不能以单一因素（诸如地缘政治学以地理位置、民族主义以民族属性、军国主义以军事力量）来衡量国家的实力，但综观摩根索的著作《国家间政治》，军事力量仍然是摩根索关于权力论述中的核心要素，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也主要是军事斗争。关于军事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关系，摩根索自己的观点是：





军事准备使得地理、自然资源和工业能力等因素赋予一国权力实际的重要意义。因为国家权力对军事准备的依赖十分明显，不需要我们做很多论述。军事准备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军事部门。这种能力来源于几个因素。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其中最有影响的因素是技术创新、领导才能和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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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60—70年代相互依存的社会现实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冷战结构的现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的背景是：一方面是冷战结构的形成，这种冷战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全面对抗（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以及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建立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是西方各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以及各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就是反映以上国际社会现实的权力政治以及势力均衡论。

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社会现实出现了一些本质的变化，有学者将其称为“混乱与再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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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1．美元浮动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次电视演讲中，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即改变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折算美元这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双挂钩”规则。这一决定首先在经济上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固定汇率时代的结束以及无体系的浮动汇率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各国围绕着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货币体制、如何稳定汇率等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2．石油冲击

1973年10月，埃及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叙利亚联合进攻以色列，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战争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联合采取了一项措施，将石油的价格由每桶的2.59美元上涨到11.65美元。这一行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从中东进口石油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阿拉伯国家对美国、西欧和日本提出挑战，如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就中断石油供给。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用经济或资源的力量对发达国家采取的有力的行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反映了经济上的依存是如何转化为政治力量的现实，同时使人们注意到，能够成为国际政治中所使用的力量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力量。同时，发展中国家以此为契机，一致要求发达国家实行“国际经济新秩序”，最后促成1974年的《联合国宣言》的形成。

3．贸易保护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领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改用浮动汇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反复无常；世界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国家（NICs）进入世界市场；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欧洲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封闭；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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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各国抬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被看做是“低层次政治”的国际经济被政治化，上升为“高层次政治”。学者们开始重新从理论上思考国际社会现实，这首先反映在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于1968年出版的著作《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在其中，库珀曾明确地说，





在过去十年［60年代］间，在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很强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这种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使得追求民族国家经济政策变得更加困难。宽泛地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在三个方面使得成功地追求民族经济目标变得日益复杂起来。第一，相互依存提高了每个国家收支平衡易于失调的范围和程度，这从而使政策的注意力以及政策工具转向对外平衡的恢复；第二，相互依存放慢了每个国家依据其自身能力达到国内目标的步伐；第三，对进一步一体化的反应将国际社会都卷入到对抗运动中，这使得所有国家境遇更糟。这些困难由于如下这样一个事实变得更为复杂，即比较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包括国际协定，而这减少了主权国家为了寻求其经济目标所能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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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于1972年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71年的美元危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在其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为止的国际政治学，反映了东西方对立的局面，但对安全保障势力均衡等的研究比重过大。在国际政治中，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今后会日益显现，因此应该更加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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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对峙的缓和，另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使得学者们逐渐对50—60年代盛行的现实主义产生怀疑，并重新思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日益相互依存，以及跨国公司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兴起这些国际社会现实，相互依存理论就是学术界对这些国际社会现实进行理论上反思的产物。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相互依存论就以各种形式被提出，但相互依存论作为政治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学的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主要是在70年代后期的美国，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有：

理查德·库珀：《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1968）；

爱德华·莫尔斯：《现代化和国际关系的转化》（Edward L. Mor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6）；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存》（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977）。

第二节　相互依存论的基本观点

自从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库珀于1968年发表《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之后，相互依存便成为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个主题，到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发表《权力与相互依存》之后，相互依存论便逐渐成为一种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被认为是相互依存理论的集大成者。以下关于相互依存论基本观点的论述主要基于《权力与相互依存》这本经典性著作。

一、相互依存的概念和特征

1．相互依存的概念

关于相互依存的概念，学者们一般都同意相互依存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所下的定义：





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界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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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互依存的理解

为了与以往的自由主义者对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存的理解相区别，相互依存者提醒人们在理解相互依存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

相互依存者认为，国家或社会之间的交往活动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或社会之间的交往都是相互依存，只有当为彼此的交往活动付出代价时才可以称得上是相互依存。依据这种理解，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互利，也不意味着没有国际冲突，相反，国际冲突会采取新的形式，甚至可能增多。“我们的观点的含义是：相互依存关系将总是包含着代价，因为相互依存限制自主权；但是要想事先指明某种关系的收益将大于代价是不可能的。它将既取决于行为体的价值又取决于关系的性质。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我们所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是以互利为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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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相互依存各方共同受益（joint gains），强调不受扭曲的国际贸易将为各方提供纯利，但忽视了利益的分配问题，比如，石油输出国政府和跨国石油公司都从石油价格高涨中获得利益，但它们在如何分享这方面的收益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相互依存论则主张，相互依存的双方只存在相对的收益和分配，即相对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对受损（relative losses）。所以，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

（2）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非零和”。

相互依存论者提醒人们，在理解相互依存时，不能机械地认为传统国际政治是“零和”政治，即一方所得必然导致另一方所失，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政治就是“非零和”政治。因为，以往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并不总是零和的，比如军事联盟的成员国一般都积极地寻求相互依存来增加共同的安全，而经济相互依存的政治也包含着竞争，即使是在合作可望给合作各方带来纯收益的情况下也如此。所以，相互依存论和传统的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非零和”和“零和”。

（3）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完全平等。

相互依存论者还提醒人们，不应把相互依存的定义局限于相互之间均等的依存。因为，在行为体的交往中，最有可能为行为者提供影响力的是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称状况。而不对称的通常的情况是，依存性较小的行为体将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一个筹码，进而在某一问题与依存性较大的行为体进行讨价还价，或影响其他问题。

3．权力与相互依存：敏感性和脆弱性

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由于在相互依存中权力的来源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在考察相互依存中的权力时就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其中一个是敏感性；另一个是脆弱性。

所谓敏感性，是指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各国之间的相互反应程度，也就是说，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就有多大。敏感性不仅要以跨国界的交往数量来确定，而且也以交往变化所付代价对社会或政府所产生的影响来衡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敏感性相互依存产生于一个政策框架内各种政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以，它的前提假设是这种框架是不变的；二是敏感性相互依存不是某一单一要素的作用，而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敏感性相互依存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或社会方面的。

脆弱性则是指在相互依存被切断时所蒙受的损失程度。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话来说就是：“就依赖的代价而言，敏感性指的是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由于政策往往难以迅速变更，外部变化的直接影响往往表现为敏感性相互依赖。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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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相互依存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可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以及为此所付的代价。

二、复合相互依存：特征和过程

1．复合相互依存的特征

相互依存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曾说：“20世纪50—60年代，当我们还在学校就读之际，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政治，但我们常常感到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不妥。它并没有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政策合作带来压力的方式，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什么在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确立调节相互关系的一系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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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依存者看来，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型主要基于如下三个最基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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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是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带有双重含义的假设：一是假设国家是最有力量的行为体，二是假设国家是作为一个整体性单位来行动的。

第二，军事力量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也就是说，武力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有效的政策工具，当然，其他工具也是可以使用的，但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其中军事安全是首要问题，军事安全这种“高级政治”支配经济和社会事物等“低级政治”。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所作的以上三个假设中的每一个假设都是可以反驳的：

第一，社会联系的多种渠道。

各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渠道是多样的，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类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政府权势人物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和外交部门的正式安排；一类是跨政府关系，包括非政府权势人物之间（面对面和通过电讯）的非正式关系；一类是跨国家关系，比如跨国公司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放宽现实主义者关于国家作为整体单位而行动的假设，则跨政府联系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如果我们放宽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惟一行为体的假设，则跨国联系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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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问题间等级之分得以消失。

国家之间关系的议程是由多个并不是按照非常清楚的等级排列的问题构成的。军事安全并不总是国家之间关系议题中的首要问题，许多问题是由通常被认为是国内政策的事务所引起的，在这种意义上，国内问题和对外问题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非常明确的。

第三，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

在相互依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做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比如，在联盟以及与敌对集团的政治、军事关系上，军事力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解决盟国之间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时，军事力量可能是毫无作用的。

在批判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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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对相互依存理解的基础上，相互依存理论的集大成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关于世界政治的构想，即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现实主义的三个假设都是可以辩驳的。同时反驳这些假设，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这样的世界：非国家的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称之为复合依赖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与现实主义的假设截然不同的世界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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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

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复合相互依存以上三个主要特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过程，这些政治过程把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能力。与复合相互依存三个特征相关联的政治过程主要有：联系战略、议题的确定、跨国以及跨政府关系、国际组织的作用。

（1）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之一：联系战略。

传统的分析方法认为，在世界政治中，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可以通过把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在各种组织和各种问题上占统治地位，包括使自己在较弱地位的问题中也占上风，也就是说，传统的方法将一切问题与占支配力量的军事和经济能力联系在一起，所以，世界政治被看做是一张无缝的网。但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情况下，随着武力效用的下降和各种问题的重要性趋于相等，这就意味着把不同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所付代价过高。比如，一个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力图通过经济力量来影响其他问题，以达到联系的目的，如果利害关系仅涉及经济目标，它可能会成功，但如果经济目标具有政治意义，则强国的经济联系战略就会受到某些国内、跨国和跨政府行为体的限制。所以，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联系战略非常复杂，所付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2）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之二：议题的确定。

传统的政治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其他问题只有在影响政治安全和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变得非常重要。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传统政治分析过分注重军事和安全事务，总是以军事和安全先入为主来确定国际关系的议题，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某些非军事问题（诸如国际金融政治、商品贸易条件问题、石油、粮食和多国公司等问题），也忽视了国际关系中议题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条件下，议题产生的政治变得更加微妙，更加多样化。比如一些国内集团因为不满而将议题政治化，干预国家之间高层次的政治讨价还价，进而把被认为是国内的问题塞进国际议题之列，实力增长的政府可能把某些问题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其政治化。所以，在确定关系的议题时，一定要考虑议题形成的过程，特别是政治过程。

（3）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之三：跨国以及跨政府关系。

在复合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由于各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多渠道的，这就使得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更加模糊，其结果必然是，政治联盟的伙伴不一定像传统政治分析的那样认为是受国界限制，政治讨价还价的结果也越来越受超国家关系的影响。跨国以及跨政府关系表现在，多国公司可以既是一个重要的独立行为体，又是政府操纵的重要工具。国内团体的政策立场和态度可能受它们与国外同行有组织和无组织（比如主管同类事务的政府官僚之间的联系）的交往的影响。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国际政治中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行事的观念，重视跨国和跨政府政策网络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4）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之四：国际组织的作用。

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各国根据自身利益行事，并为权力和安全而斗争，在国际关系中，由于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所以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在这样的世界中，国际组织很难协调各国的利益，因而所起的作用很小。但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由于各种问题联系的不完全，同时由于存在着跨国公司和跨政府联盟，所以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的潜在作用将大大加强。国际组织不但有助于国际议题的确定，因为国际组织可以把各国官员汇集在一起，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按类别组合在一起，而且还成为联盟产生的催化剂和弱国提出政治主张以及推行联系政策的场所。

总之，复合相互依存条件下国际政治的特征和过程与现实主义条件下国际政治的特征和过程很不相同（参见表5-1），如果立足于相互依存这一现实，不仅需要对国家利益进行重新解释，而且需要对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进行重新解释。

表5-1　现实主义和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之下的政治进程

[image: alt]


资料来源：〔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8页。

三、相互依存与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是相互依存论者关心的另一个主题。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相互依存关系常常发生在使行为规范化以及控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章以及程序的网络之中，相互依存论者把这些对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主导性的安排称作为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可能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对国际货币所作的安排；国际机制也可能产生于建议性的正式安排，但这些安排从未得以实施；国际机制还可能是暗含的，如二战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由于国际机制有助于提供一种政治框架，所以，它是理解相互依存政治的关键。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研究国际机制的变化应该从研究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过程入手，因为国际机制是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中进行讨价还价的中介因素，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际机制有很大的影响，国际机制反过来也影响国际体系中讨价还价的过程。从相互依存出发，有如下四种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这四种模式是：经济过程、世界总体权力结构、不同问题领域中的权力结构、受国际组织影响的权力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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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过程解释模式

相互依存论者批评以往的经济学为了使经济解释更为确切和完美，常常有意地避开政治问题而进行抽象，因而没有提出一种国际机制变化模式。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完全竞争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通过竞争性的价格体系来进行贸易，表面看来与政治权力无关，实际上也间接地受政治的影响，因为一旦公司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某种控制，讨价还价、战略、影响力以及领导等方面的问题就随即产生。所以，为了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就必须使用带有明确政治假设的模式，将政治因素纳入分析之中。

对国际机制变化作经济过程的解释一般基于三个前提：技术变革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将使现存的各种国际制度过时；政府将对提高生活水准的国内政治要求作出极为迅速的反应；资本、商品以及劳务的国际性流动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成为促使政府改变或者重建国际制度以恢复其效用的有利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际制度变化将是一个逐渐适应跨国经济活动的新规模和新形式的过程，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来逐渐适应这种变化，但为了本国的自主利益进行抵制国际制度的变化将付出昂贵的经济代价。

2．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

以往的现实主义根据总体权力结构而建立的国际机制变化模式的核心是，在一种国际体系中，结构，即体系中各国之间权力分配状况，决定国际机制的性质，一旦各国权力发生变化，即结构发生变化，构成国际机制的规则随之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总体权力结构的假设中，军事实力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因此，如果是强国制定规则，那么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就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看来，现实主义的这种总体权力结构分析最容易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霸权和领导地位的分析上，即某国强大到不但有能力维护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而且有意愿这样做，同时，这个国家也有能力废止已有的规则和阻止采用它不赞成的规则，或者在确立新规则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相互依存论者对现实主义者这种过分强调军事力量的总体权力结构模式提出了质疑，比如，从1944或1950年以后，虽然美国仍保持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对其主要经济伙伴的军事影响力至少保持不变，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美国在工业化地区内部、在与第三世界打交道的决策过程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已明显下降。所以，尽管军事实力分布格局影响国际经济制度，但其本身只提供一小部分的解释。相互依存论者认为，一种充分的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方法，还必须增加其他三个主要因素，使之更符合战后国际经济制度的变化的现实。这三个要素包括：（1）对军事侵略威胁认识的变化。比如1947年以后美国对苏联重大威胁的认识促使其决策者对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出各种经济让步，以便发展和维护战后的自由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促进了欧洲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恢复。（2）美国与其贸易、投资伙伴的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欧洲经济的恢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心，解释了狄龙回合谈判中关税的削减、货币自由兑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及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3）欧洲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变化。从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失败以及60年代英国撤回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队后，欧洲对欧洲大陆以外的控制能力已与以前的殖民时代不同，这增加了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也为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改变国际经济制度增加了难度。

3．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

对国际机制变化的第三种解释模式是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假设：某一问题领域中的权力资源在用于其他问题领域时，就会失去部分或全部的效力。

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不同的问题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而这些结构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经济、军事力量总体分布状况。比如，在石油问题领域中，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等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粮食大国或像瑞典那样的重要的贸易国，就不会起什么作用。所以，问题领域结构模式的结论是：武力只有在付出高昂代价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而且对政府来说，军事问题并不总是问题等级中的最高级问题；各个问题领域不可能有效地联系起来，权力资源也不可能轻易地转化，即军事力量在经济问题领域中将是无效的，与某一问题领域相关的经济力量可能与另一问题领域无关；不同的问题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政治过程和制度。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与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相比，虽然问题领域结构模式不像总体权力结构模式那么有效力，但它能分清各种问题领域，因而具有很强的区别力，而这对于分析当代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领域结构模式与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一样，其最主要的弊病是只注重国家的权力潜能，忽视国内和跨国行为体。问题领域结构模式的另一个弊病就是，一旦各种问题能够联系起来，权力资源可以相互转化时，问题领域结构模式的解释价值就会下降。

4．国际组织解释模式

对国际机制变化的第四种解释模式是国际组织解释模式。国际组织解释模式的基本假设是：一系列的网络、规则和机构一旦建立，将难以清除或者进行大规模调整。国际组织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假设，即行为体不会利用彼此的脆弱性而摧毁国际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连具有优势潜能的政府有时也会感到，当它与现存的网络、机构中的既定行为方式发生冲突时，就难以执行自己的意愿。

与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以及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相比，国际组织解释模式主要强调政府间或跨政府关系的多层次性，所以，国际组织模式有助于解决那些信奉总体结构和问题结构模式的人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即考虑到那些被基本权力潜能忽略或者来不及考虑的因素。比如在联合国中，如果按照强国在国际体系中通常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就不可能预测出联合国大会最后表决的结果，相反，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国一票制这种规则，就可以预测联合国的网络、规则以及机构对某些问题诸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影响。

但国际组织解释模式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局限性之一就是，国际组织模式比基本结构研究法更为复杂，因而需要更多的资料，它强调与国际组织相关联的政治过程，并没有预测国际机制如何由于某一变项的原因而变化；局限性之二，与基本结构模式相比，国际组织模式的定论性和稳定性不是很强，所依靠的因素也比基本结构模式所依靠的因素更为短促、更易发生逆变，这样就有很大的选择和多层次讨价还价的余地；局限性之三，国际组织模式只能在复合相互依存条件下使用，而且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它的可预测性也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国际机制的信心和态度，因为国际组织模式是建立在国际机制是稳定的这样一种基本假设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破坏制度的政策，一旦政策发生变化，国际机制本身就会受到挑战。

基于对以上四种解释模式的分析，相互依存论者得出结论，由于相互依存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所以在分析世界政治时不存在一种适合于一切的模式。“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完美无瑕地解释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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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种模式各有优点和缺点，所以，相互依存论者主张，在分析现实的国际政治时，可以使用一种综合解释方法，即最好先寻求最简单的模式，必要时再增加其复杂性。

第三节　相互依存论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存论产生以来，相互依存论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之一，对后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

一、相互依存论的理论贡献

相互依存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流派，尽管在其后来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其他理论的挑战而不断进行补充甚至修正，但这并不影响相互依存理论对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相互依存论对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非国家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将其系统化

相互依存论对国际关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所持的偏见提出了挑战，他们强调将多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纳入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之中。同时，相互依存论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做出了修改。
〔35〕

 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都假设国际经济关系是和谐的，相互之间不存在冲突。相互依存论则认为，在复合相互依存中，无论是敏感性的相互依存，还是脆弱性的相互依存，某种程度冲突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国际经济关系并不像自由主义假设的那样不存在任何冲突。

2．将权力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那里，权力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权力的争夺必然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而相互依存论则将经济利益与政治代价结合起来，从成本和收益这一最古老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权力。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评价是：





无论是强调市场作用还是强调国家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有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市场和国家这两种现象，无论缺少了哪一种，都无法充分地分析另外一种现象。正如基欧汉和奈在他们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所意识到的那样，将权力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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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O. 基欧汉和约瑟夫·S. 奈从跨国关系这一已知的事实出发，探讨了国家之间的依赖状态，强调了相互依存所导致的经济收益与政治代价之间的关系。他们探讨了跨国关系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这样就把对相互依存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经典命题联系在一起。
〔37〕







3．将国际机制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为后来国际机制的研究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机制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之一，它既是70年代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提出挑战的问题之一，也是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论战的主题之一。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建构主义都加入到关于国际机制的论战之中
〔38〕

 ，并逐渐形成“国际机制理论”
〔39〕

 。基欧汉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关注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他及其学生们的努力下，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以“机制”或“制度”研究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关于相互依存论对国际机制研究的贡献，正如后来的学者在评价《权力与相互依存》这部著作所说的：





罗伯特·O. 基欧汉和约瑟夫·S. 奈的合作是那么成功，他们走到了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最前沿。虽然他们并没有创造一种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新理论，如果他们进入这一领域，他们极有可能这样，相反，他们对国际关系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其他学者多年来讨论的问题综合化、范畴化以及精确化，但是，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随着其合作的深入其重要性逐渐上升。随着基欧汉和奈引用最多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出版，尽管他们主要是以跨国主义和相互依存作为研究范例，但也出现了向机制［研究］这样概念上的重要转变。
〔40〕



二、相互依存论面临的挑战

与其他理论相比较而言，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相互依存论的赞美多于批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及区域化两大思潮盛行以来，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更是成为学者们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一个基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首要的既定的逻辑前提。但相互依存理论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面临着许多挑战，正是这些挑战促使相互依存理论不断进行修改甚至修正。

相互依存理论提出之后所面临的理论挑战虽然不能说全部，但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国际机制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具体表现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一个是国际机制与霸权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主要是霸权稳定论对相互依存论的挑战；一个是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问题，这一问题则主要是国家主义理论对相互依存理论提出的挑战。

1．“机制功能理论”

“机制”这一概念是由鲁吉（John Gerard Ruggie）于1975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
〔41〕

 ，其后基欧汉和奈将其用于相互依存理论的构造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的一个主题，也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相互论战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将机制看做是对国家行为的一种制约，并认为机制可以促使国家相互受益。霸权稳定论基于世界是无政府的而且权力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一现实主义的假设对相互依存论提出挑战。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观点，相互依存的国际机制必须有一个制定者，国际机制也需要维持者，如果国际机制不能得以维持，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秩序就会遭到破坏。国际机制的制定者和维持者就是霸权国家，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会追求跨国合作与相互依存。

在霸权稳定论的冲击下，相互依存论者，特别是基欧汉本人，在80年代对早期相互依存论中所主张的“国际机制”概念作了新的修正，于1984年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将现实主义的观点融入自己的理论前提中，提出了“机制功能理论”（Functional Theory of Regimes）
〔42〕

 。在其中，他主张，即使在美国霸权衰退之后，相互依存仍然存在，因为机制一旦产生，它有时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运行，而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机制，主要是因为在某些问题领域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国家利益。

2．“国际制度主义”理论

在相互依存理论与国家主义的论战中，在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国际制度主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43〕

 ，又称“新制度自由主义”。

在相互依存论者关注国际机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理论的推动者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44〕

 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对国际机制予以高度重视，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观点。他们主张，机制可以帮助国家避免不协调的行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弱国的一种权力资源
〔45〕

 ，国际机制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

面对国家主义理论的挑战，相互依存论者开始将研究重点从国际机制在国际体系中如何独立发挥作用转向已有的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冷战后欧洲国家的战略，并与新现实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际制度主义”一些最为基本的观点
〔46〕

 ：

1）制度对于有雄心的政府来说是一种潜在的资源；

2）制度有利于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进行讨价还价；

3）国际制度可以作为平衡或反对其他制度的工具；

4）国际制度可以在政治上刺激国家表露出政府的意愿，从而为其他国家提供信息从而使得政策更具有可预测性；

5）国际制度可以促使国家的责任具体化；

6）国际制度不但可以影响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偏好。

相互依存论者后来向现实主义靠拢，并相互影响，对此，连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这两位相互依存理论的集大成者也表现出无奈：





非常可笑的是，［如果］考察我们关于跨国关系的早期著作的观点，其结果不是形成另外一个前后一致的关于世界政治研究的理论框架，却是一直在扩展新现实主义，并且不断为现实主义提供新的概念。
〔47〕







以上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影响及其面临的挑战表明，相互依存理论虽然拓展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早期相互依存理论提出的一些概念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是我们今天运用“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时尤其值得注意的。



第六章

霸权稳定理论：霸权与世界经济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变革”与“危机”并存的时代。如果说相互依存论是对70年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变革的顺势反映，那么，霸权稳定论则是对同一时代国际体系出现的危机的反思；从内容上讲，如果说相互依存论关心的是如何解释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本身，那么，霸权稳定论关心的则是如何维持以及管理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

第一节　霸权稳定论的兴起

一、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了其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教授甚至将20世纪这四分之一世纪概括为“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48〕

 。其实，这一时期为西方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以及美国霸权的确立。

1．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性成就是，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就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战后重建阶段之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50年代，西欧国家年增长率约为4.5％，60年代达到5％左右。更加非同寻常的例子是日本：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年增长率空前绝后地约为10％。美国落在后面，50年代约为3％，60年代约为4％”
〔49〕

 。就世界贸易的发展而言，世界出口以及贸易得以持续稳定地增长（参见表6-1），从1948年539亿美元增长到1974年的7297亿美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范围内的连续几个回合的谈判，工业国的商业贸易得以飞速的发展，从1950年到1975年每年平均增长8％，比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快一倍。
〔50〕



表6-1　世界出口：1938—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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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bert A. Pastor,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99.

2．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

这一时期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国际制度保障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国际制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的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固定汇率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防止20世纪30年代破坏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相互合作，于1944年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它的主要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国必须确认美国在1934年规定的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并协助美国政府维持黄金的官价；（2）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建立固定的比价，实行固定汇率制。这种双挂钩制使得美元处于中心货币的地位，并等同于黄金，成为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支付的手段。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在国际贸易领域，1948年建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战后国际贸易谈判提供了一个体系和机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削减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进行更加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51〕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要奉行如下三个原则：（1）不歧视、多边主义和对所有签署国实行最惠国待遇；（2）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来扩大贸易；（3）所有签署国之间实行无条件互惠。战后在关税范围内连续几个回合的贸易谈判，导致了关税壁垒的惊人减少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工业国的商业贸易从1950年到1975年年平均增长率为8％，比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4％快一倍。这种逐渐扩大的贸易网使得各工业国经济进入一个经济上互相依存的体系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在国际货币领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主要职能是管理成员国的汇率和收支不平衡，监督货币体系的运行，并向暂时面临收入逆差困境的国家提供中期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的固定汇率、货币的可兑换性以及后来的特别提款权的建立，对于稳定国际货币，解决各国国内自主和国际稳定之间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

3．美国霸权的确立

这一时期第三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美国继19世纪中叶的英国之后成为世界历史上又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处处以一个警察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在国际政治中，美国雄心勃勃，以一种世界警察的姿态卷入了越南战争
〔52〕

 ；在世界经济中，除了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美国的对外贸易从1949年到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之时几乎在成倍地增长，美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参见表6-2）。

表6-2　美国贸易和世界贸易（1949—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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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79, pp. 62—67.

总之，在这一时期，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看起来运转得非常顺利，给人们所留下的影响正像基欧汉所描述的：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非常强大，经济持续增长。在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平均只有2.8％。产出量增长为5％，国际贸易的增长比产出的增长还要快，直接对外投资更是飞速增长，肯尼迪多边贸易谈判于1967年6月结束；同月，由阿拉伯国家在阿以战争后挑起的石油禁运的威胁被西方工业国轻松化解。由于成功地顶住了交换汇率，黄金还可以直接兑换美元；一种未来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组织的主持下于1967年产生。“像巨人一样傲视世界”的美国，对其能力充满了信心，调动了50万人去解决越南问题。美国的力量和机制构成了问题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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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经过近四分之一世纪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飞速发展之后，70年代初期，“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初戛然而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滞涨时期，并以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极高的通货膨胀率结合在一起为特点，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54〕

 这次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持续近十年的经济“滞涨”、固定汇率制的结束以及美国霸权的衰退。

1．经济“滞涨”的出现

所谓经济“滞涨”，主要是指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的特有的“一低两高”现象，即低经济增长率以及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行，这种状况从197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9年，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10年大滞涨时期。导致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美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尽管美国的生产率在70年代之后急速下降，但美国两届政府（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一直在采取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宏观经济政策。而1973年的石油以及其他许多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世界性的萧条和通货膨胀。





7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不得不对付60年代末的高通货膨胀，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济混乱。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和与此同时约翰逊政府（1963—1969年）所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造成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加速上升。为了向公民隐瞒越南战争的财政成本，美国政府拒绝增强税收，相反情愿采用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宏观政策，支付战争费用和福利开支。接任的尼克松政府（1969—1974年）加重了通货膨胀问题。另外，美联储竭力刺激经济，这种毫不谨慎的行为被评论家称为公然想使尼克松再次当选。之后对币值高估的美元的投机性打击和美国贸易赤字的激增导致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决定迫使美元贬值。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使世界陷入大滞涨之中；高通货膨胀、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史无前例地结合在一起，在美国、西欧和其他国家出现，世界经济被迫作出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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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汇率制的结束

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固定汇率制的结束，在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牙买加会议上，工业国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既稳定又可调整的汇率制度的努力失败之后，原则上认同了浮动汇率制，这样，美国战后精心设计并运行良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告终。固定汇率制的结束，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发展所依赖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不复存在。从此，各经济强国就稳定货币价值以及相关的货币事务争论不断。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出于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望以及不满，为了稳定欧洲货币，欧洲议会于1978年接受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倡议，成立欧洲货币体系以及相关的欧洲汇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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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霸权的衰退

这一时期另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美国霸权开始衰退。与美国的力量和机制构成了问题或前提的50—60年代相比，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霸权力量明显衰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由1889—1937年1.9％的年均生产增长率以及1937—1973年3％以上的年均生产增长率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1％的年均生产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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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失业率翻了一番，通货膨胀率几乎增加了三倍，钢铁、纺织和造船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并引起其他行业的恐慌；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在60年代为显示其霸权力量而倾其全力发动的越南战争最终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在世界经济中，欧洲在70年代以后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并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日本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和企业重组，以此提高日本的工业生产效率并增强出口。美国越来越感到来自欧洲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实体的压力和挑战，由1968年开始的美国和日本五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美国霸权的衰退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危机，促使一些学者开始探讨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管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霸权稳定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霸权稳定论首先是由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来的，他的理论最初只是力图说明为什么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他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因于英国由于霸权地位的下降，因而虽有意愿却没有能力管理国际体系。这种霸权稳定论在70年代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后来被政治学家斯蒂芬·克拉斯纳、罗伯特·吉尔平、乔治·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基欧汉等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所继承并扩展到军事、安全领域，这样，霸权稳定论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流派，并在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说而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有：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斯蒂芬·克拉斯纳：《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的结构》（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二节　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

一个开放的和自由的市场体系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和前提，这是许多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出现危机之后思考的问题。霸权稳定论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霸权稳定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国际体系的管理问题，具体地说，霸权稳定论主要是围绕如下三个问题展开其论述的：霸权和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周期和霸权国家的兴衰；霸权战争和国际体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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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霸权的三种模式

何谓霸权？一个国家成为霸权国家的标志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主要存在着三种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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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l）；一种是力量行动模式（force activation model）；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Marxian notion of hegemony）。

1．基本力量模式

按照基本力量模式的观点，所谓霸权就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这些物质资源中，有四种资源尤其重要，这四种资源包括：原材料、资本、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中的竞争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成为霸权国家，它就必须能够接近原材料市场，控制主要的资本资源，维持广阔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

在这种强调基本力量的模式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相应的霸权标准。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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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国家主要有如下三个标志：（1）市场规模。霸权国的市场规模相对巨大，是它的实力庞大的一个根源，并因此建立其经济势力范围，它既可以向友好国家开放市场，也可以拒不友好国家于自己的市场之外。（2）货币。霸权国的货币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它获得了金融和货币方面的优势。诸如利用金融力量让盟友进入资本市场。（3）经济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经济实力既不在于掌握某种垄断权和技术，也不在于经济自给自足，而在于该国经济改造自己以及在全球经济环境中适应变化的能力。

2．力量行动模式

力量行动模式是由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提出的，他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对霸权稳定论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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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基本力量模式指出了霸权国家应该具备的基本力量要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基本力量模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将霸权看做是国际体系中合作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霸权国家的衰退必然意味着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增加。他认为，这种论断本身是没有充分证据的，经验事实表明，在1900—1913年英国力量衰退期间，世界经济中商业的冲突并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局限性之二，就是基本力量模式忽视了国内的因素，诸如国内的态度、政治结构以及决策的过程，将霸权行为看做是一种力量的自动行为，即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力量，它就自动地表达出其向外施展的意图。在基欧汉看来，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既取决于它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它的意愿，他将这种模式称为“力量行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谓霸权是指，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主宰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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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

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并不承认霸权稳定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不可能长久，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肯定会发生。所以，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霸权理论必然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矛盾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使用霸权这个概念，不重视霸权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使用霸权这个概念，但只是将其放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中，将其定义为一种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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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界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关于霸权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体系起源于欧洲，并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得以在全球扩展，最终于19世纪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体系，这种体系作为一种历史体系将最终为一种新的体系所取代。然而，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殊历史时期时，霸权及其军事力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这就是17世纪中叶的荷兰、19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沃勒斯坦对历史上出现的这三个霸权国家作过比较，认为尽管这些霸权国家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但它们也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每个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其在三个经济领域的效率是相关的。每个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占有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有优势，它就获得短暂的霸权地位。第二，每个霸权国家在其霸权期内都奉行全球“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的限制。第三，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型是相同的，即霸权主要是海上（现在是海上／空中）力量。霸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它的公司在三个经济领域，即农业—工业生产、商业和金融有更高的效率。

基于对历史上曾出现的霸权国家的共同特征的比较，沃勒斯坦提出了他自己的关于霸权的观点，在他看来，霸权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体系之中，国家体系中的霸权主要是指如下这样一种机制：在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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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霸权的经济状况

从以上关于霸权的三种理解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不同的学者们在霸权国家的具体定义和标志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力图将霸权和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上和现实经验中寻求二者的相关性。霸权稳定论便是其中的一种理论。

二、霸权和国际体系的稳定

霸权和国际体系的合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霸权稳定论者关心的一个首要问题，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是从经济领域论述二者的关系；有的学者则是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寻求论据。

1．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

在经济领域探求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关系的学者应首推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这本富有影响的著作中，金德尔伯格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霸权国家在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他将霸权国家的领导权和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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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没有意愿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从而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处于一种不稳定之中。这些责任具体表现在如下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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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

（2）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的资本贷款；

（3）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

此后不久，金德尔伯格又增添了两项内容：

（4）实行管理国际汇率的宏观经济的调整；

（5）对不景气廉价产品开放市场，进而对极度供给不足的商品进行国际统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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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尔伯格就以上几项责任未能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萧条中得以保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在为廉价的商品保持市场方面，英国从1846—1916年一直坚持自由贸易，尽管从1873年以后，英国的发展并不快，但它坚持奉行自由贸易，从而为国外积压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做到了在紧张时期使得进口市场保持开放。英国在萧条时期顽强地坚持自由贸易，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并非出于其自觉地服务于世界经济，而是由于文化上的滞后和斯密的自由贸易传统。但在1929—1933年之间，由于没有一个大国为廉价出售的商品提供市场，没有一个大国愿意容忍贬值，更不愿意为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长期资金或贴现手段，所以导致经济危机。由此，金德尔伯格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际体系中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理论中的霸权国家，它的作用就是制定有效的国际机制，保证国际经济的持续和健康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的经济混乱。用金德尔伯格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个‘稳定者’，即某个国家要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而且当货币制度呆滞不灵陷入困境时，它能为提供清偿能力建立某种再贴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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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也对霸权国家在世界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吉尔平极为坦率地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的出现和发展必须有三个前提，即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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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稳定的，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或混乱。在霸权国家主宰下的国际体系既有利于霸权国家自身，又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发展。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吉尔平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既有利于霸权国家的领导，又有利于自由世界经济的环境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以及盟国建立了体现自由原则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了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建立。
〔70〕

 对于霸权国家和国际自由经济之间的关系，吉尔平总结道：





我的见解是，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有一个霸主。不管人们是否把这种经济看做为某个集团国家所分享的集体商品或私人商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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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霸权

霸权和国际体系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存在于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罗伯特·吉尔平在另一本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对此做过系统的论述。吉尔平从现实主义出发，对国际体系的统治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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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对国际体系的统治或控制主要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之间权力的分配；一种是国家间威望的不同层次；一种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系列权力与规则。

（1）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之间权力的分配

关于国际体系中政治联盟之间权力的分配，在吉尔平看来，历史上有三种颇具特色的通过政治联盟控制国际体系的形式，第一种是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结构，即一个单一的强大国家控制或统治该体系内部比较弱小的国家。这种类型是最为普遍的，它一直延续到近代。第二种是二元结构，即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各自势力范围内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种是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交手段、更换盟友以及挑起公开冲突来控制相互的行为。均势结构体系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欧洲均势”，这种均势被认为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并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由此，吉尔平总结道：





国家间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各种国际体系的主要控制形式。每种国际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都在该体系内，尤其是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组织并维持一种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网络。这些在历史上被称为列强、在今天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在各自单方面努力和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下，确立并实施了既左右它们自己，也控制该体系内相对比较弱小国家的行为的基本规则和权力。
〔73〕







（2）国际体系中的威望

对国际体系实行统治的第二种方式是威望。吉尔平在这里将威望定义为一个具有一定的特殊内容的命令将为一定的人群所服从的可能性。威望虽然并不等同于实力，但最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所以，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是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货币。威望的树立总是与战争相关联的。关于威望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吉尔平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





第一，虽然威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一种功用，但威望主要是通过成功地使用力量，尤其是通过战争的胜利来加以实现的。国际体系中威望最高的成员是那些刚刚成功地使用其军事或经济力量，并且由此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那些国家。第二，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最终都是无法估计和难以确定的，因为任何事先的计算都不可能绝对地搞清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比试，尤其是战场上的较量才能明了这些问题。第三，战争，尤其是我们称之为霸权战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确定国际性威望的不同层次，并由此确定由那些国家实际上统治这个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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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与规则

对国际体系实行统治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国际体系的一系列权力和规则。这些权力以及体现权力的规则既来源于习惯，也来源于正式谈判所达成的国际条约。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这些权力和规则主要涉及三个广泛的领域，其一，涉及外交行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往来，这些政治往来受制于详尽系统的法典；其二，涉及某些战争法规；其三，涉及国家之间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体系规则，比如国际贸易、技术合作以及与此类事务相关的规则。这些权力与规则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共同的价值和利益为基础的，但其主要依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比如，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通过制定立法将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并对其较小邻国间的争端进行调解的国家；古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实施自己的法典，并给西方文明留下了第一部国际法这样的遗产；而现在的国际法的规则则是西方文明施于当代世界的，它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利益。

这样，霸权稳定论者通过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以及世界经济领域的经验事实，在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霸权稳定论之名就来源于此。

3．理解霸权和国际体系稳定需注意的问题

在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稳定的相互关系中，有一些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为什么霸权国家愿意付出代价来管理国际体系；在国际体系中，为什么其他国家愿意服从霸权国家的管理；如何避免“免费搭车”现象。这就涉及如下三个问题，即霸权国家的利益、国际体系的公共利益、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受益。

（1）霸权国家的利益

为什么霸权国家愿意来管理国际体系，甚至在霸权国家国内萧条时，如金德尔伯格所指出的，也要付出代价来维持国际体系？这个问题涉及霸权国家建立和维持国际自由经济的动机。

根据霸权稳定论者的解释，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来建立和维持国际体系，主要是出于霸权国家的国家目标和利益。根据吉尔平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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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类型：国家的第一目标就是领土征服，以此来谋取更多的经济、安全和其他利益。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领土征服是一个群体或国家能够扩大其安全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国家的第二个目标是扩大它对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每一个国家都力图通过使用威胁和高压政治手段，组织联盟国以及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创立一种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际体系的规则，因为这有助于国家实现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国家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实现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或者至少是施加影响。从以上国家的三个目标来看，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围绕自己的切身利益制定的。为了捍卫切身利益，每个国家不惜诉诸战争。所以，霸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其建立和维持国际体系的动机和动力。按照吉尔平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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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起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马歇尔计划、带头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主要出于其自身的利益，即在经济上维护自由世界经济，在政治上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向国外弘扬它的价值观念，所以，美国的动机是“开明的自私自利”。

对于霸权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逐，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沃勒斯坦对霸权国家政策的分析就是其中一例。沃勒斯坦批判了以往两种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器不干预市场。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其实是生产要素部分流动，政治机器有选择地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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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就是后者的一个例证。资本主义最为根本之处就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而有选择地干预市场的目的就是加速积累的过程。国家这种有选择地干预市场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干预，诸如国家可以采取征收直接税或间接税，以此来改变利润率进而影响一种产品的竞争性；另一种是国家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和法则来影响资本、劳动力和货物的流动，或制定最大或最小价格。总之，霸权国家通过国家这个政治机器来为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的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政治条件（oligopolistic conditions）。这就是霸权在世界经济中的政治职能。

（2）国际体系的公共利益

为什么在国际体系中的许多国家愿意接受霸权的统治，霸权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基于什么？对此，吉尔平曾给予如下回答：





概言之，对一个强国来说，其“统治权”的合法性被认为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它取决于这个强国在最近的霸权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确立现状的条约，以及为现存秩序而制定的章法便具有权威性，因为它们仅仅是上述现实的反映而已。第二，由于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提供了诸如某种有利可图的经济秩序或某种国际安全一类的“公共商品”，故其统治常常为人们所接受。第三，这种大国所居的支配地位可望在意识形态、宗教或者别的方面得到与其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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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者认为，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可以提供种种公共商品，这些公共商品包括建立在不歧视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也包括有利于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同时还包括国际安全，等等。但自由经济体系不可能自行延续下去，因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经常受到“免费搭车”行为威胁，即有些国家希望得益于公共商品，却拒绝为此承担合理的支出。为了自由的国际体系得以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的统治，主要是因为霸权国家能够为国际体系提供并维持公共商品。

（3）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受益

霸权稳定论者并不认为霸权统治之下的国际体系只对霸权国家有益，在他们看来，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既对霸权国家有益，也对国际体系的成员国有益，所以，稳定的国际体系是相互受益。吉尔平认为，这种霸主国和国际体系成员国相互受益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从历史上来看只出现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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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统治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盛行时期，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其体现。





霸权国家或许被认为是以提供公共利益（安全和保护财产权）来换取报偿的。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英国和美国创立和巩固了一个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英国和美国的政策促进了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大国提供了关键货币并管理了国际货币体系……它们承担起这些责任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对它们来说，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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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稳定论者认为，相互受益既是霸权国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际体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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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国际体系中，霸权国也是受制约的，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维护国际机制的责任，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如果霸主国的公民认为其他国家弄虚作假，或者认为霸权国家为维持领导地位所付出的代价超过预期的利益，那么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同样，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国之所以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统治，既出于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出于对霸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威望和地位的尊重。如果成员国认为霸权国家的行动是在牟取私利，并且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背道而驰，那么，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也会削弱。

三、霸权周期和国际体系的变革

霸权国家是国际体系稳定的维持者，但霸权国家并不是永远处于霸权状态，霸权国家也有不断兴衰的过程，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有什么关系？这是所有霸权稳定论者关心的一个课题。

1．霸权周期

霸权周期一般是指霸权国从兴起到衰退的整个历史时期。许多学者都相信，世界政治中存在着长周期，这种周期与霸权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这方面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莫德尔斯基、沃勒斯坦、吉尔平等人。如莫德尔斯基认为，世界政治中存在五个长周期，这五个长周期分别是：1540—1560年的葡萄牙周期、1640—1660年的荷兰周期、1740—1763年的第一次英国周期、1850—1873年第二次英国周期、1973—2000年美国周期（如表6-3所示）。

沃勒斯坦等人认为，就像世界经济体系在不断的周期性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垄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一样，国家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动，这个周期是一个长周期，我们通常称之为“霸权周期”。根据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不但霸权国家在历史上出现得很少，而且每个霸权国家都有一个兴衰历史，即霸权上升阶段（ascending hegemony）—霸权胜利阶段（hegemonic victory）—霸权成熟阶段（hegemonic maturity）—霸权衰退阶段（declining hegemony），而真正达到霸权的时间却是非常短暂的。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国家体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其霸权时期和周期分别是：荷兰是在1620—1650/1672年；英国是在1815—1850/1873年；美国是在1945—1967年。每个霸权国家都经历了霸权上升阶段、霸权胜利、霸权成熟时期和霸权衰退阶段四个时期（如表6-4所示）。

表6-3　全球政治中的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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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eorge Modelski, Exploring Long Cycl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 4.

表6-4　霸权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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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 118.

吉尔平则认为，在前现代世界，国际政治的转变都是以帝国周期为特征的，“过去的1000年里，国际政治的转变形式被描绘成一个帝国周期。世界政治以强大帝国的兴衰为特征，每一个帝国都统一并安排了它自己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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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现代世界，大不列颠和美国的霸权取代了以往的帝国周期，继承了以往的霸权，国际体系则以这些霸权国家的兴衰为特征。在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周期表现为扩张—平衡—衰落—新的扩张—新的平衡—新的衰落。国际体系就是在这种霸权国家的周期中不断变革的。“千百年来，那些不断兴衰的帝国、霸主和大国统治着国际体系。这些相继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改变了这一体系，一直扩张到在进一步的变革和扩张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止。一旦达到这一平衡状态，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就开始破坏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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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霸权周期的动力：成本与收益

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的霸权，也就是说，霸权周期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对此，吉尔平和沃勒斯坦给了看似不同实际却相同的论述。

在吉尔平看来，霸权周期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成本问题。无论是霸权国家的扩张、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还是霸权国家的衰落都与经济成本密切相关。吉尔平以帝国和现代国家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

吉尔平认为，帝国周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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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出现之前，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因素是土地的可获得性和人与土地的比率。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主要源于可以产生经济盈余的领土。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帝国的领土扩展及其政治控制越大，可征税的盈余就越多，帝国的力量也就越大。但由于这种方式会遇到一个收益递减的问题，当财政上不能进一步支持帝国的领土扩张时，比如维持最好武器的经费，帝国或是分裂，或是被迫减少领土控制和财政负担。一旦不能成功地收缩，达到成本和资源的平衡，帝国将衰败并为下一个帝国周期所代替。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经济成本和收益同样是霸权周期的动力。现代国际关系与帝国统治时期的国际体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出现。这三者相互作用虽然改变了霸权国家扩张的形式，即由以帝国和领土扩张为获得财富的手段转变为以民族国家和经济扩张为积累财富的手段，但这种转变并未改变霸权周期的动力。在世界性市场经济中，通过国际分工，每个国家都能从国际交换中获益，每个国家财富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市场以及交易量的大小，所以，加入国际经济并分享扩大的贸易体系的利益成为民族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的动力。但在经济扩张中，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中获益，但由于技术上的差异，结果往往是那些效率较高和技术较先进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些国家享受着更高的利润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从而也就成为富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或强国。由于这些占效率和技术优势的国家能够从世界性市场经济中获利更多，这种经济利益便成为这些国家创立和维持世界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比如，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便是自由世界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这些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统治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对它们来说，“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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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效益递减规律，霸权国家收益逐渐减少，成本逐渐增加，从而限制了霸权国家的进一步扩张，这样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发展的趋势便是，保护国际体系所需成本增加，而霸权国家收益减少，如果成本和收益持续的失衡以及霸权国家财政上的枯竭不能解决，霸权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会衰落。所以，霸权国家的扩张—平衡—衰落周期的根本动力就是经济成本和收益。

沃勒斯坦也是从经济成本和收益来分析霸权周期的。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密切相关，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所以，“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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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沃勒斯坦看来，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占有优势时就会出现霸权状况，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通过研究经济史，他发现，霸权周期和经济周期（主要是特长周期）密切相关，比如，16世纪的A段与西班牙哈布斯堡“接近于”霸权密切相关，A段的终结与西班牙衰退的时间大致相当，荷兰获得了霸权，但在随后的B段中衰退了；英国的上升与19世纪的A段时间上大致相当，而它的衰退与随后的B段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美国的霸权与20世纪的A段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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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经济周期和霸权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论者曾给出过一个非常明晰的总结，如表6-5所示：

表6-5　康德拉季耶夫和霸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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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 118.

但是，霸权的政治职能并不是无限的。因为霸权国家本身也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离开国家体系本身，也就无霸权而言，因此，霸权国家要想将其自身的观念以及规则强加于国家体系，它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只有当它的所获远超过它付出的代价时，它才能被称之为霸权。同时，霸权国家在将其自身的偏好强加于国家体系时，必然会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如荷兰曾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曾遭到德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美国遭到日本和西欧的反对。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中，霸权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是连续的大国相互竞争中的一个点，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几个力量相互平衡的国家，因此，霸权统治时期的国家体系是暂时稳定的，国家体系本身并不总是在霸权统治之下，但追求霸权地位就如同经济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样，是各个国家的目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这种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的推动下不断进步，并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

3．霸权战争与国际体系的变革

关于霸权和国际体系的关系，霸权稳定论者的观点是，霸权维持着国际体系的稳定，而当国际体系出现失衡状态时就会出现霸权战争，霸权战争通常会导致国际体系基本规则的变革。

如果国际体系中出现了失衡状态，这表明在国际体系内出现了对现存的统治方式以及权力分配的不满，那些处于上升势头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可以通过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来增加自己的收益，并力图通过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结构来增加自己在国际体系内的权力，这就是说，以往霸权国家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吉尔平看来
〔88〕

 ，面对国际体系的失衡和新兴国家的挑战，霸权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力图通过改变政策来恢复国际体系的平衡，为此，霸权国家有两条行动路线：一是增加资源，即霸权国家能够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所需的资源；一是减少成本，即霸权国家能够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成本，使得它的国际地位最终不至于受到危害。

但通常的情况是
〔89〕

 ，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寻求不到足够的资源来保证自己的义务，它能够做到的只是把成本和承担的义务减少到能够对付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内霸权国家力图保持其地位和新兴国家力图把国际体系纳入能够促进自己利益的轨道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国际体系被紧张、不稳定和危机所困扰。通观历史，解决国际体系内这种现存的结构和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主要手段就是战争，特别是霸权战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战争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





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霸权争斗，是由于维持一个帝国或霸权地位的包袱与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为执行这一使命所需获得资源之间越来越不平衡引起的，从而导致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建立。……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成长、扩张，并且是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着上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一轮新的霸权冲突，这种周期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直至人类或者毁灭自己，或者学会发展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的机制。
〔90〕







第三节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和局限性

一、霸权稳定论的影响

霸权稳定论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后，虽然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学者们就霸权稳定论也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影响，如“国际问题研究联合会”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会”于1990年专门以“世界领导权和霸权”为题出版了第五卷《国际政治经济学年刊》
〔91〕

 。在其中，学者们对霸权的概念、霸权力量的合法性、美国霸权的衰退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多边主义与全球秩序、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霸权的局限性、日本和世界领导权、全球的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具体地讲，与世界体系论强调经济因素有所不同的是，霸权稳定论突出了政治结构的变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对此，吉尔平教授的评价是：





霸权稳定论的一个优点，是它集中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作用，以及国际政治关系在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尽管世界体系论显然正确地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归根到底是历史力量造成的，但是民族国家及其行动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力量。一旦民族国家问世，它就会按照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的逻辑行动。
〔92〕



我认为，该理论与完全注重经济因素的二元经济论及与现代世界体系论必然有联系。霸权稳定论指出，政治环境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存在的条件，并指出霸主的兴衰是结构变革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做出了一份贡献。
〔93〕



二、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前提和一些基本观点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是罗伯特·基欧汉，他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系统的评价。在他看来，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主要集中对霸权与国际合作、霸权与国内因素以及霸权与社会联系的理论假设和论述上。

1．霸权与国际合作

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局限性，就是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在基欧汉看来，尽管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稳定者，“合作可以通过霸权来培育，为了制定和加强规则，霸权要求合作，但霸权和合作并不是互为替代物。相反，它们彼此之间通常是一种共生关系”
〔94〕

 。霸权稳定论关于霸权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比如，大不列颠在其强大的时期，尽管它能维持海上自由，但在1870年以后，它不能劝导欧洲大陆的大国坚持自由贸易政策
〔95〕

 ；1967—1977年在美国霸权衰退的情况下，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仍然进行
〔96〕

 。所以，在国际体系合作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霸权，而是国际机制。“霸权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与合作以及制度，诸如国际机制相联系。成功的霸权领导者自身取决于某种特定的不平衡合作。霸权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与帝国力量不同，没有其他主权国家的某种程度的认同，霸权不能制定规则，也不能强加规则。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表明，只是物质上的优势既不能保证稳定也不能保证领导。实际上，为了保证霸权国家所偏好的规则能够指导其他国家的行为，霸权国家必须挖掘机制方面的资源。”
〔97〕

 在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仍然是可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共同的利益会使得相关的国家为了自己利益的实现创造合作机制，所以，没有霸权国家，只要相关的国家认为共同利益非常重要，并且其他重要的合作条件也能满足，那么，这些国家也会寻求合作并创造合作机制
〔98〕

 ；另一方面是因为霸权的衰退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衰弱。因为国际机制的维持要易于国际机制的创造，一旦某种国际机制产生之后，国际机制也会按造自身的逻辑逐渐形成制度和问题的网络（networks of issues and regimes），这些制度和问题网络并不是某国政府所即刻能够改变的，相反，由于国际机制在创立和维持过程中已经获得相关国家政府的认同，所以，某一霸权国家的衰退既不能促使已运行的国际机制停止运行，也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政府否认既存的国际机制。
〔99〕



2．霸权和国内因素

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局限就是过分忽视国内因素。虽然霸权稳定论能部分地解释战后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但它不是一种非常清晰的解释模式，也不能清楚地预测国际体系的变化，确切的原因是霸权稳定论对国内政治、利益和问题所作的预期不够充分。
〔100〕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衰退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这种分析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尽管霸权国家衰退了，但霸权国家中跨国公司、金融界名人以及政府官僚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利益仍然存在，这些利益集团希望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他们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这样就会出现维护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经济制度的跨国联盟。

3．霸权和社会联系

霸权稳定论的第三个局限性就是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强调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国际体系各个社会联系的唯一渠道，忽视了各个社会之间多渠道联系所造成的复杂情况。
〔101〕

 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和政府的行为有时和相应的社会行为的联系并不完全一致，各个社会联系并不一定通过国家和政府这样正式的渠道，有时也通过非正式的渠道。社会联系多渠道的形式包括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行为体，以及官僚之间非正式的、跨政府的联系。这种社会联系的多渠道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使得识别问题领域的难度增加，而霸权稳定论假设能够控制所有问题，但实际上分不清各个问题领域，这样就很难有说服力，也很难预测问题。比如，在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尽管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比中东产油国要强大得多，但它却无法说服产油国降低石油价格。

对于霸权稳定论这些局限性，连霸权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吉尔平也不得不承认：





霸权稳定论（至少其最原始的见解），往往过分强调国家和政治因素在国际市场经济生存和运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却很少强调意识形态动机、国内因素、社会力量、技术发展以及市场本身在决定全局时的重要性。不管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是否曾经想把这个理论搞成这个样子，批评家评论和批评它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它们正确地指出了该理论的局限范围，指出它未能证明实力和结局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未能预测霸主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采取行动。
〔102〕





第七章

国家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权力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沿袭古典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并与后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现实主义结合最为突出的是国家主义理论（Statist Theories）
〔103〕

 ，有时又称经济现实主义（Economic Realism）、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或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
〔104〕

 。与霸权稳定论关心霸权国家与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管理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国家主义理论主要集中于国家的行为以及国家的利益（不只是霸权国家）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分析方法的发展。

第一节　国家主义理论的复兴

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衰落、日本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以及美国霸权的衰退，在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贸易产生重大冲击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2）美国带头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3）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一、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

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60年代末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时，在亚太地区，先是日本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和企业重组，提高了日本工业的效率，建立了高效的出口机制；然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据统计，在70年代，西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而东盟国家在同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1970—1980年）为7.4％，同时期的欧共体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8％。
〔105〕



建立了高效出口机制的日本，不仅加强了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特别是工业间的贸易；而且出于建立亚洲市场的目的也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在1966—1976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为375％，远高于美国在同时期（1966—1977年）137％的年均增长率。
〔106〕

 出于对日本贸易策略的对抗，也出于对自己经济增长的担心，美国和欧盟主动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诚如吉尔平教授所概括的那样：





新保护主义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和此后亚太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它们给世界贸易格局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基本上进行的是工业间贸易。70年代日本出口大增，几乎涵盖了所有工业产品（大部分流向别的工业化国家）；日本进口的商品则多数是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食品、能源和原材料。人们对日本这种独特的贸易模式的阐释存在很大争议，……不管这种贸易模式的成因是什么，美国和西欧国家政府指责日本故意不向它们的制成品开放市场。此外，美国修正派也批评日本对抗性的经济战略有意逐个破坏其贸易伙伴国的高科技产业。80年代，亚太地区正在工业化国家的出口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的转变大大加剧了东西方的贸易摩擦。
〔107〕



二、美国带头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

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以来，为了建设一个稳定开放的世界经济，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一国际机制的不歧视原则以及多边主义的指导下，经过最初几轮回合的贸易谈判，从1963年到1967年，关税削减了近73％，到了1963—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谈判，制造品的贸易壁垒减少了约33％，世界贸易得以飞速发展，由此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滞涨、石油危机、固定汇率的结束以及日本和欧洲经济的兴起，特别是美国霸权的衰退，最终导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了。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美元充当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货币，并且成为国际货币稳定的一个重要源泉。但是，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美国的领导地位江河日下。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放弃了固定汇率制，70年代中期美国带头实行新的保护主义；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转变，从奉行多边主义转向多渠道对外经济政策，而克林顿政府则执行了咄咄逼人的地缘经济学谋略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实行了更加狭隘的政策，强调在本地区而不是在全球范围解决问题。实际上，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欧洲经济和货币统一的进程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西欧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本国国内对自由贸易、不受管制的金融流动以及跨国公司随心所欲的活动的代价提出了质疑。
〔108〕







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霸权的衰退以及日本的挑战促使美国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分别于1973年通过《国际纺织品协定》以及1974年通过《1974年贸易法》，从而导致世界贸易由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多边主义开始向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转化，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之所以称为新保护主义，是因为它有着与旧的贸易保护主义方式不同的特征。前者在许多方面都是非正式的、不透明的；换句话说，保护手法很隐蔽，难以辨认。保护主义有时表面上采取行政决定形式，指望维护经济的兴旺和安全。保护主义还更加强调双边贸易谈判。虽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制基于透明原则、多边主义和正式贸易壁垒的取消，但新保护主义却大大增加非正式的贸易壁垒、单边主义和行政决定。
〔109〕



三、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另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深化。欧洲一体化起于1951年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并在1957年的《罗马条约》中通过扩大成员并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欧洲的一体化却是在1967年通过建立欧洲共同体（共同市场）以取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得以加速，并开始进一步深化，其中最突出的措施是：1969年欧共体首脑在海牙会议提出建立经济以及货币联盟，加强机构职能，扩大政治合作；1970年通过维尔纳计划提出实现货币统一；1979年启用欧洲货币体系，其中包括实施比较松散的固定汇率机制。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深化，一方面是应对欧洲由于1973的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另外一方面是出于对美国经济优势减弱的担心而稳定欧洲货币市场；同时更为主要的是应对日本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些西方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所抱的期望值降低，并皈依古典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兴起了强调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义理论或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国家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罗伯特·吉尔平：《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975）、《贸易、投资和技术政策》（Trade,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olicy, 1982）、《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2000）、《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2001）；

彼得·卡赞斯坦：《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0, Winter 1976）、《国内与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1, Autumn 1977）、《公司主义与变革》（Corporatism and Change: Austria, Switzer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y, 1984）、《世界市场中的小国》（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1985）；

斯蒂芬·克拉斯纳：《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结构》（"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April 1976）、《捍卫国家利益》（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1983）、《结构冲突》（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1985）。

第二节　国家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与继承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相互依存论以及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相比，继承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以及后来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尽管国家主义提供了一种与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同的关于经济现实的重要观点，但国家主义并没有一种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经济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新重商主义的逻辑推论，提供了一种与自由主义／新古典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同的关于经济现实的重要观点。它的论述更多的是立足于现实主义而不是它的理论公式的优雅。它所提供的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而是一种现实的主张，这种主张很少是学说性的观点和判断，而是那些在真实的世界中经常能被采纳的政策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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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罗伯特·吉尔平的评价则更为直截了当：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很相似，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历了数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等，其名称在不断改变着。不过从所有这些代表性学说中，看不出具有继承性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只是一系列的论点或看法。其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也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均强调国家、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实力在国际体系的组织与运转过程中的首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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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强调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实力这一点上所有的国家主义者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以及论述上却并不相同，比如吉尔平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克拉斯纳关注的是对原材料的投资，卡赞斯坦更多关注的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区别。在这里，我们只就当代国际关系领域几位著名的国家主义倡导者的观点作一分析。

一、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如何分析跨国经济关系是国家主义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罗伯特·吉尔平，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71年发表在《国际组织》的论文《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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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1975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的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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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跨国公司以及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基础进行分析，罗伯特·吉尔平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权力分析法的复兴。

1．关于国家和世界市场三种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兴起，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再一次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中，具体地说就是，如何看待高度一体化的跨国经济和民族国家的相互关系。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的概括就是：





这个问题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多国公司是否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并替代或至少部分替代民族国家。如果多国公司确实是在成为日益重要的独立的国际角色，又是什么因素致使它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垄断呢？这两组政治角色间有何联系？多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又有何重要意义？最后，未来又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多国公司现在的角色是政治和经济的特殊结构所造成的，那么人们能否预见到它的重要地位在将来的继续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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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学术界曾出现三种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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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困境模式（the "sovereignty at bay" model）、依附理论模式（the dependencia model）以及重商主义的模式（the Mercantilist model）。

（1）“主权困境”模式

“主权困境”模式得名于维农（Raymond Vernon）1971年出版的关于跨国公司的著作《主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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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模式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在通讯和交通上的技术进步，民族国家正在变得不合时宜。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正在促使传统经济的载体——民族国家逐渐让位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跨国公司正在促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由于跨国公司在市场、生产以及资源供应方面不断跨越国家界线，所以，生产、市场以及投资的组织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以往的国家经济中运行。比如，美国的跨国公司不断增加对海外的投资，并在其他国家设立子公司，而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也不断地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所以，跨国公司已经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成为一个经济体。

第二，民族国家经济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通过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国际社会正在日益交织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一旦民族主义者为了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从世界经济中脱离出来，将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民族国家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融入世界经济中可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但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将自己传统的对国内以及经济事务的控制权让位于跨国公司；增强民族国家的安全以及权力，但付出的代价是不能从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受益。

第三，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受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能源以及原材料贸易条件将日益恶化，劳动力的成本将日益提高，这就迫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地向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转移，诸如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设立海外生产基地，西欧不断地吸收地中海地区的劳动力。在廉价的能源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结束以后，这种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将日益有益于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将从这种制造业中心的转移中获得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所以，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自愿的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合作中，人人都在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

（2）依附理论模式

依附理论模式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关于这种理论模式兴起的背景、基本观点以及学术影响，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八章“依附理论”中进行比较详细的探讨。这里只就依附理论模式在关于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世界经济的关系的观点作一论述。

依附理论模式与“主权困境”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关系上，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两种模式都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世界经济的参与者；第二，主导世界经济的主体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跨国公司。

但依附理论模式与“主权困境”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同更为根本。依附理论模式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经济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与“主权困境”模式认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增长和财富是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观点相反，依附理论认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是存在等级的。在这个存在等级的世界秩序中，纽约、伦敦以及东京由于拥有先进的技术、金融、公司、研究以及管理，因而是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以及落后的技术因而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其结果自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全球，特别是从欠发达国家流向那些具有金融实力以及金融决定权的发达国家所在的核心区。所以，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欠发达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中的跨国公司是遵循着“不断扩大公司规模”规律运行的。所谓“不断扩大公司规模”规律是指，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从作坊到工厂到国家公司到多分属公司再到跨国公司。

第三，发展与欠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是遵循着“不平等发展”规律运行的。所谓“不平等发展”规律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趋势是在创造富有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在创造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欠发展。欠发展国家之所以欠发展就是因为在政治上缺乏自主权，在经济上依附于发达国家。

（3）重商主义模式

与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有益的合作的模式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经济的合作是帝国主义的不等价合作的模式不同，重商主义的模式强调的是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这种模式将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看成是世界经济的首要的因素。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当代重商主义模式的基本观点是：快速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特别是随着美国技术优势的下降以及其他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加强，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如何组织工业化的世界经济，其结果必然是世界经济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以及经济集团。

第一，快速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自由主义模式认为自由化孕育了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成功的观点不同，重商主义者认为，过去几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得益于相对便宜的能源，诸如中东地区的石油以及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得益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技术的差距，正是这种技术差距将日本带入世界经济，使得欧洲得以统一，并进而使得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但随着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世界经济得以快速增长以及全球相互依存的条件正在消失，因此，全球经济自由化已经不可能。

第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正在加强。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诸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冲突，发达国家和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表明，过去那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益于所有国家利益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历史，代之而起的是民族国家之间在市场、投资、技术以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第三，区域化是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主题。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以及其他国家诸如日本以及德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力图通过建立地区经济集团或经济联合来提高本民族国家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地区内部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安排逐渐取代美国强调的多边自由贸易、美元的国际作用以及美国跨国公司的统治。对于这种日益出现的地区安排，重商主义者的评价也是不同的，恶意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这种区域化将导致国际经济冲突加强，而善意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这种区域化将稳定世界经济关系。但无论在区域化的具体观点上有何差异，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认为，今日的世界经济是区域化主导的经济，而不是以往的自由化的经济。

2．对三种模式的批判

在吉尔平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主权困境”模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依附模式，还是重商主义的模式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不足以解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吉尔平本人对这三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

（1）“主权困境”模式的局限性

在吉尔平看来，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主权困境”模式最主要的局限性就是没有处理好民族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主权困境”模式可以还原为一个关于利益与实力的问题：谁有实力来使得跨国公司和世界经济为其利益服务？这一点只有通过考察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才能得以验证。“主权困境”模式关于这种关系的论述是最应该受到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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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出现的经验事实对“主权困境”模式进行了如下的批评。

第一，美国的跨国公司受到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国家经济的挑战。“主权困境”模式在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关系上错误假设是：许多民族国家缺乏规模经济，缺乏本土的技术以及缺乏本土的公司，因而当民族国家出于经济的需要吸引跨国公司时，主动权和优先权在跨国公司这一边。吉尔平认为，这种情况只适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占统治地位的20—25年，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并没有主宰日本和欧洲的国家经济：日本成功地打破了外国投资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以及公司的瓶颈，日本不需要资本，没有通过美国的公司日本也得到了技术，日本的公司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在欧洲，虽然美国的跨国公司不愿意在共同市场建立其子公司，而是选择不同的国家进行单独投资，但这种策略受到德国和法国的挑战，德国加强了其在欧洲的投资，而戴高乐执政的法国则努力寻求德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以此制约和反对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共同市场的主宰。

第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开始采取措施挑战国外的跨国公司。70年代以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采取措施减少跨国公司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措施包括：办理技术准入证；提高税收；建立投资壁垒；发展国有跨国公司与外国跨国公司抗衡。在这些东道国政府的措施面前，跨国公司不得不牺牲母国政府的利益来满足东道国政府以及地方的要求。这种状况对美国的跨国公司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冲击最大。

第三，美国跨国公司实力的衰退既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的衰退无论是对美国政府还是对美国的跨国公司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言，当美国的跨国公司实力下降时，东道国政府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投资以及管理的需求就开始下降，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借此进入世界市场进行竞争，这样，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参与竞争就不得不满足东道国政府的要求，这就导致美国的跨国公司不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很好地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就美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而言，随着美国跨国公司优势的衰退，以及日本和欧洲国家跨国公司实力的增强，东道国政府不必像以前那样因为想吸引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而对美国政府言听计从，在众多跨国公司面前，东道国政府可以为本国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讨价还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东道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政治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世界经济中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世界经济被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所主宰的局面已经被民族国家利益所取代。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主权困境”模式却忽视了这一点，这正是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所在。

（2）依附理论模式的局限性

在吉尔平看来，在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模式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关于对外国投资依附的问题。跨国公司确实破坏了当地的公司，因而也限制了东道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认识不能绝对化，因为，在一些国家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本国的工业，特别是那些幼稚工业得不到发展从而失去了发展本国工业的机会，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依附被看做是快速发展经济的捷径。

第二，关于技术依附问题。跨国公司通过投资确实为东道国带来技术，从短期来看，东道国通过吸引跨国公司获得了技术上的优惠，但从长期来看，东道国这种对跨国公司技术的依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跨国公司的技术是在不断更新之中，但新一代技术仍然掌握在工业化国家之中。

第三，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尽管跨国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跨国公司使得东道国的经济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畸形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但依附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依附模式过分夸大了美国、欧洲以及日本这些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在世界经济中，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欧洲国家的利益以及日本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相同。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美国仍然努力通过其在技术、农业以及资源方面的优势将美国经济作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核心；欧洲则努力建立自己的贸易、投资以及货币区域，以此与美国抗衡；日本则努力通过自己的技术优势进入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同时加强对亚洲地区的投资，以此与美国和欧洲争夺亚洲市场。这些都表明，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国家利益的差异远远大于其共同利益。

第二，依附模式低估了亚洲、非洲、中东以及加拿大这些边缘国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吉尔平看来，现在的边缘地区与两个世纪以前大不相同，现在边缘地区的精英们已经不再是无知的以及逆来顺受的被殖民者，这些精英们在西方接受教育，他们明白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同时，这些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力量平衡的新的中心。加入这些地区组织得当的话，他们可以通过控制重要的资源而使得核心国家依附于这些边缘国家。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依附模式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的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吉尔平看来，关于跨国公司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供应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仅以此就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似乎太武断，这一方面是因为1973—1974年石油价格的上涨从而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所以何为合理的原材料价格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另一方面，由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确实使得东道国的经济在某些产业领域获得资本和技术。因此，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动力使得资本流向国外，但并不是剥削而是扩大经济收益。

（3）重商主义模式的局限性

相对于自由主义的“主权困境”模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依附模式，对于重商主义的模式，吉尔平的批评显然不是很激烈。





我们对重商主义的模式的批评将严格限制在当代重商主义者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即重商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正在瓦解成经济团体或区域集团。无论是恶意的重商主义者还是善意的重商主义者，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将区域化以及经济联合看做是当代经济关系最为可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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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平看来，当代重商主义者关于世界经济将被区域化所取代的判断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这种观点至少忽视了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尽管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但美国仍然主宰着世界经济。美国的经济，无论是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多样化，还是经济动力，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美国在农业以及资源方面拥有欧洲和日本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仍然有能力通过在某一个领域的谈判弥补其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损失。

第二，美国仍然为欧洲和日本提供军事和安全保障。尽管美国的实力开始下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但受到日本和欧洲的挑战，而且也受到诸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的挑战，同时还受到诸如中国等国家的挑战，但所有这些挑战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在军事以及安全上的优势。美国继续为日本和欧洲提供军事和安全上的保护，没有这种保护，日本和欧洲自己将无法保证在能源、石油等经济上的稳定以及安全上的保障。

所以，只要欧洲和日本没有找到其他途径来取代对美国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重商主义关于区域集团的模式就缺乏可信度。

3．国家权力分析方法

在对自由主义的“主权困境”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依附模式以及重商主义的模式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时，吉尔平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国内和国际政策）与对外投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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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散

吉尔平接受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观点，即认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地区层次、国家层次还是国际层次）是一个有等级结构的体系：所谓结构是指国际体系存在着核心或中心区与边缘区之分；所谓等级是指，核心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边缘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核心区从边缘区获得食品、原材料以及劳动力，而边缘区从核心区获得商品、服务以及市场。但吉尔平既不同意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中有许多核心区，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看成是核心区，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边缘区，并且认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吉尔平认为，当代有等级结构的国际体系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一是，核心只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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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是，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不是一种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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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尔平首先对核心区的标准进行了界定，以此与以往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相区别。在他看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国际体系的核心主要依据其发挥的如下三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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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种国际银行的功能，即为国际体系提供国际货币和国际结算，建立并且管理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在创立以及组织国际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诸如英国于1846年通过《谷物法》建立的单边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美国于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三是，能够通过私人投资或对外援助，为国际体系提供投资资本并且促进国际体系的发展。在吉尔平看来，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核心国家只有19世纪国际体系中的英国以及20世纪国际体系中的美国。在19世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英国是核心区，而国际经济中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和国家是边缘区；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美国是核心区，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是边缘区，尽管欧洲和日本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就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工业组织而言，欧洲和日本相对于美国仍然是落后的，因而仍属边缘区。

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在于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种由核心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否只有利于核心国家？吉尔平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经济扩散。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只存在于核心区，经济扩散只有利于核心区的观点不同，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吉尔平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存在于核心区，而且也出现在边缘区；经济扩散不仅只有利于核心区，而且也有利于边缘区。

吉尔平认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财富、权力以及经济活动存在着两个过程：一个是世界经济增长分布的极化过程；一个是世界经济扩散的过程。所谓世界经济增长分布的极化过程是指世界经济的增长以及分布是不均匀的。核心区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分布集中的地区，这一方面是因为核心区市场的力量以及比较优势，核心区拥有技术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技术劳动力，优良的交通体系，比较好的社会和技术设施，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储蓄率以及比较大的经济规模；另一方面是由于核心区在其技术以及比较优势处于初始阶段常常阻止工业化的扩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业化核心区的激励竞争中保持其技术以及经济优势。而边缘区则是低技术、低技术工业以及原材料生产商集中的地区。但如果就此认为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那就错了。在吉尔平看来，在注重世界经济增长和分布的同时，必须看到这一过程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经济扩散的过程。所谓世界经济的扩散过程是指，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加强，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土地本身都是流动的，这种流动主要通过技术劳动力的移动、贸易的扩展以及对外投资而从核心区流向边缘区。在世界经济的扩散过程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世界经济的扩散的过程及其结果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不是均衡的。由于边缘区在原材料、交通网络以及其他要素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财富以及权力在不同的边缘区增长和分布的不同，其中，有的边缘区在世界经济的扩散过程中成为一个新的增长中心以及进一步扩散增长的中心。其二，在世界经济的扩散过程中，在边缘地区出现了债权人。在世界经济扩散过程的开始阶段，由于依附于外国投资，边缘地区的年轻的债务人不得不大量吸收资本以发展其制造业，随着其经济的发展，这些债务人变为成熟的债务人并逐渐减少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最后变成新型的债权人并开始向外输出他们自己的资本。随着其盈余的上升，这些新型的债权国家在国际工业以及权力分布中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正是由于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也有利于边缘区，所以，导致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并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吉尔平对此的总结是：





总之，核心国家制定国际交换以及发展的规则，并且强迫这种规则的实行。而边缘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规则，部分原因是由于核心区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因为国际体系不但为核心区而且为边缘区提供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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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不仅受到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对外投资的“政治化”尤为明显。吉尔平以核心国家英国和美国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英国和美国经济处于上升以及统治时期，其国内政治以及经济政策都倾向于在国内和国外推行自由的经济秩序。就国内政治而言，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等级严格，大量国家财富掌握在租赁阶层手中，下层阶级比较温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量国家财富掌握在大公司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治有利于储蓄者和投资者；就经济政策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领导者相信自由主义的观点，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是鼓励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以及有效的国际劳动分工。

但在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时，它们将对外投资政治化，英国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这种对外投资的政治化主要表现在核心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战略中，吉尔平将这些经济战略归纳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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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类，核心区以借贷或安全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的形式将资本输出到正在工业化或非工业化的边缘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区国家成为租赁者，可以从海外的投资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比如，英国在19世纪的后期就是采取安全投资战略。

第二类，核心区采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这种战略主要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实行的。与英国的安全投资战略不同的是，美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而不是通过金融或银行。在这种战略中，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分工厂或子公司，一方面可以通过垄断优势在海外获得比在国内更高的利润；另外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的对外投资以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对其垄断优势的挑战。

第三类，为了防止核心区国家经济的下降，核心区国家重新盘活核心区经济本身。这种战略主要集中在政府鼓励发展新的技术、新的工业以及资本流向那些核心区经济以往被忽视的产业。在这种战略中，政府对内鼓励对公共产业，诸如教育、交通、城市重建的投资；对外政府鼓励贸易而不是投资。

第四类，核心国家政府采取保护战略或建立某种有益于本国经济的体系。随着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边缘地区脱离对核心区依附并且使得投资条件变得有利于边缘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国家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策略。

由此可见，在国内事务中，市场力量和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秩序是经济活动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市场力量不会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运行；相反，国内政治秩序和公共政策在努力地框定经济力量朝某一个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发展。与在国际事务中相同，经济、政治以及技术力量在努力转变国内利益的结构并且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当围绕着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出现经济利益冲突的变化时，经济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出现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就会重新引导经济力量进入一个新的渠道。因而，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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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

随着核心区经济的衰退以及边缘地区经济的起飞，旧的核心区与新的核心区就会在市场、原材料以及投资不断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工业的扩展会导致国际冲突。按照吉尔平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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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种可能性，原来的核心国家会想方设法维持或重新确立自己在新出现的核心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继续制定规则。比如，英国在其经济衰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努力维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对外投资中的统治地位，直到经济大萧条为止。

第二种可能性，国际体系由一个有等级的国际体系转变为一个由几个相对平等的核心区组成的体系，这几个核心区一起通过谈判从而确定贸易以及投资的规则。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个工业国家力图通过谈判来确立国际贸易规则。

第三种可能性，国际体系解体并分化成相互冲突的帝国体系或区域集团。比如，19世纪后半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由工业扩展而带来的国际冲突是暂时的，这主要是由于国际体系中核心国家经济的衰退所致，当一个国家崛起而成为新的核心国家时，国际冲突就不存在了，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以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都表明了这一点。

二、彼得·卡赞斯坦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彼得·卡赞斯坦经常被引用的论文是他于1977年发表在《国际组织》杂志上的文章《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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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中，他将国内政治结构（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和国际力量（international force）相结合，对不同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发达工业国家在现实中追求不同的对外经济战略这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的问题。这些观点在其随后主编出版的著作《权力和富裕之间：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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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系统化。彼得·卡赞斯坦的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分析方法
 ”（comparative analyses）。

1．两种研究方法：国际力量法和官僚政治法

彼得·卡赞斯坦教授曾对国际学术界盛行的探讨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国际力量探讨方法，这种方法尤为关注影响一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国际体系有何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一种方法则是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bureaucratic politics approach，又译作“科层政治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尤为关注国内因素、官僚因素及政治制定过程等详细情况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虽然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对国际力量的关注尤其有利于分析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范围；而对官僚因素的分析则可以说明战略的偶然性，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不足。

（1）国际力量研究方法

在彼得·卡赞斯坦看来，在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中，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系统地将决定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力量和国内力量进行区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劳动分工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限制的理解不同，但在重视国际体系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如现实主义者认为，尽管国际劳动分工在增加，国际商业和金融在发展，但自1945年以来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影响着所有发达工业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而这种霸权是建立在美国相对无敌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之上的，即使在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以及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里，这种影响也仍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经济的解释认为，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都是对一国实施政治战略的反对和约束，无论是通过“遍及全球”的跨国公司实现的工业资本，还是通过多种银行机构实现的金融资本国际化，都根植于限制政治选择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之中；而自由主义者的解释则集中于阐述技术变化对资本流动增多的影响，以此探讨一国经济对世界体系发展的敏感性如何限制其对外战略的选择。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尽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的解释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强调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力量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它们都集中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单一国家所施加的各种不同约束和限制。但是，对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力量的过分强调，不能从根本上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发达工业国家在现实中追求的对外战略不同；国际体系的发展与不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因果关系。

（2）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

与重视国际力量对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的是，另一种研究方法却把探讨的焦点放在决定对外经济策略的国内政府机制上，这种方法被称为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源于韦伯（Max Weber）的理想模型中的现代“理性”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源于美国管理理论中对“非理性”官僚主义的描述。由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所建立的模式，一直处于“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极端之间。

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是许多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们欣赏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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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之所以适应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在彼得·卡赞斯坦看来，是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比较特殊。美国的官僚系统的范围及其操作的规模都很大，个人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控制力比较小。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经常受到诸如与个人品质和地位相联系的非正式网络和联盟的影响，也受到国会和行政部门自主权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利益集团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加强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偶然性。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这种研究模式有利于详细阐述施加在对外经济策略上的官僚系统内部大量复杂的偶然因素。

但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工业国追求不同的对外战略，也就是说，它忽视了不同发达工业国内部官僚系统的特殊影响，进而忽视了不同类型的对外经济政策；这种主要基于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方法说不清楚美国的特有缺陷在多大程度上被普遍化了，也说不清在多大程度上将普遍的现象特殊化了。

鉴于国际力量研究方法和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各自的优点以及局限性，彼得·卡赞斯坦在比较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两点主张：一是，从国家（官僚政治系统）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以此克服只基于美国经验的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在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时，要将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包括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结合起来，以此克服单独运用两种方法固有的局限性。

2．国家、社会与对外经济政策

（1）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来源于马基雅维里或者博丁，他们主要关注管理国家的能力，而且将社会视为受制于统治机构的对象，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是国家之下的社会。一种观点来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法制框架下社会状况，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的社会观点，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一种观点来源于托克维尔（Tocqueville）、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Durkheim）以及韦伯，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既有部分程度的相互依赖性，又在一些领域的活动中相互独立。也就是说，国家主要是公共利益领域，而社会却包含着个人利益，这种包含个人利益的社会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这三种观点如图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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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关于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三种观点

彼得·卡赞斯坦对以往关于国家、社会以及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在他看来，在以往探讨国家、社会与对外经济政策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一般有两条研究思路：一是，关注构成政策制定过程中特殊情节的一些特别决定和事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案例分析法；一是，探讨用以描述不同政策的一般特征，通常将这种方法称为比较分析法。在第一条思路中，案例分析法给出了政策过程各特殊阶段里有用的、重要的细节描述，但也常常留下政策意义未能说清的问题；在第二种思路中，比较分析主要讨论政策的意义，但比较分析研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将特殊政策或者政策制定的特殊阶段与不同类型的政策的抽象定义联系起来。

在20世纪50—60年代，比较分析方法曾在国际学术界非常盛行，许多学者将比较分析方法用于现代化研究之中，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曾用这种方法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过分析。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他对以往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过比较，认为现代化道路主要有三种，即民主自由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但在彼得·卡赞斯坦看来，摩尔的这种比较分析方法只强调了各国国内结构的相似点，而没有突出区别，这种方法是传统的区别“国家”和“社会”的方法，不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区别。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认识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以及联系对于分析对外经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当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如果将国家与社会相区别并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作社会的分析时，就会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民主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群众利益（全社会成员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到通过选举形成政府政策（代表全国人民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一种是利益集团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对外经济政策的领域中，政党和选举对政策的形成和补充远没有利益集团重要，利益集团通常总是通过社会相关部门以及政治机构将私人利益不断地向公共利益和公众选择灌输。总之，无论是利益集团模式还是民主模式，都认为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是反映了社会的压力。

第二，如果将国家和社会相联系并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对外经济政策时，就会发现，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模式中，决策常常发生在公共领域中：国家用很多方式管理着它所控制的社会，在这种“中央集权”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群众的偏好、政党和选举通常被看做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利益集团也不是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决定性压力的自主性力量，而是附属于国家的力量。

第三，如果将国家和社会看做是一种共生关系并以此来分析对外经济政策时，不同的学派对二者的关系会做出不同的解释。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认为，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得发达工业国的私人部门在20世纪失去活力。而加尔布雷思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却认为国家和社会间新的渗透是现代公司力量作用的结果。加尔布雷思认为，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可划分为技术先进、资本密集、少数厂商垄断的部门和技术落后、劳动密集、竞争的部门。现代商业的规模巨大，而大商业又需要大政府，然而现代政府却过于弱小以至于不能有效地管理现代公司。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共生表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多不仅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补充。

彼得·卡赞斯坦主张，如果要得到富有成果性的见解，必须对国家和社会的联系以及区别在不同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发达国家之间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区别。





对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将一个国家的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在最近国际政治经济论著中，情况却并不总是如此；许多分析范畴，有时是来自一个国家的特殊经验。例如，法国的传统将会让人认为国际经济的政治化是由于国家在管理国内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致。尽管国家与社会在日本也是紧密地相联系着的，但日本政府所采用的非政治化战略似乎与以上结论相悖。类似地，在一些国际关系论著里，对政府间关系和官僚政治的关注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美国联邦官僚政治。然而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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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政治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

与过去运用国内官僚政治研究方法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不同的是，卡赞斯坦提出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即“国内政治结构”（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国内政治结构既包括统治联盟（ruling coalition），也包括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s）。统治联盟既包括国家官僚机构和政治党派（通常被称为“政治团体”），也包括有组织的社会力量（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政策网络将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要素结合起来。统治联盟的职责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政策网络决定政策的实行。在每个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社会力量和统治联盟都努力在政策网络中寻求其制度代言人，这种制度在实施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把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系起来。所以，统治联盟以及政策网络是决定和补充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的核心。这就是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和力量。

卡赞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自由学派则强调发达工业国以市场作为分配的机制，但这两者都不能很好地用于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遵循的不同战略，因为马克思主义过于一般和理想，而自由主义又过于具体和现实，所以，只有介于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才能够使我们对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管理联盟和政策网络普遍存在的唯一的、约定俗成的组成部门有所了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在运用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团体这些国内因素或力量分析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时，国家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不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者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又不完全同意自由主义的观点。用卡赞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派关于政治的解释。

根据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在不同发达国家的具体表现，卡赞斯坦把美、英、西德、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分为三类：一类是英、美两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自由的国际经济，它们大体上依靠于有限的几种政策手段来影响整个经济，而不是依靠影响个别部门和个别厂商的那些政策，商业和国家的联盟对国家官员相对不利，联系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政策网络相对来说不完整；一类是日本的对外经济政策，其特征是国家官员在与商业社团的交往中占有一个相当显著的地位，其政策网络也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一类是中间道路，其中，西德和意大利与美、英模式比较接近，而法国则和日本有些相似之处，更为确切地说，西德与英美模式较相近，法国更接近日本模式，而意大利则处在德、法两种模式之间。由此，彼得·卡赞斯坦总结道：





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外交部门所哀叹的“失控”不仅植根于国外，也植根于国内。在国内政治上、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不合适，往往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严重后果。国家主义也赞同，满足全球性需要的全球性方法本身似乎显得是对付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无效率的或无绩效的方法。不过，国家主义仍强调，对管理和互相依赖的分析应从国内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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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政治结构、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

比较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统治联盟和政策网络这些国内力量的区别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切地理解不同的发达工业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区别，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法不足以解释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考虑不同的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与其所依赖的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才能确切地理解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彼得·卡赞斯坦以发达国家为例，详细阐述了不同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如何受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的。

在彼得·卡赞斯坦看来，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策略主要源于国际力量与国内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过去150年国际政治经济的霸权周期（上升和衰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分别是英国霸权的上升时期和美国霸权的崛起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出现了有利于国际交易进程的开放式国际政治经济，国家的政治活动频繁丰富，崛起的霸权国家之间相互联合，以此来保持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同时，因为国际经济事务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分配和管理上，发生在既定的结构里，国际政治经济的有序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结构的运作，因而国家的力量是隐性的。关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得以验证。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的工业技术及其决定逐渐转为低关税国家的政策，使其成为19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国家。这种地位反映了英国国内各种力量的均衡重组正在逐渐倾向于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1846年废除《谷物法》时，英国贵族地主们所受的打击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直到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加入共同市场时，对食品进口不征关税的原则才再次受到了质疑。但《谷物法案》的废除也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同时向欧洲大陆的谷物出口开放了英国市场，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通过1860年签署的《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Cobden-Chevalier），英国快速扩张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在国际上得到了合法性，并以此开辟了整个欧洲大规模削减双边关税的时期。这样，英国内部政治力量的重组直接外溢到由英国优势确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上升时期。在美国霸权的领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在1959年实现自由兑换和随后在肯尼迪回合（1967年结束）中最终实现大幅削减关税而得到了加强，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开放，使国际贸易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增长。多国公司作为这种自由市场的机构组织成为在美国支持下自由运转的国际政治经济中最富戏剧性的角色。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大西洋两岸国内外政策利益的集中为基础的，一个开放的、非政治化的世界市场被认为是成功地再建一个“资产阶级欧洲”的必要前提，在美国的政府援助和私人资本的支持下，被战争破坏了的西欧和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并从60年代起逐渐开始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也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衰退时期。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分别是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衰退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各国，特别是霸权国家政治活动缺乏，国际政治经济呈现出某种封闭状态，国际社会中已有的机构受到挑战；世界经济中的政治问题的本质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问题上以及对已有机构提出质疑的体制辩论之上；衰落的霸权国家的联合，最终将不愿也不能抵抗推行封闭政策的力量，国际政治经济的无序状态阻碍了霸权衰落国实施有效的领导，这样，国家的力量就成为显性的了。卡赞斯坦以霸权衰退时期的英国、美国以及德国的对外政策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开始衰退，它不愿也没有能力成功地反对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作为对1873—1896年间经济萧条的反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出现了保护主义的浪潮。比如，在这一时期，德国作为英国的主要政治对手，其国内兴起了非常强的经济民族主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国以高关税政策为基础，将钢铁业与黑麦业联合，并将其称为“帝国的再创”（the Second Founding of the Empire）。这种政治力量的重组对德国的重要性就如同《谷物法案》之于英国，而且它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偏离自由主义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最终导致了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因为经济和军事利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密不可分的。

霸权力量的缺乏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保护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显得更为突出。食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政治对竞争性贬值和削价政策的参与，于是使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经济政治化了。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崩溃反映了一战对欧洲所有国家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巨变。旧中产阶级的衰弱和有组织的劳资双方日益剧烈的矛盾，将更多的欧洲国家推向了“右”的道路。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使国家在国内外经济事务中的普遍性地位合法化了。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美国霸权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衰退，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带头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出现了美国与欧洲、美国与日本之间不间断的贸易摩擦。与此相应，由于没有美国霸权的维护，国际政治经济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

由此，彼得·卡赞斯坦得出结论道：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国内外因素就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纠缠着。国内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英、德、美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变化。而这些国家又发现它们所处的国际背景反过来又影响着其国内结构，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它们所采取的国际政治经济战略。但在霸权衰落期里决定对外经济策略的过程中，国内结构所起的作用却是在增强。只要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配不出问题，对外经济策略主要就是由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但当这个结构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正如今天这样，那么国内力量对制定对外经济策略的相对重要性就提高了。在过去十年中，被关注的问题逐渐由军事安全转到了经济问题，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结构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受国际政治经济明显影响的国内利益的数量在各国都要远多于以前在国家安全政策时期里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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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蒂芬·克拉斯纳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斯蒂芬·克拉斯纳于1978年出版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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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国家主义分析方法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中关于原材料投资政策的分析，克拉斯纳推动并且深化了外交领域中的国家主义分析方法
 。

1．国家利益与美国的原料政策

为了从经验上总结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克拉斯纳对美国的原料外交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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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美国的原料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00年以前对原料的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石油的重视；朝鲜战争期间对商品价格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环境的重视以及随后转向对原料短缺的重视。

在1900年以前，美国并不存在原料短缺问题。广阔的版图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美国人相信，美国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所以美国在这一时期政策的重点是如何开发这些资源。在这一时期，美国颁布了许多法令鼓励土地转让，以便开发资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宅地法》（Homestead Act），鼓励将公共土地转让给私人。尽管美国在19世纪后期也意识到森林资源的浪费，分别于1881年设立林业委员会（Forestry Division），1897年建立国家林业部（National Forests），但这些并未改变美国人对资源的态度。

真正促使美国政府重视原料问题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政府对原料供应的担心，因为美国在战争开始之前并未准备参战。美国国内石油界人士既担心美国国内石油短缺，也担心世界石油资源为英国所垄断，这种国防的需要导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鼓励对拉丁美洲原油开采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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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料供应再一次进入短缺状态，美国政府于1939年通过了《国家储存法》（National Stockpiling Act）法令，允许政府为了国防的需要进行原料的投资，这导致了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东石油投资采取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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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开始，特别是朝鲜战争再一次导致美国社会以及政府对原料的重视。1951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任命了一个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领导的委员会对原料问题进行研究，佩利委员会于1952年提供了一份名为《自由之资源》（Resources for Freedom）的报告，认为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也为了防止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威胁，美国政府必须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基地。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其内阁中任命了一个特殊委员会专门研究矿产资源政策。

随着冷战的缓和，国家安全问题开始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下降，原料问题也随之被环境问题所替代，美国于1970年通过《国家资源政策法案》（The National Materials Policy Act），该法案主要强调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美国国内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但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阿拉伯国家对石油的禁运、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原料短缺的意识在美国的国内以及对外政策中又一次提高，这促使参议员曼斯费尔德（Mansfield）提出议案，主张建立“国家供应和短缺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Supplies and Shortages），每年为政府提供政策选择的依据。

美国原料政策的演变表明，美国的原料政策一直是围绕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的，美国原料外交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三个：（1）使美国消费者的成本最小化；（2）保证美国经济供应的安全；（3）拓宽外交政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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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国家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与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上的不同。

2．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范式

国家主义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取向，即他们都研究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因变量），探讨包括清晰地理解这些问题所需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力量（自变量），换句话说，就是探讨国家、社会与对外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种分析中显示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论范式。正如克拉斯纳所言：“只有通过比较它［国家主义］的假设与其他两种关于政治过程的突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所持的假设，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主义这种基本的方法。这些范式对政策制定以及官员行为的目标的论述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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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主义的范式

在关于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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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马克思主义将政府的行为看做是社会压力的直接产物，主张国家就是某些特殊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言者。所以，工具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研究大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或研究资本家的产业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主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国内统治阶级利益的延伸，国家只是这些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直接代言人。结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在资产阶级体系的整体结构中起着一种独立的作用，在这种结构中，国家也许有时采纳资产阶级反对的政策，但从整体上讲，国家的作用主要是维持整个体系的一致。在这种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范式中，国家实际上是各种矛盾或冲突调和的产物，其行为主要包括调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种经济和政治矛盾。

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尽管工具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强调社会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种社会优先的分析范式导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国家利益上的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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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国家的目标只是反映了某些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福利。

第二，国家的行为与其经济目标密切相关，其他的目标只是工具而已。特别是，意识形态目标与经济目标密切关联，而且意识形态掩盖了剥削的现实。

第三，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离开了社会背景就不可能理解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有其特殊的任务，并最终与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

（2）自由主义的范式

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论争中，自由主义的范式无论是在学者（政治学家）中还是在美国的政治领导者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相同，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最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与马克思主义范式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从根本上被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而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政治就是不同集团的利益的相互竞争，权力是由那些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实施的。

自由主义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上的理论通常被称为利益集团理论或多元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谓政治就是许多集团将其利益强加给国家，使得国家权力最后朝着最强的社会力量推动的方向发展。这种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国家的对外投资以及商业安排通常会对社会的某些阶层或社会整体产生各个方面的影响，利益集团理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总是受某个特殊阶层影响或反映某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利益集团理论反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政策就是社会中那些有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反映；政府机构只是处理社会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是一个自治的因素，如果说国家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国家的作用就在于维持游戏的基本规则，以便保证所有的集团有同样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总之，自由主义在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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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自由主义反对将国家看做是一个独立自治的要素，而主张国家无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资源上与社会中的其他机构别无两样。

第二，自由主义反对将国家利益看做是超越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个体利益的利益。

第三，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本质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能够自由地实施他们的意愿，而不是努力地保护国家的权力资源以及社会的福利。

3．国家主义的范式

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强调社会不同，国家主义的范式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基于如下两个理论前提：第一，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可还原为社会中个人需求的总和，国家是一个自治的要素，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国家利益。第二，理解国家的目标不能只根据经济的或战略的目标，而是要根据意识形态的目标。

国家利益是国家主义分析方法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正如克拉斯纳所说的，“国家主义的方法一定要从定义核心决策者所追求的目标开始，这些目标可以被称作为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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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国家主义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分析国家利益。

关于国家利益的研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逻辑演绎法；一种是经验归纳法。国家主义者克拉斯纳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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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逻辑演绎地研究国家利益，其最为基本的假定就是，国家将追逐其特定的目标，特别是领土的完整以及政治的统一。这种分析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就国际政治而言，16至18世纪的欧洲历史已经表明，当国际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努力保证其独立，以免使得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其结果自然是倡导权力平衡；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17至18世纪之所以倡导重商主义，主要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因为当一个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技术知识不能自给自足时，为了稳定经济以及政治系统，国家必然会尽其最大努力控制对外资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逻辑演绎地定义国家利益是有意义的。但如此定义国家利益也存在着许多缺点：第一，逻辑演绎地定义国家利益无法解释霸权国家以及帝国的国家利益，因为霸权国家的领土是完整的，政治统一是安全的。在这种状况下，霸权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二，逻辑演绎地定义国家利益无法解释那些与领土完整以及政治安全无关的国内政治问题。而这些国内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如何把这些国内问题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经验归纳地定义国家利益，就是根据国家的操作者所说以及所为来定义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根据统治机构的具体兴趣来定义国家利益。这里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如果统治机构的兴趣只代表或反映了上层经济阶层的偏好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统治机构的兴趣和社会的长久的目标相冲突时如何定义国家利益？

在克拉斯纳看来，当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研究对外政策时，既可以运用逻辑演绎法，也可以运用经验归纳法。但当接受经验归纳法来定义国家利益时，国家主义者（包括克拉斯纳本人）主张根据统治机构的兴趣来定义国家利益，但为了避免经验归纳法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国家主义者附加了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统治机构的兴趣不能从始至终地有益于某个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另一个条件是，统治机构的兴趣应该是比较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统治机构的兴趣或政策决策者的所说以及所作就是国家利益的体现。正如克拉斯纳的总结：“总之，归纳的国家主义研究方法主张，国家利益包括一系列相互可以转换的国家的偏好，这些偏好主要关心持续长久地推动社会的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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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将国家作为一个自治的因素，外交政策反映了国家本身的利益。在国家制定对外经济政策中，国家一方面受制于社会，代表社会共同的、持久的偏好；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克服社会的压力，特别是那些特殊阶层以及利益集团的压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介于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





国家利益就是建立一系列可以转换的偏好，这些偏好是比较持久的，并且和社会的总体目标相联系。但这些目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们将能够被实现。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方法一直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因素也许使国家领导者无所适从，而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在坚持同样的假设的同时，强调强加于国家的国内压力；在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中，国家是弹子游戏中的一个球，其内部构成不受外在压力的影响，而在国家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一系列核心决策制度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既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又要面对国外的挑战。决定一个国家克服国内压力的能力的核心特征是该国在与它自己的社会的联系中建立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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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只是以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分析、卡赞斯坦对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以及克拉斯纳对原料投资和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关系的分析为例，比较一下国家主义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以及主张。当然，我们也能从这种具体的分析中总结出国家主义分析方法的一般范式，特别是国家主义的范式与自由主义的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的明显区别。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无论是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的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都有比较系统的、有继承性的理论体系，而国家主义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具有继承性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散现在学者们对不同问题的分析中，也反映在决策者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主张中。

第三节　国家主义理论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

一、国家主义理论的贡献

国家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民族国家放在国际体系的中心，进一步发展了权力分析方法。与自由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以及国际机制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以及不等价交换不同，国家主义的理论范式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民族感情，在这种意义上，国家主义理论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以及后来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国家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而是对以往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修正，学术界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动了国家利益的研究，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容。

这是国家主义理论最具特色的，也是国家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关系学界，与马克思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基于体系（例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内政治（例如阶级）不同，也与自由主义强调国内政治（如社会联系的多渠道）和非国家因素（如非政府组织）有别，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和国家组织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独立行为体，形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这种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与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以体系为中心（强调体系决定国家的权力分配）的现实主义一起，构成了现实主义的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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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研究纲领主要采用的是国内政治理论。国家主义对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予以极大的重视，尤其是那些负责维护整个实体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组织。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不同利益集团为得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相互竞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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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及权力来源的多样性。

以往的现实主义主张，国际体系主要是由国家构成的，国家的兴趣就在于使其权力最大化，而权力又总是相对的，所以，一个国家权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权力的下降，在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国家主义者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是有等级的，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核心要素的观点，但国家主义并不同意现实主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看法。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权力的分布可以对一系列外在的环境产生影响，诸如国家权力可以框定世界贸易的结构、外层空间的利用，也就是说，国家在某一领域的目标并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国际体系中，由于国家的实力以及利益目标不同，国家所获得的权力并不总是对称的。

第三，将机制（regime）引入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之中。

自由主义一直主张研究国际机制，并认为只有从国际机制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而国家主义者则主张从国家权力出发研究世界经济，但国家主义者同时看到了机制对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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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机制本身并不总是随着国家的衰退而消失，有时，国家已经衰退了，而由衰退的国家制定的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克拉斯纳认为，机制有四种反馈作用，即机制可以影响评估利益的要素；机制可以改变利益本身；机制可以变为权力的一个来源；机制可以改变国家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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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国家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对机制的重视以及传统的现实主义对国家的重视，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

二、国家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

国家主义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有三个：一是来自国内政治的挑战；二是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三是地区主义的挑战。

1．国内政治与国家利益

在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受到冷战结束的挑战时，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却受到国内政治研究的挑战。当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时，它既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一些领域是强大的，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是软弱的；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同样的国际体系中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





国家主义理论在关于国家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没有特别成熟的论述。国家在一些问题领域是强大的，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是软弱的。国家主义理论很难对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协调平衡做出具体的说明，也很难讨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这一理论不仅将国家与利益集团剥离开来，也将国家与其所处的政治实体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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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国家主义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所面临的这种挑战，不但激发了国家—社会关联性的研究，包括国内官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社会联盟对国家利益形成或者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而且还激发了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关联性的研究，包括世界经济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国内社会集团和行业集团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90年代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从“国家—社会”关联性以及“国内—国际”关联性来探讨国家利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么，70—80年代的国家主义理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难怪国家关系学界三位富有影响的学者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在谈到国家主义的局限性时说道：





最近，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使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对政府组织进行了分析，尤其探讨了承诺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表明，被视为国家主义理论缺点的因素恰恰是这一理论的长处。与集权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往往能够从自己的社会中得到更大的支持，原因恰恰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信任政府，被人们视为弱势的政府往往会恪守承诺。那种认为国家只有独立于它所在的社会才是强大国家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国家只有受到自己社会的制约才可以从这个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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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主义与“主权让渡”？

国家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主权让渡”问题。在国家主义理论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尽管地区一体化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并且在欧洲取得了进展，但地区主义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所以，吉尔平在当时的判断是，全球经济只能在霸权国家管理之下：





重商主义模式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缺乏取代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可信选择。西欧——美国最主要的经济挑战者——在内部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它在诸如工业以及能源或经济和货币统一方面未能形成共同的政策。现在，它只是拥有共同农业政策的关税同盟。还有日本，它继续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只要西欧和日本无法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它们对美国军事和经济上的依附，重商主义者的区域模式就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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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地区一体化正在全球兴起，如欧洲区域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的成功，其中，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远远超出学者们的预见，尽管国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吉尔平教授仍然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不管把‘一个欧洲’”说得如何天花乱坠，21世纪初西欧仍然带有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相互竞争、主要追逐各自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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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何理解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主权让渡问题，是国家主义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3．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合法性

全球化成为目前学术界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流行的话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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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的一种延续；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经济的融合，它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化和非规则化、财产的私有化、国家福利功能的衰退、技术的扩散、生产以及对外投资的跨国界的分布以及资本市场的融合；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美国价值观的霸权，它意味着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终结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市场活动组织的在经济领域的胜利；第四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技术和社会革命，它意味着全球社会由于技术革命正在从工业资本主义走向后工业时代。

尽管学者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但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全球化意味着生产和交换的多国化；第二，全球化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融合；第三，全球化意味着国家自治能力以及政策决策能力的下降。

国家主义者虽然已经认识到生产的多国化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日益融合，但如何面对国家自治能力的下降是国家主义理论面临的重大理论挑战。尽管吉尔平在后来出版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中力图解释这一难题，在其中，他仍坚持认为，“即使经济因素将在决定全球经济的特点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最重要的因素现在是并且将来仍是政治。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并将继续决定未来全球经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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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关于这些大国之间可行的政治合作框架，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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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平本人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这是现在也是将来国家主义理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第八章

依附理论：核心与边缘

在自由主义者关心国际体系的相互依存以及机制的建立、现实主义者关心国际体系的维持与管理以及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更为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展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命运，并由此先后出现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继承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批判传统，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展以及世界体系本身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因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翻版。

第一节　依附理论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论是对国际体系的变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第一次远离欧洲大陆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继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之后的第三个霸权国家。二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体系彻底解体，以前欧洲的殖民地成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发展问题成为首要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从西欧殖民体系中脱离出来，开始了艰难的独立之路。这种独立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要求建立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表现在经济上希望真正独立于以前的西方宗主国。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宣布成为有独立主权国家以后真正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在长期的西欧殖民体系统治下，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西方殖民国家有一种依赖关系，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这种依赖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愿的，但这种依赖关系的确存在，而且经过长达四个多世纪的依赖，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殖民体系的瓦解并不能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成为西方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环境的反映，特别是冷战的影响，以及在欧洲殖民帝国解体下第三世界社会的同时出现，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杰出的角色，所有这些现象在同一个时期聚合在一起——而且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知识界的兴趣和精力越过了美国甚至欧洲的界限，转向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进行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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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理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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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政治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政治学中出现了政治发展学说，经济学中出现了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中出现了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社会学。

1．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的社会现代化理论

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大概都不会忘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0），他是一位杰出的将欧洲的社会学转化到美国的社会学家，他的理论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最为著名的理论就是根据行为建立起来的社会系统理论。他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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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和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是以欧洲的东北角（德国）的工业化为主导；第三阶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为主导，与欧洲的现代化相比，美国的现代化将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更好地结合起来。

帕森斯之后，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将本来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主要用来概括欧洲的现代化经验）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来对待（用来概括所有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学术倾向几乎成了这一时期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主流。如穆尔（Wilbert Moore）对现代化初始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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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维（Marion J. Levy Jr.）对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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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丹尼尔·雷讷（Daniel Lerner）对此作过明确的表述，他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所包含的要素及其结果是全球性的”，“从本质上来看，同样基本的模式将再现在世界各大洲的所有进行现代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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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阿尔蒙德和阿普特尔的政治现代化理论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家以同样的热情关注现代化理论的建设。正如政治学家亨廷顿后来所总结的：





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包括把关注的地理范围从西欧及其有关区域扩大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学家们不再忽视变革。确实，他们似乎在倾注全部精力去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政治科学家们接受了现代化的理论，他们从现代化的背景来注视比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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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阿尔蒙德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分析》（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 J. 1960）、利普塞特的《政治人》（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NY, 1960）和阿普特尔的《现代化的政治分析》（David E.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1965）等等。其中，尤以阿尔蒙德的研究最为突出：





政治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同样关注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两大极划分方法和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从60年代开始他们更积极地对说法不一的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发展过程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概念是他们的出发点。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注重比较和静态的方法，最后转向对动态的和以发展为方向的内容给予更多的关心。这一转变可以明显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中看出来，尤其可以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知识界领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著作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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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研究方法而言，有三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政治发展中非常盛行：第一种方法是体制—功能法，这种方法的特征和贡献就是发展了一套用以分析和比较政治体制类型的概念和范畴，其中心概念是“体制”和“功能”；第二种方法是社会过程法，这种方法不是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出发，而是从与现代化某个部分有关的社会过程出发，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文化扩散、职业流动性等等；第三种方法是比较历史法，这种方法的特征是，既不从某种理论模式出发，也不去集中精力讨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演变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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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些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学家们在如下两点是相同的：

（1）将“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概念用于政治分析中。如阿尔蒙德把“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系加以区别。发达的政治体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

（2）把政治体系的一般概念用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上，依此来构造一个单一的、全面的分析框架来比较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政治体系。如阿普特尔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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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发展的一种特殊情况，它需要三个条件：不断创新的社会体系；被分化的、易变的社会结构；以及一种能够提供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世界生存的技术和知识的社会。

3．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在帕森斯从社会学的角度、阿尔蒙德从政治学的角度构建现代化理论时，罗斯托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并被誉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圣经”。

关于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目的，罗斯托指出：“成长阶段论的目的是要解决很多种的问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何种力量推动下开始现代化的过程？正常的成长在什么时候和如何成为每个社会的内在特征呢？何种力量推动持久的成长过程向前发展和决定它的轮廓？在每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出成长过程有哪些共同的社会和政治特征？在每一阶段，每一个社会的特殊性是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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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按照社会的经济规模，把所有社会列入五类之一，这五类是：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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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传统社会。“传统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们的结构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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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特征是依靠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和部分手工业，社会等级森严，不把商业成功看做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包括中国的各个朝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以及中古欧洲世界。

第二，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这一阶段的动力来自社会的外部而不是内部。“现代史的较为普遍的情况却是，创造前提条件阶段不是从内部引起的，而是较为先进的社会的外来侵略所引起的。这种侵略——或是实际上的或是比喻性的——使传统社会受到震动并且开始或加速它们的崩溃；但是，外来侵略也推动了一些思想和感情，这些思想和感情引起了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以代替传统社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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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鼓励有价值的当地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投资兴建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这一阶段最早开始于英国。

第三，“起飞”阶段，其特征是在短时期内（20—30年）实现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剧烈转变，由于鼓励制成品的生产而导致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第四，成熟阶段，其特征是增长在经济生活中更为普遍，人口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社会不平等已开始下降。

第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特征是大规模群众性消费，服务行业飞速发展以及人口高度城市化。

关于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理论还有很多，有学者曾对这一时期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以及代表人物作过一个总结。
〔171〕

 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仍能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发展或现代化研究的重视，参见表8-1：

表8-1　现代化和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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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某些学者的中文译名目前国内学术界仍无统一，为读者查询方便起见，以上所列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研究现代化的代表人物全用原文。

资料来源：Andrew C. Janos, Politics and Paradigms: Changing Theories of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0.





尽管这些发展和现代化理论侧重的角度不同，有的是从经济学的，有的是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发展理论，不难发现它们在方法论上的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分析的单位。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并由此而认为，发展和现代化就是单个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





虽然现代化的研究集中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从个人、当地社区到国家和国际等单位，但是，占有某个疆域的民族国家才在理论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一点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正是在国家这个层次上，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才被看做是集合在一起的。然而，它可能被概念化，无论是工业化、经济增长、合理化、结构差异化、政治发展、社会动员，以及（或）世俗化，还有其他一些过程，都是如此。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被看做是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起作用的变化根源，虽然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研究显然也可以在其他的各种层次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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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上、文化习俗、资源的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所以，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结论便是，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只有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才能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达的国家。这样，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就被西方学者当做是普遍概念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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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困境

然而，这些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在6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现实的强烈挑战：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反叛，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知识分子运动”等。以美国、英国为首的霸权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知识结构上受到现实的强烈挑战表明，发展中国家并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型。

第二，一体化开始在局部地区出现，并大有发展之势。欧洲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等，这种国家之间的联合以及共同发展的趋势，对60年代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第三，冷战格局的强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世界的对抗在6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离不开这两大主要集团，这种格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主宰着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这种大的世界背景下的发展。这种特征也促使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以及刚刚独立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发展不得不加入某一地区联盟或集团。

第四，南北差距的加大。这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决不是该国一国之事，每一国家均处于世界这个整体之中，尽管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还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大到使得各个国家能完全脱离世界体系这个整体之外。所以，发展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也是发达国家的事业，“发展”这一问题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整体。只要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达国家的增长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南北关系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

这些来自现实的挑战使得50年代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学者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发展问题，重新在理论上建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重新思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秩序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系，这样，在50—6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依附理论”（dependence theory）。

三、依附理论的兴起

依附理论首先兴起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是西欧殖民主义的殖民地，从殖民地时期起，拉丁美洲就一直依靠出口原料和农产品来寻求发展，但这种外向型发展由于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受到严重的破坏。这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现代化理论”在50年代面临的挑战为此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理论氛围。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当推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

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土库曼，他曾出任阿根廷的财政部副部长（1930—1932年），以后长期在联合国任职（1948—1962年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1962—1964年任拉丁美洲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所长，1964—1969年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从30年代开始，他就对当时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怀疑，“在20年代，当我开始自己的青年经济学家和教授生涯的时候，我曾坚信新古典主义理论。然而，资本主义第一次大危机——世界30年代大萧条——促使我对这些信仰产生了严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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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必须突然抛弃已经习以为常的信仰？为什么国家要在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什么在中心制定的政策到外围就不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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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社会科学家们纷纷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列现代化理论处方的四五十年代，普雷维什从1943年开始就一直在思考以上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中心—外围”理论，即依附理论。

这种理论不但引起许多学者们的兴趣，诸如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社会科学家多斯桑托斯等都加入了这一理论的讨论之中（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后来又成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推动者），而且，这一理论关于自主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也得到了当时民主左翼政治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积极响应，诸如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委内瑞拉的罗慕洛以及阿根廷的阿图罗·弗朗迪西都从实践上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有：

劳尔·普雷维什：《制定积极的拉丁美洲发展政策》（Paul Prebisch, Towards a Dynamic Development Policy for Latin Americ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3）；

多斯桑托斯：《依附的结构》（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2, May 1970, pp. 231—236.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Penguin, 1971）；

费尔南多·卡多佐：《拉丁美洲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Fernando H. Cardoso,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Vol. 74, July-August 1972, pp. 83—95）；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第二节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依附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但依附论者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却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就这些基本观点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依附的定义和形式

尽管依附论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依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参见表8-2），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依附反映了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即或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发展本国的经济，或由于依附于发达国家而变得落后、贫穷。依附的这种特征在巴西社会科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定义中得到明确的体现：





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经济社会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依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这对于它们当前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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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对依附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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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不但对依附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而且依附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桑托斯的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出现了如下几种依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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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殖民性依附（colonial dependence）

这种依附主要出现在16世纪至19世纪，它的特征就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与殖民主义国家一起主宰着欧洲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的土地、煤矿以及人力资源的垄断进而垄断贸易，促使殖民地在经济上依附于殖民者宗主国家。

2．金融—工业依附（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e）

这种依附主要出现于19世纪末期，这种依附的特征是，在霸权中心区，大资本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资本通过对原材料生产以及农产品生产的投资进而向国外扩展，以此来满足霸权中心的消费。这样就在依附性国家中出现了一种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集中于产品的出口，联合国拉丁美洲委员会将其称为“依附于外国的发展”（foreign-oriented development）。

殖民依附和金融—工业依附两种依附形式的共同特征是：（1）非依附性国家的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出口；（2）在依附性国家里，有效劳动力承受着剥削，这使得他们的消费非常有限；（3）有效劳动力的消费主要是生存经济；（4）在依附性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主要被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剩余价值以利润的形式汇往国外。

3．新依附（new dependence）

与以上两种依附形式不同，在战后出现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即以跨国公司投资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新依附”。新依附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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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产业，因为出口能赚取外汇来购买资本货物。这种依附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需要保持传统的出口产业，这在经济上由于保持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在政治上就会通过那些颓废的统治者维持权力。（2）工业发展为国际收支的波动所左右，这往往导致附属国在国际收支上出现赤字。这主要是因为在高度垄断化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也因为外国利润的汇出，同时还因为需要依靠外资的援助。（3）工业发展受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技术垄断所左右。这种基于跨国公司的新依附使得附属国的生产结构出现如下的状况：





首先，由于需要保护农业或矿业出口结构，从较落后部门榨取剩余价值的比较先进的经济中心之间就出现了联系，国内“宗主”中心与国内互相依存的“殖民地”中心之间也出现了联系。国际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等和联合的性质在国内精确地重演了。其次，工业与技术结构更紧密地响应跨国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响应国内发展的需要……第三，霸权经济社会中同样的技术与财富积聚不加多大改动就转移到大相径庭的经济社会中去，造成了生产结构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高度集中、生产设备的开工不足、对于集中于大城市的现有市场的加紧利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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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种新依附中，如果附属国内部结构以及与统治国的外部关系不变的话，附属国与统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不会改变。随着附属国的国内和国际结构受跨国公司、国际商品以及资本市场影响性的加强，依附性的结构就会加深，附属国就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

二、中心—外围的结构

依附理论一个最为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存在一个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而且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这种结构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收入分配、失业、国际贸易以及外援等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

依附理论关于中心—外围结构的理论假设中包括的具体内容主要有：（1）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2）不等价交换；（3）二元社会结构。

1．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依附论者关于国际体系的一个首要假定就是，国际体系中只存在一个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市场中。

在依附论者看来，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利润的追求引起了竞争，这样就刺激每个公司进行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并到处搜寻廉价原材料和出售更多商品的机会。所以，扩大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倾向。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以及19世纪产业革命的时代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和商业资本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形成了专业化的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既是地理资源上的，也是资本和劳动力上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作为中心区的西欧和作为边缘区的美洲和非洲，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虽然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即贸易主要是发生在中心区之间，但就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而言，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存在的只有一个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等价交换是它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2．不等价交换

依附论者第二个假定就是，在发达的中心区和不发达的边缘区存在着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或者说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关系既存在于中心区和边缘区的贸易之中，也存在于多国公司对南方的投资之中。

在依附论者看来，在这种中心—外围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源，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因而，探求这种不平等的性质、原因和动态，并研究它的表现便成为依附论者的核心任务。

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国际贸易符合交换双方专业化的利益，古典经济理论力图表明，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这样，在国内交换领域中，价值法则意味着包含等量劳动的两种商品交换价值的相等；在对外交换领域中，交换商品包含不平等的劳动量，反映不平衡的生产率水平。所以，李嘉图理论的结论自然是，在一定时刻，根据当时生产率水平的分布而实行交换，即使是不平等的交换，也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依附论者认为，这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现实是无用的，“我们被束缚在一切主观主义的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同义反复之中：交换给双方带来了‘利益’，因为进行了交换。但是这种‘理论’是完全无用的。它阻碍我们了解历史，因为它不谈生产力的初始水平和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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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比较利益的经济理论既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发达国家限于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化，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关于比较利益的经济主义理论，即使是科学的李嘉图派，也只有有限的有效性；它描述一定时刻的交换情况，但并不根据在某一时刻所存在的比较生产率（换句话说，这些生产率的改善）而考虑在发展中对某种专业化给予优先。它不能说明世界贸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发展方式所特有的两个重要事实：（1）各先进国家的结构类似，因此比较生产率也类似，它们之间的贸易发展似乎快于先进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虽然在后者情况下比较生产率的分布有更大的差别；（2）外围国家的专业化采取不断变化的形式，包括它目前的形式，外围国家在这种专业化形式下提供主要由生产率高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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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附论者看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外围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在组织劳动力供应方面所奉行的政策所造成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固有的倾向，这就是不断扩大市场。扩大市场可以到处搜求廉价的原材料，出售更多的商品，在扩大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类交换：中心与外围的交换，以及中心地区内部的交换。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心国家所遵循的经济政策是对殖民地的征服以及为宗主国的利益打开受保护的工业，摧毁殖民地的手工业，出现了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而在垄断时代，由于商品输出伴之以资本输出，中心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开发剩余价值率高于中心国家的新地区，减少劳动力成本和不变成本。中心国家的资本并不是因为在中心国家缺乏出路而被迫转移的，它只是发现外围地区有较高的报酬才转移到外围来，因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输出资本在外围国家组织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出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相等情况下的工资差异。所以说，中心国家内垄断资本的兴起也导致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由此，依附论者萨米尔·阿明得出结论道：“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使我们观察到：只要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在外围国家得到较低的报酬，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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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围地区，伴随着资本的输出，就会出现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由于在外围地区的出口部门在形成市场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外围地区的社会就失去了传统的功能，一切都以出口部门为主导。尽管出口部门也能带来国内市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将是有限的和畸形的，和中心国家相比，这种市场需求的不是大众消费品，而是奢侈品，对奢侈品的消费主要是大庄园主、富农、买办贸易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这些寄生性社会集团；另一种现象是群众的“贫穷化”，导致这种普遍贫穷化的机制包括，农业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化，城市化，以及城镇地区公开失业与就业不足的大规模增加，等等。这表明，外围地区被中心地区输出的资本所统治是造成外围地区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原因。

3．二元社会结构

依附论者的第三个假定是，发达和不发达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内部。依附论者松凯尔曾说：





我们设想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普遍进程的两面……它在地理上表现为两大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先进的、发达的、宗主的国家与不发达的、落后的、贫穷的、外围的、依附的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国内根据地域、落后的、原始的、贫困的、依附的集团和活动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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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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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条件优越者和条件恶劣者并存。这主要是指国际经济中富强的工业化国家和贫困的农民社会并存，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物和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并存，城市现代生产方式和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并存。（2）二元结构的并存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现象。（3）优劣的程度不仅没有任何缩小的趋势，而且有一种内在的扩大的趋势。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年复一年地扩大，在发展中国家中，贫富的鸿沟以及现代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的鸿沟不仅在各个发展中国家中，而且在各个发展中国家集团中，都呈现了增长甚至扩大的迹象。（4）优劣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是，现存优势并没有或很少对改善劣势成分起什么作用，甚至可能把劣势成分向更加劣势的方向推。

有一点值得注意，依附论者并不认为这两个社会是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社会，而是认为这两个社会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个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有两个并列的社会，因为不发达的经济只是一个机器，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它在这个世界范围的体系中占据一种特殊的位置，并完成其有限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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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围社会的一般形态及其发展

在依附论者阿明看来，随着外围地区从前资本主义形态发展为外围资本主义形态之后，所有的外围资本主义都有四大共同社会形态：（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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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

不发达社会中最突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不发达世界中统治阶级的传统形象不是封建主，而是大地主，是为出口市场搞生产的种植园主，这些大地主往往以适应出口农业的要求而与政治统治集团合为一体，它们日益强大，变成了资产阶级型的地主。农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给外围社会带来了农业危机，这突出地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被排挤出生产循环系统，无地农民比例增加，因为在前资本主义体系中，不论有多少过剩劳动力，所有的人都有权得到土地，随着资本主义形态的发展，这种权利丧失了。与此同时，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使得农村人口日益贫困。

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

出口农业的商业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占主导地位之后，买办贸易就会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发源于土地寡头的新城市资产阶级来进行，即由当地兴起的资产阶级来进行，拉丁美洲和许多东方国家的情况就如此；一种是直接由殖民资本来进行，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当地商业资产阶级的余地就极为有限。在外围地区，即使形成当地商业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也是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拉丁美洲和东方，大庄园主和买办寡头通过进口替代而从事零星的工业化，而且，它总是同统治着这种新的轻工业的外国资本合作。特别是，这些当地的商业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相联系，从而与官僚集团的上层融合起来，公开地或间接地形成了买办新资产阶级，这样，他们不但能把殖民地贸易的职能接过来，而且还设法同采矿、工业和银行等现代部门中的外国资本取得联系。

3．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

在殖民地时期，外围地区由于中心国家的资本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当地的统治阶级，但这些阶级是在世界体系的结构内行使其权力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有利于中心国家，也有利于他们自己。随着外围地区的政治独立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官僚机构出现了特殊的发展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在外围形态先进的地区，由于外围经济只是作为中心经济的附庸而存在，缺少类似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展比较薄弱，所以，官僚机构就显得更有分量；在外围形态并不高度发达的地方，官僚机构甚至是舞台上唯一的角色。独立增加了新的官僚机构在民族社会中的特殊分量，使其成为主要的社会驱动力。传统的行政官僚机构在国家独立以后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它由于把外资部门接受过来而变成国家资产阶级，有时官僚机构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寻求有利于私营或国营的民族资本的发展。尽管如此，国家资产阶级仍然遵循两种模式发展：一种模式是，外围资本主义主要基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富农成为主要的形式，在这种结构中，中心国家的工业和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官僚机构或当地的国家资产阶级主要起传送带的作用，这种情况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中进口替代工业仍然直接受外资控制，而本国企业资产阶级无法形成的情况。第二种模式是，国家资产阶级是官僚机构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候出现的，它通过控制经济而接管了国内生产的部分剩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经济是依附性的，只要中心国家的控制能使中心国家占有剩余的主要部分，那么，这个官僚机构就始终是依附性的。

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

在依附论者看来，在马克思的时代，可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核心在中心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心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垄断阶段。但在今天，阶级斗争的世界条件发生了变化，因为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而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外围地区的本质使之有可能把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率提高到比在中心地区高得多，结果必然是，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比中心地区的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程度更高。所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核心是在外围地区而不是在中心地区。有一点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具有不完全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外围地区的无产阶级并不完全由大企业中的工资收入者组成，它还包括被迫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农民群众，他们也是外围地区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一种形式，他们也像城市工人阶级一样为不平等交换付出代价。

针对外围社会的一般形态，依附论者们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过渡战略，以使得外围地区摆脱对中心地区的依附。依附论者阿明认为，“对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性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外围国家使自己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严肃的行动都导向种种冲突而令人考虑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这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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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论者普雷维什则提出外围国家自主发展工业化战略。因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所以，普雷维什强烈反对以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外围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战略。其中，工业化是普雷维什关心的主要目标。“我对拉美国家情况的判断，是在批评外向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作出的。我认为这些模式不能使这些国家充分发展。我提出的发展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能克服先前模式局限性的新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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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普雷维什对外围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由于中心国家的技术在向外围渗透时主要集中在那些和初级产品出口相关的活动上，而不进入劳动力集中、生产效率低下的生产活动部门，因而，发展中国家采取出口导向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国内生产成本比进口工业品生产成本高，而且造成的收入损失低于出口收入因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扩大初级产品的出口还是有利的，但一旦超过这一点，就应该选择进口替代战略，这有利于纠正发展受外国约束的趋势。“由有节制、有选择的保护政策刺激起来的进口替代，是取得某些合意效果、经济上明智稳妥的好办法。”
〔189〕

 二是和中心的关系，中心国家应该放弃旧的国际分工观念，应该对其贸易政策作重大变革，因为中心国家在坚持贸易许可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互惠一般会损害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外围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保护措施。三是计划化的必要性，为了减少外在的脆弱性，政府应合乎理性地并有远见地加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并协调好工业、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关系。

第三节　依附理论的贡献和争论

依附理论主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拉丁美洲，通过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将其制度化。后来，学者们逐渐把依附这一概念应用于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分析上。现在，依附理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0〕

 和学术研究
〔191〕

 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流派。

一、依附理论的贡献

依附理论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分析中，否定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存在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的论断，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世界体系论提供了思想渊源。

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中，一个暗含的逻辑前提是，发展和现代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普遍模式，西方发达国家遵循这些模式，所以得到了发展。当代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的原因。所以，当代不发达的国家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改变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效仿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这种观点其实是所有自由主义者的共同观点。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非常盛行，而马克思主义在同时期受到冷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两个原因却是不可忽视的
〔192〕

 ：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联系在一起，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统治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眼里，是一种集权主义，并且是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另一个原因是，在战后的二十年时间里，社会科学被整个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奇迹所笼罩，所以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的信条以及列宁关于资本家之间自我毁灭性的竞争的论断都不为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所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拒绝接受或研究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很自然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发展和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受挫，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他们提出的共同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仍然不能得到发展（以拉丁美洲和非洲为例）？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的共同思路是开始把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和发达国家的发达放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一起加以考虑。经济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研究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总结道：





经济发达和不发达是同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二者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结果以及矛盾在当代的表现……它们是单一的，但辨证地讲是矛盾的经济结构和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地区剥削附属地区的经济剩余并以此使其经济得以发展。
〔193〕







依附论者则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行的规则出发，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出现的中心和边缘的结构，以及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交换，或者说中心对边缘的剥削。这对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依附理论的争论

但依附理论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些争论既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内部的，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之外的。

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学者对依附论的批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94〕

 ：

第一，有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依附论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依附论者关于依附的定义暗含着一个理论逻辑，即依附就是民族控制的丧失，就是民族自我决定和独立的丧失，依附论的这种分析其实是一种着重点的错位，因为在当代世界，真正的敌人不是外国控制和主宰，而是生产方式的私人控制和主宰。

第二，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依附论者缺乏辩证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依附论者对取代依附性发展的道路充满信心，所以依附论就停留在这一方向上，依附关系好像是不可改变的，是静态的。这种静态地观察发展道路的方式本身就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依附论对非依附性发展的前景持一种乌托邦的思想。因为对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的追求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设想，很少有统治阶级会自愿放弃他们存在的物质基础。所以，在许多早期依附以及自力更生的理论中，存在着对国家的作用认识不充分的问题。

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之外的学者们对依附论的批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95〕

 ：

第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依附论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依附论的著作整篇在论述依附的原因、类型、结构以及结果，却很少对概念给以准确的定义，比如，依附论的核心概念“依附”、“发展”的定义很不精确，而且有时前后不相一致。

第二，依附论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不充分性。依附论通常是在二分法中进行概念化的，比如或者依附，或者不依附，除了说明依附的形式外，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如何衡量依附的程度；同时依附论不能解释依附的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依附关系。

第三，依附论很少注意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的模式。比如，东亚和东南亚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成功表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能够推动快速的发展。中国自1976年以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采取的是开放政策而不是闭关锁国政策。

尽管对依附理论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批评，但依附理论对当代国际体系分析的独特性以及对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所作的贡献一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第九章

世界体系理论：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继承古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另一种理论就是世界体系理论。
〔196〕

 世界体系论与依附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有着共同的国际社会现实背景，而且在学术观点上也比较接近，因而，部分依附理论的倡导者以及追随者后来也加入到世界体系论的行列。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在产生的时间顺序上，依附理论先于世界体系理论，并成为后来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渊源
〔197〕

 ；在关注的焦点上，依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拉丁美洲的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关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发展以及处于其中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198〕

 ；在理论的倾向以及理论的完整上，世界体系论比依附理论走得更远，而且有一套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
〔199〕

 。

第一节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200〕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作为一种理论和分析方法首先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主要标志是美国社会科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出版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一、世界体系论的社会现实起源

与依附理论相同，世界体系论也起源于对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独立，从5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发展”和“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欧、美学术界关注的主题，如经济学界出现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化的道路必须经过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政治学界，出现了阿尔蒙德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即政治现代化只有模仿英国的参议院民主制和美国的总统民主制。社会学界的帕森斯主张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尽管这些发展和现代化理论侧重的角度不同，但它们在如下两点上却是共同的：（1）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由此而认为，发展就是单个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2）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即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习俗、资源的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只有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模式，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但这些发展理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现实的强烈挑战：一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反叛，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知识分子运动”等。以美国、英国为首的霸权体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知识结构上受到现实的强烈挑战。二是一体化开始在局部地区出现，并大有发展之趋势，欧洲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等，这种国家之间的联合以及共同发展的趋势，对60年代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三是冷战格局的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世界的对抗在6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离不开这两大主要集团，这种格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主宰着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这种大的世界背景下的发展。这种特征也促使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以及刚刚独立的国家为了各自的发展不得不加入某一地区联合或集团联合。四是南北差距的加大，这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决不是该国一国之事，每一国家均处于世界这个整体之中，尽管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还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大到使得各个国家能完全脱离世界体系这个整体之外。所以，发展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事业，也是发达国家的事业，“发展”这一问题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整体。只要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达国家的增长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南北关系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

这些挑战促使学者们开始从理论上重新审视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现代化理论”。

二、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起源

走出现代化理论的误区，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早并不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为。实际上，在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鼎盛时期，一批西方社会科学家开始放弃寻求“普遍模式”的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本迪克斯的《建国和公民权》（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New York, 1964）；白鲁恂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Lucian W. Pye,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1966）；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Barrington Moore,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1966）。但对世界体系论思想的形成起重大影响并直接成为世界体系论学术思想渊源的主要是如下三位社会科学家：熊彼特
〔201〕

 、波拉尼
〔202〕

 、普雷维什
〔203〕

 。

1．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们赞美西方的道路并把其作为一个普遍的模式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时，熊彼特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后，于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目前正孕育着反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失败。他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企业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破坏了创新功能。

熊彼特认为，资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周而复始地“繁荣”和“衰退”，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家的不断创新，包括利用新发明，或生产新商品，或开辟新原料的来源，或开辟产品的新销路，或重组产业等等，比如早期的铁路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汽机和钢铁、汽车以及殖民地冒险都是创新的结果。但现在出现了不适合这种创新的环境：一是现在革新本身被当作是一种例行公事，技术成为一伙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业务，这样，早期的商业冒险的浪漫气息正被急剧地磨灭；二是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把它当作是一种自然之事，这样，人格和意志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熊彼特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
〔204〕



（2）保护性阶层是资本主义制度机构的保障，而资本主义在破坏封建社会体制的同时破坏了自己的保障。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社会体制，包括采邑、庄园和手工行会。这表面看来资产阶级丢掉了枷锁，建立了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秩序。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在丢掉枷锁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保护阶层。因为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在16、17、18世纪产生了一个两栖性质的社会结构，即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充斥国家机关里的政策制定者，这些政策制定者作为统治阶级仍然按照前资本主义的模式行事。他们虽然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总是小心地与资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两个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在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
〔205〕

 对于这些与资产阶级共生的阶层所生存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却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将其作为镣铐摧毁了它们。所以，熊彼特说：“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也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
〔206〕



（3）资本主义鼓励理性的、批评的态度，而这反过来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力量。

在熊彼特看来，尽管理性思维发展的进程先于资本主义数千年，但资本主义给这种理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思想批判的氛围，它在毁灭了那么多种制度的道德威信之后，最后回过头来反对自己的道德威信。资产阶级惊讶地发现，理性主义的态度不以打击国王和教皇的符玺为满足，还进而打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图式。”
〔207〕

 这种批判力量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集团。

（4）长驱直入社会主义。

尽管熊彼特并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在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他是同意马克思的。“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方式的预言上，马克思是错误的，但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预言上，他没有错。”
〔208〕

 为此，他在1949年12月30日召开的“美国经济联合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作了题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The march into socialism）的开幕词，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生产方式得以控制，关于如何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将得到什么，将由公共权力而不是私有的以及私人管理的公司来决定。而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则意味着人们的经济事务从私人转移到公共领域”
〔209〕

 。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自我毁灭，而社会主义会出现呢？熊彼特认为，主要有如下四点理由：第一，商业阶级的成功为所有的阶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水平，而这反过来破坏了商业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第二，资本家有“理性”的活动使得人们的活动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活动破坏了以往的人们在合同中的那种忠诚和服从性。如今，人们的活动都被短期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第三，商业阶级日益集中于工厂和办公室，这样便产生了一个政治系统和一个知识分子阶级，这个阶级逐渐产生了一种从商业阶级独立出来的，并对商业阶级的利益怀有敌意的情绪。第四，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功有着因果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不仅失去了它对大众的控制，而且也失去了它对“资本家”阶层自身的控制。

2．波拉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

在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和“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高歌时，波拉尼于1944年出版了《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提出了市场威胁着人、自然和社会的著名论断。他断言：“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事件的”，而实际上，“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生产工具的提高伴随着普通人生活方式的灾难性的混乱”
〔210〕

 。波拉尼对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在波拉尼看来，19世纪的文明主要基于如下四种制度：权力平衡体系，它阻止了大国之间长期的和破坏性的战争；国际性的金本位制，它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自我调节的市场，它提供了前所未闻的物质财富；自由的国家。
〔211〕

 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19世纪的文明崩溃了，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过于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魔幻般的作用。事实上，19世纪的文明崩溃正是由于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人、自然以及社会的破坏所致。波拉尼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考察。

（1）自我调节的市场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机制。

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观点不同，波拉尼从经济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经济自由主义所说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三种贸易，一种是对外贸易（external trade），也就是长距离贸易（long distance trade）；一种是国内贸易（internal trade）；一种是地方贸易（local trade）。无论是对外贸易（不同气候区之间），还是地方贸易（城市和农村之间），都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而致，这些贸易并不意味着竞争，而是相互补充的，因而，这两种贸易并不一定产生市场。经济自由主义那种认为远距离贸易也包含着市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类团体似乎从来没有预言对外贸易，这种贸易并不一定包含市场。对外贸易，从起源上来看，更多地源于冒险、探索、猎取、海盗行为以及战争，而不是进行交换”
〔212〕

 。所以，并不是由于有了市场才进行贸易，正好相反，正是由于有了贸易，才有了市场。在19世纪以前，市场并没有进入到社会之中，即使是在重商主义的时代也是如此，“从16世纪开始，市场既是大量的，也是重要的。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市场事实上成为政府关心的事业。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市场控制了人类社会。相反，规则和范围比以前更为严格，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并不存在”
〔213〕

 。

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一种机制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出现于19世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被创造出来的，“西欧的国内贸易实际上由国家干预而被创造出来的”
〔214〕

 ，它是伴随着国内贸易的产生而产生的。与对外贸易和地方贸易有所不同的是，对外贸易和地方贸易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但国内贸易从本质上来说是竞争性的贸易，即交换过程中会出现来自不同资源的同类产品的竞争，这样，竞争就会被看做是贸易的一个一般的原则被接受下来。由于竞争会最终导致垄断，而垄断又会威胁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国家进行干预并推出重商主义的国内贸易政策。
〔215〕



（2）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人、自然和社会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由于国家的干预，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在19世纪被作为一个神话创造出来。一切都被设想为商品，包括人和自然。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买卖，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买卖。这种买卖不仅包括物品，而且包括人、土地和钱。由此而形成的价格分别是工资（对劳动而言）、地租（对土地而言）和利息（对钱而言）。这样，经济自由主义者就将劳动、土地和钱这些工业的必要的要素完全市场化，由此构造了一个经济系统，并将这个经济系统社会化，于是，社会就成为市场化的社会，“由此，人类社会便变成经济的附属物”。
〔216〕

 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于18世纪通过圈地运动（Enclosure）、《史边咸法案》（Speenhamland Law）和《济贫法案》（Poor Law）这些手段创造出“自我调节市场”，并于19世纪向世界推广。波兰尼对19世纪的社会历史作了如下的总结：“19世纪的社会历史是一种双重运动的结果：关于真实的商品的市场组织的扩展以及与之相伴的虚拟商品相关市场组织的限制。一方面，市场向全球的所有角落扩展，其涉及的商品的数量增长到难以相信的地步，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构成的网络被转化为强有力的制度，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相关的市场行为。”
〔217〕



但波拉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金钱本身并不是商品，劳动力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土地只是自然的另外一个名称，而金钱不过是人们购买力的一种象征，“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买卖而生产出来的，把劳动力、土地和金钱描述为商品完全是虚构的”
〔218〕

 。正因为如此，“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受到“社会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 of society）运动的反对。这种运动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对人和自然的本性的抹杀。这样，在19世纪的社会中，就出现了双重运动
〔219〕

 ：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运动，它在贸易阶级（trading classes）的支持下，将自由贸易作为其方法，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一种是社会保护主义运动，它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支持下，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组织以及其他干预工具，其目的就是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正是这种双重运动，破坏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促使19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瓦解。

（3）重建文明首先是保证社会的自由。

从以上的分析中，波拉尼得出一个结论
〔220〕

 ：19世纪文明的崩溃不是由于内部或外部野蛮人的入侵，不是由于世界大战，也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而是由于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人、自然和社会的扭曲而导致。外在的战争只不过是加强了对它的破坏。

在波拉尼那里，对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因为任何社会都是以经济为基础，他所批判的是那种被认为有自律性的经济。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勾画的经济模型是现实社会中最不常见的一种模型，近代的文化人类学已拆穿了这种理性构造的真实性。“经济史表明，国内市场的出现完全不是经济领域逐渐地和自动地脱离政府控制的结果。相反，市场一直是政府有意识地，并且通常是粗暴地干预的结果，而在这种干预中，政府为了非经济的目的将市场组织强加于社会之中”，“19世纪社会的先天性的弱点不是因为它是工业社会，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社会”。
〔221〕



在未来的社会中（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民主的还是贵族的，立宪的还是专制的，还是目前无法预见的任何形式），要重建文明，有一点是共同的：不要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将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比如，不再将工资合同主要当作私人合同；将土地用于学校、教堂以及自然保护区；在将金钱看做商业金钱的同时，也要将其看做代币等等），还劳动力和自然的自然本性，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用波拉尼自己的话来说：“事实上，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就已经在产生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会。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市场仍然以各种形式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标明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作为一种会计的功能发挥作用，但它停止作为经济自我调节的喉舌。”
〔222〕

 这就是未来一个自由社会（与市场社会相对）的图像。

3．普雷维什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

在熊彼特批判资本主义、波拉尼批判自我调节的市场时，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对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提出了与以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非常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依附论。关于依附理论，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和分析。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依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普雷维什本人的思想也经过不同的阶段（他自己概括为五个阶段），但他关于国际体系存在着一种中心—外围的结构的观点一直没有变。





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的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齐的外围。
〔223〕







这种将国际体系分为“中心—外围”结构的观点成为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等人构造世界体系论的直接学术思想来源，所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在中心—外围这种结构中又加入“半边缘”，成为“核心—半边缘—边缘”这样的结构。

以上从学术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熊彼特）、自我调节的市场（波拉尼）以及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普雷维什）的反思，对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也为沃勒斯坦构建世界体系理论营造了学术氛围。

沃勒斯坦教授早期是以研究非洲问题而著名的。关心非洲的发展和现代化一直是他学术研究的焦点。在1974年他的成名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之前，他的五部著作中有四部是关于非洲的：《非洲独立的政治》（1961年）、《迈向独立之路：加纳和象牙海岸》（1964年）、《非洲：统一的政治》（1967年）、《非洲：传统与变革》（1972年）。通过对非洲的研究使他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家们所开的现代化处方并不适合于非洲，这促使他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并把目光放在与非洲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考察上。
〔224〕

 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必须首先回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于是他开始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入手，这促使他于1974年完成他的成名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副标题“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就一目了然了。

三、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起源

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都开诚布公地宣布，他们在构造世界体系理论时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和大范围研究方法、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225〕



1．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

年鉴学派是法国战后非常重要的历史学派，主要得名于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其后，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9—1945年）是年鉴学派的创建阶段，其代表人物是费弗尔和布洛赫；第二阶段（1945—1968年）是年鉴学派的“制度化”阶段，其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夏尔·莫拉泽（Charles Moraze）；第三阶段（1968—　）是年鉴学派创立“新史学”阶段，其代表人物是毕尔吉埃尔（Andre Burguiere）、费罗（Marc Ferro）、勒戈夫（Jacques Le Goff）等人。

年鉴学派主张对全人类活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在他的成名作《菲力蒲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1949年）以及随后出版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中，布罗代尔对以往的历史和社会科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方法，即长时段研究方法。他认为，过去的历史著作只注重历史“事件”（event）的“短时段”研究，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误入歧途。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研究历史时，除了“短时段”研究外，应加强对历史的长时段（long-term）研究。二是不但要研究政治“事件”，更要注重对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结构研究
〔226〕

 。布罗代尔的这种方法可以用表9-1简单表示如下
〔227〕

 ：

表9-1　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

[image: alt]


（1）历史和时段

在布罗代尔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度量（time periods）：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三个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

所谓短时段是指传统历史学家们所集中研究的历史事件（event），这些事件是指报纸以及按照年代记述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诸如一场大火、一场铁路交通事故、小麦的价格、一起犯罪事件、一场电影以及一场洪水。这些事件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的、社会的、文字的、制度的、宗教的、地理的以及政治的。但在布罗代尔看来，“短时间是最为变幻莫测而且是极具欺骗性的一种时间形式”
〔228〕

 。





任何历史著作或多或少地、有意地按照好恶来分析过去，并在年历体系中进行选择。传统的历史，都在注意短时段，单个人和事件，使得我们长时期以来习惯于突发性的、剧烈的和不间隙的故事的记载。
〔229〕



并不是说这些术语（指三个时段）是绝对清楚的。比如说“事件”，就个人而言，我愿意将其置于短时段：事件是爆发性的，它是新事物。事件用烟雾遮住了当代人的眼睛；但是，事件不能持久，而且它的光辉也几乎是看不到的。
〔230〕







所谓中时段，是介于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时间可以是10年、25年，也可以是康德拉季耶夫的50年。布罗代尔用一个词“局势”（conjuncture）来表示。这种“局势”包括价格波动、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以及货币的分析等等。





一种新的历史记述的方式出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局势”、周期或者是“周而复始的周期”的“记述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解一种可选择的时间——10年、25年，甚至是康德拉季耶夫的50年的古典周期。
〔231〕







所谓长时段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那些因素，诸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生产率限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以及文化形态等等。长时段一般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为计算单位，它处于历史的最深层。以长时段来观察历史，历史似乎处于静止状态。但正是在这种似乎不动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真谛。





（结构）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固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构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妨碍着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阻力表现为人及其经验几乎不可超越的限制（数学术语中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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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罗代尔也承认不同时段的重要性，但他最为看好的则是长时段：





对历史学家而言，接受长事段意味着风格和方式的变化。这意味着思想的变动以及（接受）一种新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整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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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其本性而言，就是要求对时段以及容易打破时段的所有变化（或运动）给予特殊的、优先的关照。但是，就活动的整个领域而言，长时段，对我们而言，似乎是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线路。这些轨迹是所有社会科学所共同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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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和地理空间

除了强调长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以外，年鉴学派与以前历史学家研究和书写历史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年鉴学派强调对大范围的历史进行研究。这种大范围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地理空间跨度大；二是覆盖层面范围广。

比如布罗代尔的成名作《菲力蒲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1949年）以及后来出版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单以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为例
〔235〕

 ，这三卷本探讨的问题的时间跨度是15世纪至18世纪，其中第一卷集中探讨了这一时期的物质生活，第二卷讨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活动，第三卷集中于经济生活。在第一卷关于物质生活的探讨中，布罗代尔不但探讨了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面包、饮食（盐、奶品、鸡蛋、海鲜以及各种各样的饮料）、住宅、服装和时尚，而且还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冶金、技术、货币和城市。第二卷则对这一时期的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市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第三卷则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经济世界以及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就地理范围而言，这三卷本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且还讨论了这一时期与欧洲密切相关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覆盖层面而言，这三卷本著作涉及基本的物质生活、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等等各个方面。关于地理空间包容性，布罗代尔曾给予精辟的概括：





地域作为说明的本原，同时涉及历史的全部实在，涉及整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社会、文化、经济等等。根据人们选择这些集合中的这个或那个集合，地域的意义和作用便有所变化，当然不是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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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体系理论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世界体系论的倡导者曾直言不讳地说：“这种研究［指世界体系的研究］直接来源于以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长时段、大范围的社会变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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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于1976年创办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以布罗代尔之名命名，以示其世界体系论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关系。在学术上，沃勒斯坦同意布罗代尔用“长时段”书写历史的方法，也同意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与布罗代尔稍有不同的是，他认为“联系”（conjucture）是“结构”（structure）的一部分，并将布罗代尔的“结构”改为“历史体系”（historical system），在这个历史体系中，既有周期性规律（cyclical rhythm），又有长期的趋向（secular trends），他曾以图（图9-1）显示他与布罗代尔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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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影响下，沃勒斯坦等人从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运行规则及发展趋势。

[image: alt]


图9-1　周期性规律、长期趋向与历史体系

2．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和百年趋势

世界体系论的第二个方法论出发点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及比此更长的经济周期。世界体系论的两位主要倡导者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对此直言不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有一个‘周期性的’特征，这种周期性的模式是世界经济的根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对积累的无休止的追求产生这样的矛盾，即它的增长不可能是不间断的，并且永远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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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周期问题一直是经济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关心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周期理论和模型：就强调周期中的要素而言，有熊彼特和门什（Mensch）强调技术创新的经济周期理论，曼德尔（Mandel）和福里斯特（Forrester）强调资本的经济周期理论，弗里曼（Freeman）的劳动理论以及罗斯托（Rostow）强调原材料和富德斯图福斯（Foodstuffs）的经济周期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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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经济周期的时间而言，有3—4年的“基钦”（Kitchin）周期，有6—8年的“朱格拉”（Juglar）周期，有10—12年的“拉布鲁斯”（Labrousse）周期，有20年左右的“库兹涅茨”（Kuznets）周期，当然，最为著名的是认为经济周期时间为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周期。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增长和停滞的时代各占多长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起，这一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探讨的问题。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的一篇论文里，首次论述了被学者们广泛运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思想。在其中，他详细考察了1780—1920年间世界经济中生产和价格的变动，提出世界经济每隔50年会出现一次上升期和一次下降期的主张。在1780—1920年间，他发现，世界经济经历了三个周期，出现了六次波动：





A　第一次周期的上升时期，时间是从18世纪80年代的后期／18世纪90年代的早期，到1810年／1817年前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A1段；

B　第一次周期的下降时期，时间是从1810年／1817年，到1844年／1851年前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B1段；

C　第二次周期的上升时期，时间是从1844年／1851年，到1870年／1875年前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A2段；

D　第二次周期的下降时期，时间是从1870年／1875年，到1890年／1896年前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B2段；

E　第三次周期的上升时期，时间是从1890年／1896年，到1914年／1920年前后，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经济周期中的A3段；

F　第三次周期可能的下降时期，时间是从1914年／192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周期中的B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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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和下降期会出现哪些现象呢？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观察，主要会出现如下一些现象：





A　每次上升期前或上升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技术的重要革新、新的国家加入到世界经济行列，黄金生产的扩大以及货币循环出现各种变化。

B　每次上升期间都会发生无数次大的社会变动，特别是战争和革命。

C　在每次经济下降期间，农业部门会发生长期的危机。

D　在经济上升时期，其繁荣持续时间长，萧条时间短；而在经济下降时期，经济繁荣持续时间短，萧条时间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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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周期的探讨在20世纪20年代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1933年），使得学者们对他所研究的周期刮目相看。特别是1945—196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萧条，促使许多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周期问题。其中，熊彼特立足于技术创新的周期理论（1939年）、曼德尔立足于资本积累的周期理论（1975年）以及罗斯托立足于粮食和原材料的周期理论（1978年）对经济周期的贡献尤甚。

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的探讨也影响到沃勒斯坦本人对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基本观察：





任何历史体系的通常功能既是周期性的（cyclical），也是长期的（secular），既是系统性的（因而存在着自身系统内的压力），也是历史性的（因而总是朝着一个远离平衡的方向前进）。就世界生产体系而言，最主要的周期性规律就是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平均时间是50—60年），这个周期体现了创造垄断（形成这个周期的A段）以及因新的供给而导致市场过剩而衰落（形成这个周期的B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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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笔者目前对世界体系论的研究所得来看，世界体系论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一是，世界体系论者，特别是沃勒斯坦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应用于16世纪以来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之中，并将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引入百年历史趋势研究之中，提出了上升阶段、下降阶段和标志着达到顶点的危机时刻。关于这一点，连布罗代尔本人也不得不赞同：





在上升、危机、下降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按照沃勒斯坦的三个圈进行分类，这样就能得出九种不同情形；由于我们又区分四种社会集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阶梯］，我们就会遇到三十六种情形。最后，预见到正规的类型划分不会完全行得通，如果我们拥有适当的资料，那就还会区分许多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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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世界体系论者将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与国家体系中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以及国家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出现结合起来。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等人专门就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和霸权国家以及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了细致的探讨。

3．卡尔·马克思：资本积累

世界体系理论的第三个方法论出发点便是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正如世界体系论者自己所说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其原因有二，一是它在近代世界体系发展中是一个中心主题。另一个就是他的视角：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唯一的理论，不是关于国内（或国际）发展，而是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关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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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论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四个理论范式，即剩余转让、资本积累、工资水平，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论述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正是在以上这些社会现实背景、思想氛围以及已有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产生了。

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1974, 1980, 1988），《历史资本主义》（Historical Capitalism, 1983），《世界经济的政治分析》（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1984），《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1991），《从社会科学中走出来：19世纪范式的局限性》（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s: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1991），《自由主义之后》（After Liberalism, 1996），《开放社会科学》（Open Social Science, 1997）；

特伦斯·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Terence K. Hopkins &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1982）；

吉范尼·阿瑞盖：《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994）；

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Samir Amin, The Accumulation on World Scale, 1970）；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1967），《拉丁美洲：低度发展还是革命》（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1970），《世界积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1978），《世界经济的危机》（Crisis: In the World Economy, 1980），《第三世界的危机》（Crisis in the Third World, 1981）；

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国家》（Christopher Chase-Dunn, Socialist States in the World-System, 1982），《跨国公司与低度发展》（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nderdevelopment, 1985），《前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心和边缘关系》（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Precapitalist Worlds, 1991），《全球的形成：世界经济的结构》（Global Formation: Str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1989），《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5），《兴起与衰落：世界体系的比较》（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 1997），《未来全球的冲突》（Global Conflict in the Future, 1998）。

第二节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与“现代化理论”以单个“国家”和“社会”为研究单位不同，世界体系论主张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何为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其归纳为十个：（1）周期和趋势；（2）商品链；（3）霸权和竞争；（4）地区性和半边缘性；（5）融入和边缘化；（6）反体系运动；（7）家庭；（8）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9）科学和知识；（10）地缘文化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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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层面上：一是世界经济，二是国家体系，三是世界文明。

一、单一的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首要特征是它以单一的世界经济作为其存在的基础，这是世界体系的经济层面，也是世界体系论者集中讨论的主题。它主要涉及如下三个问题：世界体系的形成，世界体系的运作，世界体系的周期和趋向。正如沃勒斯坦所概括的那样：“关于现代世界体系，有三个相互不同的问题可能被提及。第一个是起源的解释，即16世纪的欧洲世界体系如何得以生存，而以前的体系为什么不能续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体系一旦巩固以后是如何运行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趋向，以及如何解释它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最终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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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体系的起源和形成

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社会科学主要断言之一，就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大的分水岭，这样的分水岭之一是农业革命，另一个就是近代世界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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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体系正是在近代世界形成的，所以沃勒斯坦称之为近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近代世界体系何时形成，首先在哪里形成，即关于世界体系的起源的时间和空间问题。

世界体系论者们一致认为，这一体系最初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其主要标志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沃勒斯坦在其成名作《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

在沃勒斯坦看来，16世纪以前的欧洲是封建经济。尽管欧洲的封建经济在1150—1300年就开始在地理范围上以及人口规模上不断地扩张，但这种扩张与欧洲封建经济的性质密切相关（这一过程从葡萄牙开始一直到13世纪）。由于封建系统只能支持有限的远距离贸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没有直接进入这种经济网络中。在随后的两个世纪（1300—1450年）中，欧洲经济进入萎缩和危机之中，出现了战争、疾病和经济停滞，从而导致了统治者收入的下降。

大约从1450年开始，西欧的统治者为了提高其收入，开始考虑改变剩余分配的方式，即采取市场的形式以此恢复其收入，由此形成欧洲世界经济。在欧洲世界经济形成过程中，有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世界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二是对世界经济的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的劳动的控制方式的发展（在核心区的西欧采取的是雇佣劳动；在半边缘区的意大利北部采取的是分成制；在边缘区的东欧采取的是强制性地从事销售性农作物的劳动），三是相对强的国家机器的产生，这些国家随之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这样，在地理扩张、经济空间专业化的以及专断“国家”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雏形在16世纪的西欧首先形成了。

16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以前的封建经济不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剩余转让的方式不同。沃勒斯坦曾对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作过如下比较：





世界帝国：农业剩余以朝贡形式直接分配。

欧洲封建主义：农业剩余以封建地租形式分配。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效的和扩大的生产（先是在农业部门然后是工业部门）带来的剩余通过世界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器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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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包括整个世界，一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完成其向整个世界的扩展过程。对于将欧洲世界经济称为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解释是：





称之为“世界”体系并不因为其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单位要大，称之为“世界经济”，因为这个系统各个部分的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联系而且最终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
〔250〕







2．世界体系的运作和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一旦建立便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
〔251〕

 其中“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

（1）“三个地带”和“不等价交换”

“劳动分工”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探讨的课题，由此而形成了著名的“绝对利益学说”和“比较利益学说”，并发展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主张，劳动分工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资源分配，有利于各国财富的增长。世界体系论者也将劳动分工用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分析上。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的社会体系之根本不同之处。在16世纪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最大区别在于：核心地区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边缘地区则是指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以及低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与自由主义贸易学说主张的贸易对交换双方均有利的主张有所不同，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即边缘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流入核心区高工资产品的生产商手中。这种“不等价交换”可以通过许多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东印度公司），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通过一种或多种商品交换形成世界性的市场或国家间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对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关系也应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即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做出安排，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这个概念，主要是指那些处于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
〔252〕

 ，诸如今天的南非即可被看做是这类国家。
〔253〕



（2）“融入”（incorporation）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

“融入”和“边缘化”是世界体系论者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作机制时经常使用的另外两个重要范畴。这两个范畴实际上表达了世界体系运行过程中，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与体系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已经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有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之分，核心区和边缘区依靠“不等价交换”来运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一开始只占全球的一部分（即西欧），因此，还有很多国家在19世纪以前没有进入始于16世纪的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就有一个“融入”和“边缘化”的过程。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便开始了向全球的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这一过程开始于1500年，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在全球的建立，完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展过程。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关系，融入和边缘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
〔254〕

 “融入”只是“边缘化”的第一步，随着“边缘化”过程的深入，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整个世界经济的“商品链”（commodity chain）中。

在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界限问题，即在历史上哪一点或哪一时期才能说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之中。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这涉及平等和不平等的贸易以及奢侈品问题
〔255〕

 ，如果进行贸易的是奢侈品，就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比如印度，在1750年或1765年以前，尽管它也同欧洲进行贸易，但是这种贸易不是资本主义部分，但19世纪印度和英国的贸易却是资本主义部分，也就是说，边缘化过程使得印度从一个外在于世界体系的区域转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沃勒斯坦等人发现，1650—1700年的加勒比、1750—1820年的奥斯曼帝国、1870—1920的南部非洲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3．世界体系的周期和趋向

周期（cycles）和趋向（trends）是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另一重点（他们又称之为cyclical rhythms和secular trends），这是他们接受“长时段”（long duree）方法最好体现。如果说，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核心区、边缘区、半边缘区是“世界体系”的空间表现，那么，“周期”和“趋向”则是“世界体系”在时间方面的体现。

（1）两种周期

与霸权稳定论关注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周期有所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体系论关心的不是世界经济的短周期，而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及比它更长的150—300年的“特长周期”。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是较长的周期（longer cycles），即那些平均长为50—60年，通常被称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及更长一些（200—300年）有时也称之为特长周期（logistics）
〔256〕

 。





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并将其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之中。沃勒斯坦等人同意停滞和扩张这种相互交替的过程，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A段和B段。他们认为，在经济周期中，一般是停滞（B段）先于扩张（A段），为扩张提供了三个要素，第一要素是停滞为资本之集中提供了机会；第二要素是停滞过程中出现的阶级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之重新分配会扩大需求；第三要素是停滞阶段在边缘地区产生了大批低工资工人。
〔257〕

 在此基础上，沃勒斯坦等人根据利润高低、高工资商品以及低工资商品的供求变化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分为四个阶段A1-B1-A2-B2。
〔258〕

 在A1时期，高工资商品和低工资商品的生产急剧增长；在B1时期，低工资商品的需求开始小于低工资商品的供给，同时高工资商品的供给等于高工资商品的需求，这时就进入B1阶段，这时低工资的商品先于高工资商品出现停滞；在A2时期，高工资商品的需求高于低工资商品的需求，在一些时期，高工资商品的需求小于高工资商品的供给，但是低工资商品的需求大于低工资商品的供给，这就进入A2阶段；在B2时期，高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的幅度远高于低工资商品生产的下降，于是经济又回复到A1段。以此来分析现实世界，其经济周期如下：A1：1897—1913/20，B1：1920—1945，A2：1945—1967，B2：1967—？。
〔259〕



与此同时，世界体系论者非常赞同应用比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更长的周期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周期一般是150—300年，他们将其称为“特长周期”。
〔260〕

 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特长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特长周期”除了A段和B段以外，还有一个“T”（过渡）阶段，即“特长周期”表现出的周期用“A-T-B”表示更为准确。





几乎所有的分析都假设A-B模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都有一个A-T-B这样一个模式，其中，与A和B不同的是，T表示的不是生产和价格的共时运动，而是一种相反的运动，［这］是否可能？T段的存在对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许是不重要的，但在分析“特长周期”时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261〕







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今天经历过三个特长周期：第一个“特长周期”（即从1450年到16世纪早期）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即16和17世纪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第二个“特长周期”（即1750年到1897/1917年）是工业化的初始表现；第三个“特长周期”（即1897/1917到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时期，它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262〕



（2）五种趋向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出现繁荣—平衡稳定—上升—衰退这样的周期，但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从其产生以来，一直在向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扩展。就广度而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过1450—1520、1620—1660、1750—1815以及1880—1900的扩展以后，在地理空间上终于从西欧一直扩展到全球；就深度而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期趋向。对于这些基本趋向，世界体系论者列出了如下五个方面：
〔263〕



①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越来越多的商品，既可以买卖，也可以变成财产。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种形式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作为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化”过程，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土地商品化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剥削成为可能。

②机械化（mechanization）。即以机器形式而出现的资本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向。这就促使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就必须降低劳动成本，从而促使资本家重视技术的作用。

③合同化（contractualization）。即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由正式的、精确的法律协定来决定，而不像以前主要是由习惯和地位来决定。这就要求以前那些基于革命、战争、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而形成的立法制度作出相应的改变。合同化一般采取保护产权的形式，当然，这也包括那些由合同而不是有习俗认定的集体产权。

④相互依存。即随着商品化程度的深入，劳动分工专业化也在不断加强，交换成为必不可少的，结果自然是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团体以及地区融入专业化生产之中，世界经济中一个地区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依靠、融入世界经济中其他地区的生产过程之中。这样，贸易就不是以“奢侈品”贸易为主的贸易，而是以“必需品”或“日常生活品”为主的贸易，所以，贸易本身不是衡量相互依存的依据，只有“必需品”贸易才是衡量相互依存的依据。

⑤两极化。这主要是指，随着世界经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社会福利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就社会福利而言，由于技术先进，使得世界资本越来越多地向核心地区流动，也由于不平等交换使得边缘地区的剩余资本流向核心地区，这样，在核心地区，劳动力完全被商品化，工人的工资就变得很高；而在边缘地区，劳动力受到过度的剥削，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就社会结构而言，核心地区的劳动组织方式比较自由，政治上采取自由的民主的方式，这就使得工人对高工资的要求容易成功；而在边缘地区，劳动采取的是强制劳动方式，政治上采取的是更为专制的方式，这样就导致国家对社会资源垄断程度的加强。

二、多重国家体系

世界体系论认为，与以往的历史体系相比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多重国家并存，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在这方面，世界体系论者主要关心三个问题：（1）国家和国家体系；（2）国家与世界体系；（3）反体系运动。

1．国家和国家体系

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国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以前也存在着各种政治实体，诸如封建帝国，但只有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才导致国家的产生。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





我们认为，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然而，国家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国家体系的框架内创造的。事实上，国家体系是定义国家的框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家存在于国家体系框架内这一事实是近代国家的特殊性，区别于其他的官僚政体。
〔264〕







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的国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家主权的有限性。

所谓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意味着完全自治，而是意味着合法性的相互制约。国家的形式、力量以及边界就是在国家体系中不断变化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被创造的制度，而且通过国家体系的相互作用在形式上、力量上和边界上不断变化的。就像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它（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是一直在扩展的”
〔265〕

 。在国家体系中，一个国家可以变得更为强大，但不可能完全自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国家体系中，其他国家不允许任何国家完全自治，否则，就可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干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允许完全自治，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意味着，边缘国家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独立出去必然是以牺牲其经济利益为代价。
〔266〕

 所以，完全自治只有发生在封闭经济中。

第二，国家力量的等级性。

在国家体系中，国家的力量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而是有等级性的，“请记住，国家处于权力的等级之中。对国家自治的限制主要来源于这种等级的存在”
〔267〕

 。在这种有等级的国家体系中，规则不是根据同意或一致同意的规则来制定，而是由强国将一些限制性规则首先强加于弱国，然后强加于彼此之间。国家力量的等级性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而不像其他政治结构那样很容易变成单一的政治结构，从而转变成一个帝国。

第三，国家力量的均衡性。

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国家体系所遵循的原则是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原则。但与那些将势力均衡归之于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学者有所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对国家体系中的势力均衡原则作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势力均衡主要根植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原动力和最终目标。每一个国家都希望从事能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活动，加强本国的经济基础，进而使得其国家变得比较强大。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每一个国家都力图运用自己的国家机器促进资本积累，这样就导致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一个国家都处于国家体系之中，这样就促使那些强国和中等强国进行联盟，以阻止某一个国家来控制其他所有的国家，这样就导致国家体系中的势力均衡。“势力均衡——既制约强者也制约弱者——并不是一种能够简单操作的政治现象。它根植于历史资本主义中资本积累的各个方面。”
〔268〕



以上这几个特征便是国家体系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别于以往的世界帝国和帝国之前的小体系。

2．国家与世界体系

（1）“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

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体现。在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中，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与此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强国和弱国。

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的斗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导致了报酬的极大分化。许多人从中受益，但更多人的真正收入以及生活质量实质上是在下降的。当然，分化也是空间的，因而，在一些地区似乎并不存在。这也是为受益斗争的结果。受益的地理分布总是变化的，因而掩盖了分化的现实，但是就历史资本主义所覆盖的时—空总体，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一直意味着真正差距的不停的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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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霸权与世界经济

在沃勒斯坦看来，就像世界经济体系在不断的周期性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垄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一样，国家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动，这个周期是一个长周期，我们通常称之为“霸权周期”。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国家体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17世纪中期的荷兰、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

在沃勒斯坦看来，国家体系中的霸权主要是指如下这样一种机制：在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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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它的公司在三个经济领域，即农业—工业生产、商业和金融有更高的效率。

沃勒斯坦对历史上出现的三个霸权国家作过比较，认为尽管它们出现的时代有所不同，但它们也有相类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每个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其在三个经济领域的效率是相关的。每个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占有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有优势，它就获得短暂的霸权地位。第二，每个霸权国家在其霸权期内都奉行全球“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的限制。第三，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型是相同的，即霸权主要是海上（现在是海上／空中）力量。这三个特征只是霸权的一般特征。霸权虽然是以经济和军事作为基础，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霸权的政治方面，即霸权国家如何在世界市场中发挥其政治职能。

沃勒斯坦批判了以往两种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种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器不干预市场。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其实是生产要素部分流动，政治机器有选择地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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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就是后者的一个例证。资本主义最为根本之处就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而有选择地干预的目的就是加速积累的过程。这种干预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干预，诸如国家可以采取征收直接税或间接税，以此来改变利润率进而影响一种产品的竞争性，一种是国家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和法则来影响资本、劳动力和货物的流动，或制定最高或最低价格。总之，霸权国家通过国家这个政治机器来为其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政治条件（oligopolistic conditions）。这就是霸权在世界经济中的政治职能。

但是，霸权的政治职能并不是无限的。因为霸权国家本身也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离开国家体系本身，也就无霸权可言，因此，霸权国家要想将其自身的观念以及规则强加于国家体系，它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只有当它的所获远超过它付出的代价时，它才能被称为霸权。同时，霸权国家在将其自身的喜好强加于国家体系时，必然会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如荷兰曾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曾遭到德国和美国的反对，而美国遭到日本和西欧的反对。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中，霸权不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是连续的大国相互竞争中的一个一个点，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几个力量相互平衡的国家，因此，霸权统治时期的国家体系是暂时稳定的，国家体系本身并不总是在霸权统治之下，但追求霸权地位就如同经济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样，是各个国家的目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这种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的推动下不断进步，并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3）边缘国家与世界经济

按照世界体系论者的观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首先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随后开始向全球扩展，一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展过程中，域外区域首先有一个在经济上不断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域外区域在经济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同时，在政治上是如何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在未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域外区域中，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结构，从自治性非常强的世界帝国，这些帝国有很强的中央集权并且有很长的历史，到无国家的游牧和采集民族，还有介入其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结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过程中，不同的政治结构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融入过程”，在具体的融入过程中也就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的角度来看，最新被融入的区域的理想的政治结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结构不是很强，无法干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其所管辖的地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之间的流动。也就是说，这样的国家没有能力控制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一种是国家的力量不但很强，而且能够很好地控制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并且努力为这种流动创造条件。这样，对于边缘地区以及域外区域，政治融入过程其实是一个政治重建过程，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削弱以前的国家结构，或者是加强现存的国家结构。

沃勒斯坦根据融入过程中政治结构的特点，将边缘地区的国家结构分为如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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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类是具有比较大而且强的政治结构的地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还存在着许多世界帝国，诸如俄罗斯帝国、奥特曼帝国、波斯帝国以及中华帝国。这些帝国在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有相对强的政治结构。在这些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外在的力量往往是削弱这些政治结构的力量并且缩小其边界。这些进入融入过程中的国家结构最后变成列宁和其他学者所称的“半殖民”状态。

第二类是诸如加勒比地区、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等，这些地区在融入过程中，本土政体遭到破坏，通常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建立了新的殖民国家，并伴有大量的欧洲人来定居。

第三类是其他广大的地区，诸如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有很强的政治结构，但同时有相对弱的政治结构相伴随。这些地区由于被侵略而成为殖民地，但受殖民者的政治统治既不单纯是直接的，也不单纯是间接的，而是“直接”和“间接”相混合。

到了1900年左右，世界大部分地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中成为殖民地，在政治上受到欧洲殖民者的直接支配。而那些处于边缘地区没有被殖民化的国家虽然也仍然以主权国家的面貌出现，但这种主权也由于“租借”（比如在中国）而被削弱，成为“典型的”弱国。

在域外区域的政治结构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这些被新融入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结构本身也就成为国家体系的一个部分。国家体系随之就促使边缘地区的生产过程边缘化，并通过不平等交换使得剩余价值流向核心地区。边缘地区那些新出现的或重建的政治结构或者公开地被掌握在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或者服从于帝国主义者，所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融入国家体系之后，在其国内出现的抵制运动通常总是首先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同时也反对这些帝国主义政治势力在国内的代言人。这样，在整个20世纪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的革命运动。

3．反体系运动

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反体系运动。而在19世纪，有两种反体系运动一直引人注目，一种是社会主义劳工运动（labour-socialist movement）；一种是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这两种反体系运动的共同之处就在于：第一，这两种运动都在谈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口号——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这两种运动都以一种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即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人类的解放这种人类内在的权力；第三，两种运动都力图破旧立新。

但这两种反体系运动在19世纪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这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主要集中在城市、没有土地的工资劳动者（无产阶级）和经济结构的所有者（资产阶级）的矛盾上，所以，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认为“工作报酬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压迫性的和不公正的。这样，这种运动自然首先出现在世界经济中那些有重要生产能力的地区，即西欧地区。而民族主义运动则主要集中于多数被压迫的人民和在既定政治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占统治地位的人们比被压迫的人民有更多的政治权力、经济机会以及文化表达的合法性。因此，民族主义运动认为“权力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压迫性的和不公正的。所以，民族主义运动自然首先在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地区，特别是在奥匈帝国和奥特曼帝国。

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这两种运动仍然在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为此而争论不休，但就他们所采取的战略而言，这两种运动也有相似或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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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无论是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还是民族主义运动，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攫取国家权力，其中就民族主义运动而言，攫取国家权力也包括建立新的国家边界；第二，建立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对现存的建立在资本—劳动、核心—边缘这种不平等结构基础上的历史的资本主义。

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
〔274〕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

三、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

研究世界体系的文明层面，是世界体系论者最近几年集中探讨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沃勒斯坦的著作《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从社会科学走出来：19世纪范式的局限性》（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开放社会科学》（Open Social Science）以及最近几年他主持的研究项目中。

在沃勒斯坦看来，关于“文明”这个词，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含义，一种是与“野蛮”相对应，即文明是少一点“动物性”，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是单一的；另一种含义则是指特殊的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这些现象形成一种历史的整体，并与其他同样的现象共存，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是多元的，文明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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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文明作为一种特殊性来看待时，那么如何看待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呢？世界体系作为一种文明意味着什么呢？世界文明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沃勒斯坦认为，当我们将文明看做是不同的习惯、结构和文化而讨论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体系中来分析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一个结构问题。

事实上，尽管在1500年以前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明，但自从牛顿力学产生以来，追求科学不但是自然科学家的目标，而且在19世纪以后成为研究社会的学者们的目标。追求科学是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扩展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对于这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处于边缘地区的那些原来具有独特的文明的国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应该从世界体系的结构来加以分析。

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由于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所以，对于核心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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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如果拒绝接受，边缘地区就很难享受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接受，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所以，边缘地区的国家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所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这主要是由于边缘地区的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造成的。

那么，未来文明的走向如何呢？沃勒斯坦认为，有三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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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种可能性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每一个体系拥有不同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1500以前的世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第二种可能性是，现在这种全球范围的历史体系转化成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范围历史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建构一种和我们以前的体系一样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也可以建构一个相对和平民主、充满法国大革命口号的体系。在我们建构这样的体系时，必须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只有这样，我们才明白从何处开始建构一个新的体系。

第三种可能性是，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什么是最可能的？什么是最需要的？我们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我们目前还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而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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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及其争论

一、世界体系论的影响

世界体系论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产生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一理论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它不仅在纽约州立大学有其研究中心“布罗代尔中心：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出版了颇具特色的杂志《评论》（Review），而且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世界经济和政治地理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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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世界体系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世界体系论对国际政治学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国际关系的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2）对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研究；（3）对国际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

1．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

正如我们在以前所指出的，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7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最为显明的特征就是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由此产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世界体系理论被作为一个重要流派写进这一学科的教科书中。罗伯特·吉尔平教授在他那本驰名欧美学术界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就将世界体系理论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一起称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理论：





近年来，阐述国际经济学的兴起、发展和功能的当代三大理论已经产生影响。第一种理论主要源出于经济自由主义，不妨称之为“二元”经济论，它认为，市场的逐步演进，是人们为实现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的普遍愿望而作出的反应。第二种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冠以“现代世界体系论”的名称也许十分恰当，它认为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一种机制而已。第三种理论同政治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但并非完全的联系，已经以“霸权稳定论”闻名，这种理论从先后几个自由强国如何主宰世界的角度，阐明现代国际经济的崛起和运转。尽管这三大理论对某些具体细节问题的见解是南辕北辙，我觉得它们在其他方面是互为补充的，一起为解释清楚国际政治经济的动力和功能而提出了重要精辟的论证。
〔280〕







对于世界体系论将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世界体系论的追随者蔡斯—邓恩的观察是，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论述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经济主义，即简单地假定经济决定政治，比如斯大林式的第三国际就是如此；一种是历史主义，这种思维否认社会规律的可能性，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政治关系上。这样，经济和政治就是相互独立的，是两种逻辑。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克服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简单的经济主义（economism）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局限性，他把经济和政治看做是相互联系的，政治和经济首先是通过一种共同的逻辑来联系的，这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资本积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蔡斯—邓恩认为只有世界体系论才真正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所以，有的学者观察到：“对于蔡斯—邓恩来说，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有前途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因为世界体系理论既克服了经济主义的局限性，也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局限性。”
〔281〕

 还有学者甚至评价说：





也许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转让概念最有雄心的作品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通过总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国际收入的不平等放入历史的视野之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典范，其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充满了真知灼见……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不仅在高档次和低档次商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劳动分工，而且还伴随着两类社会和政治组织不断增长的两极化。
〔282〕







2．对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研究

世界体系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二个显著贡献，就是对世界体系的长周期进行研究。与霸权稳定论只关注霸权国家的周期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不但主张对作为世界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体系中的霸权周期进行研究，而且主张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经济）的周期进行研究，并且认为后者更为基本。

世界体系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以及国家体系中的霸权周期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经济）的发展每5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更长时间（比如特长周期）就会出现一个周期（上升—下降），与经济周期相对应，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力量也会不断地重新组合，在追求霸权中形成周期性运行，但从根本上讲，经济周期是最基本的，即使是霸权国家的霸权也主要取决于它在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

在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下，对世界政治进行长周期研究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1975年—1985年，在英语世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
〔283〕

 ，兴起了一种长周期理论。正如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所说的：





长周期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倡导对世界战争的周期性发生，以及英国和美国这样的领导国家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更替的途径进行细致的研究。它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大的战争和主导性大国也和类似地理大发现或工业革命这样的伟大革新运动相关联，正是这些革新运动使得现代世界成为现在这样。长周期有助于培养一种长远（long term）的观察国际事务的眼光。
〔284〕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莫德尔斯基等人对世界政治中的这种长周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世界体系中政治体系的周期进行了专门性的和创造性的探讨。
〔285〕

 与世界体系论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主要建立在经济周期基础之上不同，莫德尔斯基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体系的周期的研究则主要立足于如下五个假设
〔286〕

 ：





A　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相对的自治性。

B　这两个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力图通过竞争来利用有限的资源。

C　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显著的时期是彼此交替的；一个体系在其突出的时期内往往解决另一个体系在其突出的时期内没有解决的问题。

D　在政治体系突出的时期内，资源主要被政治体系所利用，这导致经济体系中资源的稀缺，结果导致价格上涨。

E　能够对两个体系的关系进行调节的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体系——价格是这个体系的代表性的变量之一。





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莫德尔斯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主要起源于16世纪
〔287〕

 ，这个体系从结构上讲包括不同的地区，从功能上讲包括三个亚体系：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全球性的文化体系。其中，全球性的政治体系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全球性的政治体系从其产生以后就遵循如下这样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见表9-2。

表9-2　全球政治体系的周期

[image: alt]


资料来源：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1987, p. 31.

在这里，阶段（1）是严重政治冲突阶段，也可以称其为全球战争阶段（global war），在这一阶段对秩序的期望值很高，但在现存的条件下却很难实现。阶段（2）是世界秩序已经建立的阶段，也可以称其为世界权力阶段（world power）。在这一阶段对秩序的期望值仍然很高，因为这种秩序是世界领导者的产物。阶段（3）是合法化减退的阶段（delegitimation），在这一阶段，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各样的安全；阶段（4）是权力分散的阶段（deconcentration），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对秩序的期望（preference for order）还是秩序的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达到最低点。这四个阶段形成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对于莫德尔斯基对世界政治长周期研究的贡献，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是：





莫德尔斯基及其他学者的关于现代世界的长周期理论代表了美国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新的趋势，与“世界体系理论”一样，长周期理论也将15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世界体系进化过程整体作为其研究对象，但长周期理论更为清晰地表达了周期理论的特征。与“转化模型”和“霸权稳定论”一样，长周期理论更多地阐述的是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同时论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但长周期理论在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亚体系作为世界体系的组成要素方面有明显的特征。
〔288〕







尽管长周期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在分析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的具体细节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但关于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理论的兴起深受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莫德尔斯基自己从未回避：





关于长周期研究是世界体系研究的一种形式这种观点已在《世界体系分析方法争论》（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World-System Analysis, 1983）一书中得以表示。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提出世界体系分析有三个共同所指：一是存在一个世界体系；二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及其重要的过程能够解释这个体系内的行为；三是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要求跨学科。……无论是世界经济分析还是长周期分析都能满足这些标准。因为长周期是全球政治体系的具体化的体系，也因为全球政治体系是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长周期研究自然是世界体系分析的组成部分。
〔289〕







3．国际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研究

世界体系论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个大的影响就是对国际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有学者对此作过精辟的概括：





十五年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就像一枚概念炸弹，其余波慢慢波及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结果便是重新激起了学者们对国际体系研究的兴趣，但是，这个体系与传统的以国家因素、地缘政治动力以及力量平衡为特征的传统的国家体系是非常不同的。
〔290〕







从世界体系的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进行研究是世界体系论的核心问题，世界体系论的倡导者沃勒斯坦还专门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著作《历史资本主义》
〔291〕

 。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沃勒斯坦和世界体系研究方法很不容易融入主流之中。相反，他一直遭到主流理论家们的猛烈攻击，特别是他们攻击［沃勒斯坦］没有认识到国家一直在接近政治权力，这使得国家能够独立于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建立起来的结构而行事”
〔292〕

 。但也有学者认为，“沃勒斯坦是为数不多的一位从非常不同的框架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这个框架产生了一个被制度化的资本主义概念，正是这个因素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作出独特的评价”
〔293〕

 。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有的学者将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论中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与福山在《历史的终结》
〔294〕

 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相比较，认为“这两种理论尽管角度是非常的不同，但他们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战”
〔295〕

 。

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的今天，就如何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为两大流派所主宰，这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或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多元主义（Pluralism），有学者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思想。尽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主流学派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比如现实主义在讨论国际体系时强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自由主义则突出国际体系中的相互依存、一体化（integration）、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实主义着重探讨国际体系中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而自由主义关注更多的是西方世界内资本主义的国际发展；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强调权力争夺的重要性，而自由主义关心的是国际体系中制度的建设，因而强调合作的重要性，等等。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二者都是从解决现存国际体系面临的问题入手，因而有学者称之为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ies）；二者都是在现存的国际体系框架内论证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发展，因而缺乏历史理论。
〔296〕



与国际关系这两种所谓的主流学派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向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
〔297〕

 对于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沃勒斯坦作出了与福山不同的回答。在福山看来，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倡导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资本主义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最为理想的条件，因而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福山的结论是：





当我们观察过去十多年所发生的事件时，难以抑制的感觉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中发生了。20世纪发达世界突然进入意识形态的系列冲突之中，先是自由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残余的冲突，然后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后是和一种威胁说要导致核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但是，开始就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世纪在经过了一圈之后似乎回到了它的起点：不是回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正如早期所预言的，而是回到一种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折不扣的胜利的状态之中。
〔298〕







与福山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高唱胜利赞歌不同，沃勒斯坦也从历史和同一事件（即苏联的解体）出发，向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





柏林墙的拆除以及随后苏联的解体，一直被看做是共产主义的衰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世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崩溃。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些事件也被看做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后的胜利。这完全是对现实的一种误解。恰恰相反，这些同样的事件更多地标志着自由主义的解体，以及我们最终进入到“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
〔299〕







对沃勒斯坦而言，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正是对资本主义生存的一系列挑战的一个部分。

我们认为，注意到世界体系论，特别是沃勒斯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是比较公允的。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为美国所主宰，而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又是自由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导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排斥。但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研究对世界体系论的排斥并不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的今天，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只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变：行为主义的方法（behavioral approach）、结构主义的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和进化的方法（evolutionary approach）。
〔300〕

 进化的方法其实也包括历史研究法。

二、世界体系论的争论

尽管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对世界体系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1500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2）世界体系究竟有什么特征？（3）世界体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4）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
〔301〕



1．1500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

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世界体系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早期的世界体系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00年左右的西欧。但这一结论后来受到两种观点的挑战。一种观点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阿布鲁（Janet L. Abu-Lughod）教授，她在其名著《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302〕

 中集中探讨了16世纪以前，特别是13世纪的世界体系。
〔303〕

 在她看来，在11世纪之后就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将亚洲和中东的农业帝国与欧洲独立的城市连成一个体系，并在13世纪达到了高峰。14、15世纪，这个体系由于战争、瘟疫等才开始衰退，出现了沃勒斯坦所说的“封建危机”。她认为，13世纪的世界体系，无论就劳动力转移的方法以及组织的方法，还是合同的实现、价格的形成、交换率的确定等都是一个很先进的体系。另一种观点来自施奈德（Jane Schneider）、蔡斯—邓恩
〔304〕

 以及弗兰克等人。他们批评批评沃勒斯坦过分局限于1500年以后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分析，而不承认1500以前世界体系的存在，他们主张，“在理论上迈开第一步，以此来证明将世界体系回溯到远早于1500年，而这个日期（我现在相信是错误的）被一些人看做是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诞生的日期”
〔305〕

 。

2．世界体系究竟有什么特征？

关于世界体系的特征，世界体系论者，特别是沃勒斯坦本人，有两个为人熟知的观点，这就是：（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单一的世界经济，各部分的联系主要是经济联系。而世界体系包括一个相互竞争的国家体系，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的作为一个经济世界的世界帝国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最为基本的。（2）决定世界体系的是“大宗产品贸易”而不是“奢侈品贸易”，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区别于以往封建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两个观点也受到挑战。

第一个观点主要受到梯利（Charles Tilly）
〔306〕

 、莫德尔斯基
〔307〕

 、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斯格波（Theda Skocpol）的批评，他们主要批评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完全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而忽视了政治因素的独立作用。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之间的关联并不总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为了军事安全以及领土扩展而进行的战争就是政治因素的独立作用。





与沃勒斯坦的理论努力相反……“体系各部分基本的联系”并不总是经济的，从一开始，另一相同的结构与他显示给我们的结构联系便相互作用——（对于）这种结构，他看不到，或将看不到……我所提及的这种结构关联包括一系列的政治—战略因素。
〔308〕



——佐尔伯格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可以被接受，即民族国家，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看，是这样一些组织，它们控制国家的版图和人口，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实际的或可能的军事竞争。国际上的国家体系作为军事竞争的跨国结构并不起源于资本主义。在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国家体系只是代表了一种可分析的自治层次上的跨国现实——在结构上和动力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相互依赖，但不能完全还原为资本主义。
〔309〕



——斯格波





世界体系论关于世界体系特征的第二个观点受到施奈德的批评。在施奈德看来，在早期的中国以及其他帝国的扩展中，正是“朝贡”体系使得扩展成为可能。因为，正是通过奢侈品的分配才使得朝贡体系得以维持，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朝贡贸易也是一种世界经济，正是这种朝贡贸易使得在前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各样世界体系的存在成为可能。
〔310〕



3．世界体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

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另一个观点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即世界社会主义政府。这一结论显然是受马克思的影响，虽然沃勒斯坦在许多方面不同意马克思，诸如他不同意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分开。他认为，成功的资本家往往能够同时从事三种不同的资本经营——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等。但至少在三方面他们很受马克思的影响，因此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新左派”。一是经济联系是世界体系的基础。他将之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二是经济活动对政治结构的影响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三是所有的国家都将凋萎，由此沃勒斯坦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政府的思想。
〔311〕



这种观点也招致许多学者的批评。后来当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一点时，他作了两点补充，一是他对当前政治结构及未来政治结构不能完全肯定，所以现在他宁愿使用“秩序”（order）一词来代替“政府”（government）一词；二是，他的主张完全是一种可能性演绎，即根据演绎而提出。

4．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

尽管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获得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广泛称赞，但也有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一是是否能创造一种像世界体系论那样所追求的历史理论？

对于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伯格森（Albert Bergesen）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所有世界体系学说均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并为此而争论不休：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只产生于16世纪（沃勒斯坦）还是也可以在古代文明中发现（吉尔斯和弗兰克）？整个世界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经济逻辑还是有许多世界体系类型？这些类型是否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在伯格森看来，弗兰克、沃勒斯坦都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分析概念停留在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不能用来概念化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可以用工资收入者和资本拥有者之间关系来定义，但在世界范围内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并无工资关系”
〔312〕

 ，世界体系理论者，无论他们认为这个体系起源于16世纪或过去5000年，均未设计出一种全球理论，而只是把（以往）社会的模型扩展，使得这些模型好像是全球范围内的。

伯格森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存在。假如全球性的世界体系理论真的存在，那么生产过程必须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曾举例说，为什么在南美洲拣棉花的手被认为是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英国织布的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进而批评说，问题的关键是“世界体系理论专心于世界交换、世界网络、世界劳动分工”，但是并未说明“世界生产”，而现实中却是“生产关系先于交换关系”
〔313〕

 。所以，在克服这一局限之前，世界体系理论永远是更为基本的社会科学之注脚。既然我们相信存在世界体系，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全球生产方式来探讨，而不应该像现在的世界体系理论只是简单地将社会模型扩展到全球。

世界体系理论其实是一种历史理论，与其他历史理论所不同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只应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那一部分，而且只应用于1500年以后的时期。尽管这种理论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可，但对于世界体系理论是否是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比如政治学家佐尔伯格同意世界体系论从全球的范围研究历史过程，但他不认为有“世界体系”这样一种实体，并且能够形成关于这个实体变化的一般规律。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太抽象，不能很好地说明具体的历史事件：





如此广阔的时间包括如此广泛的变量，［这些变量］存在于为了宏观分析理论的目的而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条件以及结果之中……理论上的努力必然导致形式主义，［以及］关于极为抽象的性质诸如“规律”和“周期”的命题的论述。
〔314〕







他同时还认为，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讲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科学的研究一般是从众多的案例中发现那些不断出现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某些原因的结果。而世界体系分析却只有一个案例，即现在的世界体系这样一个案例来研究，没有重复性，因而其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
〔315〕





第十章

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

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理论建构主要是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及其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展开的，进入90年代，有两个事件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冷战的结束；二是全球化的深入。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不仅为强调强权的现实主义和强调契约关系的自由主义的争论提供了学理空间，同时也为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建构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冷战的结束尤其为自由主义开辟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空间。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国内政治的比较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的互动进入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所不同，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核心概念的确定与认同；研究议题的变化；理性主义分析的加强。

第一节　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理论演进，不仅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论战相关联。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过四次理论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第二次论战发生在70年代（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第三次论战发生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第四次论战发生在90年代（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战）。
〔316〕

 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则主要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后三次论战密切相关。

一、自由主义挑战古典现实主义

正如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生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古典现实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的研究，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便是摩根索于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古典现实主义有如下四个最为基本的假设
〔317〕

 ：第一，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行为体。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研究单位上，非国家因素（例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根据自我利益采取行动，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并可能出现强权政治。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级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属于“高级政治”。

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冷战”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状况下，安全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开始，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政治现实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包括：1958年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展（虽然后来出现了波折）；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68年开始的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1973/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这些事件使得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关注安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和机制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是经济学家库珀、金德尔伯格和维农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相互依存、霸权以及跨国经济关系进行探讨。受他们的影响，吉尔平、斯特兰奇、基欧汉等政治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以及机制，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四个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的研究纲领正是在这种挑战中形成的。

首先，对“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并由此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其早期经典性的著作是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跨国关系及关联政治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也不是主导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关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并由此在70年代形成了“官僚政治学派”（bureaucratic politics），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在这方面堪称方向性的文献当推卡赞斯坦的《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
〔318〕

 。官僚政治学派力图打破国家这个“黑匣子”，把握国家的真正性质以及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特别是利益集团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官僚政治学派将多元利益集团理论扩展到政府本身，认为对外政策是政府不同机构之间妥协的产物，由于权力和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密集程度不同，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法制定连贯一致的对外政策。
〔319〕

 这一研究为90年代以后寻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再次，对“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并由此在9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心理学派，其标志性的成果是杰维斯于1976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
〔320〕

 。认知心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的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由于心理和认识上的错觉，非理性因素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是经常的，也是难免的。

最后，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假设提出挑战的是对“国际机制”的关注，并在7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国际机制学派”。关于国际机制的早期经典性的文献是鲁杰的《对技术的国际回应：概念和趋势》一文
〔321〕

 ，此后基欧汉和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国际机制学派并不否认现实世界政治中存在一种能够强制执行规则的制度化等级权威机构，但国际机制学派认为，现实世界政治中确实存在基于规则之上的机制或制度，并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
〔322〕

 对国际机制以及国际制度的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研究纲领。

这样，通过对古典现实主义四个基本假设的挑战、70—8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研究纲领初步明晰：（1）在国际体系层面主要研究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2）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层面主要研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

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70—80年代都加入到这两个研究纲领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领域的论战之中，并由此形成我们在前面所列述的五大理论流派（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因为基于现实主义而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以及国家主义在现实中最具操作性，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意识形态在西方学术界不占主流，同时由于自由主义提出的国际机制与其他要素无法用因果关系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现实主义不但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自由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挑战，虽然最终并没有撼动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却促使推崇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开始对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由此在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其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新现实主义的核心便是著名的“体系层次理论”。

在新现实主义产生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围绕着“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讨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由此形成新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制度主义，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基欧汉于1982年发表在《国际组织》杂志上的文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以及1984年出版的对国际制度进行系统论述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以及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不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学理空间，而且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具体研究纲领上逐渐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主要是围绕如下六个议题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国际合作；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国家的优先目标；意图与能力；机制与制度。见表10-1。

表10-1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

[image: alt]


资料来源：根据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4编写。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这次争论，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三次论战”。与70年代的“第二次论战”大为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具体的研究纲领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经过“第三次论战”之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研究议题以及内容上彼此吸收对方在知识积累上的贡献，不断修正自身的前提假设，出现了理论趋向和价值趋向的趋同之势
〔323〕

 。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内发展的合法性奠定了学理基础，“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安全研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进入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旗帜下，无论是在学理研究上，还是在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利益”和“制度”进行学理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三、理性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论战

尽管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在具体研究纲领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在将政治和经济这些物质因素作为理性分析的最基本的要素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所以，学者们将偏好市场（经济发展与技术变革）并对其进行制度分析的自由主义与偏好国家结构和利益并对其进行权力分析的现实主义通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理性主义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解释权力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运作的，但却无法解释权力和制度为何如此形成以及如此运作。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主义在解释权力和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运作的过程中，只重视物质因素（成本—收益分析法），而忽视了这种物质因素的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而90年代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正是通过借鉴社会学和文化理论对这些物质因素的观念化和社会化过程进行研究，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演进中著名的“社会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论战，这次论战通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四次论战”。

社会建构主义有不同的分类（如常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但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温特的观点，主流社会建构主义主要基于三个基本理论假设：第一，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国家间的合作是一个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第二，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是通过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而非物质性的因素形成的，因而文化（culture）具有优先性；第三，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结构形成的，而非由外在于这个体系的人类本性或者国内政治决定的，因而规范（norms）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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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主要特征。

（1）理性主义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性分析框架。关于理性主义，尽管仍然存在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但正是在相互之间的争论中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就新现实主义而言，虽然新现实主义由于没有预测到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的结束而备受质疑，而且也由于新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冲突现象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解释而备受批评，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新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议题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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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新现实主义分析框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具体的研究纲领主要有：强权是否可以使得某些行为体的境况恶化？不对称讨价还价会发生什么后果？无政府条件下做出承诺会产生什么问题？

与新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后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由于能够解释冷战的结束不会削弱像北约以及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因而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分析框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纲领来讨论权力、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纲领包括：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制度的设计？在国际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中，国家之间是如何讨价还价的？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国家的偏好是如何形成的？

（2）寻求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尽管在国际关系的安全领域，自觉采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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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对于理性主义而言，建构主义的研究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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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之后，寻求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融合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到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尽管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最初的论战中都强调双方的差异性，如理性主义强调偏好、信息、战略和共同知识，而建构主义强调认同、规范、知识和利益，但双方都承认自身的局限性，理性主义承认无法解释共同知识的来源，而建构主义承认没有提出解释战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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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论战的深入，双方都意识到各自在认识世界政治的局限性以及双方之间的互补性。坚持理性主义的学者认识到，如要解释共同知识的来源，就必须了解行为体的社会规范，而这正是建构主义的范式；而建构主义也认识到，如要解释利益的社会化过程，就必须了解行为体的偏好，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的范畴。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这种互补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趋向和价值趋向的融合奠定了方向性基础。

第二，寻求共同的分析工具。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阐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如理性主义假设行为体的偏好和共同知识是既定的，因而可以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而建构主义假设行为体的身份是给定的，因而可以在环境中进行讨价还价。但博弈论同时也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未来进一步的融合提供了分析工具，如理性主义认为，为促进物质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可以产生规范结构，而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可以确定博弈者的选择范围并决定他们的偏好。博弈论作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认可的分析工具，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第三，核心概念的确定和认同。将“利益”（interest）与“制度”（institution）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还原的两个核心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既有学理性又有可操作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重要贡献。通过将“利益”和“制度”放在国内与国际的关联性中，寻求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并最终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著名的“2×2模式”（利益与制度、国内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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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趋向的经验性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在国际学术界，比如，对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欧洲国家政府与欧洲法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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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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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近40年的发展中，美国学术界（国际关系学界）以及《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一直主导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上述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发生在美国的学术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其他国家学者的贡献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写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教授，尽管她自己并非有意识地提出后来学术界所说的“英国学派”，但后来的英国学术界确实在有意识地构建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 of IPE），以此与美国学术界的“国际组织学派”（The "IO" school of IPE）相对应（参见表10-2）。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主要立足《国际组织》杂志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国际组织学派”相比，英国学术界则主要基于后来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杂志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逐渐形成“英国学派”。“国际组织学派”与“英国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有如下两个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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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0-2　“国际组织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区别

[image: alt]


资料来源：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5.

第一，分析框架的差异。“谁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得到？”（Who gets what and how），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具体路径（分析框架）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组织学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行为体在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将如何耗费要素禀赋，因而，“国际组织学派”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通过理性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而“英国学派”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关注的是经济的初始环境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所以，“英国学派”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框定各类经济生活的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念。“英国学派”的这种分析框架其实早在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苏珊·斯特兰奇那里已经显现出来：





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大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性质的是权力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仅仅问权威在哪里——谁掌握了权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问为什么他们拥有权力——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不对如何使用权力塑造政治经济和如何把成本、收益、风险与机会分配给该制度中各社会集团、企业和组织等根本性问题做出明确或含蓄的回答，就不可能得到结果，即实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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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法论的差异。这是“国际组织学派”与“英国学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为主要的差异。“国际组织学派”的基本假设是，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理性的，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他们／它们作为行为体，都是遵循理性原则而进行行为选择的，即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最终的政策结果无非是通过相互的博弈达到利益均衡（国内的和国际的），总之，“理性主义”是“国际组织学派”的方法论基础；而“英国学派”则假设，任何行为体都受到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其行为选择并不总是对外在环境的理性的回应，行为选择反映了行为体的社会愿望，而这种愿望则是社会对经济规范认同的结果，所以，“英国学派”关注的是分配结构（国内的和国际的）是如何影响行为体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认同（国内的和国际的），简而言之，“历史社会科学”和价值批判是“英国学派”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节　国内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政策偏好与制度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就一直围绕着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领域展开研究：一个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是国际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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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一般理论趋向和具体的研究纲领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关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上，并因此形成四种具体的研究路径：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及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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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种研究路径主要是基于“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的假设来研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是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所普遍采用的，并被9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不断深化；而后两种研究路径则将国家这个“黑匣子”打开，立足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研究对外经济政策，是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普遍推崇的。

一、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在“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中，无论是继承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术传统，还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以体系为中心（system-centric approach）来研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是非常普遍的。不管他们在具体的主张上是如何的不同，但在强调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的重要性上是完全一致的。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假设：

（1）世界经济体系是有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不管世界经济体系如何演变，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却是既定的，这种结构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中心和边缘。至于哪些国家处于核心区，哪些国家处于边缘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经常变化的。

（2）国家是单一行为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家是有富裕和贫穷之分的。但在回答为何国家会有富裕和贫穷之分，继承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由这些国家采取的不同的国家战略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因为富国和穷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而导致的。

（3）体系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经济政策，是由该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一般而言，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一般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区，因而倡导自由贸易；而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一般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因而推行贸易保护或战略贸易。

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ric approach）来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起源于欧洲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但在美国政治学界，将国家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并置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用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差异性，其代表人物有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斯格波（Theda Skoc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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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以及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国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研究路径的关键是如何定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些分歧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将国家定义为一种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第二类是将国家看做是一个行为体；第三类是将国家看做是一种由官员和制度组成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定义的差异，学者们在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侧重点也不同。

（1）第一类定义将国家定义为一种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其研究的重点是制度或组织惯性。国家作为一种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它是历史形成的，因而是不可逆的。这种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一旦形成，就有某种制度惯性或组织惯性，这种惯性不会因为某个个体或某种观念而产生大的转折。这种制度惯性或组织惯性会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产生影响。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必须首先研究国家作为一种组织或制度的特点。

（2）第二类定义将国家看做是一个行为体，其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家或行政官员的偏好。这种研究路径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这就是，在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也许存在着许多参与者，但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惟有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能够将“国家利益”而不是某种“特殊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如果将对外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就应当首先研究政治家或行政官员在对外经济决策过程中的偏好。

（3）第三类定义将国家看做是一种由官员和制度组成的国内政治结构，其研究的重点是国家的制度特性如何影响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以及官员执行政策的能力。这种研究路径的基本假设是：民族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即使同为民主国家，各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也是不同的，这种结构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赖以产生的社会不同，另外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紧密关系不同。这种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使得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一种制度还是作为一个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有的国家扮演着“强”角色，有的国家扮演着“弱”角色，而“强”国家与“弱”国家所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

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侧重研究官僚政治结构对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影响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还出现了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主要偏重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是如何通过相互竞争或联盟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种研究路径最早始于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于1935年出版的《政治、压力与关税》（Politics, Pressure and the Tariff），80年代以来不断被提及的著作主要是加州大学的古雷维奇教授于1986年出版的《艰难时期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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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主要有如下两个最为基本的假设：

（1）国家利益不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反映了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以及社会力量的利益，因此，社会在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制度本身并非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民主国家，我们既不能设想政府官员的利益偏好是一致的，也不能假设制度本身是脱离社会力量的。因为，选举本身就表明政府或制度的偏好受制于社会力量。

（2）对外经济政策是社会中不同的政治集团以及社会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不是铁板一块，社会是由不同的政治集团（比如政党）以及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例如工业协会、劳工组织、消费者协会等）组成的。在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这些利益不同的政治集团以及社会群体总是通过竞争或联盟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在对外经济政策之中。

四、以行业间生产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无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还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考察一种相对静态的对外经济政策，因为他们都假设国内的利益集团（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是既定的，因而也是稳定的。但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阶级联盟，而有时又会出现行业联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以行业间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为中心，研究生产要素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的行业之间的流动对阶级分化的影响程度，由此出现了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inter-industry production factor mobility），从而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种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其代表作是《商业和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盟》
〔338〕

 ；另一位是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其代表作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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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基本假设：

（1）政治联盟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贸易会导致社会分化，从而引发国内政治冲突。在贸易政治的研究中，一般将贸易引发的社会分化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行业的社会分化，这类研究明确地假设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关注行业集团（又称“特殊利益集团”）与劳工组织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冲突，其代表人物是前面提及的加州大学的古雷维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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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基于行业的社会分化对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被引用的经典证据是1930年美国国会在行业集团游说下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类是基于阶级的社会分化，这类研究明确地假设以阶级为基础的联盟，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所有者在贸易政策的冲突，其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戈夫斯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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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基于阶级的分化对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为学者们广泛援引的经验证据是19世纪英国工人与资本家联合起来与执政的保守党以及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以支持更加自由的贸易，反对《谷物法案》。

（2）政治联盟并不是稳定的，政治联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在现实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联盟并不完全是基于以行业为基础的联盟或以阶级为基础的联盟。政治学者们曾通过研究选举来探讨相关国家的政治联盟状况，在关于选举（比例代表制度或直接选举）是促使政治家迎合广泛的利益（阶级利益）还是迎合特定利益（行业利益），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可以假定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存在以行业为基础的联盟，但更为基本的却是阶级联盟。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行业联盟和阶级联盟并不完全是固定的，随着利益分配的变化，二者有时是可以转换的。

（3）贸易政策中政治联盟的类型主要取决于行业间要素流动的程度。根据行业间要素流动的程度来确定贸易政策中政治联盟的类型（是行业联盟还是阶级联盟）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的学术贡献。在他看来，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假设生产要素完全流动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模型，还是假设生产要素完全不流动的李嘉图—维纳模型，都是两个极端。在现实中，生产要素在不同的行业流动的程度是不同的。通过对生产要素在历史上六个国家不同行业流动程度的比较，希斯考克斯发现，“在贸易政治中形成什么类型的政治联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基本的经济特征：生产要素在行业间流动的程度。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高的时候，更容易出现以阶级为基础的联盟；而行业间要素流动程度低的时候，则更容易出现以行业为基础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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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0-3　要素流动与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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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第64页。

以上基于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而发展出的四种研究路径，是经过“两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近40年的学术努力逐渐形成的，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的不断深入。在运用这四种研究路径时，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国家是对外经济决策过程的主要行为体，对外经济政策的外部性决定了任何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必然会受到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国家自身组织结构的影响，“以体系为中心的路径”和“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正好解释了这一点，但“以体系为中心的路径”无法解释为什么处于同样体系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无法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尽管国家是主要行为体，但不是唯一的行为体，任何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但要受到阶级联盟的影响，还要受到行业联盟的影响，“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和“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路径”分别认识到这一点，但“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无法解释为什么阶级联盟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路径”无法解释跨国之间的行业联盟或跨国之间的阶级联盟是如何转化的。所以，四种研究路径的划分，只是为理论研究方便之用，运用任何一种研究路径，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

第二，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问题领域的优先性。以上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四种路径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告诫我们，在分析任何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不但要看到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还要关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具体问题领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政治—经济关联性、国家—社会关联性以及国内—国际关联性的程度以及表现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在贸易领域，由于世界贸易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国内的行业和阶级受贸易的影响也是比较明确的，因此，运用四种研究路径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至于具体运用哪一种研究路径，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在金融货币领域，由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不稳定的，国内阶级和社会联盟也不是非常明显，因此，运用任何一种规范的研究路径都需要谨慎。在直接投资领域，国际多边投资协定远没有贸易和货币领域的国际协定完善，跨国公司东道国不但影响东道国的行业联盟和阶级联盟，而且也影响母国的行业联盟和阶级联盟，因此，即使是运用“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路径”，也要顾及不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优先考虑的产业。事实上，在现实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很难将世界经济体系、国家、社会以及生产要素完全割裂，但在具体问题领域分析中，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学者们或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将其中之一作为主要变量来分析具体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

第三节　国际体系：机制／制度设计与战略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研究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关于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研究具有如下三个基本趋向：第一，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研究，以此区别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冲突的过分关注；第二，通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性来研究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寻求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的国内政治根源，由此发展出“新自由制度主义”，以此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第三，通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制度／机制的设计以及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变得具有可操作性，以此有别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的争论中。

一、国际体系面临的困境：“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失利困境”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随着资本、技术、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国家之间在贸易、金融与货币、投资以及环境等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国家之间必须加强合作；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但导致各个国家的利益以及偏好有所不同，而且也影响到各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所以，如何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主要议题。

根据国际学术界研究成果，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相互合作主要面临两种挑战：“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失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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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利益困境”

国际体系中的“共同利益困境”（dilemmas of common interest）是由相关国家的“免费搭车”行为造成的。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相互合作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公共物品的成本承担问题。所谓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别的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使用者不能被排斥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或单个国家）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些物品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是指所有赋予它以价值的人均能从其供应中获益的物品，而不管他们对其成本是否作出了贡献，而且一个人（或国家）享受这种物品或服务并不妨碍其他人（或国家）去享受它。在国际体系中，公共物品既包括富有效率的国际市场、运转良好的国际秩序以及科学研究，也包括具体领域的协议和协定。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很容易受到免费搭车的挑战。因为有的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但不愿意为公共物品的建设付出任何代价，而且愿意等待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来建立和维持公共物品。而当一个国家知道其他国家将会如何去做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愿做那种对其他国家也有利而只需自己付出成本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在一个没有全球政府巨大财力支持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合作、世界和平、基础研究、货币稳定、国际市场进入以及世界发展这些极其必需的公共物品将供给不足，学术界将这种困境称为“共同利益困境”。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公有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每一个牧人按自己的私利行事，多放养属于自己的牛羊，结果，公共放牧过度，牧场成了沙漠。“免费搭车”使得国际体系陷入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某个国家心甘情愿地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并允许其他国家免费搭车；要么为了抵制其他国家免费搭车而拒绝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

2．“共同失利困境”

国际体系中的“共同失利困境”（dilemmas of common aversion）是由相关国家的利益分配争执造成的。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相互合作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利益分配问题。尽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但理性的国家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在相互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和损失的分配上并不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通常会造成“共同失利的困境”。

国际体系中的“共同失利困境”是指，在国际体系中，假如每一个国家都理性地促进本国的国家利益时，最终造成一种使所有国家处境更坏的情势，然而，没有一个行为者愿意单独消除这些坏事，这种坏事通常被称作是国际体系中的公共坏事（public bads）。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曾把这种情势比作一大群人，其中每一个人因为想要更好地看到经过的游行队伍，都踮起脚尖来，结果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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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公共物品〔好事〕在国际体系中由于面临“免费搭车”的挑战而供应不足那样，国际体系中公共坏事的供应却由于各国在利益分配上的争执绰绰有余。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这样的公共坏事举不胜举，如竞争性的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的扩散、投资战、军备竞赛、全球性的大气和海水污染、捕鱼过度以及对没有明确财产权归属的可耗竭资源的过分利用，等等。

利益分配的不一致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各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各国根据理性完全按照符合它们各自利益的方式行事，不顾及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合作；要么寻求协调和合作，或者是超国家的制裁（其极端是政府放弃理性选择，达成科斯协定，从而在帕累托最优配置中寻求补偿
〔345〕

 ）。

无论是“共同利益困境”，还是“共同失利困境”，都源于民族国家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为了使得所有行为体得到共同希望的结果（共同利益），避免出现共同不希望的结果（共同失利），各国必须建立和加强国际制度／机制，对各国利益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避免公共物品的减少或公共坏事的增加。

二、理性选择、制度／机制与国际合作

对于如何摆脱国际体系所面临的困境，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应当加强相互合作，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和制度的建设，正是这种共识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以飞速发展，形成了理性主义主导的局面。

1．理性选择的基本假设

理性选择分析（rational choice），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分析方法的变革，其经典性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学家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政治学家里克的《政治联盟理论》（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1962）以及经济学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65）等。由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行为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所以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公共选择方法（public choice）。这种方法假定行为体都是理性的，所以通常被称为理性选择方法。

按照一般的定义，理性选择就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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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理性选择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分析政治过程，力图将“理性人”或“经济人”的假设扩展到政治问题的研究中。所以，理性选择有时也被称为“政治的经济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

理性选择分析或公共选择分析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基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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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逻辑起点。这种分析假定个人对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是理性的，即每个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每个个体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第二，个人的行为可以通过分析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来解释。也就是说，个人的偏好被假定为是持续的，而且个人被假定能够依其偏好比较选择各种相互替代的方案，实现其最优选择。

第三，理性选择或公共选择强调分析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即任何理论假设和命题都是可以在实际研究中得以检验，即结论必须产生一个能经受经济或政治检验的命题。

20世纪80年代，理性选择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被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并被广泛应用，新自由主义基于理性选择对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公共物品、联盟和搭便车现象、关税和贸易限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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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现实主义则基于理性选择分析对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合作和“安全困境”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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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机制／制度：定义与特征

如果说国家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为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提供了基础，那么，机制和制度建设则为解决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困境提供了一条路径。

对于国际体系中机制／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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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早期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学派，但随着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论战，它们逐渐被融入其他理论流派之中，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中，因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纲领。对国际体系中的机制（regimes）和制度（institutions）最早给予理论上清晰表述的有普查拉（Donald J. Puchala）、霍普金斯（Raymond F. Hop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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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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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国际机制进行了表述，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谈国际机制。

所谓机制，通常是指在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既定的［问题］领域内，行为者期望达成的一系列明确的或不明确的章程（principles）、规则（norms）、规定（rules）以及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这些章程、规则、规定以及决策程序限制参与者的行为并且使其合法化；影响参与者决定哪些问题应该列入议事日程，哪些不应该；决定哪些活动是合法化的或被谴责的；并且影响是否、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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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制通常由四个定义性要素组成：（1）章程：是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内在一致的理论陈述，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断言，自由贸易将使得全球福利最大化。（2）规则：是关于行为的一般标准，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规则是指降低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直至最后消除。（3）规定：章程和规则是定义一种机制的特征的两个核心要素，而规定的一般性相对低一些，规定通常是用来调和章程和规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的，比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发展中国家通常提出一些规定，依此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别开来。（4）决策程序：是为行为开列的特殊方案，当一种机制得以加强和扩展时，这些具体的特殊的方案通常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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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历史中，尽管章程和规则一直未变，但规定和程序却在不断地修正。

一般来说，国际机制主要有如下五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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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国际机制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国际机制的存在主要是作为参与者对合法化、合适或者道德行为的一种理解、希望以及信念。

第二，一种国际机制包括恰当的决策程序网络。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一种机制时，不仅要依据一个主要的本质性的规则，而且还要考虑这些规则所能适应的更为广泛的规则。

第三，描述一种国际机制一定要包括它所支持的主要规则的特征，同时也包括那些显示正常或异常的行为的规则。如能估计规则的主次并且预测规则强制性的前景，那将是特别的有意义，这样就可以处理可能性的变化。

第四，每一个机制都有许多精英，他们是机制的实践者。尽管国际组织、跨国组织，有时甚至国内的组织，在实践上以及合法性上是国际机制的参与者，但民族国家的政府是许多国际机制的主要官方成员。当然，机制的参与者主要是官僚机构或者是代表这些官僚机构的个人，这些机构和个人通过发明和维持某些机制来主导国际关系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

第五，一种国际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的每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领域之中，在那里，有非常明晰的行为规范。在那些行为有规则的地方，一定存在某种规定、规则或章程来解释它。

3．机制／制度与国际合作

在假设国家是理性的条件下，机制／制度为何能阻止国家我行我素的政策行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呢？基于国际机制／制度的上述特征，机制／制度在国际合作中主要有如下三种功能。

第一，机制／制度具有强制功能。机制／制度的首要功能是通过使参与者的行为合法化而限制参与者的行为。由于国际体系中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这就很容易使得参与国具有免费搭车的动机。机制／制度作为相互合作的行为体共同产生的第三方，它可以通过强制性的协定或者协议阻止行为体双方的相互背叛或者免费搭车行为。也就是说，机制／制度既可以通过积极的措施鼓励成员国遵守业已建立的规章、规则、规定和程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为处于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和泰国提供贷款，鼓励韩国政府和泰国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机制／制度也可以通过惩罚性的措施对那些违反业已建立的规章、规则、规定和程序的成员国进行惩处，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基于国际协定来解决各种争端，防止或阻止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机制／制度的强制功能要求参与者应该权利与义务并重。

第二，机制／制度具有监督功能。如何进行利益分配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言，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主要有四种方式，即共同获利、共同失利、零和利益（一方获利意味着另一方失利）以及和谐利益（一方能够完全主导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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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四种利益分配方式中，后两种分配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实力，而前两种方式就不是国家实力所能解决的，需要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解决。机制／制度作为第三方由于具有监督功能，因而也可以帮助成员国解决利益分配中的冲突。机制／制度可以通过设定适当的议事日程来了解成员国各自偏好的结果，使得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利益偏好，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东京回合”谈判中，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非关税壁垒上的主张不同，但通过相互协商，最终在非关税壁垒的减让上达成一致；机制／制度也可以通过具体的问题领域来建议成本如何分摊，防止双方因成本分摊的争论而导致共同失利，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新的贸易领域的成本分摊上存在着分歧，最后导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解体。所以，机制／制度虽然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中所有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机制／制度的监督功能确实可以帮助解决国际体系中因国家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争执而导致的共同失利的困境。

第三，机制／制度具有预期和补偿功能。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按照基欧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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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信息不对称，某些行为体可能比其他行为体对一种形势所占有的信息更多；二是道德风险，某些行为体可能因为短期利益而去追求冒险而不是规避风险的行为；三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某些行为体总是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国际体系中这些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国家对合作信心不足，因而在政策上举棋不决，摇摆不定。机制的建立或者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不确定性，但至少可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机制／制度所制定的规则使得预期的领域缩小了，因而不确定性相应就降低了；机制／制度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交流，所以分配的不对称性得到了缓解；机制／制度关于各种特定议题的具体规定加大了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成本；机制／制度的持续存在使得合作的长期利润可用来补偿即时成本，从而可以缓解道德风险。总之，机制／制度既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消除国际合作中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对合作信心不足问题，如世界银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援助帮助它们消除贫困；机制／制度也可以通过长期地扩大共享资源鼓励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东亚国家（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在2009年2月协定的“清迈协议多边化”中，通过将地区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从80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以鼓励东亚国家在地区货币和金融领域的相互合作。

三、制度设计、战略互动与博弈论

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理性选择和国际合作（集中在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主要停留在借鉴（从经济学那里）和描述之中，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则一直在努力将理性选择分析变成一种可操作的分析工具。这种分析工具的运用不但回击了新现实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指责，而且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从而使得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鹤立鸡群”。

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相比，“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国际体系研究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就是将博弈论这种分析工具引入国际机制／制度的设计和谈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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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得国际机制／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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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决策选择：单独决策和相互依存决策

理性行为体通常会根据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决策选择，而行为体的决策选择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独决策（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过程；另一类则是根据其他行为体的可能性回应进行决策，这类决策通常被称为相互依存的决策（interdependent decision-making）过程。

单独决策主要是行为体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这种决策主要有如下三种：第一种是在确定条件之下的决策，即在做决策之前行为体对具体情况十分清楚，如决策者知道A国侵犯B国，B国一定会反击，决策者事先知道这个确定的前提，那么在做决策时就可以预先考虑到这一后果；第二种是在一定风险条件下决策，即在决策之前只知道一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并不能确定其发生的必然性，即如果A国侵犯B国，B国有90％的可能性反击，10％的可能性不反击，那么做决策之前决策者只知道一个概率很高的可能性事件，但不知道确定的结果如何；第三种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under uncertainty），即A国不知道侵犯B国之后B国会如何反应，这是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决策。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方式之一是创造特定情节（creation of scenarios），另一种方式是遵循德尔菲法（Delphi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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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降低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性。

相互依存的决策是指，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在不同的相互依存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行为选择的过程。博弈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主要是解决相互依存的选择过程以及对结果的预期。

2．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一般而言，博弈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三个基本要素和两种状态。

基本假设：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或mutual knowledge）。这是博弈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其目的是用来理解博弈的均衡如何依赖于信息结构。共同知识作为一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哲学家列维斯（David Kellogg Lewis）于1969年提出，1976年以色列数学家奥曼（Robert J. Aumann）第一次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博弈论中。根据奥曼的定义，“如果我们称一个事件为两个人A和B之间的‘共同知识’，那就意味着，不仅仅A和B都知道该事件；而且A知道B知道这一事件，B知道A知道这一事件，A知道B知道A知道这一事件，以此类推。例如，当某一事件发生时，A和B都在现场，且彼此看到对方在场，那么这一事件就是共同知识。……如果A和B相互告知各自的经验（posterior）知识并彼此信任，那么这些经验知识就是共同知识。如果只是假设人们知道彼此的经验知识，那么上述结论就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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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来说，所谓共同知识是指，“所有参与者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所有参与人知道”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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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个基本要素：行为体（actors/players），是指一个博弈中的决策主体，其目的是根据自己的偏好，通过选择性的行为（战略）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团体，诸如企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效用（utility），是指行为体对自己所得利益的估计。战略（strategy），是指行为体在给定信息集的情况下的行动规则，它规定行为体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

两种状态：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假设有n个行为体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行为体都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策略），从而使自身效用最大化。所有行为体的策略会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策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简言之，纳什均衡就是在给定所有其他行为体选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通过选择另外一个策略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纳什均衡被认为“体现了战略博弈行动的稳定状态，在此状态里每一个参与人都拥有对其他参与人行动的正确预期，并且能理性行动。它并不试图去检查稳定状态达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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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亦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的状态。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效用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简言之，如果改变策略，有两个行为体A和B，如果能让A在不损害B利益的情况下改善A的利益，则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在某一个状态下，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则称当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3．博弈模型与制度设计

博弈论的产生和不断完善，不但推动了经济学的研究，而且促进了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在国际关系领域，博弈论不但使得“国际合作”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而且使得“国际合作”在现实中变得与“冲突”研究一样具有可操作性。在这里，我们仅就被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广泛使用并最为典型的四种博弈模型进行简要的梳理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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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囚徒困境博弈

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也被称做协作博弈（collaboration game），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得最为透彻、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博弈模型。在囚徒困境的经典博弈模型中，A和B分别代表两个行为体（罪犯），S1（不招供罪行）和S2（招供罪行）代表他们的行为战略选择。他们的利益在于所受惩罚的轻重程度，其中4表示利益最大（所受惩罚最轻），1表示利益最小（所受惩罚最严重）。囚徒困境的经典模型描述的是如下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罪犯（A和B）共同参与了一项犯罪活动，在没有串供可能性的情况下，各自选择什么样的战略（S1表示“不招供”，S2表示“招供”）来面对法官的审问，从而达到惩罚最轻的效用（4表示惩罚最轻，1表示惩罚最重）。法官告诉他们每个人的规则是，如果他们招供将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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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1表示不招供，S2表示招供，P表示帕累托最优，N表示纳什均衡。

图10-1　协作博弈（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博弈战略选择的结果是：如果双方的战略选择不一致（例如A选择S1，B选择S2；或者A选择S2，B选择S1），结果是一方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对方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失（4，1或者1，4），这样必然导致受损的一方改变战略；如果双方的战略选择相一致（例如A和B都选择S1，或者A和B都选择S2），其结果是双方的利益效用相同（3，3或者2，2）。如果A和B双方都选择S1，其效用（3，3）对双方都是最优，但是这种结果很不稳定，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战略达到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回到损害对方的局面中（4，1或者1，4）；如果A和B双方都选择S2，其结果（2，2）最为稳定，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改变自己的战略从而使得自己获益更大（纳什均衡），但是，这种战略选择的结果对双方而言只能是次优。

囚徒困境博弈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囚徒困境博弈的均衡结果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次优，双方都想摆脱次优的困境，所以，不合作就成为博弈双方主导的战略；第二，在囚徒困境中，因为任何一方都有通过欺骗对方而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所以，处于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存在着背叛和搭便车的可能性。

囚徒困境博弈对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途径，而在相互合作中，任何国家都需要获得有关其他国家行为的广泛信息。如果没有信息透明的制度或机制做保证，每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采取不合作的战略，这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次优。二是，解决国家之间的囚徒困境必须有强有力的正式的制度或者机制做保障，通过建立较强的制度或者机制，使得背叛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或者机制的监督以及强制力，就很难避免自利国家的背叛行为或者免费搭车行为。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囚徒困境博弈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国际体系中的“集体行动”问题或“公共物品”问题。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囚徒困境通常被运用在两类问题的分析之中：一类是互惠贸易自由化；一类是资源的集体管理。

在国际体系中，贸易互惠经常陷入囚徒困境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既想从开放贸易中受益，又同时不开放本国国内市场，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只要有机会，就背叛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出现“搭便车”行为。解决这种困境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强互惠贸易机制的建设，通过赋予机制强制力或者执行力，对那些搭便车或者背叛承诺的国家进行惩罚，从而使得这些国家不但认识到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能得到提供给签约国的利益，而且认识到保持持续合作比欺骗更有利。

囚徒困境也存在于对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的管理之中：如果所有国家都不考虑环境的代价只顾经济发展，虽然短期来看带来了好处，但是全球环境这个公共物品最终会受到无法逆转的摧毁，所有国家的福利都会因此受损。走出这种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制定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使得相关国家不但相信节能减排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也相信背叛节能减排等环境领域的国际协定将受到惩罚。《京都议定书》长期无法顺利推行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范围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保护环境的约束机制，这就使得某些国家虽然做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但并不严格执行。

（2）协调博弈

协调博弈（coordination game）的经典模型称为性别大战（Battle of the Sexes）。在该博弈模型中，行为体A代表丈夫，行为体B代表妻子，S1代表看戏，S2代表看球。夫妻约定在下班后一起度过晚上的时光，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相互之间失去联络，因此两人都面临着是去戏院看戏还是去足球场看球的选择。夫妻二人的面临难题是：妻子更喜欢看戏，而丈夫更喜欢看球，而且他们只有在一起看球或者看戏双方才会很满意；如果夫妻双方分开行动的话，双方都不是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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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1代表合作，S2代表背叛，P表示帕累托最优，N表示纳什均衡。

图10-2　协调博弈（性别大战）

协调博弈中战略选择的结果是：如果双方都选择自己的偏好，即丈夫选择去球场看球，而妻子选择去戏院看戏，那么，由于他们不能在一起，因此双方都不满意（1，1或者1，1）；如果双方都同时选择一起去看戏，或一起去看球，尽管都会有一方略微做出让步，却能使得双方利益最大化（4，3或者3，4）。

协调博弈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尽管博弈双方的偏好有所不同（如丈夫偏好看球，而妻子偏好看戏），但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意愿和选择趋向（例如夫妻双方都希望在一起看球或看戏）。第二，博弈双方必然有一方做出轻微的让步，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也存在着由于双方在利大利小分配上的争执，最后导致“共同失利困境”（dilemma of common aversion）的可能性，即双方都最不愿意得到的结果。

协调博弈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是：处于协调博弈中的国家，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偏好的结果，但由于没有主导战略，所以，双方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在两种均衡结果中何者将获胜。如果能够通过协定或者协议使得双方在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就可以获得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协调博弈通常被应用于全球或地区市场的监管分析上。全球或地区市场的监管需要相关国家的相互合作，但是，由于存在多种多样的监管方式，而且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偏好的监管方式，这就需要这些国家相互合作。因为在协调博弈中没有国家会通过背叛来获取利益，所以，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需要强有力的机制和制度，只要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合理的标准和协定，就比“协作博弈”更容易达成合作。到目前为止，协调博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被广泛应用于三个具体研究议题的分析中：一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关于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博弈；三是最近欧盟内部关于货币统一的博弈。
〔365〕



（3）保证型博弈

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的经典模式通常被称为“猎鹿博弈”（Stag Hunt）。模型中的行为体A和B分别代表两个猎人，S1表示两个猎人只选择等待时机捕获一只经济价值比较大的鹿；S2表示双方先开枪捕获经济价值比较小的兔子而放弃捕获鹿。猎鹿博弈的经典模型描述的是如下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猎人A和B在傍晚的时候一起出去打猎，他们分别在一个猎场的两边等待鹿的出现。如果两个猎人的目标是共同捕获一只经济价值比较大的鹿（S1）的话，他们就必须耐心等待鹿的出现，从而放弃捕获其他动物（如兔子）的机会。假如一只经济价值比较小的兔子出现，只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先开枪（S2），尽管他们会捕获到一只兔子，但由于惊动鹿的出现，因而失去捕获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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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1代表捕鹿，S2代表捕兔，P表示帕累托最优，N表示纳什均衡。

图10-3　保证型博弈（猎鹿博弈）

保证型博弈中行为体的战略选择结果是：如果行为体的任何一方怀疑对方等鹿的动机（S1），那就可能将对方推向选择先捕获兔子（S2），那结果就是自己的收获最小（1，3或者3，1）；如果行为体双方都背叛对方，其结果对双方虽然是均衡的（2，2），但对双方都不是最优的；如果行为体双方能够遵守彼此之间的协定，那结果不但是均衡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最优的（4，4）。

保证型博弈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两个行为体有一个共同偏好的最优结果（4，4），由于双方都没有主导战略，因此，只要双方合作就可能使得双方利益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第二，虽然相互背叛在博弈中也有一个均衡结果（2，2），但这个结果对双方而言是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这就不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所以，行为体双方没有背叛的动机。

保证型博弈给国际关系学者的启示是：在保证型博弈中，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如果其拥有公开透明的内部制度和协调一致的政策，就能通过相互合作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任何国家的单边行动都不利于其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动机产生怀疑而采取背叛战略，就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国家行为的理性化是保证此类博弈中国家达到利益最优的关键。如果参与博弈的国家的信息是透明的，而且各国的行为是理性的，那么，制度建设就是没有必要的。
〔366〕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保证型博弈主要用于全球金融市场或地区金融市场中相关国家如何进行合作的分析中。随着资本在相关国家之间流动性的不断提高，全球金融市场或者地区金融市场为相关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融资机会。如果相关国家认识到自己是全球金融市场或地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并且采取适当的政策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那么，这些国家就能从稳定的全球金融市场或地区金融市场中受益。相反，如果某些国家错误的政策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或者地区金融市场产生了不稳定，那么，其他国家由于担心这种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会采取其他政策来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或者限制资本的流动，这虽然降低了自身在全球或地区金融市场的风险，但同时也降低了本国投资收益的机会。
〔367〕



保证型博弈可以很好地解释1992年欧洲发生的货币危机。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就是由于当时的德国在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马克坚挺的情形下，还偏执于本国利益，不顾英意两国经济一直不景气而为本国经济发展提出降低利率的要求，不仅拒绝了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呼吁，反而提高利率。过高的德国利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从而导致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如果欧洲各国在当时能够在货币问题上进行合作，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不过，正是由于此次危机的教训，也使得欧洲各国意识到合作性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促使了欧元区的形成。

（4）劝说型博弈

以上三种博弈模型分析的是在行为体的偏好对称条件下的博弈选择，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行为体偏好不对称的博弈，劝说型博弈（suasion game）就是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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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1代表合作，S2代表背叛，P表示帕累托最优，N表示纳什均衡。

图10-4　劝说型博弈（兰博博弈）

劝说型博弈，又称兰博博弈（Rambo game），主要是由德国的学者佐恩（Michael Zürn）和美国学者马丁（Lisa Martin）提出的。佐恩于1990年分析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相互合作时发现这样一种情形：当集体行动结果可能（通常是）为次优时，行为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优而拒绝合作，除非利己的“兰博们”得到“劝说”：合作有利于他们长期的利益，或者关乎他们从属的共同体的安危，或者与其他问题相关联。在这种情形下，不满意的一方通常会尽量将其他事务牵连进来，以改变自己的不利情形。
〔368〕

 后来，佐恩借用风靡一时的动作片《第一滴血》的主人公“兰博”（Rambo，虽处于弱势却是孤胆善战的英雄）的名字将这种情形称为“兰博情形”。而几乎在同时，美国学者马丁在研究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对技术出口的控制的合作机制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形，马丁称其为“劝说博弈”
〔369〕

 。

劝说型博弈中行为体双方的战略选择结果是：当处于强势的行为体A将合作作为主导战略，如果处于劣势但勇敢的行为体B选择合作战略，那么行为体A获得了其最偏好的结果（4，3），但由于行为体B所获得的结果是次优而不是最优，所以，行为体B通常对这种结果不满意；当行为体B采取背叛或者免费搭车行为时，如果行为体A作为惩罚也采取背叛时，其结果要么是行为体A放弃主导战略（1，1），要么是行为体B对得到的结果也是其不愿意的（2，2）；当行为体A坚持其主导战略，同时又能通过策略上的问题联系方式给予行为体B以额外补偿时，就可以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3，4）。

劝说型博弈的基本特征有三个：第一，两个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是不对称的；第二，强者一方将合作作为主导战略，并愿意单方面提供公共物品；第三，博弈双方不但存在利益分配问题（正如在“协调博弈”中一样），而且还存在着背叛问题（正如在“囚徒困境”中一样）。

劝说型博弈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启示是，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在实力和利益偏好上都是对称的，当国家之间在实力和利益偏好不对称且处于优势状态的国家（例如霸权国家）愿意采取主导战略单方面提供公共物品时，强国必须面对其他国家的“搭便车”的挑战。如果强国采取单边行动而允许弱国“搭便车”，那么为强国所主导的公共物品就会陷入前面所讨论的“囚徒困境”中，而这是强国所不愿意的。如果强国更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强国就必须劝说或者强迫其他国家来合作，这必然涉及强国与合作国的利益分配问题，使得强国面临新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强国通常通过问题联系途径（issue-linkages）采取两种战略劝说弱国合作：一种是威胁（减少给弱国的偿付额度）；一种是承诺（提高相互合作所支付的额外额度）。
〔370〕

 在这种两种战略中，尽管强国都要付出成本（如果威胁没有效果，强国必须承担高昂的成本；如果承诺有效，强国也只能得到次优的结果），但强国在国际层面上却拥有了持久的主导权，这种持久的主导权可以补偿即时付出的成本。所以，处于劝说型博弈中的国家，只要相互之间建立了可信度，相互合作既能避免“免费搭车”现象，也能进行利益的合理分配。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劝说型博弈通常被引用的案例是上文提到的美国对技术出口的控制
〔371〕

 以及在冷战期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合作
〔372〕

 。最近也有学者将劝说型博弈应用于朝鲜半岛的安全机制的分析上
〔373〕

 。

以上四种博弈模型是博弈论被引进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后最为常用的模型。博弈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加强国家之间相互合作以及如何避免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体系中，加强国家之间相互合作、避免相互之间冲突的途径也许有许多种，但历史经验表明，制度／机制的途径是其中最具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的一种途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制度／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国际冲突。由于博弈论被作为分析工具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主要是解决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根据这些博弈模型的基本特征以及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可以初步评估出制度／机制对于解决国家利益分配的难易程度（参见表10-4）：保证型博弈由于是“没有分配冲突的合作博弈”，所以非常容易解决；协调型博弈虽然是“存在分配冲突的合作博弈”，但也容易解决；囚徒困境博弈由于存在着“进退两难境况”，所以很难解决；而劝说型博弈不但涉及利益分配，而且还涉及免费搭车，所以最难解决。

表10-4　利益、战略选择与制度解决的难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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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p. 44—82和〔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第39—51页中的相关内容并在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 88中的表格基础上修改和扩充而成的。

4．博弈论的局限性

尽管这些博弈模型对于理解已有的国际机制／制度以及设计新的国际机制／制度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正是由于这些分析工具的引入，才使得国际机制／制度研究超越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概念争论，从而在现实中具有可操作性和检验性，并在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国际机制理论”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374〕

 ，但我们不能因此过分夸大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博弈论作为一种理性分析工具，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与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密切关联。

（1）理性的有限性。博弈论最为基本的假设是，人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作为理性的个体总是能没有错误地计算出通过最佳的手段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人是理性的，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因为，任何人不可能是全知的决策者；任何人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的选择；任何人也不可能考虑到其他人的选择的所有可能的结果。所以，在有限理性假设中的人，与其说将其效用最大化，不如说是效用的满足。
〔375〕



（2）偏好的社会局限性。博弈论还假设，人总是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独立理性选择。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理性的有限性，作为个体的人的行为选择并不总是以理性的方式来进行。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人们通常是通过某种情感来表达他们对某种特殊价值的忠诚，或对某种社会规范的反感。理性选择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假设人是抽象的工具理性动物，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其偏好选择要受到诸如阶级、意识形态以及权力这些社会属性的影响
〔376〕

 。特别是当我们将理性选择用于国家行为的分析时，我们很难忽视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实力对国家行为选择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国际关系学者将理性分析工具应用于国家行为选择时反复强调“国家是理性的”主要原因。

（3）集体行动过程的复杂性。博弈论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必须面对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当任何国家决定是否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时，这个决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决策过程要受到如下三个政治要素的制约，即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个地位；该国的特殊实力；该国国内联盟的强弱程度。
〔377〕

 换句话说，国家之间形成集体偏好既要受到相互之间业已形成的结构的影响，也要受到不同问题领域的优先性的影响，还要受到相互之间互动过程的影响。尽管博弈论作为一种数学模型，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给予了尽可能的关注，但如果我们认为博弈论已经囊括了国际关系结构和过程的所有变量，就很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出现政策决策上的偏差。

（4）信息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博弈论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就是所有参与者拥有共同知识，而这主要取决于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博弈论在理论上已经发展出不同信息状态下的各种模型，诸如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尽管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将这些不同的博弈模型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378〕

 ，但这些研究都基于一个假设：无论是在国内政治中，还是在国际谈判中，行为体所拥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而在现实政治市场中，我们不但要拥有真实的信息，还要剔除虚假的信息。对于真实的信息，我们可以应用博弈论的模型进行分析，但如果我们将虚假的信息误认为是真实的信息，那结果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在应用博弈论分析国际关系时反复强调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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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

自从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产生以来，关于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并由此出现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而且也是不同时代社会现实论争的焦点，并由此导致不同国家对世界市场采取不同的政策。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论争主要是围绕着框定世界市场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一体化诸问题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的演进，还是政策建议，也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领域展开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国际金融和货币、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一体化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议事日程，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十一章

国际金融和货币的政治学

第一节　国际金融和货币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汇率制度选择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与国际贸易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形成并不断沿续的两大支柱，也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两个核心议题。当人们直接用一种商品／服务来换取另外一种商品／服务时，我们可以将这种贸易称为物物贸易，而当人们通过某种媒介来计算两种商品／服务的价格时，这就是货币。关于国际货币的基本知识，所有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都有详细的介绍。
〔1〕

 与国际经济学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货币政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政治分析时，主要关注两个核心议题：一是单个国家汇率政策偏好的形成问题；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问题。

一、货币及货币的政治职能

按照通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货币在理论上应该是满足如下三种职能中的全部或部分：交换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延期支付标准。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是指，货币是一种特定的物质，能在支付过程中被交易双方在给予和收受时普遍接受；计价单位职能是指，在衡量产品服务的成本、债务以及合同中出现支付时被作为一种广泛认可的计价标准，这种职能便于确定毫不相关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价值储藏职能是指，货币可以把现实的购买力转移到未来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上。由于这些职能，货币成为商业、储蓄、投资的基础。

货币除了以上经济学定义的职能之外，还与政治权力密切关联。货币从其产生起，就一直与政治权力密切关联，并且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货币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货币的价值通常取决于政府的信用。金属货币和纸币一般是公认的通货选择，因为他们可以在控制数量的前提下进行大规模生产，其价值取决于发行机构的信用价值，而这通常是指政府的信用价值。例如17世纪初由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信用担保，从而使得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欧洲经营外汇、黄金和白银的中心。
〔2〕



（2）货币以及因此而出现的金融市场的管理通常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货币的储存导致银行的产生，并由此形成了金融市场。而政府为制定银行规则、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3〕

 政府对国内和国际金融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使得贸易、投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有序地进行。比如，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银行宪章议案》，将银行发行纸币最大额的上限固定在1400万英镑，并且有政府债券进行担保，以此防止通货膨胀。

（3）货币是政府进行支付和赔偿的手段。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工具”成为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工具。比如，在17世纪的荷兰，政府通过提供保障，使得阿姆斯特丹银行发行的“银行票据”具备了特定的信用，从而使得荷兰成为许多商品的“囤积地”、“集散地”和“中转地”
〔4〕

 。

（4）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虽然货币变得越来越具全球性或区域性（比如关于欧洲单一货币的争论），但一国的货币仍然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象征。

二、汇率及“汇率政治三难”

汇率是指一国货币用另一国货币表示的价格，或指一种货币自由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汇率的高低既受国内市场的影响，又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就国内市场而言，汇率的高低既与利率相关，也与对未来的预期有关，而这些又是由国内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汇率的变动还要受到各国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以及货币供给以外的要素诸如商品和劳务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就国际市场而言，汇率还要受到诸如贸易以及投资要素的制约。

对于汇率，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汇率体系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后果，而政治学家则更对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汇率政策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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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开放经济或一个逐渐开放的经济中，汇率问题极少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汇率的确定以及汇率的浮动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由此而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金融和货币研究领域中著名的“汇率政治三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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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治三难”是指，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任何单个国家是在追求三个政策目标：稳定的汇率、自主的国家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但研究者们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政策目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三个政策目标。任何国家，只要实行开放经济，如果这个国家要保持资本的流动和固定汇率，它就必须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假如一个国家为了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实行独立的货币扩张政策，那么结果必然是资本外流，国内利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调高利率，同时放弃开始的货币政策，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如果政府坚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那政府只能是要么控制资本流动，要么采取浮动汇率，从而牺牲其他两个政策目标中的一个。这是浮动汇率制实行以来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的难题，亦即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著名的“汇率政治三难”问题。

就国内政治而言，构成“汇率政治三难”的核心议题是其中的货币政策。所以，究竟是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成为各国国内政治以及对外经济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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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实中，任何货币政策的制定以及实行必然涉及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或不同的产业部门，由此而形成了政府的“汇率政策偏好”。也就是说，不同的产业部门出于不同的利益而对汇率的偏好是不同的，例如，从事出口贸易的生产商一般偏好汇率升水，这样，他们的产品由于价格低而在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而从事进口贸易的生产商则偏好汇率贴水，这样，他们的产品与进口的同类产品相比就具有价格优势。这些不同的产业部门或生产商经过国内政治博弈，最终影响政府的汇率政策。因此，对影响政府汇率政策偏好形成的国内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过程进行研究，便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货币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三、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管理

货币及汇率政策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一个国家改变国内收入以及就业水平的手段，因而，货币以及汇率政策与国内利益集团相关，而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关。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是为分析方便而进行的假设。在现实中，这种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变动，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汇率的反向变化，进而影响到相应国家之间商品的需求（贸易）以及投资的趋向（资本的流动）。特别是随着国家之间商品以及服务往来的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这就使得建立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奋斗的目标。


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
 ：任何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两个基本目标：内部平衡（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和外部平衡（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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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任何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满足相关国家的这两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同时具有三个职能：清偿能力、调整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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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就很难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清偿能力是指，任何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供应充足的货币，为贸易融通资金，为调整创造条件，并能提供金融储备。所谓调整是指，针对各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拿出解决的办法，或改变汇率，或迫使相关国家进行国内经济的扩张或收缩，或直接控制国际贸易。所谓信心是指，国际货币体系必须防止各国金融储备机构出现不稳定，从而使得各国对储备货币充满信心。


国际货币体系的类型
 ：依照上述三种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在过去150年里主要经历四个时期：满足以上三种职能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有两个时期，分别是1870—1914年的金本位时期和1945—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时期；未能满足以上三种职能的1918—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混乱时期（吉尔平教授也将其称为空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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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浮动汇率时期。

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金，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采取固定汇率的货币体系，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中，相关国家的货币要么以某种贵重金属诸如黄金或白银为基准；要么以某国的货币例如“美元”为基准。第二类是采取完全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相关国家的币值主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来确定。这两类国际货币体系是两个特例，是处于极端状态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类介于其中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类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
 ：无论是采取固定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介于固定汇率与完全浮动汇率之间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涉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问题，这也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当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各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如何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管理的问题上，各国分歧很大，分歧的根源主要集中在如下六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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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政策的自主性；（2）汇率的自动稳定；（3）纪律性；（4）投机行为；（5）国际贸易和投资；（6）政策协调。这六个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货币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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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汇率政治三难”就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货币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汇率制度形成的原因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研究的核心议题，并因此出现了三种主要解释模式：霸权国家偏好、国内社会集团联盟以及国内政治制度。

一、霸权国家偏好

从霸权国家的偏好分析汇率制度选择是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货币领域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是霸权稳定论所倡导的。从本书第六章对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霸权稳定论在提出之初主要是解释国际货币和金融机制的变革问题，之后才逐渐被政治学家应用于政治和军事领域。

霸权稳定论在解释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的机制变革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命题：霸权国家的偏好决定了国际货币和金融机制的选择。其主要论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霸权国家主导着世界政治的总体权力结构。世界政治的总体权力结构处于不断转化和变革之中，导致权力的这种转化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而相互之间竞争的目标无非是增加财富以及增强国力。然而，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各国又都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以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正是在世界权力结构的这种矛盾状态中，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权力结构状态：一种是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即大国或强国通过相互之间的权力平衡来建立或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另一种是霸权（hegemony），即一个国家有足够强的能力来建立或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英国霸权（1870—1914年）及其主导下的被宣称为“和平时期”（政治意义上）和“第一个黄金周期”（经济意义上），以及美国霸权（1945—1973年）及其主导下的被宣称为“和平时期”（政治意义上）以及“第二个黄金周期”（经济意义上）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和追随者通常引用的两个最为典型的案例。

第二，霸权国家的意愿（偏好）和能力是国际机制建立和维持的关键因素。尽管关于霸权国家的动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是主要出于霸权国家自身的利益？还是主要出于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在霸权国家有意愿建立和维持稳定的国际体系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在霸权国家意愿的基础上，霸权国家的偏好直接决定着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机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解释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固定汇率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以邻为壑”政策的再现，美国开始主动承担世界经济秩序建设的领导者责任，设计一个既能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又能通过国际合作来保证的自由经济体系。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以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维护固定汇率制度的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固定汇率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了稳定的交易支付方式，并且同时实行资本控制，这样可以防止缺少资本的欧洲国家资本外流，同时也有利于维持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地位。所以，固定汇率制的选择反映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偏好。

第三，霸权国家的能力保证国际机制得以顺利实施。在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的总体权力结构中，国际机制的选择不但反映了霸权国家的意愿，同时也取决于霸权国家的能力。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就曾提出一个论断，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衰落后虽有意愿却没有能力，而美国虽有能力却没有意愿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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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944—1947年间，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建立，但在1944—1947年之间既不能有效地调解国际金融关系，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当时西欧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而正是霸权国家美国弥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足，在美国单边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元本位，从而为国际经济提供了流动性和协调。从1947年到1960年，美国有能力也愿意管理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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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确实是在美国霸权的支持下建立和运转的，美国霸权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控制也就成了当时西方多数国家的政策选择。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且平稳地运行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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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汇率制度选择而言，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确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其他国家是霸权国汇率制度安排的接受者。因此，无论是英国霸权下的金本位制，还是美国霸权下的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都被看做是分别反映两个霸权国利益偏好的制度安排。诚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推动者基欧汉等人所总结的：





霸权稳定论这种“总体结构模式在解释战后初期国际货币领域的机制变迁最为成功。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地位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复兴机制和全面实施布雷顿森林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导致1971年机制变迁的事件上，在1971—1976年谈判中，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配也发挥了重要的——尽管不是压倒一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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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霸权国家偏好为路径来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总体权力结构分析也存在现实和理论上无法解释的问题。从现实来看，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的某些事件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首先，霸权国家偏好无法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制度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已然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国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并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安排，衰落的英国仍然是国际货币关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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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霸权稳定论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部分是由于学者们对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存在着争论。如果是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那么为什么是美国人自己亲手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没有采取挽救措施？如果美国霸权并没有衰落，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变动的动力何在？最后，霸权稳定论也无法解释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的发展。70年代以后关于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的争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似乎都难以用霸权来解释。

从理论上看，霸权稳定论关注的焦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和解体，强调霸权国家的汇率制度偏好决定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但是并没有说明霸权国本身的汇率制度偏好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在解释国际货币关系变化时也就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比如，对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从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符合霸权国美国的利益，强调开放、自由的金融秩序更能维持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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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学者则强调正是美国霸权才导致固定汇率无法维持。

现实和理论上的困境使得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关系的解释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学者们开始寻找替代的解释路径，即既能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创建的动力和衰落的根源，又能解释国家汇率制度偏好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国际货币合作。受国际关系研究在80年代后期重新关注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也开始引入国内政治要素来分析国际货币关系，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进而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以及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

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两次理论论战（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关系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已经超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霸权稳定论，开始关注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以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关系发展为依据，从国内／国际和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新的研究路径：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和以制度中心的路径。

二、国内社会利益集团

从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偏好来解释汇率制度选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资本流动迅速扩展，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日渐形成。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美国国外的银行分支从1965年的13家增加到1974年的125家，资金总额也由91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二是生产的全球化，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了大量的流动资本，这些资本可以根据利率和预期汇率调整来投资获利；三是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以及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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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趋势的直接结果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流量都迅速膨胀，到了80年代后期，全球每天外汇的交易量达到了6500亿美元，超过国际贸易量近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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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工具的扩展使得这种金融全球化趋势深入到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受世界经济影响的国内部门集团以及社会群体也越来越多，国际金融关系的扩展突显了汇率制度的国内政治意义。

国际金融的迅速扩展改变了相关国家国内利益集团对汇率政策选择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态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盛行的时代，由于相关国家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缺乏金融自主权，所以，国内利益集团和政党很少关注货币政策的社会福利后果，而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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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固定汇率制的结束、浮动汇率制的开始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浮动汇率制的盛行以及各国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加大，关于国内社会利益集团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被提到日程上来，学者们开始研究汇率制度安排的国内政治经济后果，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国内社会利益集团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国内社会利益集团解释模式强调的是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社会基础，认为一个国家国内不同的社会部门是影响该国汇率制度安排的根源。简单地说，汇率表示的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汇率调节的就是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而国内和国外商品的相对价格是影响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理解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就必须分析国内不同社会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一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能够保证汇率稳定，从而能够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这样国内的出口商和投资者都会倾向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然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成本是政府将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从而无法为了政治目的而改变或者影响汇率高低，这样，那些进口竞争部门就失去了政府可能提供的保护政策的机会，成为固定汇率制下潜在的受损者。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浮动汇率制选择中，如果政府采取浮动汇率制，出口部门和投资部门则必须面对因汇率的波动而带来的风险，成为浮动汇率制潜在的受损者，而进口部门则因政府采取的保护政策成为潜在的受益者。

由于汇率制度选择会对国内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配产生影响，所以，这些社会集团对汇率制度安排对自身福利的影响非常敏感，它们通常采取游说活动，影响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这样，对汇率稳定性（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自主性（浮动汇率制）的选择自然就转变成了国内不同社会部门的博弈过程：那些同国际经济联系紧密的部门和行为体比那些国内取向的部门会更愿意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比如国际银行、跨国投资者以及跨国公司还有出口商都会希望政府提高汇率的稳定性和预测性，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而那些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以及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厂商则更愿意有灵活的货币政策，从而希望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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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的弗里登（Jeffry Frieden）教授曾根据外向部门／内向部门、贸易商品／非贸易商品将汇率制度偏好分成四类（表11-1）。

表11-1　汇率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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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就汇率水平而言，“高”是指汇率的上升，而“低”则是指汇率的降低；就汇率灵活性而言，“高”意味着完全浮动汇率，而“低”则意味着固定汇率。

资料来源：Jeffry A. Frieden, "Exchange Rate Politics", in Jeffry Frieden and David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p. 260.

弗里登认为，不同社会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汇率制度和汇率定价会有不同的偏好，而国家的汇率制度就是这些社会部门利益综合的过程或者是博弈的结果。那些面向国内的生产者更愿意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面向国际的生产者则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贸易部门的生产者期望本币贬值，而非贸易部门和海外投资者则希望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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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登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认为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那些投资者和出口商支持地区货币一体化，而进口竞争部门则会因政府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受损，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因而成为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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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以社会利益集团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强调汇率制度对国内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并据此设定这些不同部门的汇率制度偏好。对国家而言，作为国内利益的代表者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政治联盟基础来选择汇率制度安排。

以社会利益集团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将汇率政策视为一个完全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统治者是善意的统治者，是政策的供给者，而国内不同的部门是政策的需求者，因此，政治家完全是根据社会集团的偏好来选择汇率制度的。但是，这种解释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首先，这种研究路径暗含了一个假定：出口商和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也就是说汇率波动会增加贸易和投资的风险，而固定汇率则降低了这种风险。正是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以弗里登为代表的学者才会坚持认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厂商和投资者会支持固定汇率制，而进口竞争者会反对固定汇率制。但是风险规避的前提并未得到经验证明，而且有经验表明出口商和投资者在风险规避、风险中立和追逐风险中并无明显差异。第二，汇率制度的分配性后果不同于贸易政策，国家贸易政策是歧视性的，因此针对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是会采取集体行动的。但是汇率制度不同，从汇率制度变化中受益的群体并非小群体，汇率制度改变的收益也非排他性的，因此，社会集团缺少进行集体行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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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以社会利益集团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最大的缺陷就是忽略了政策制定者本身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偏好。

三、国内政治制度

从国内政治制度的偏好来解释汇率制度选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货币和金融领域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汇率政策制定者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的政策偏好，主张从选举制度入手，探讨政治家以及政党所偏好的政治制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从国内政治制度角度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学者一般接受以下基本假设：（1）政治家或政党都是理性行为体，其行动的基本原则就是效用最大化，政治家或政党为了能够持续执政或夺取政权，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赢得选举；（2）利益集团和选民也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参与投票，他们会选择最能体现自己利益的政治家或政党；（3）政策选择是不同偏好的行为体互动的结果，没有预先设定的最优政策；（4）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决策过程是分享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是国内政治妥协的过程；（5）不同政策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和机会成本。

这种研究路径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党的偏好直接决定汇率政策的选择。对政党或政治家而言，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对赢得选举有不同的意义。固定汇率制可以提供稳定的贸易环境，降低汇率的不确定性并降低跨国界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会促进本国贸易部门和投资的发展。如果这种选择能够增进国家的整体福利和强化特定集团对政府的支持，那么执政党或政治家就愿意采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度的收益在于政治家可以应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从而为选举和执政党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基础。因此，政党对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选择问题的前提在于是否可以赢得选举。

第二，选举制度不但决定政府对汇率政策选择的偏好，而且还决定政府执行汇率政策的能力。使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成本和收益同国家的选举制度密切相关，多数选举制和比例代表制同汇率制度之间的选择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学者们认为，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倾向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则倾向浮动汇率制。这是因为，从政权更替的角度来考虑，多数选举制一般会产生单一政党主导的政府，所以因选举产生不同政府的可能性很高。为了保证政策的稳定和透明，各政党更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而在比例代表制下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即使政权更迭，一般也会产生联合政府，在政治制衡方面能够保证。既然执政党与在野党都能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所以在比例选举制度下，政府倾向采用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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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选举制度还决定政府执行汇率政策的能力。因为，实行固定汇率制需要必要的市场监管和保证汇率稳定的能力，只有权力集中的政府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多数选举制度容易产生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能够保持稳定和长期执政，从而有能力保证并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而比例代表制一般会产生联合政府，在政策协调和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方面存在困难，一般愿意采用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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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关注的是国内制度制约下行为体的政策偏好，通过研究选举的政治制度结构的不同来分析政策选择过程和结果。这种研究路径的贡献在于，它将研究重点集中在政策制定者自身的偏好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相对社会利益集团模式而言，又深入一步。同时，这种方法更多地借鉴了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这是将国内政治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发展。但是，这种相对新颖的研究路径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难题。第一，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内是不同的。有的政府习惯使用财政政策工具，而有的政府倾向于货币政策工具，因此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也可能由于习惯使用财政政策而选择固定汇率制。也就是说，选举制度同汇率制度的因果联系相对脆弱。第二，这种解释路径主要关注的是工业化相对发达的民主国家，而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上因缺少经验证据，因而在理论上无法进行延伸。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国内政治根源的探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国内社会集团模式和国内政治制度模式，克服了70—80年代盛行的“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在理论研究上前进了一大步，为我们深入理解政治和经济以及国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关联性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开放经济的外部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选择必然涉及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关注并比较单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时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制度安排进行深入的了解。

第三节　汇率政策与国际货币体系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与困惑

正如前面所述，19世纪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四个阶段：金本位时期、固定汇率时期、混乱时期以及浮动汇率时期。这里，我们就每一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作一比较详细的论述。

1．金本位制（1870—1914年）

（1）金本位制的起源


金本位制起源于以黄金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为黄金和白银属于贵重金属，所以，黄金和白银自古以来就有这些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将黄金等同于财富进而限制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但真正将黄金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则起源于1819年英国国会颁布的《恢复条令》，要求英格兰银行恢复从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爆发以后被终止了四年的将通货与黄金按一固定比率兑换的业务。《恢复条令》标志着金本位制的正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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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在开始时只有英国和其殖民地所用，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逐渐效仿，包括德国（1872年）、斯堪的纳维亚（1873年）、荷兰（1875年）、比利时、法国和瑞士（1878年）以及美国（1879年），到了1879年，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采用金本位制。尽管在1873—1896年经济危机之中，关于是否采用金本位制在许多国家内部出现了政治争论，但经济危机之后，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金本位制得到了加强，日本和俄国（1897年），阿根廷（1899年）、奥匈帝国（1902年）、墨西哥（1905年）、巴西（1906年）以及泰国（1908年）也纷纷加入了金本位制。到了1908年，除了中国和波斯（现在的伊朗）在进口结算不用黄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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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金本位这种固定汇率制度。

（2）金本位制的特点和机制


关于金本位制的特点，本杰明·J. 科恩将其归纳为两点：①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中央银行按固定价格买卖黄金；②公民私人可以自由进口和出口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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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本位制的这两个特点保证了黄金在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

金本位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价格—硬币流动机制。价格—硬币流动机制是由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提出的。17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英国必须实行严格的国家贸易和收支管制，否则，英国将会由于国际收支赤字而导致流通中的黄金货币不足，从而导致国内贫困。而休谟则认为，黄金的流入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因此，长期的顺差是不存在的。通货短缺将造成国内价格水平的下降以及外汇收支盈余，而这最终会使货币流入本国直到本国实现平衡。所以，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黄金的流动自动地恢复平衡。
〔31〕



（3）金本位制成功原因的解释


关于金本位制的成功有目共睹，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但关于金本位制为何如此成功，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了解这种分歧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分析框架则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经济学家将金本位制成功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如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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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际货币市场是“自我调节”的，因而黄金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各国之间国际收支自动地平衡；②国内经济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反应是自然的，每个国家都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考虑内部平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和外部平衡（经常项目达到最优）；③国际货币体系对每个国家的影响是均衡的。总之，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为成功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典范。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则对经济学家的前提假设提出了挑战，对于金本位制成功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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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①国际货币市场是“创造出来”的，创造者则为当时作为霸权国的英国。②各个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并非是非人格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其产生起就具有一种结构性的特征，伦敦是其中心，而其他西欧国家次于英国，这种地位决定了相应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应是不同的。③国际货币制度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比如，发达国家由于是资本输出国，所以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调节资本的流量来对付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不发达国家由于是资本输入国，所以就无法运用这样的手段来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

总的来看，经济学家所依据的“自我调节”可以解释国际货币制度的兴起，但他们既无法解释为何很多国家在金本位制时期不遵守金本位制下的“游戏规则”
〔34〕

 ，也不能解释后来的金本位制度为何衰落。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不仅在于它解释了金本位制为何成功（霸权国的意愿和能力），而且也解释了为何金本位制衰落（霸权国没有能力），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后者，这种逻辑上的一贯性是国际经济学所不能及的。正如斯特兰奇所论述的：





某种称作为金本位制的机械式的自动体系解释不了1914年以前正在发展中的全球金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和影响到世界贸易的主要汇率的相对有序性。只有某个政府出于各种理由（大部分是国内原因）对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施的一系列政治上有效的安排，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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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上的“势力均衡”和经济上的“金本位制”一起奠定了1870—191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而当政治上的“势力均衡”失去有效性的时候，金本位制也就无法维持了。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制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遭遇给予充分的证明。

2．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时期（1918—1939年）

如果说金本位制的建立为政治（霸权、势力均衡）和经济（国际货币制度）的关联性提供了正例，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货币领域的混乱则为这种关联性提供了反例，即没有政治上的合作，经济上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遭遇，几乎所有的经济史著作中都有描述，所不同的只是描述的详细程度。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对这一时期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逐一描述，而只就与国际货币制度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进行重点分析。这个问题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几乎所有研究者不断提及并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是否是霸权国的责任？

这是国际货币关系中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即国际货币体系与霸权国家的关系问题。关于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以及随后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是否是霸权国的责任，一直是学术界广泛争论的问题，也是今天国际货币领域争论的一个命题。

关于1929—1939年长达10年的世界经济萧条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霸权稳定论出现之前，学术界曾存在着广泛争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69年在美国电视辩论中公开出现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经济萧条是由于美国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经济萧条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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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的原因进行理论探讨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71—1973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再次发生，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力图通过反思1929—1933年世界范围内经济萧条寻求两次经济萧条的共同性，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经济危机时期保证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至少需要具备如下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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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2）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3）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然而，这三个条件并不具有自律性，而是需要相关国家提供的。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提供这三个条件，只有霸权国家才具有能力提供。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英国已经不具备提供三个条件的能力，而美国虽具备这种能力却又不愿意为世界经济提供这三个条件，因而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由此，金德尔伯格得出结论：霸权国家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领导作用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

3．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1973年）

为了使得经济快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也为了避免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再度发生，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出奇一致地将两大目标作为战后经济政策优先的目标：在国内实现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在国际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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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由44国联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货币金融会议就是为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而采取的一大举促，由此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新的美元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基础，由此也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二个黄金周期”。

（1）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为基本的目标是解决国内自主和国际标准之间的矛盾。与1870—1914年传统金本位制下完全牺牲国内政策目标的自由经济不同，也与20世纪20—30年代牺牲国际稳定而一味追求国内政策目标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满足各国国内经济福利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如鲁杰所概括的：“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具有多边性；与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不同，它的多边主义建立在国内政府干预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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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货币领域主要有三大目标
〔40〕

 。①在满足各国经济自由的情况下，国际货币秩序要以固定汇率为基础，以防止30年代各国竞相进行货币贬值。②货币要有可兑换性，主要是用于经常项目收支的货币具有可兑换性，以此促进贸易的发展。③在一国发生“根本不平衡”的条件下，允许一国改变其汇率。

（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货币领域所采用的机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双挂钩制”。“双挂钩制”是指，黄金与美元挂钩，也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其他国家可以用美元进行国际储备和信用支付，需要黄金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用美元来兑换黄金，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只要钉住美元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固定汇率制。“双挂钩制”使得美元成为国际储备以及清偿的主要货币，这也标志着“美元霸权时代”的到来。

（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力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44—1958年之间主要停留在文件上
〔41〕

 ，但从1958年到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机制“双挂钩制”圆满地运行了10年，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其成功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个：

①美国的主导作用。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还是其在1958—1968年10年之间的运行，美国的主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美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树立美国作为领导者的国际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44—1958年之间之所以主要停留在文件上，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能否维持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没有信心，所以，美国的首要任务是让欧洲对美国因而对美元树立信心。从1946年到1958年，欧洲从美国共获得援助和政府贷款净额高达25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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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经济开始恢复，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信心开始加强。第二，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为了避免经济民族主义的复燃，美国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降低关税，带头开放美国国内市场，鼓励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②国际货币合作机制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58—1968年之所以能够顺利运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秩序的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涉及金融货币领域的国际机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又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前者主要立足于长期的发展项目以及减少贫穷项目；而后者则集中于宏观经济与金融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为建立和稳定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及其职能

按照IMF组织宪章规定，该组织的宗旨如下：

1．为成员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问题上进行磋商与协作提供所需的机构，通过该机构来促进国际合作。

2．促进国际贸易的均衡发展，借此达到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并扩大生产能力。

3．促进汇率的稳定和有条不紊的汇率安排，以避免国家间竞争性的通货贬值。

4．为经常性交易建立一项多边支付和汇兑制度，并设法消除对世界贸易发展形成障碍的外汇管制。

5．在临时性的基础上和具有保障的条件下，为成员国提供金融资金，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6．缩短和减轻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持续时间和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如下：

1．监督职能。为了通过多边合作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进行评估和监督。

2．借贷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贷款给那些收支平衡存在问题的国家，帮助这些国家重建它们的国际储备、稳定它们的货币、支付进口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条件。

3．技术援助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帮助成员国有效地管理经济政策和金融事务，诸如提高人力和制度资源的效率、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推动成员国生产资源的发展。

资料来源：http://www.imf.org.



（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就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推动下建立了稳定的经济秩序，美元成为固定汇率的基础，美元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交换媒介、记账单位以及价值储备的手段，这样，国际货币秩序的调整问题、清偿能力问题以及信心问题就得以解决。正因为如此，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福利国家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贸易而言，1950年，西欧国家出口额为190亿美元，1973年达到2440亿美元；对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而言，1973年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是其1950年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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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投资而言，与以前的对外借贷和证券投资不同的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对外借贷和证券投资，所以出现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由以前的殖民地和贫穷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到了1973年，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直接投资大约为200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进入发达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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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的方式也由以前的证券投资转向国外工厂的建设，比如，1950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其证券投资的2倍，到了1970年达到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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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福利国家而言，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也促进了公共部门的发展，根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3年，在工业化国家，公共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由1950年的27％上升到1973年的43％，社会保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由1950年的7％上升到1973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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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一时期被学者们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二个黄金周期”，以此与1850—191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相对应。

（5）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困境及其终结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却一直存在。而首先发现并阐述这一内在不稳定性的却是在学术研究中，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①“特里芬难题”

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出版了《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率先从学理上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依赖的美元汇兑本位制提出了质疑，指出该制度在清偿能力机制与国际上对该制度信心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后人将其称为“特里芬难题”。特里芬指出，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这种制度主要是依靠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来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美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美元时，其他国家才能持有美元进行国际结算；但当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数量增加时又得不到美国持有的黄金的支持和兑换时，就会对美元失去信心，而一旦对美元失去信心，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威胁到整个货币制度。其结果必然是，要么美国尽量避免国际收支赤字；要么寻求一种新的清偿能力机制。

这种学术研究在开始时并未引起政策决策者们的重视，然而，在后来的1969年以及1971年发生的两件事不但证实了这种学术研究的正确性，而且改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

②创设新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

为了解决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里芬难题”，必须创设一种与任何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关系的新的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造的一种储备资产，根据16种主要货币设计的、总额为300亿特别提款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其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份额分配给成员国。“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个人可以使用的货币，而是相关国家货币和金融部门作为一种储备资产来解决国家之间的收支不平衡，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改变国际社会在国际储备资产方面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为相关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国际清偿能力手段。

长期以来，关于特别提款权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受到了忽视。其实，“这个通过国际组织创造货币的步骤本身具有改变国际关系的深远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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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美国于1965年一改过去维持美元霸权的政策，率先提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一种与美元相匹敌的新的综合性国际储备资产计划？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仍处于鼎盛时期，1960年，其产量占世界产量的34％，其贸易进口占世界进出口份额的11％，出口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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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是国际贸易和相关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手段。然而，在1965年，美国一改过去维持美元霸权的政策，主动提出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一种新的国际货币，这在一般公众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答案只能有两种：要么是国内政党和利益集团使然；要么是国际市场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

关于从国内政治（政党和利益集团）来回答这一问题，学者们的反应似乎是共同的，即政党和利益集团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国内政治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变化，民主党一直主宰着白宫和国会，利益集团，例如国际银行家和公司董事们也不支持美国政府的新政策
〔49〕

 。而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这一问题，学者们则出现了一些分歧。
〔50〕

 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作为国际清偿能力的手段，主要是因为国际力量结构变化所致，这些变化包括：A．欧洲的复兴。比如法国以及联邦德国经济已经复兴，特别是欧洲国家开始使用“黄金杠杆”，即用盈余美元兑换国库的黄金，以此牵制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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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美国外汇市场从全面顺差转变为全面逆差，这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C．美国借助跨国公司在欧洲进行广泛投资，欧洲国家认为这是在输出通货膨胀。
〔52〕



总之，“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对于国际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关于为什么美国于1965年一改过去维持美元霸权的政策，率先提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一种与美元相匹敌的新的综合性国际储备资产计划，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但美国政策的转变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霸权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③终结美元与黄金挂钩：“尼克松冲击”

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5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新的储备资产以补充美元在解决国际清偿能力上面临的不足，但这一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固有的结构性难题：一方面，美元作为储备、交易以及干预性货币扩大了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特权，并使得美国在制定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时无须顾及其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美国为了维持其国际贸易的地位，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必须让美元贬值，但这又遭到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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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难题就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难题：要么阻止美元贬值，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贸易和国际收支），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要么放弃了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于1971年颠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冲击”。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次电视演讲中，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对内，美国政府冻结工资和物价，并准备消解税收和开支以刺激私营部门减少失业；对外，美国停止兑换黄金，改变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折算美元这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规则，学术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这一决定首先在经济上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用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和林德特的话来说就是，“他［指尼克松］用几句简练的话宣布以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黄金折算的美元值必须改变，从而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开始了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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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就是1973年以来的浮动汇率时代。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做出了让汇率浮动的决定，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牙买加协定》，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浮动汇率合法化，二是一国货币面值的决定是自己的责任。这样，建立在固定汇率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终结。

4．浮动汇率制及其困惑：“汇率政治三难”

自从1973年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过去近40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决策者一直在为这种浮动汇率制度困惑不已，争论不休。其中，最为困惑的是这种浮动汇率制引起的“汇率政治难题”。

汇率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国家自主与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各国努力维持本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通过促进资本流动进而促进本国的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避免由于各国的相互恶性竞争而导致世界经济衰退。然而，自从固定汇率制崩溃以来，全球不但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相反，金融危机不断，有学者曾做出统计，1945—1971年全球只发生了38次金融危机，而1973—1997年全球则发生了139次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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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有1992年英国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究竟是采取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决策者，褒贬不一，理由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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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最大困惑。

二、地区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理论及欧元的诞生

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困惑，人们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如果不能在所有国家实行固定汇率，那么，能否在若干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如果可以，在什么样的国家之间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学者们开始尝试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1．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Robert Mundell）于1961年提出的，意在评估几个国家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成本和收益。后来，经过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最优货币区理论逐渐完善，被选入新近出版的标准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并通过建立GG-LL模型来说明最优货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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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优货币区是指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要素的流动，使得多国经济紧密相连的地区，也就是说，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很大，那么，实行固定汇率对各个成员国都有益处。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理论假设是，在相关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可以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生产要素在地区内的流动，从而避免这些国家通过汇率政策工具影响价格、工资以及贸易。衡量最优货币区一般有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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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标准是贸易的开放性，贸易的开放性表明价格是由地区市场决定的，汇率影响相对价格的能力在减弱。第二个标准是每个国家经济的多样化，经济的多样化表明受某个国家经济冲击的可能性在减小，从而使得相关国家的汇率成为一种无用的工具。第三个标准是区域内要素的流动性，特别是劳动的流动性，较高的要素流动性意味着可以通过要素流动避免不对称的冲击，从而减少通过汇率变动进行经济调整的可能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货币区。尽管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推行“欧元”计划并最终于2002年开始实行单一货币，但学者们仍然认为“欧元”区至少在目前阶段仍不是理想中的最优货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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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欧元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

2．欧元诞生的政治逻辑

欧洲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先是1951年建立煤钢联营；1957年6个创始成员国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62年欧洲委员会制定货币统一目标；1969年欧共体要求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EMU），扩大政治合作；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启动；1991年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同意建立统一货币并确定分三阶段完成；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地区一体化进程以来，如果只从贸易、投资、金融以及劳动力流动来看，北美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但就一体化进程的创造性而言，没有哪个地区可与欧洲一体化相比。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货币统一与政治统一。这里，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是什么动力促使欧洲相关国家最终放弃各国自己的货币，走向单一货币？

欧元的产生是欧洲一体化在经济上合作的结果，而其具体过程则与三个条约的签订密切关联，这三个条约分别是：1969年的“经济和货币联盟”（EMU）；1979年的“欧洲货币体系”（EMS）；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这些条约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所以，我们采取分析性和描述性（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结合的方法对欧元诞生的政治逻辑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欧元的产生主要来自三种动力：规避国际货币风险；德国和法国的政治联盟；以及欧洲小国的“民主的合作主义”政策。

（1）规避国际货币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西欧国家为了经济复苏，愿意持有美元，并追随美国的政策偏好，而美国也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获得了“铸币利差”（Seigniorage）权，从而在世界经济中实行“美元霸权”。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以及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向盟国输出财政赤字，欧洲国家逐渐对美国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于1969年提出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其目标主要是力图通过政治合作，在成员国之间稳定汇率，保护欧洲货币免受美元急剧波动的影响。但“经济和货币联盟”除了稳定汇率以外，在货币合作方面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为了应对石油危机以及经济滞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8个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于1979年启动“欧洲货币体系”，有人也将其称为“小布雷顿森林体系”，其目标是实行相互钉住汇率。“欧洲货币体系”最为主要的创新就是选择了一个参考货币，即“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它由一揽子欧洲货币而定，其组成反映了各成员国在共同体内生产和交易的比重。篮子的组成是固定的（德国马克33％，法国法郎19.8％，英国英镑13.4％，荷兰盾10.5％，意大利里拉9.5％，比利时法郎9.2％，丹麦克朗3.1％，爱尔兰镑1.15％，卢森堡法郎0.35％），但可以定期修改调整货币价值。1989年6月，西班牙宣布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90年10月英国也宣布加入，使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扩大到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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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行相互钉住汇率，欧洲货币体系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将参与国的货币汇率限制在限定的浮动范围之内（2.25％，意大利里拉为6％），并定期对货币价值进行调整（1979年3月到1987年1月之间调整了11次）；另外一个措施是，如果成员国的汇率超出允许的浮动范围，该国的中央银行有义务对其进行干预。

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是欧洲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最为激烈的反应，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1990年冷战的结束以及德国的统一，导致德国通货膨胀率急速上升。为了抵制这一趋势，德国中央银行提高利率，而欧盟成员国为了维持其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也同时提高了本国货币的利率，这最终导致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为了阻止欧洲经济的衰退，1991年12月10日，欧盟国家领导人在荷兰古城马斯特里赫特会晤并批准了影响深远的《罗马条约》修正案，这就是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核心目标是真正建立一个“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具体地说就是创建一个共同的欧洲货币和欧洲中央银行，从而为实现欧洲市场一体化提供前提条件，这较1979年提出的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以协调欧洲汇率机制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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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为创造性的思想并且于2001年在现实中完成的便是欧洲货币统一的三个具体步骤：第一阶段从1990年1月1日开始，取消资本控制，对成员国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和全面监管，通过欧洲货币体系的固定汇率机制将欧共体成员国的货币结合起来；第二阶段开始于1994年1月，建立欧洲货币局以管理欧洲货币体系，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第三阶段开始于1999年1月1日，对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汇率予以固定，欧洲中央银行全面负责欧洲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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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欧元诞生过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欧洲国家之所以如此不懈地进行货币合作，尽管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政策重点，但有一点是贯穿欧元诞生全过程的，那就是如何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规避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的波动而带来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规避国际货币风险是欧盟国家进行货币合作的首要动力。

（2）德国和法国的政治联盟

对于“政治联盟”和“势力均衡”，熟悉欧洲历史的学生们并不感到陌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势力均衡”与“金本位制”一起曾于1870—1914年成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黄金周期。而当“势力均衡”不存在时，金本位制度也就难以维持，这是发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教训。而当国际货币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危机时，为了规避国际货币波动给各自国家以及欧洲地区带来更大的风险，也为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美国，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再次走上“政治联盟”之路，共同推动欧洲联合进程，特别是在推动统一货币的进程中，这种“政治联盟”成为不可或缺的动力，并最终于2001年完成欧洲货币统一的进程。没有德国和法国的这种“政治联盟”，很难想象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如此之快，更难想象欧洲国家会放弃各自作为主权象征的货币，转而接受一个统一的欧元。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和法国形成“政治联盟”，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统一货币的进程？我们在这里从这两个国家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条件进行分析。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的作用既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就经济方面，德国特别受益于其战后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一个战败国，德国不仅在政治上被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而且在经济上彻底衰退。经过战后短暂的恢复，从50年代开始，在币制改革、恢复市场结算价格以及“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下，德国经济开始繁荣，并且一直持续到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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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货币政策，对于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创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有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的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饱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所以，德国在战后货币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稳定物价放在其货币政策的首位。为此，德国通过法律授予中央银行高度的自主权，使其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涉，德国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德国马克的币值稳定，阻止通货膨胀。德国货币政策的这种独特性使得德国马克在欧洲各国享有广泛的信誉。所以，在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美元出现波动时，欧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固定本国的货币与德国马克的汇率，以此阻止国内通货膨胀。而当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德国马克成为最重要的参考货币，当某成员国货币与马克的汇率接近上限或下限时，该国中央银行就往往要引起警觉，或直接进行干预。通过德国马克的信誉，德国自然成为欧洲一个经济强国。而在政治方面，为了避纳粹化之嫌，德国一直希望借助政治联合来确认自己已经回到民主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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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相比，法国则是一个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但法国一直没有停止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法国最早提出欧洲联合，这就是1950年5月9日的政府申明，后来被称为“舒曼计划”，“舒曼计划”促使《巴黎协定》（1951年）以及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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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莫内的“争取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和戴高乐将军的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推动了欧洲六国于1957年签定著名的《罗马条约》，并在10年内了实现了关税同盟，推行共同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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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世纪80年代，尽管法国对欧洲政治领域的联合一直举棋不定，但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货币统一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之所以如此积极，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在过去500年世界历史中，法国一直是一个悲情国家，与17世纪中叶的荷兰、19世纪中叶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相比，法国一直努力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但在历史上并未成功。所以，挑战强国以及强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一直是法国的国家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将其称为“永远的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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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战后的欧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主导的欧洲，无论是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是在经济领域，欧洲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挑战美国非法国一个国家所能完成，这促使法国在欧洲寻求政治联盟。欧洲地区一体化成为法国对外政策的一把双刃剑：既能发挥法国的领导作用，又能挑战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第三，法国在欧洲的最大挑战者是英国与德国。在法国最早提出“舒曼计划”时，最先的挑战者便是英国，但这种挑战随着《罗马条约》的签订而失败了。随着德国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德国马克的信誉提高，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德国成为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挑战者。与以前的对抗战略不同，法国采取了与德国联盟的战略，通过这种政治联盟，法国达到了两个战略目标：一是通过与德国的政治联盟进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与德国分享金融和货币事务的权力，阻止德国独享欧洲的控制权；二是通过与德国的政治联盟，促使欧洲实现更为广泛的联合，以此阻止美国势力的进一步渗透。

从以上对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与法国的政治联盟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势力均衡”是欧洲一体化得以开始、延续并加快的最为主要的政治动力。没有这种政治联盟，欧洲一体化在经济以及货币领域也不可能走得这么远。

（3）欧洲小国的“民主的合作主义”

在探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动力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便是欧洲小国的国家利益新诉求。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政治联盟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德国和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小国的合作，德国与法国的政治联盟甚或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将无法实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小国为何愿意以及如何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欧洲小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国际经济的变革所做出的政治选择的经典性研究，当推卡赞斯坦于1985年出版的《世界市场中的小国：欧洲的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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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欧洲小国推行了与大国不同的政策，即“民主的合作主义”（democratic corporatism）。“民主的合作主义”既是欧洲小国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经济变革的政策选择，也是这些小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政治选择。通过“民主的合作主义”，欧洲小国非常有效地将国际经济的自由化与国内补偿结合起来。

第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对于美国以及英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因为它们能够主导全球经济，所以，它们可以利用本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并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将国内的诸如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以及不平衡的国际收支转移到国际市场中，以此减少本国的经济成本。对于日本和法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优先对国内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进而主动适应国际经济的变革。而对于欧洲小国而言，如果它们采取保护主义，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希望有一个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因为只有开放的国际经济才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入以及产品的出口，这些欧洲小国又没有能力去维持这样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所以，只能采取灵活的产业调整政策去适应国际经济的变革。

欧洲小国的这种基于产业的灵活调整政策最早体现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持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世界经济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美国不但推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对其进行援助，还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力图将西欧国家的经济完全纳入“大西洋”经济中。然而，美国的这种“大西洋”色彩构想从一开始就遭到法国的抵制，于是在1950年5月，“舒曼计划”出台了。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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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英国不愿与法国一起建设一个以英国和法国为基础的经济上联合的欧洲，那么，法国应该与联邦德国和解共同来承担这一责任；既然不能自上而下地建设统一的欧洲，那么，就先自下而上地在某些基础部门发展合作，首先以煤炭和钢铁这两个核心部门为目标；在这两个部门建立起共同市场后，逐渐扩展到工业、商业和农业领域。而对于“舒曼计划”，由于比利时钢铁工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持积极态度；卢森堡是钢铁出口大国，而荷兰的煤钢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中；意大利认为这可以给自己带来政治实惠，使意大利重新获得和战胜国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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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最先提出的建立一个独立于各国政府的高级机构的倡议遭到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反对，为了防止高级机构为大国法国和德国所主导，他们要求建立一个代表各国政府的超国家机构“特别部长理事会”，这一建议获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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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于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正式签订。1957年6个创始成员国根据《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1969年要求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合作领域从单个部门领域逐渐向经济和货币领域全面展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小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之所以同意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主要是因为“欧洲共同市场”有利于其有限的产业（例如煤炭和钢铁）的发展。

第二，国内补偿性的工业政策。面对战后国际经济的自由化，与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国内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不同，也与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在国内采取“结构调整”不同，为了确保经济的开放性，欧洲小国在国内采取了“补偿性的工业政策”，其核心是“扩大公共部门”政策、“限制收入”政策以及“提高社会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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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公共部门”和“提高社会福利”是欧洲小国为确保经济开放性而采取的“补偿性工业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一个开放经济中，不同的产业由于其竞争力的不同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衡，为了获得国内不同利益群体对开放经济的认同，欧洲小国加强了政府的计划和干预，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扩大公共部门的比例，提高社会福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
〔73〕

 ，在50年代，大国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与欧洲的比例略高，到了70年代中期，欧洲小国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45％，而大国的平均比例则为38％。同样，在1956—1957年，欧洲小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与大国一样，同为13％，但到了1971年，欧洲小国的平均比例上升到20.9％，而大国的比例则是14.3％。与扩大公共开支相伴随的是提高税收政策，比如，在1955—1957年，欧洲小国的税收只比五大国（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26％高一个百分点，到了70年代中期，欧洲小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1％，而同时期的大国为32％。

“限制收入”政策是欧洲小国采取的“补偿性工业政策”的另一个核心内容。为了平衡国内政治中“左翼”（社会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争论，欧洲小国或者通过政府协调（例如在荷兰和丹麦），或通过集体讨价还价（例如在瑞士和挪威），或通过二者的结合（例如在奥地利）制定收入（工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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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限制性的收入政策，保护那些生产力较低的产业以及幼稚工业，同时通过增加研发的投入，提高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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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20世纪50—60年代国际经济自由化的黄金时代，欧洲小国将欧洲市场的开放视为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通过政府的作用，采取灵活的产业调整政策支持欧洲经济一体化，那么当70年代以后保护主义开始盛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相继推出保护主义政策时，欧洲小国只能完全依靠德国和法国主导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因为，只有欧洲共同市场的开放性才能保障这些小国的国家利益。

3．欧元的政治经济意义

欧洲国家经过大胆的尝试，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从80年代起，不断努力，最终于2002年初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各成员国的纸币和硬币于2002年中期退出流通。“欧元”产生以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决策者圈中都争论不断，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对欧元的成本和收益评估；二是欧元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

（1）欧元的成本和收益评估

对欧元的支持主要来自欧洲大陆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其中，最为权威的论据来自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自身。该委员会在1990年10月发表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中曾经历数单一货币的10大优点，这些优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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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单一市场内没有了外汇交易，贸易成本将会降低，按当时（1990年）估计，每年可节约300亿美元；（2）统一货币将减少汇率的不稳定，因而贸易和资本流动效率就可提高；（3）单一货币将使货币保持稳定，平衡物价，从而有效防止通货膨胀；（4）单一货币将加强欧盟与美国的谈判地位，还会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好的经济伙伴；（5）单一货币为最后的财政联邦化提供先决条件；（6）单一货币将减少出现竞争性贬值的风险；（7）单一货币将增加经济交易的透明度，推动价格下降；（8）通过增加竞争和提高生产率，欧元将加快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9）欧元和单一市场将鼓励公司重组，成立拥有充分资源和规模经济的欧洲大公司，与美国和日本的巨无霸公司匹敌；（10）经济和货币联盟将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

尽管优点如此之多，货币一体化进程如此之快，但批评仍然接踵而来，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批评者大多是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批评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一，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创建的欧洲货币区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例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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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欧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还不够统一，欧盟每个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相互贸易不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虽然资本能够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流动性很差，所以，欧盟还不能称为“最优货币区”。

第二，欧元的统一对各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欧洲国家采取统一货币的最大特点就是解决了汇率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各成员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国家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而欧盟又不可能对其成员国的财政给予支持，所以，当成员国经济出现波动时，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整就非常缓慢，近年来，欧洲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就是一个证据。

第三，尽管欧洲实现了货币统一，但要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在三个领域，即经济和货币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以及社会政策的联合，欧洲国家仍然要付出代价，而关于这些代价，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主要取决于欧洲的管理，诸如财政政策在欧盟中的作用是什么？欧洲中央银行将实行严格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还是实行以增长为目标的扩张性政策？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否应为高失业和其他经济问题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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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在现实中一直在行进，这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反思，也许我们的学术研究只能扮演一个批评的角色。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依据量化的方法评估货币联盟的成本和收益既是无益的，也是没有用的。说是无益的，因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可能做出精确的计算，而我们又未能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对金融和汇率政策的理解是有限的，而且，缺乏先例导致我们猜想多于确定。另外，除非被用以反对其他相关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否则量化估计就是无用的，而这又超出我们目前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多能够对成本和收益可能在哪里有一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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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元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

欧元正在改变欧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欧元会改变世界吗？这是欧元产生之后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普遍关心并且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在国际货币领域，人们关心的是欧元会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吗？二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基于欧元的贸易区是否会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性？

问题之一：欧元会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吗？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人们对美国是否能够继续维持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产生了怀疑。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而言，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硬通货（计价单位、价值储藏手段以及交换媒介）：美元仍然是世界许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支付的主要货币；美元仍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外汇储备的手段；在最近几年非常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中，许多私营金融公司持有的也主要是美元。美元的这种全球货币地位使得美国通过“铸币利差”（seigniorage）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不断受到挑战。挑战之一就是欧元的产生。根据欧洲委员会在1990年发表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报告，欧元可能或者能够挑战美元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80〕

 ：第一，因为欧元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的，而欧洲中央银行奉行的准则就是保持欧元价格的稳定，统一而稳定的欧元将使得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第二，如果欧盟成员国用欧元而不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手段，那么，欧盟成员国总体4万亿美元中2.3万亿美元就是不必要的，这将对美元在全球市场中的霸权地位产生巨大冲击。这种挑战的政治意义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将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即由现在的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转变为“势力均衡”主导的全球经济。这样，美国就失去了以前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进而可以牺牲全球经济利益的特权。

关于欧元对美元可能产生的冲击，美国大多数学者以及决策者持保留态度。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如果欧元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与美元竞争，或取代美元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至少应该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除非欧盟能够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欧元才能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取代美元。而这主要取决于欧盟政治统一的程度，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基础，货币以及经济合作就无法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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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目前来看，不但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大国之间在欧盟的政治结构设计上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中央银行在协调各成员国经济政策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第二，美元是否能够被欧元取代，这种可能性不取决于欧洲，而是取决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除非美国失去了其消减贸易赤字以及国际收支赤字的调整能力，否则，欧元与美元竞争，甚或取代美元只是欧盟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已。

问题之二：基于欧元的市场是否会破坏全球市场的开放性？

自从欧元产生以来，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基于欧元的市场是否会破坏全球市场的开放性？之所以会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尽管其他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签订了各种地区协定（RTAs），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等，但这些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主要或完全以美元作为计价单位，而只有欧盟从2002年起拥有地区共同货币“欧元”，尽管欧元还没有完全成为欧盟25国的货币，但这一进程一直在进行。一旦欧元在欧盟25国完全通行，不仅会对区域内相关国家的贸易以及资本的流动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欧洲学者相信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对主要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全球贸易以及跨国资本流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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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欧盟是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二大进口商，也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输出者和接受者，所以，欧盟市场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到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尽管欧盟一直努力在全球多边层面扮演着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角色，但其“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与美国在农产品上的争论，以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美国以及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都使得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对欧洲市场的开放忧心忡忡：





迄今为止，无论欧盟的贸易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欧洲开放的远景仍难以指望，尽管努力改革了共同农业政策，但欧洲市场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打开大门也很难说；开放欧洲市场这个问题对美国尤其重要。并且，欧盟一直在扩大经济影响力的范围，这给非成员国带来了额外的麻烦。接纳大量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欧洲计划（2000年议程）可能成为走向更加封闭的欧洲集团的一步。欧盟已经与非洲的前欧洲殖民地签订了特殊经济协定，并与其他国家（如土耳其）订立了双边贸易协议。此外，它正与其他许多地区（包括地中海周边国家、南美共同市场和东亚）谈判贸易协议。目前出现的这种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经济联结体系不可能成为更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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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因美元的浮动以及欧元的诞生受到挑战，而且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债务危机以及90年代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陷入困境。国际货币体系与国内金融政策的关系再次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一、全球性金融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发生的金融危机主要有五次：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第二次是1992年和1993年发生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第三次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比索危机；第四次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五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1．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的第一次冲击。对于这次危机，世界银行报告的描述是：“在1982年以前，高负债的国家每年从国外可以收到相当于GNP的2％的资金；但在1982年以后，它们每年大约要汇出相当于GNP的3％的资金。它们的国内储蓄不得不提高相当于GNP的5％，换句话说，GNP的25％用于抵消资金净转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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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债务危机的原因，分析家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且在如下三点上持共同的观点。第一，世界性的经济滞涨。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因此出现了资金盈余，它们将大量盈余资金投入到欧洲美元市场上。但1973年石油危机也导致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滞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这样，石油产出国的剩余基金必须寻找新的投资方向。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热。与发达国家相比，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政策（或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需要大量资金，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吸引资金流入，成为负债国。负债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债务国主要是欠别国政府的，这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是债务国主要欠国际商业银行，这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第三，美国提高利率。美国为了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提高了美元的贷款利率，这样，国际贷款的利率就由70年代的2％上升到80年代早期的18％，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债务国债务的恶化。

2．1992/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

1979年3月诞生的欧洲货币体系被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在固定汇率方面最为雄心勃勃的实验。欧洲货币体系推出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一种新的货币单位，即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货币单位以1979年成员国货币为基础，以1979年成员国的GDP为权重，采取一种货币加权平均值，同时欧洲货币单位的构成因素会根据成员国GDP的变化进行调整。创设欧洲货币单位最为主要的目的是在欧洲追求固定汇率，参与欧洲汇率机制的国家有责任将其货币波动的幅度维持在正负2.25％，个别国家（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货币波动的范围被限制在正负6％。

然而，1992年9月英镑汇率机制危机爆发，1993年8月欧洲第二次汇率机制危机爆发。为了应对危机，欧洲货币体系被迫将汇率浮动空间扩大到正负15％，这样，欧洲汇率机制几乎成为浮动汇率机制了。

尽管欧洲汇率机制发生在欧洲这一地区，但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危机之后的一种区域货币合作尝试，所以，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趋同的欧洲汇率机制与各国国家经济利益的关系。

关于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产生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同的主要有如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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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欧洲汇率机制要求采取大规模的“趋同交易”，而各国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对本国的货币采取不同的利率。这种趋同交易导致了各国货币的利率和欧洲汇率机制允许的浮动范围出现利差，进而为国际投资者利用市场头寸进行投机提供了机会。第二，德国将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欧洲共同体利益之上。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德国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面临着不断增加的财政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解决德国国内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德国联邦银行在危机之前出人意料地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于1992年7月提高了德国马克的利率。在欧洲国家为了稳定欧洲汇率不断降低国内利率而进行趋同时，德国提高利率的政策促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提高利率。第一次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就是在英国于1992年7月提高英镑利率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次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则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于1993年8月提高国内利率的情况下爆发的。

3．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

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新兴市场经济的典范。在90年代早期，资本大规模进入墨西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在1990—1993年间，墨西哥吸收了910亿美元的外资，占流入所有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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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于1993年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然而，在1994年12月爆发了著名的“墨西哥比索危机”。

关于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原因，争论比较简单，一种观点认为，这场危机是由于政治动荡产生的，因为当时制度革命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卡洛西奥（Donaldo Colosio）在1994年3月23日被暗杀，这导致了投资者对墨西哥政治稳定失去了信心，因而开始投机性的攻击。一种观点认为，墨西哥比索危机是墨西哥经济的真实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因而政府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庞大的赤字，有数字表明，墨西哥的经常账户赤字由1988年的38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29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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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墨西哥政府于1994年4月引进一种新的政府债券（Tesobonos）对政府债务结构进行重组，这种债券是一种以美元为面值但以比索来支付的短期债券，到1994年12月占到政府债务的三分之二。所以，当美国担心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而提高美元的利率（从1994年2月到11月，美国提高利率合计300个基点）后，由于比索是钉住美元的，这样比索对美元贬值就进一步增加了墨西哥政府的债务。在这次危机中，墨西哥政府欠债550亿美元，出于国会的反对，美国只承诺220亿美元，但同时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承诺另外的320亿美元一起来挽救墨西哥危机。

总之，政治动荡、政府财政赤字、政府债券政策以及美元利率提高共同导致了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

4．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1993年还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但4年之后该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在1997年7月到1999年1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场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先后蔓延到马来西亚、中国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日本、俄罗斯、巴西。危机波及范围之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罕见的，对此，吉尔平的观察是：





先前的那些危机集中在特定地区，没有威胁到大范围里的世界经济，并且至少与东亚金融危机相比，控制起来较为容易。东亚金融危机与以前的几次真有天壤之别。世纪末的这场危机起始于世界上经济最强劲的地区，它的结果对该地区来说确实是灾难性的，而且危机还外溢到世界上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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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年里，尽管亚洲金融危机成为学术界、政策决策者以及企业界广泛谈论的话题，但关于其产生的原因远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国内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国际层面。就国内层面而言，分析家们普遍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金融脆弱性所导致。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有三个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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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与当地投资者的冒险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出现了泡沫。第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信贷发放过度、大量的短期债务导致这些国家清偿能力不足。第三，这些国家对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监管不力，政治机构中的“裙带关系”经常导致政府部门“任人唯亲”，其中，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最为典型。

就地区层面而言，吉尔平教授给出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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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1996年开始，东南亚国家的商品出口已经开始放缓，这使得投资者对该地区的经济前景产生疑惑。第二，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将投资的目标从东南亚转移到中国，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品更具国际竞争力。第三，不少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并且需求下降，这使得投资者们对该地区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产生疑虑。

就国际层面而言，人们更多地将焦点放在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前者，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那些金融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别有用心，力图搞垮东亚经济。作为对这种观点的政策反应，马来西亚于1998年9月1日全面停止外汇交易，并阻止所有的外国投资资本撤离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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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对于后者，分析家们的观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导致这场危机很快蔓延开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写道：“在东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这么说不仅因为它为私人金融机构提供了逃避各种不良投资后果的港湾。可以说，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亚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尽管许多国家也许存在各种内部危机——像日本，它的经济困境不能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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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与以上四次危机不同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一是这次金融危机起源于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美国；二是这次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蔓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国内的房产金融市场发生的次贷危机。2007年，占美国政府担保公司的全部信用组合五分之四的两家房产公司——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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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次贷危机，随后这场危机迅速从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蔓延到实体经济，由美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大出乎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的预料，世界经济整体上在衰退，人均收入在下降，各国失业率在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在不断抬头，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干预经济政策。

关于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银行以及金融体系监管不力是掌握专业技能的、聪明的美国人设计出过分复杂的金融服务体系导致的；也有人将其归为亚洲的冲击，认为美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之中，所以美国必须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美国进行投资，而亚洲国家长期处于经常项目盈余，大量亚洲的资本进入美国资本和证券市场，使得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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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原因仍在争论中，各国恢复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措施也正在实施中，如果对这些理论上的争论和政策上的不同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在国内层面，各国政府竞相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各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而在国际层面，针对美国提出的“购买美国货”，为了避免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各国意识到在刺激计划上必须加强多边协调，以保证经济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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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制度监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制度监管的重要性，在国内层面，各国政府既鼓励创新（包括金融创新和企业创新），又加强了制度监管；而在国际层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进行改革的议题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关于对各国目前所推出的各种刺激经济的政策以及加强制度监管的呼声的学术思考，一位经济学者的分析尤其值得称道：





我们应该注意经济增长问题，只要全球体系不彻底崩溃，即使是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只会给大多数国家带来几个百分点的GDP下降，如果考虑到几年前的过度扩张，这样的下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回归。……因此，从一项政策或者福利的角度来看，以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当前危机是一个糟糕的选择，这一点不证自明。

最近发生的事件并不能否定创新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在过去的20年间已感受到快速创新（与金融泡沫和金融灾难无关的）带来的繁荣。我们目睹了软件、硬件、电信、制药、生物技术、娱乐、零售和批发贸易的创新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这些创新引发了过去20年总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即便是金融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具有社会价值，也有益于增长。复杂的证券被错误地用来让缺乏风险意识的当事人承担经济下行风险。但是，如果受到合理的监管，它们也能用于更为复杂的风险分担和分散化策略。它们曾经而且终将再次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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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44年成立以来，其成员国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47个国家发展到2005年的185个国家，其基本职能并没有改变，依然集中在三个方面：监督、金融援助和技术援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美元转而实行浮动汇率，但由于许多国家仍然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和金融危机的稳定器，这使得该组织成功地逃过解体的命运。然而20世纪90年代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心产生动摇，并开始探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除了两种极端的观点（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结构改革和功能改革两个方面，前者涉及该组织的合法性，后者涉及该组织的有效性。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改革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该组织的份额制和执行董事席位的再次分配。

份额制度是IMF组织的主要特点之一。参加IMF组织的每一成员国都要认缴一定的基金份额，份额目前以特别提款权（SDRs）表示。成员国份额的多少不但决定它向IMF缴纳款项的额度与SDRs分配的百分比，而且影响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取得IMF组织资金融通的最高额度。执行董事会负责处理IMF组织的日常事务，行使IMF指定给它和理事会赋予它的权力。执行董事会最初由12名执行董事组成，根据IMF协定，在基金组织拥有最多份额的5个会员国（即美、日、德、法、英）各指定一名执行董事，另外7名执行董事由其所在选区选举产生。今天，执行董事名额增加到24名。

由于份额制度和执行董事名额体现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权力，所以成为今天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焦点。
〔97〕

 对份额制度和执行董事名额要求改革的国家主要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例如，2006年9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成员国同意提高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份额，以便与这四国的经济规模相对称。第二类是那些低收入国家，它们希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中有自己的声音和投票权。因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10个工业化国家（简称“10国集团”或“巴黎俱乐部”）在该组织的减贫项目中占52％，而80个低收入国家仅占10％。第三类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借助金融危机希望重新分配份额和执行董事席位。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希望该组织在决策程序上能够由霸权国美国主导的组织向更加民主的多边主义转化。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改革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改革，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该组织的监督功能以及管理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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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督功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为了防止20世纪30年代相关国家“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ur）的经济政策重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金融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该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当基于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该组织的《协定条款》的第Ⅳ条，希望成员国能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并且相互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汇率体系的稳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负责：（1）监督国际货币体系以保证其有效运行；（2）监督成员国履行其政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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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监督既包括双边的也包括多边的，监督的内容主要是成员国的金融政策、汇率以及资本项目。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于90年代将国际资本市场部与货币和金融体系部合并。

尽管国际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力图加强其监督功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显著。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在监督方面的表现，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点方向性的改革建议：第一，加强监督的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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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者们和主张改革的政策决策者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功能长期以来不能非常有效地运行，其主要原因是该组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官僚机构和一个和蔼的“顾问”，而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和规则的严厉“仲裁人”。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在实质上成为一个信息收集者和通报者，对相关国家的政策调整影响很小。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功能改革的方向之一应该是加强其监督功能的强制性。第二，改革监督功能的“单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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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功能里，有双边的监督和多边的监督之分。双边的监督主要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成员国之间。这种监督的过程一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首先制定议事日程，然后要求成员国官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据和资料进行“填空”。当填空活动结束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撰写研究报告，然后将报告提交给董事会进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相关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缺乏交流和对话。因此，应该将双边监督中的单向性改为“双向性”，这样，相关成员国就有了学习和反思的机会。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多边的监督功能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就世界经济的状况发表《世界经济展望》（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The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准备这两个年度报告的过程与准备双边监督报告的过程完全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的题目与8国集团或20过集团讨论的议题经常重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很少关注8国集团或20国集团的活动。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监督就完全变成单向性和程序性的，缺乏交流性和实质性，以此为基础的多边监督就很难是及时的和具体的。为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功能更为有效，应该将国际货币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一个学习论坛，不但让成员国参与，而且还应该让其他相关国际组织参与。

面对国际金融的脆弱性以及全球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机制才能防范未来金融机制的崩溃？这是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研究者们和政策决策者们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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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程序、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

就贷款程序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产生时通常贷款给出现危机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贷款必须是分阶段的，以此确保受援国政府在贷款项目下进行政策调整。但在现实中，由于这些贷款的数目通常不能与私人资本的数目相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0—1997年，每年有平均1300亿美元私人净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而同期官方资本（援助和其他政府基金）只有210亿美元；1998—2002年金融危机期间，每年有平均790亿美元私人净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而同期官方资本（援助和其他政府基金）只有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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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使得受援国政府政策调整还没有完全实现时，私人资本就已经大量外逃了，而私人资本大量外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没有完全到位又进一步影响了受援国政策调整的及时性，使之无力偿还债务。这就使得受援国家陷入资本外流、贬值以及最终无力偿还外债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项目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将重点放在如何防止私人资本因对受援国失去信心而产生资本外流，而不是强迫政府推行无法进行的改革。

就经济结构改革而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接受该组织贷款是有条件的，即受援国必须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以解决金融危机，很少考虑到受援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任何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的改革都会触及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如果只进行金融制度的改革，而不考虑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改革的最后结果就很难预期。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接受印度尼西亚的贷款请求时，由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使得危机加重了。日本前财务次长榊原英资曾这样回忆道：“由于是匆匆制定的，没有考虑计划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计划有几个致命缺陷。计划要求关闭16家银行，但由于计划没有提供如存款保险之类的金融安全网，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很可能被完全摧毁……随着印度尼西亚16家银行的关闭，银行接连破产，由此造成的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恐慌从11月底一直持续到12月。卢比的价格因此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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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生金融危机时通常要求受援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但在现实中，各国面临金融危机时其国内经济状况并不总是一样的，因此，很有必要提高该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例如，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国内经济状况与东南亚国家就完全不同，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开出了同样的药方。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这样评论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失败就是，它认为“当高涨的公共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时，用处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金融恐慌的方式去处理东南亚危机会有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丁美洲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是，要求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因此，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施加同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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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东南亚国家发生危机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预算赤字，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

三、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尽管在改革国际货币组织基金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共识，但研究者和政策者们对于管理好全球金融体系仍然没有把握。正如吉尔平教授所提醒的：





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管理好国际金融的机制，这肯定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尽管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三场金融大危机（1992—1993年汇率机制危机、1994—1995年从墨西哥起始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创造管理国际资本流动和其他金融事务的有效调制机制的努力，虽然有些进展，但实在是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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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困扰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有很多，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至少如下三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

1．固定汇率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是否存在一种最优的汇率制度？这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一直探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实经验表明，无论是采取固定汇率或严格钉住还是采取浮动汇率制度都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所观察到的：





结果发现，在过去5年的每次大危机中，包括墨西哥1994年危机、泰国危机、印度尼西亚危机、韩国危机、俄罗斯危机和巴西危机，所有国家在危机前实行的都是固定或钉住汇率制。这有力地证明，固定汇率制容易导致危机。我发现的另一个同样有力的证据是：有一些国家，本来可能发生危机却由于实现浮动汇率制——1998年的土耳其、南非、以色列和墨西哥——虽然也遭受了严重的影响，但危机规模却要小得多。对于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来说，这些事实使得我们对汇率制度陷入了一个两极选择，那就是要么实行严格钉住的汇率制，要么实行浮动汇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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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出现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影响一个国家进行汇率制度选择的要素是什么？与国际经济学强调经济要素分析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国内政治基础和决策过程的分析，例如国内政治过程（政党政治）或国内社会利益集团博弈过程，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金融货币领域的最新研究方向之一。

2．国家自主、地区合作还是全球合作？

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是加强国家的行政干预，还是加强地区合作、建立最优货币区，抑或是加强全球合作，人们对此争论不断，不确定性犹在。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这样的告诫：





对于亚洲正在复苏这一事实，没有人能够独自邀功。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如果不考虑印度尼西亚——尽管各国政策相异，但其表现却如此相似。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其经济正在反弹；泰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开始恢复；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并且做了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让它做的事情——它也正在快速地复苏。每个人都在为它们的政策引以为豪：马哈蒂尔说是他带来了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是它的功劳。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只不过是自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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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告诫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国内货币政策自主这个“三维悖论”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其实，各国为了促进资本流动仍然在国内货币政策自主和汇率稳定中进行艰难选择。无论是地区货币合作，还是全球金融合作，各国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趋同的：既要稳定汇率，又要最大限度地坚持国内货币政策自主。与主流国际经济学主张通过自由的资本市场来解决这个“三维悖论”不同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由于各国汇率政策的选择，不但要受到国内经济结构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各国的汇率政策都是在国内货币政策自主和稳定汇率之间寻求平衡。关于国内政策自主的研究也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金融货币领域的第二个最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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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机制？

在全球层面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以阻止或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难题，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并没有找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

对于如何在全球层面建立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运用已有的知识而教条地或不知错误地应对现实，对此，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提出尖锐的批评：





当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解体时，大部分国际经济学家并不感到惊讶。他们不仅认为，汇率的更大浮动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认为，他们非常清楚新的体系将如何运作。他们错了。过去20年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惊人事件，而大部分是不好的。它们迫使经济学家匆忙去解决各种新问题和各种老问题中诸多意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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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倾向则是基于对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满，或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呼吁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波特（Tony Porter）在详细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赖以运行的全球制度环境之后提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赖以运行的全球制度环境出现了三种转变。］第一种是由等级和正式的规则向包括网络和非正式规则在内的多元安排的转变。第二种是将物质资源的配置看做是权力和财富的关键来源向将知识和通讯的掌握看做是权力和财富的关键来源的转变，并认识到知识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第三种是将霸权视为国际事务规则制定中最为合法和有效的方式向将多边机制和民主视为国际事务规则制定中最为合法和有效的方式的转变。以上这些转变趋势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是在与美国国家实力相互加强的关系中独立于其他国际制度来运行，并为自己能够通过正式的规则管理金融资源的配置而引以为荣，但假如它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关节点（node）转变，而这个关节点孕育于日益网络化的制度中，在这些制度中权力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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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现存的国际金融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结算银行）、地区组织（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和亚洲的清迈协议）以及国家之间的非正式组织（例如“8国集团”和“20国集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稳定而高效的全球金融体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金融货币领域的第三个最新研究方向。

专栏



亚洲金融危机的三大教训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一大教训是，国际资本市场根本无法辨别好的风险和坏的风险。危机爆发前以及危机期间，投资者中间并没有多少集体理性：1996年金融市场把大量的资金带入该地区时就犯了很大的错误，而在1997年它们又集体撤资，再次犯了错误。这种情况表明，过于依赖流动性很高的短期资本（遭受危机打击最甚的三个国家均属这种情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战略。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大教训是，危机表明，贸易导向本身与遭遇严重的清偿问题的打击并没有什么关系。受到资本流动逆转影响最大的亚洲经济体是世界上经济最具外向型特征的国家，过去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其他国家可资借鉴的榜样。与1982年国际债务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一样，这次危机的主因仍然是金融的或宏观经济的。贸易和产业政策顶多是一些次要的因素。

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大教训是，国内冲突解决机制对于遏制危机初期不利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危机伊始，极权政府看起来更有能力处理危机带来的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对应，那些“混乱”的民主国家可能会因应对失措而蒙受损失。但事实上，许多对西方式自由民主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泰国和韩国在危机初期的问题以及印尼的明显控制与解决，反映了基于所谓“亚洲价值观”的政府至上倾向。但是，结果刚好相反。印尼是一个由专制政府统治的种族分裂极为严重的国家，它实际上堕入了动乱的深渊，GDP的下降幅度超过20％。韩国和泰国实行的民主体制保证了社会集团之间的磋商和合作得以顺利展开，落实了经济必需的政策调整措施。尽管泰国和韩国在1998年底都未能摆脱困境，但是，它们在危机中的经历显示出，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民主机制，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料来源：〔美〕丹尼·罗德里克：《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王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第十二章

国际贸易的政治学

第一节　贸易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政治联盟、对外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机制

对国际贸易进行政治学分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产生时就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成果最为丰富而且最有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对国际贸易进行政治分析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贸易领域的核心研究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二是对全球／区域贸易体系的研究。

一、贸易与政治联盟

简单地说，贸易就是用一种商品／服务来换取另外一种商品／服务，只要两个人或多个人交换商品／服务，他们就在从事贸易。当人们所从事的商品／服务交换发生在一个国家时，这种贸易被称为国内贸易；而当一个国家的人们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交换商品／服务时，这种贸易被称为国际贸易。

关于贸易的重要性，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就生产要素而言，贸易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个人而言，贸易扩大了消费者选择的范围；就企业和公司而言，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投资收益；就国家而言，贸易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提高了社会福利；就全球而言，贸易不但增加了全球财富，而且使得贸易参与国的实力得以增强。由于贸易对于增加财富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所以，从贸易活动开始以来，贸易就成为政治联盟和冲突的重要原因。

关于政治联盟，按照流行的定义，它不仅包括一群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人或国家，而且也隐含了为影响政策制定而进行的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比如选举、游说、抗议或者威胁）。
〔112〕

 如果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政治联盟可以在两个层面加以讨论，这就是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就国内层面而言，既包括阶级联盟（工人的工会、资本家或农场主），也包括行业联盟（例如汽车工业协会、纺织工业协会）。而就国际层面而言，既可以是双边联盟，例如美日联盟；也可以是多边联盟，例如地区贸易协定（EU, NAFTA, APEC, AFTA）和全球贸易协定（GATT和WTO）。

传统经济学对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结果，很少关注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及其政治结果，所以，贸易政策的理论研究与贸易政策的现实相差很远。这促使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政治结果。正如经济学家迪克斯特所观察到的：





大多数国家实际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家提出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以至于我们只有从政治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才能有助于理解贸易政策的制定。研究与政策相关的领域［如公共政策、产业组织、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需要关注政治学。而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们也对经济政策以及选举、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正规模型越来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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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政治过程与对外贸易政策

对贸易政策进行国内政治研究最早起源于政治学，其奠基性的著作是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于1935年针对美国1930年颁布《斯姆特—霍利法案》而出版的《政治、压力和关税》
〔114〕

 。这本经典性著作引发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过程的思考
〔115〕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如何影响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通常是指意在影响政府政策或行为的有组织的政治联盟。利益集团与政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外部施加影响，而后者是通过选举赢得或行使政府权力。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的区别在于利益集团更有组织性。利益集团有多种类型，一般分如下几类。
〔116〕



根据利益集团的功能，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部门性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部门性利益集团（sectional group）主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政治联盟，在美国被称为“私人利益集团”，比如工人、雇主、消费者、种族或宗教团体。公共利益集团又被称为促进性利益集团（promotional group）主要是指那些为了促进集体的而不是有选择性的人群的利益的政治联合。还有一些利益集团介于二者之间，既关心部门成员的利益，又关心全社会的利益，例如工会。

根据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关系，利益集团可以分为内部人集团和外部人集团。内部人集团是指那些通过例行咨询和代表政府实体而拥有通往政府的特许的制度性渠道的政治联盟；而外部人集团则是指没有通往政府的正式渠道而只能借助媒体和社会公众运动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施加间接影响的政治联盟。

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导致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在民主制国家里，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必须在公众利益和特殊群体利益寻求平衡。如果不考虑公众利益，政党就无法赢得选举，也就不可能拥有并行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如果不考虑特殊利益群体，政党就无法获得竞选资金，拥有并行使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便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就自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贸易领域关注的一个核心课题。

三、贸易政策的“外部性”与国际机制

在理论上、特别是在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模型中，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可以由本国政府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但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按照本国政府的偏好来制定贸易政策？这就涉及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也被称做“外溢性”，主要是指发生在市场之外的交易，这意味着它不受价格的控制，外部性的存在经常导致市场失灵和经济低效。外部性一般可分为正向外部性和负向外部性：正向外部性是指，当某人或某行为体的行为使得另一个人或另一个行为体的利益增加，但受益者并没有为其获得的利益做出支付时，我们就称为正向外部性；负向外部性是指，当某人或某行为体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另一行为体产生不利结果，但受损者却没有获得任何补偿时，我们一般称为负向外部性。

对外贸易政策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通常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如果产生正向外部性效应时，就会出现“免费搭车”现象；如果产生负向外部性效应时，就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现象。为了避免或阻止各国贸易政策外部性效应（“免费搭车”或“以邻为壑”）的发生，国家之间通过谈判与相互合作，建立国际贸易机制或制度。

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的国际机制或制度主要包括：（1）全球多边贸易机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44国签订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1994年决定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2）地区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3）双边自由／特惠贸易协定（FTAs/PTAs）。

第二节　关于国际贸易的三种传统范式及其困境

在国际体系层面上解释贸易重要性的历史远久于国内层面，因而，在国际层面上贸易理论解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以及人们对这些理论的熟悉程度和争论程度也远高于国内层面。到目前为止，对国际贸易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理论：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现实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结构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前三种理论是“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在寻求政治和经济关联性的过程中形成的；最后一种理论则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分析“利益与制度”以及“国内与国际”两种关联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一、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在美国以及欧洲的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古典范式最早可以溯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以及后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范式部分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古典自由主义在贸易问题上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是：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专业化，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可以增强国民收入。

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在现代最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当推关税同盟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称H-O模型）。关税同盟的理论是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为在几个国家内部贸易自由化辩护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计算从这种独特的安排中获得的福利／财富净增长时，要把这些国家之间实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增加贸易的作用（即贸易创造）与贸易从该集团外比较有效的生产者转到该集团内不大有效的生产者那里去所造成的贸易转移的作用进行比较。如果总计是正数，那么，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关税同盟作为解决多边自由化的次优办法可以得到赞同。而由两位瑞典经济学家阐述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强调，一个国家的比较利益，取决于它的相对丰裕以及几种生产要素最有利的组合，这种模型提出，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的比较利益来自于它们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的差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相互进行贸易，是因为前者资本充裕，而后者劳动充裕。要素的不同组合会引起一个国家生产供国内消费和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另一个国家生产供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117〕



不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还是现代自由主义的贸易理论，在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上一直奉行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市场是完全的市场，在这个完全市场中，政府无需过分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唯一的职能是创造一个有利于自由贸易的环境，并使之合法化。市场完全可以根据比较优势促进贸易扩展，进而刺激经济增长。
〔118〕



二、现实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现实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最早起源于古典重商主义的理论，关于古典重商主义的理论范式以及20世纪末的国家主义一般理论观点，我们在前面也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与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相比，尽管重商主义没有一个完整的贸易理论体系，但重商主义的思想从近代重商主义的倡导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德国的历史学派以及20世纪末各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中。
〔119〕

 政策先于理论似乎一直是重商主义的传统，正如斯特兰奇所观察到的：





当自由主义理论统治着学术界的时候，现实主义理论在政治领域居支配地位。在百余年的历史上，许多国家（尤其以日本为最典型）实际上是按照现实主义理论而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理论办事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国家的生存和自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但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自由贸易适合于前者，后者从未能够在公平竞争中迎头赶上。为了使工业化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在美利坚合众国刚刚独立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有力地论述过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在俾斯麦于1870年统一德国之前几十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曾雄辩地简述过这种现实主义的事例。多年来法国和日本在政府和工业界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同样都建立在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政府的干预和恰当地利用保护手段、补贴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有选择地提供信贷，有时候甚至抑制竞争，所有这一切会很有助于企业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现实主义学派的分析中，不言而喻地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政策抉择所带有的实用主义。
〔120〕



三、结构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结构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也称依附贸易理论，主要起源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及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翻版——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般观点，我们在本书的理论范式部分也已经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我们只就结构主义在国际贸易的理论观点做一简略论述。

结构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世界财富的分布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分布不仅表现在贸易的地理分布上，而且表现在贸易商品构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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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构成也由以前的以农产品、矿物等原材料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以及服务贸易演进，这种分布对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不利。因此，追求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

第二，市场是不完全的，由于贸易条件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因而出现的结果必然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即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国内贸易实行相同的规章制度，并且都同样实行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并存的对外贸易政策，发达国家的规模和它国内市场的广大，仍意味着它为自我利益服务的规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商的影响比后者的规章对它的影响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政府在通过贸易协议和规章确保各自经济安全方面所拥的权力基本上是不对称的，制造商的联合组织和初级产品生产者的联合组织在这方面的权力，基本上也是不对称的”
〔122〕

 。

第三，战略贸易是必要的。由于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没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发展中国家或依靠关税以及非关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或借助国际社会稳定商品价格、增加援助，放宽信贷条件、提供贸易优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彻底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结构。

四、传统“范式争论”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上三种国际贸易理论自恃各自的标准和价值取向，各执一词，而各国又根据本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状况，对各自所奉行的理论进行不同的解释，从而使各自的政策合理化，如积极主张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积极主动搞贸易制裁行动的国家；重商主义的、最不喜欢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日本却是实行出口导向、最依存于国际贸易和贸易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为争夺国际市场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却又主张并实施对欧洲十几个国家（欧盟）的贸易自由，向欧盟国家完全敞开国内市场。这就使得国际贸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方面一片混乱，矛盾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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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兰奇的概括是：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贸易的各种理论比其他问题的理论更加众说纷纭，而且，在贸易问题上大多数理论更是与事实有差距。这些理论各执一词，就因为它们遵循了各自的标准学说，它们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反映了不同学说对假设情况的阐述，每种理论都受各自支持者对效率、平等、自由和安全等不同价值观念孰轻孰重的看法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世界经济中贸易关系的实际变化，同按照各种理论设想的贸易关系变化之间有显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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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为“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代表人物的斯特兰奇教授意识到了三大理论与现实贸易政策的差距，但她本人并没有找到走出这种困境的路径。真正走出这种困境的是“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主张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笔者将其称为“混合主义的理论”。

第三节　新政治经济学：政府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

导致传统的国际贸易规范理论与各国贸易政策现实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只重视贸易政策的经济结果（提高社会福利）而忽视贸易政策的政治后果（社会福利的分配）是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在构建规范贸易理论与模型时也开始考虑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并因此形成新政治经济学，而“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则广泛吸收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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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贸易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用马丁（Lisa Martin）教授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泛泛的“范式争论”（paradigmatic debates）正在走向具体问题领域的“富有成果的分歧”（productive d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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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新的研究趋向主要基于如下四个最为基本的假设。

（1）国家不是单一的行为体，特别是在民主制国家里，国家是社会中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结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结构和社会力量的表现也是不同的。

（2）政府是有偏好的，这种偏好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博弈的结果。政府的偏好既要受到政党的影响，也要受到阶级联盟和产业集团的影响。

（3）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同时也对国内社会福利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国家内部形成受益者和受损者。因此，任何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在考虑效率的同时必须考虑公平。

（4）贸易政策存在着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一国在国内价格出现扭曲的情况下无法依靠国内政策来解决，而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机制来解决，因此，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存在是必要的。

综合经济学家将政治要素作为贸易政策制定的一个内生变量所建立的规范理论和模型以及“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立足于国内政治结构和社会力量对贸易政策所做的具体研究，我们可以将新政治经济学在贸易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全球贸易制度安排。本节我们重点讨论政府偏好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贸易、汇率）的制定过程中是有偏好的：不同国家的政府会有不同的偏好；即使是同一国家的政府，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制定对外经济或贸易政策过程中的这种偏好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偏好进行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理模型或规范模型（参见表12-1），但根据这些模型对政府的假设，归纳以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仁慈的政府”模式、“自利的政府”模式和“民主的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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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2-1　主要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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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盛斌：《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80页。

一、“仁慈的政府”模式：提高社会福利

这种模式最为基本的假设是，政府是一个仁慈的政府，它没有任何私利，政府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提高社会福利，消解社会风险。由此，出现了两种模型：一种是社会福利方法；一种是承诺方法。

社会福利方法假定政府是一个仁慈的专制者，并无私地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将实现社会公平、收入均等以及减少贫困视为政府的目标，而对外贸易政策是达到这些社会福利目标的手段之一。支持这种模式的经济学模型是1974年高登的“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和1991年克鲁格曼等的“加权的社会福利函数”。

承诺方法（又称社会保险理论）主要探讨的问题是，私人部门在无法获得政府偏好信息而遇到外国竞争的风险时，政府是否仍能保证其承诺？承诺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当私人市场不能够抵御未来收入水平因外国的竞争而下降的风险时，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可以起到替代的功能。支持这种模式的经济学模型是1985年伊顿—格罗斯曼证明的模型、1986年卡森—希尔曼—朗提出的模型以及1987年斯泰格—塔贝里尼的模型。

二、“自利的政府”模式：追求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

这种模式最为基本的假定是，政府是由公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政治家和官员）组成的，和任何理性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都是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这就导致政府也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治市场。在这个政治市场中，“贸易政策”被认为是政治市场上的一种商品，政府是“贸易政策”这种商品的供给者，不同的个人、利益集团成为“贸易政策”这种商品的需求者，而“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或补贴）是由政治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价格原理搬到了假设的政治市场上，而最早奠定这种研究方法基础的是鲍德温教授在1982年提出并在1985、1989年不断深化的非数理模式。

按照盛斌教授的总结，鲍德温的非数理模式主要涉及如下四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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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收入再分配问题。以前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标准模型认为，自由贸易不但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而且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这种分配可以通过对受益者一次性税收并将其转移给受损者来完成。但由于收入再分配需要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而且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实现，因此，贸易保护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上所采用的方式更隐蔽，成本更低。第二，信息和投票成本问题。以往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标准模型假设，每个参加自由贸易的个体都能够受益，因而都愿意投票。但在现实中，如果每个劳动力从贸易分摊中获利远低于其成本（诸如时间与精力），他们可能选择不去参加投票。第三，“免费搭车”问题。这主要回答如果每个劳动力从自由贸易中的收益高于成本，他们一定会投票吗？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一个集团的个人是理性的并且是追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集体的目标。但经济学家奥尔森在讨论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发现了集体行动面临着“免费搭车”的困境。依此类推，当将贸易政策作为公共产品时，我们会发现，劳动力作为大集团，尽管他们知道自由贸易对于集体是有收益的，但如果没有约束机制，他们也不会自愿地分摊成本而对自由贸易进行投票，这样就会出现“免费搭车”问题。相反，作为资本家的小集团，由于每个成员可以从中获得比较高的收益并且容易就总成本的分摊达成协议，形成约束和奖励机制，这样，贸易保护政策就可以战胜自由贸易政策。所以，如何在大集团中避免免费搭车问题是自由贸易政策的一个难题。第四，不完全信息和代议制。由于在民主制国家里多以代议制为主，通过选民代表来投票，而非全民投票制。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难题，由于政治市场中信息不完全，选民并不完全了解代表的决策对他们福利的影响。同时，代表为了竞选连任而需要政治活动资金，这就为少数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不完全信息和代议制威胁自由贸易政策。

这四个不利于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构成政治供给和政治需求考虑的关键问题，之后研究者们对政治需求和政治供给建构的数理模型主要是建立在避免这几个问题的基础上的。这些数理模型的建立，反映了经济学家在政治需求和政治供给方面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而这正是传统经济学研究所缺乏的。这种研究对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他们并不以模型为主，但经济学家在思考贸易政策时将政治约束（事前约束和事后约束）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而建立的数理模型使“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这门学科的专业化充满了信心。

三、“民主的政府”模式：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与“仁慈的政府”模式假设政府只关注“公共利益”不同，也与“自利的政府”模式假设政府只关注“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利益”有别，“民主的政府”模式试图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民主的政府”模式假设，在一个民主制的社会里，政府作为一个平衡者，如果其贸易政策的制定只顾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而不考虑选民的意愿，其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所以，在“民主的政府”模式中，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必须兼顾利益集团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一个好的民主政府就是既能满足利益集团的利益，又能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

支持这种模式的数理模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82年由芬斯特和巴格瓦蒂建立的模型。芬斯特—巴格瓦蒂模型是在H-O-S模型基础上构建的一个由政府与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局部均衡模型。这个模型假设，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按生产要素组成的利益集团向政府进行院外游说活动，利益集团的游说成本取决于初始的关税率、工资率和利润率。当国内价格仍然高于征税后的进口价格，而且关税不能完全抵消进口价格的下降，利益集团一般要进行游说，以寻求关税保护。而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利用关税收入向利益集团进行反游说，希望利益集团为其捐献，而当政府得到收入补偿后，必然降低关税，这样，政府就既满足了利益集团的保护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
〔129〕



另一个是1994年由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模型建立的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政府为了获得政治支持而将不同的贸易政策（高低不等的关税率或补贴率）进行“菜单式”的拍卖，以换取政治捐献资金，同时尽可能地满足普通选民的利益；而专有要素组成的利益集团则通过向政府提供不同的捐资来获得关税或出口补贴。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政府和利益集团进行两阶段博弈，首先是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捐资价格上达成纳什均衡，然后是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再决定最优的价格（关税或补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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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1930）和《互惠贸易协定法案》（1934）

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引用的国内政治过程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两个经典案例。

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一法案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普通税率结构，使得实际税率达到了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60％，从而引起其他国家提高关税壁垒加以报复。但事隔4年之后，美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大相径庭的贸易法案，即《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这一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将任何一项美国关税最多降低50％。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同一国家立法机关在不到4年时间里通过两个大相径庭的贸易法案？

尽管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为何形成并得以通过有多种分析，但几乎所有的分析都涉及当时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四个组成要素：（1）国会，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有权制定法律、征税和拨款，所以，国会作为立法机关，其权力是最大的；（2）政府，研究者们普遍发现，在1930年之前，总统代表的政府在关税方面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3）政党，在美国的两党制形成过程中，其政策分歧的倾向一直是很明显的，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共和党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而民主党则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4）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的利益集团按照行业来划分主要有农业、工商业、金融服务业，他们通过游说来影响国会和政府。

在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形成和通过的过程中，共和党同时掌握着国会（1928年美国众议院选举结果为：共和党为270席、民主党164席、农工党1席；参议院选举结果为：共和党56席、民主党39席、农工党1席）和政府（胡佛总统），而总统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又是有限的，所以，政党和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便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就两党最后投票的结果来看，在参议院，同意通过的两党票数比例为44（共和党）比5（民主党），反对通过的票数比例为34（民主党）比13（共和党）；而在众议院，同意通过的两党票数比例为228（共和党）比17（民主党），反对通过的票数比例为138（民主党）比27（共和党）。就利益集团来看，在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进行游说的78个行业集团中，支持保护政策的有69个，而支持自由贸易的只有9个。

1932年，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变化有两点：一是民主党（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赢得了总统选举，并且控制了国会；二是国会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进行降低关税的谈判，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将任何一项关税降低最多50％，总统的这种权力持续三年。这样，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过程中的权力扩大了。当美国面临国际社会的报复时，为了推动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也为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民主党以及总统希望变革，最后于1934年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该项法案通过的结果是，其他国家恢复了与美国的贸易，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并为战后世界性的自由贸易协定（GATT）的形成奠定了原则性基础。1937年，当总统三年授权期满时，国会又延续了对总统的授权。1974年，国会又将总统的授权扩展到非关税贸易壁垒上，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与任何其他国家进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谈判，这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政策向自由贸易转向。

资料来源：根据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6; Jeffry A. Frieden &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pp. 37—46；迈克尔·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I.M. 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王恩冕、于少蔚译，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相关内容编写。



第四节　全球贸易制度安排：从GATT到WTO

从政府偏好来研究对外贸易政策主要反映了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及其结果的国内层面。而任何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但要受到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贸易政策的国际层面。从国际层面来考察贸易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国际贸易制度的建立，另一个是国际谈判与讨价还价。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主要关注的案例就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什么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课题，所不同的是，当国际经济学研究GATT和WTO时，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来证明贸易自由化如何能够使得贸易国受益以及受益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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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GATT和WTO时，其研究的重点是，将GATT和WTO作为一个政治制度，研究这种国际制度是如何形成以及这种国际制度对贸易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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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认识到贸易是各国财富增长的动力相比，认识到在贸易领域建立一种国际机制，以避免相关贸易国的“以邻为壑”贸易政策或者“免费搭车”的贸易政策，却是很晚的事情。

一、1860—1945年：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

国际贸易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几百年来，贸易税收一直是帝国和政治集团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许多帝国选择以贸易为契机而发展起来，并且为了控制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路线，曾经彼此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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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后，各国仍将贸易作为财富增长的火车头，并因此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重商主义”。在1846年之前，欧洲人关注的是贸易对国家财富增长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各国是一致的。至于如何进行贸易，并不是各国关注的重点，所以，相关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采取的贸易手段是非常不同的。而真正认识到贸易的“外部性”特征以及贸易制度的建设，则是1860年自由贸易兴起之后才开始的。

（一）自由贸易的兴起

关于自由贸易兴起的标准以及准确年代，经济史学家们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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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无多大意义。但研究国际贸易史的学者们在如下两点几乎达成一致：第一，自由贸易发生在19世纪，并且首先在欧洲形成；第二，英国为推动并维护自由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自由贸易兴起的原因有很多，但如下三点在自由贸易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第一，自由贸易的理念。尽管进行广泛的自由贸易兴起于19世纪中叶，但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理念上的准备已经很完善了，这就是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这部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奠基性著作中，斯密不但对先前盛行的重商主义从理念上彻底清算，更为重要的是，斯密从“劳动分工”这个最为基本的概念出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政府不应干预贸易与商业。

第二，英国先行的政策。尽管英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也在推行贸易，但却是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并举。从17世纪中叶开始，政府的贸易保护被局限于特殊的领域，如航海条例的规定、对渔业的补贴、对澳大利亚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煤炭贸易的补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而在其他领域，政府的权力逐渐退出，交由个体商人来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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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真正通向自由贸易道路始于19世纪中叶，其中，在1841—1846年罗伯特·皮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600多种关税被取消，1000多种关税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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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航海条例和木材关税的取消以及《谷物法》的废除使得英国在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1846年英国颁布的《废除谷物法》，使得推崇贸易保护的农场主不得不接受自由贸易的理念，这就使得英国国内政治中需要政府提供贸易保护的最后一个重要领域也开始实行自由贸易了。斯密的政府不干预贸易与商业的理念在现实的政策中得以真正实行。

第三，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响应。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响应，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贸易政策的“外部性”特征。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英国废除对法国白酒的歧视（而这也有利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交换，法国为英国的制造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相继或直接或通过双边协议降低关税。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从1860年开始，西欧创造了一个自由贸易世界。这个自由贸易世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金本位制的实施迅速向西欧之外的地区和国家扩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14年，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二）贸易保护：20世纪30年代的“以邻为壑”贸易政策

1873—1896年，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这次经济萧条的特点是产品价格逐渐下降，比如，1873—1896年，英国商品的价格下降了22％，美国商品的价格下降了32％；而在世界贸易中，原材料的价格下降了59％，小麦的价格下降了58％，煤炭的价格下降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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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贸易中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贸易国对“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不满，贸易保护开始在欧洲各国蔓延。奥匈帝国于1876年提高了关税，德国于1879年转向贸易保护政策，法国开始限制德国产品作为对德国的回应，美国继续其保护主义政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只剩下英国、低地国家和瑞士，到了19世纪末，英国成了唯一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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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世界贸易价格在1896—1913年之间逐渐上升，在这近20年期间，英国的价格上升了16％，美国的价格上升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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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英国的金本位制度在更广的范围被参与贸易的国家所接受，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勉强得以延续。

但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对自由贸易的冲击却是致命的。战争以及相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其中，灾难性的结果之一便是贸易保护的盛行以及贸易战的发生。

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的“以邻为壑”贸易政策推向极端并最终导致30年代贸易战的便是美国国会于1930年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标志着1870—1914年建立的基于自由贸易和国际金本位制的世界经济秩序彻底瓦解，世界经济萧条进一步恶化。

（三）恢复自由贸易：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在国际贸易史上，1934年美国颁布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该法案的颁布对贸易领域有两个重大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国内政治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第二个贡献，也是最大的贡献在于贸易领域的双边贸易协定概念的产生。前者是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后者是贸易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我们在这里重点论述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对世界贸易的影响。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国会于1930年通过了著名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出台之后，立即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这一法案不但扩大了世界经济萧条的范围，而且也使得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14.5亿美元，而出口则从1929年的51.6亿美元降到1933年的16.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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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在一片谩骂和争论声中，美国国会又于1934年颁布了一部大相径庭的贸易法案《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国会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进行降低关税的谈判，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将任何一项关税降低最多50％。

1934年美国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对之后的世界贸易机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告诫人们，削减关税不是单边的，而应该是双边的。根据统计，到1945年，美国与27个国家共达成了32个双边贸易协定，对64％的应税进口商品进行关税减让，使税率平均降低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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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贸易合作谈判应该建立在最惠国待遇或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这项原则允许一个国家可以与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这为后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进行的多边谈判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从1934年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受益。出于对恢复经济的渴望以及对战争的恐惧，在美国的带领下，相关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开始尝试多边自由贸易机制的建设。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二、GATT（1947—1994）：作为捍卫自由贸易的“临时多边协定”

（一）“国际贸易组织”（ITO）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以及相关国家曾经倡导在贸易领域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但最终流产了。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战后酝酿的“国际贸易组织”流产了，而代之产生的是一个作为“临时协定”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这个问题起源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立并非参与各国之本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出于贸易限制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提议在贸易领域建立一种国际制度，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1947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相关国家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当时国际社会希望能通过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实现对全世界贸易关系的协调。美国政府在1945年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提交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又称《哈瓦那宪章》）。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该宪章，然而却最终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因为《哈瓦那宪章》中某些条文与美国国内法规定有冲突，而未予通过）。美国立法机构与行政当局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当时国际社会建立一个世界性贸易组织的愿望化为泡影。既然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未能成立，在现实中又很需要一个贸易机制，于是只好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代替。这样，原属“临时性协定”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直运作到1995年1月才告结束，“临时协定”运作时间达47年之久。

（二）GATT的原则

GATT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临时协定”，在长达47年的运行过程中几经修改和补充，更不必说还有繁多的副协定和议定书的产生，然而GATT的基本原则却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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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T有三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第一，在减免关税和其他贸易优惠上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favoured-nation principle）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协定，并于1947年被作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第一条款，该条款要求所有参加国都受益于该协定。最惠国待遇原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成员国之间的歧视，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产品上给了另外一个国家以最惠国关税，这种关税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同类产品。这一原则从根本上抵制了贸易政策中的“免费搭车”现象，从而为创造一个统一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反对进口数量限制或其他非关税限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张各国政府应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来扩大贸易，而不应在关税之外设立其他非关税壁垒。

第三，所有成员国之间实行无条件互惠。互惠（reciprocity）是关税减让谈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原则，它确保成员国之间通过关税减让相互受益。

以上三项原则是GATT多边贸易体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原则，也是GATT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得以存在并在战后国际贸易中发挥其职能的基石。

（三）GATT的成效和困境

从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作为一个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协定”而运行开始，在GATT框架内前后进行了8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日内瓦回合（1947）、安纳西回合（1949）、托奎回合（1951）、日内瓦回合（1956）、狄龙回合（1960—1961）、肯尼迪回合（1963—1967）、东京回合（1973—1979）、乌拉圭回合（1986—1993）。关于这些谈判的文件以及各种评论的著作浩如烟海，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这些回合的谈判如何促进国际贸易机制的建设。

1．肯尼迪回合（1963—1967）：关税减让谈判的创新与反倾销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关税以及贸易总协定并不是一个国际机制，而只是贸易领域中一个“临时多边协定”，尽管这种协定以前在历史上也存在，例如英国曾经颁布《航海条例》，但都是双边协定。作为一个“临时多边协定”，GATT的最初目标主要是通过国际谈判进行关税减让。事实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70年代以前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关税减让上，GATT的前六轮谈判所要削减的壁垒都只限于关税方面。

表12-2　1947—1994年的GATT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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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John Ravenhill,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8—159。

然而，从1947年到1963年的关税减让谈判并不是非常顺利，1947年首轮谈判中关税减让20％，而到了1960年狄龙回合谈判中关税减让只有10％。关于在前五轮的关税减让谈判中收效甚微的原因探讨有许多，其中如下两个原因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欧洲国家的担心。尽管西欧国家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西欧国家出于对20世纪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的恐惧，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欧洲邻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从1957年开始，欧洲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贸易领域主要着手两项政策：一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关税减免，建立关税同盟；二是为了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通过统一关税来消除欧洲农产品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差额。欧洲的利益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利益，促使欧洲国家对更大范围内的关税谈判犹豫不决。第二，产品对产品的谈判。在前五轮回合的关税减让谈判中，谈判的方法是产品对产品的谈判，这就使得谈判不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整体协调，而是各国贸易政策在某一产品上的协调。

1963年开始的肯尼迪回合谈判，对贸易领域国际谈判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新的关税谈判方法。美国在肯尼迪回合谈判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一揽子方法。根据最后的协定，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除了一些特殊行业的关税保持不变以外，其他关税一律削减50％，最后的结果是，成员国平均关税减让达到了35％。第二，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整体协调。肯尼迪回合谈判的焦点不是集中在行业或产品关税削减的幅度上，而是在成员国贸易政策的偏好上，即哪些行业或产品属于成员国贸易保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肯尼迪回合谈判被认为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历史上第一个富有实质性意义的谈判，贸易领域中通过多边谈判来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的机制开始确立。第三，反倾销谈判。肯尼迪回合谈判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将反倾销作为国际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经济学中的倾销是指厂商对其出口的产品制定一个比其在国内市场要低的价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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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倾销是指国家在其贸易政策中为了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该产品进行价格补贴，使其以低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销往国际市场。肯尼迪回合开始了反倾销谈判，框定了反倾销的行为规则，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在后来的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反倾销谈判的意义在于将成员国对外贸易政策“标准化”。第四，地区政治集团的兴起。在肯尼迪回合谈判中最后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是，肯尼迪回合第一次允许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一个单个行为体参加谈判，这为后来地区层面上的多边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2．“东京回合”（1973—1979）：非关税壁垒与战略贸易政策

“东京回合”谈判从197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79年，共有102个国家参加。“东京回合”谈判对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继续进行关税减让谈判。尽管关税减让不是“东京回合”谈判的重点，但关税减让谈判仍然是“东京回合”的目标之一。最后的结果是，9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市场上产品的关税平均降低35％，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降至4.7％。这次关税减让的幅度可以与“肯尼迪回合”的结果相比。

第二，“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 NTBs）减让的谈判。如果说GATT在前6轮谈判主要集中在关税减让上，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1973年开始的“东京回合”谈判则主要集中在“非关税壁垒”减让的谈判上。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保护主义抬头的年代：一方面是1973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滞胀，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坚持一贯的贸易保护政策；最为重要的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增加、出口贸易的减速以及国内失业率的提高促使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种背景下，由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经过7个回合的关税减让谈判，其协定内的关税壁垒已经撤销，这导致大多数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转而采取非关税壁垒。所以，“东京回合”主要是针对这些非关税壁垒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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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东京回合”谈判还试图将贸易规则扩展到其他方面，例如政府采购、安全以及健康标准等，但并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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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尝试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内确定“框架”协议。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巴西动议的，其目的在于力图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义务加以明确。也就是说，明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义务，通过通知、协商以及争端解决等手段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幼稚工业、消除收支赤字等。尽管这一动议并未取得进展，但却促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开始意识到发展中国家贸易的重要性，并思考如何通过法律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

3．“乌拉圭回合”（1986—1994）：新的贸易问题及其困境

“乌拉圭回合”谈判始于1986年9月，终于1993年12月，相关的协定于1994年4月签署，前后历时8年，共有128个国家参加了谈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47年的历史中，“乌拉圭回合”是持续时间最长、争议最为激烈但成果最为丰富的一次谈判，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历史上最富有意义的一次谈判。从这次谈判的过程和结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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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圭回合”主要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谈判的议题。与前几次贸易谈判相比，“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四个方面：市场准入（包括传统的农业和纺织业）；GATT规则的修改；将GATT作为一个制度的手段；以及新的贸易问题（包括服务业、投资以及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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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准入问题：共同农业政策和《多边纤维协定》。市场准入问题（market access）主要涉及农产品贸易和纺织品贸易的保护政策。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主要是针对欧盟、日本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在农业领域的保护政策。欧盟从1960年实行共同农业政策，通过关税保护，支持共同体内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欧洲在农业领域的保护政策取得了成果，从1958年到1970年，共同体农产品的交易增长了6倍，而与第三国的交易只增长了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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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70年代对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支持，到了80年代，欧洲的农产品已经开始出现剩余，仅1985年，欧洲各国牛肉储备达78万吨，黄油120万吨，小麦1200万吨，为了避免无限制的储备增长，也迫于欧共体内部农民的政治压力，欧盟转而采取出口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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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日本对农产品采取的进口限制政策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准入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

如果说农产品市场准入的提出主要是美国针对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而提出的，那么，纺织品的市场准入问题则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曾经签订的《多边纤维协定》（Multi Fiber Arrangement, MFA）而提出的。纺织品通常是工业化早期优先发展的产业，因为纺织品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纺织业不但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而且所需资金也较少。所以，纺织业也就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优先发展的产业。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在GATT的推动下朝着贸易自由化飞速发展，但纺织业一直是一个例外。在发展中国家，纺织业成为出口的主要产业（参见表12-3），根据统计，1963—1976年，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上升了14.1％，发展中国家纺织业和服装业在世界市场的出口额也从1976年的32.2％上升到1987年的50％。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发达国家在1961年与发展中国家签订《棉花贸易的短期协定》（The Short-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棉花进行定额限制，1962年签订《长期协定》，1974年签定《多边纤维协定》，范围扩展到合成纤维和羊毛整个纺织业。这些协定规定，纺织品贸易的谈判只限于双边贸易额度谈判，这样《多边纤维协定》就将纺织品贸易排除在GATT多边贸易谈判议题之外。但到了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增加，发达国家认为有必要就纺织品在GATT内进行多边谈判，这样，取消《多边纤维协定》对纺织品贸易的保护、推动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自然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题。

表12-3　发展中国家占世界出口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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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统计，转引自Junichi Goto,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and Its Effec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Observer, Vol. 4, No. 2, July 1989,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2）新的贸易问题：服务业、投资与知识产权。除了传统的农业和纺织业，“乌拉圭回合”谈判出现了一个新的议题，这就是服务业以及与贸易相关联的投资和知识产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贸易的性质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贸易的性质而言，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以外，服务贸易无论是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都在不断上升。而对于服务业，各国又没有一个统一定义，GATT只是把服务业定义为“非货物贸易”。由于GATT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上，这就为相关国家在服务贸易中采取保护政策提供了机会，服务贸易领域就成为各国政府进行贸易保护的一个重要领域。

对外直接投资是战后世界经济以及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跨国公司在异地的生产，不但容易形成对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垄断，而且容易冲击东道国同类产品以及相关的产业，所以，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主权的关系成为各国政策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自从加拿大1974年率先设立“投资管理局”，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投资进行管理以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到了80年代，世界贸易中相当大的比例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投资自由化自然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关注的问题。但由于投资自由化直接威胁到相关国家的主权，所以，最后各国同意将“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手段”（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题。

“与贸易相关联的知识产权”（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问题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出现的第三个新问题。随着服务业的发展，高科技产品（诸如电子信息、金融风险评估）成为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如何对这些产品的产权进行保护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议题。

（3）GATT的规则问题。GATT规则的修改以及如何将GATT建设成一个富有成效的国际组织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其实，早在之前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相关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为GATT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个“临时多边协定”存在的，其目标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上。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货物贸易关税的降低以及新的贸易问题的出现，GATT规则的修改以及关于GATT是否具有法律效应成为各国关注的议题。

第二，谈判的行为体。与前几次贸易谈判相比，“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谈判的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参加谈判的行为体类型开始多样化。如果说“东京回合”谈判之前七轮谈判的主体是发达国家，那么，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参加谈判的国家既有原来的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国家，也有地区集团（例如欧盟），还有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七国集团）。谈判行为体多样化以及利益的交叉，导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时间和难度超出以往任何一个回合的谈判。

第三，谈判的结果。“乌拉圭回合”谈判持续了8年，从结果上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还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谈判领域的扩大。以往的贸易谈判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关税的减让，而在“乌拉圭回合”中，贸易谈判的领域不但扩展到传统的农业和纺织业领域，而且也包括服务业、投资以及知识产权这些新的贸易领域。尽管在“乌拉圭回合”的部门性协议中，这些领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将这些问题（传统的和新出现的）纳入到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这就使得世界贸易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二是国际贸易谈判由原来的权力主导方式开始向规则主导方式过渡。在前六轮回合的谈判中，国际贸易谈判主要是由美国来主导，即使到了“东京回合”谈判，议题也主要是由占世界贸易出口份额三分之二的美国和欧盟来主导，所以是一种权力主导方式。到了“乌拉圭回合”谈判，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或采取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战略”，或实施更加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这导致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导致贸易谈判由以往的权力主导型向规则主导型转变。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当发达国家将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列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议题时，遭到了印度和巴西的激烈反对，从而使得谈判不断地延期。三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大结果是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力图在农业问题、服务业问题以及高技术产业三个领域有所突破，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相左，最终也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在1993年10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与会国接受了贸易全面自由化协定，同时终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一运行47年之久的“多边临时协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取而代之，继续协调国际贸易谈判。这样，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行的国际组织。

三、WTO（1995年至今）：全球贸易制度

1995年1月1日，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WTO正式取代了运行长达47年之久的作为“临时多边协定”的GATT。那么，世界贸易组织在哪些方面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相承接，又在哪些方面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有所不同？

（一）WTO的目标与基本原则

作为一个制度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有如下四个目标：第一，制定并强化国际贸易规则；第二，为贸易自由化谈判和监督提供一个平台；第三，推动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第四，解决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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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四个目标中，除了推动贸易政策透明度以外，其余三个目标在GATT都有阐述，所不同的是WTO远比GATT更全面、制度性更强。

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组织形式上替代了GATT，但基本原则方面依然继承了GATT的原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减免关税和其他贸易优惠上的普遍最惠国待遇原则。也就是说，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下，任何国家对待其贸易伙伴不得进行歧视，只要对某些国家进行贸易优惠，这种优惠必须适用于所有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原则原是GATT的第一条款，主要适用于货物贸易（不包括纺织品和服装），但在WTO中，最惠国待遇延续为《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CATS）的第二条款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s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第四条款。这样，通过这三个协定（即GATT, GATS和TRIPs），WTO不仅涵盖了所有的货物贸易（既包括纺织品和服装，也包括敏感的农业），而且还包括服务业、资本以及观念（知识产权）这些新的贸易领域。

第二，在进口产品的国内流通与销售上的国民待遇原则。即任何国家对待进口的商品与对待国内生产的商品采取相同的标准，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和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对待外国的服务以及商标、版权和专利与对待国内的相同。这一原则作为GATT的第三条款，也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七条款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三条款。

（二）WTO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国际组织

尽管WTO继承了GATT的基本原则，而且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GATT的秘书处也成为WTO的永久性秘书处，但WTO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国际组织，与GATT作为一个“临时协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集中体现在WTO与GATT的结构、过程和程序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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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基于权力的部门贸易谈判向基于法律的贸易体系转变。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GATT时所指出的，在GATT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历史进程中，强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一直是权力推动的。这种权力推动性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由于无法制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增长（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贸易保护），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美国和欧盟关于农产品争端），以及部门贸易自由化不能均衡发展（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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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终导致GATT的解体。WTO作为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力图建立一个基于法律规则的贸易体系。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不同的是，它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是一个问题领域一个问题领域（item by item）地讨价还价，而是采取“一揽子行动”（a single undertaking）。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对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有着明确的规定。任何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管是富裕的强国还是贫穷的弱国，更不管是单个国家还是地区贸易集团，一旦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对世界贸易的所有协定必须同时接受。这些协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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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其他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卫生（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贸易技术壁垒协定（TBT），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谅解录；贸易政策评估机制（TPRM）。

在“一揽子行动”的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将其组织的权力结构规范化。WTO的最高决策结构为部长级会议（Ministerial Conference），部长级会议按照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WTO的日常事务由理事会（General Council）负责，理事会包括WTO的所有成员国，负责部长会议两年间隙的决策，理事会包括争端解决委员会（Dispute Settlement Body）和贸易政策评估委员会（Trade Policy Review Body）。此外，WTO还有三个专门的功能性的委员会，即货物贸易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服务贸易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第二，从单一货物贸易关税减让向国内贸易政策及制度性规则建立的转变。

对货物贸易进行关税减让谈判一直是GATT的核心任务，但关税减让谈判主要是针对部门产品。尽管GATT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东京回合”开始，由非关税壁垒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贸易构成挑战，而“乌拉圭回合”出现的新的贸易问题使得GATT面临着巨大挑战，并最终导致GATT的终止。WTO与GATT的不同之处在于，WTO开始将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政策的评估纳入其制度性建设框架之内，其核心就是明确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也就是说，只要是WTO的成员国，就有义务通过其国内贸易政策的制定来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WTO的约束力使其超越了GATT集中于产品的关税减让的局限性，而是将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度化建设放在首位，这样，在问题领域方面，WTO较之GATT更为全面。除了传统的工业品关税问题以外，WTO涵盖了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GATT无法解决的贸易问题。就目前来看，WTO主要集中在贸易产品、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方面：在贸易产品上主要集中于农产品和纺织品的标准、补贴以及反倾销；在服务业方面主要集中于银行业、保险业、电讯业、旅游业；在知识产权方面主要集中于专利、生产许可证以及版权方面。

第三，从基于国家间政治博弈的争端解决机制向基于国际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过渡。

《争端解决谅解协议》（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DSU）是WTO较之GATT最为显著的进步。GATT时期的世界贸易也有争端解决机制，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是失败的。因为，GATT时期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建立在国家之间政治博弈的基础上，而且要求一致同意。如果贸易争端方不能达成一致同意，任何一方就可以拒绝接受争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GATT时期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地解决相关国家的贸易争端，它的基础不是基于争端国家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而是基于国际协定，也就是说，只要是WTO的成员国，就必须遵守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旦进入WTO的争端解决程序，即使是在结果中失败的国家，也必须接受最终的结果。WTO专门设立一个上诉委员会（Panel/Appellate Body Review）来处理各种争端，这样，贸易争端的解决就超越争端双方，而主要是立足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最大程度上防止或阻止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WTO的谈判议题及其挑战

从1995年1月1日生效以来，WTO作为一个制度性的国际组织，一方面积极实行“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的各种协定，另一方面必须面对国际贸易体系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挑战。关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国做出的降低进口关税和农业补贴，以及加强知识产权的承诺的详细内容，限于篇幅无法在这里进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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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主要就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在过去10多年以及目前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个比较简要的概括。

根据WTO的制度性设计，到目前为止，WTO部长级会议已经举行7次，其主要的议题以及挑战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断兴起的地区贸易协定；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挑战之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自由贸易。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强调贸易的互惠原则，但也有许多例外条款，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就是其中之一。GATT第四部分的相关条款中曾规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当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时，不能希望发展中国家给予发达国家以同样的优惠；而在后来的《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也允许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遇；另外，WTO的协定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特殊条款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完成其承诺的时间、贸易条件、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等。

尽管如此，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贸易纳入WTO仍然是WTO建立世界贸易制度的重中之重。无论是GATT的“东京回合”谈判和“乌拉圭回合”谈判，还是WTO建立以后于2001年11月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贸易问题一直是国际谈判的主要议题和难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WTO近150个成员国中，有三分之二是发展中国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庞大，而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贸易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将贸易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推动贸易谈判是WTO的核心任务之一。WTO框架下贸易谈判与GATT框架下贸易谈判的主要区别在于，GATT框架下的贸易谈判主要基于关税实践（customary practice），而WTO框架下的贸易谈判则是将贸易问题纳入“永久性的多边谈判机制”内。为此，从2001年11月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专门设立了“多哈发展日程”，其目的就是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管如此，在农业问题和服务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还没有达成一致，这成为“多哈回合”谈判持续到现在一直努力解决的议题和难题。

挑战之二：地区贸易协定（RTAs）、特惠／自由贸易协定（PTAs/FTAs）与全球贸易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地区主义的兴起，地区贸易协定也随着产生。根据WTO的统计，到了2005年，只有一个WTO的成员国蒙古不是地区贸易协定的成员国，WTO（或其前身GATT）获得通知的有330个地区贸易协定，其中，206个是1995年1月WTO产生以后签订的，180个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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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以及特惠／自由贸易协定（preferential/free trade agreements）的兴起，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加强，还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分化？这是WTO成立以来密切关注的问题。尽管WTO理事会于1996年2月6日为此专门成立了“地区贸易协定委员会”（WTO's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其目的是对地区集团所签订的贸易协定进行评估，评估这些地区贸易协定是否与WTO的规则相一致，地区贸易协定如何影响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地区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安排的关系如何，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无论是已有的理论分析还是经验证据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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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贸易协定（RTAs）以及特惠／自由贸易协定（PTAs/FTAs）究竟是贸易全球化的铺路石还是绊脚石，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争论双方给出了各自的理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雷文修（John Ravenhill）教授曾对此做过系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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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地区贸易协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铺路石”的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给出的理由主要有：（1）地区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参与全球谈判的行为体减少，行为体越少，谈判越容易达成一致；（2）在地区层面就深入一体化的问题达成协议相对容易，而这为全球层面的协议的达成提供示范；（3）地区协定可以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从而为这些工业的全面自由化铺平道路；（4）地区协定可以提高那些出口导向的利益者的金融地位，从而促使他们游说政府进行更广范围的自由化；（5）当地区协定为一些国家的企业接近国外市场提供优惠时，另外一些国家的同行竞争者就会游说政府去签订协定，以便获得同样的优惠。

而主张地区贸易协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的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给出的理由包括：（1）地区贸易协定强化了权力不平等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影响，允许大国将其意愿强加给小国，并通过原产地原则获得了优势，而这在全球层面上进行贸易谈判是无法达到的；（2）地区贸易协定将全球贸易谈判中有限的官僚资源和政治领导权的一部分转化到地区贸易谈判中，因而分化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3）地区贸易协定导致关税和原产地原则的多样性，因为随着一个国家成为几个地区贸易协定的成员国，而这些地区贸易协定的规则又有所不同，规则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诉求最终提高了国际贸易谈判的成本；（4）地区贸易协定为出口商提供了进入国外市场的便利，因而削弱了这些出口商进一步游说政府或在全球层面进一步自由化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积极性；（5）地区贸易协定允许政府将政治上敏感的产业从自由化中免除，最终加强了保护主义的力量，为在全球层面进行贸易自由化增加了阻碍力量。

总的来看，争论双方各自的理由非常充分，并有各自的现实经验证据，但争论的核心仍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第ⅩⅩⅣ条款与地区贸易协定和特惠／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的相容性或一致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三个问题，即最惠国的关税、原产地原则以及透明度和执行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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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个问题上地区贸易协定是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第ⅩⅩⅣ条款一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面临的一个难题。

挑战之三：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国际贸易。

长期以来，南北关系始终围绕着原料、贸易、投资、市场、债务等问题展开，这是“南方国家”迫切要求改造和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表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各国工业化的进展以及西方跨国投资项目的飞速增加，国际社会开始对环境污染，尤其是正在进行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给予重点关注，环境问题从而成为南北关系的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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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建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s），之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挪威政治家布鲁特莱（Gro Harlem Brundtland）的领导下（后被称为布鲁特莱委员会）于1983年提出了世界环境恶化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于1987年10月29日接受了布鲁特莱委员会提交的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的议题。

虽然WTO并没有就环境问题形成一个特殊的协定，但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WTO也强调各国政府对环境的保护。为此，在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Trade and Environment Committee），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WTO的工作框架内，并在2001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就环境问题展开了谈判。然而，WTO在处理贸易与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WTO协议与其他环保协议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绿色贸易”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关系。

如何处理WTO协议与其他环保协议之间的关系是WTO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尽管WTO坚持认为一个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保护其环境和自然资源，但WTO只是一个多边贸易体系，并不能代表或取代其他国际环保组织。关于这一点，WTO在成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也曾明确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主要基于两个最为基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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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体系的唯一任务就是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以此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WTO不是一个环境机构，所以，WTO的成员国不能利用WTO对各国具体的环境政策及其标准进行干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只对那些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第二，“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解决环境问题时，其解决方案必须遵循WTO贸易体系的规则。在现实世界中，WTO之外的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协议大约有200多个，但其中只有20个协议与贸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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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绿色贸易”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关系是WTO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由于在贸易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绿色贸易”标准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的焦点，也成为一个国家干预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手段。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案例是1991年墨西哥在GATT框架下诉美国的“金枪鱼—海豚”案和1998年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在WTO框架内诉美国的“河虾—乌龟”案。

专栏



慢车道的WTO与快车道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

作为“抵制进口商品组织”（Swadeshi Jagran Manch, SJM）——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保护主义游说团体——最主要的理论家，古鲁穆尔蒂（S. Gurumurthy）呼吁印度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发表强硬谈话，他表示：“印度应该考虑退出WTO，转而推行双边贸易协定。”根据报道，古鲁穆尔蒂先生认为，“中国经过多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在此期间它变得足够强大，从而有能力面对多边主义的世界，然后才加入WTO”。

这些说法是如此的不准确，本来完全不值得对它们给予社论回应，但是考虑到阐述这些观点的不是别人，而是古鲁穆尔蒂先生，一个在商界、政界和新闻界能够发挥重大影响的金融顾问，所以还是需要进行澄清。

考虑一下印度面临的可能选择。假设印度联邦商务部长阿伦·贾艾特里（Arun Jaitley）来到坎昆后，拒绝了别人提议的有关贸易自由化的所有建议，并且宣布印度退出WTO，然后回国推行双边贸易自由协议。那么，他将要和谁来展开双边贸易协议？有人要说，当然是和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那么，它们是谁？美国、欧盟、中国、东盟成员国、韩国、日本、巴西、墨西哥、南非、以色列、俄罗斯以及我们的南亚邻邦，其中当然有波斯湾的石油出口国——我们向它们购买石油并且向它们输出我们的熟练工人。

这些国家一起构成了印度在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的主要交易对象。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哪个国家将会同意和印度达成这样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其中有关贸易自由化的义务比印度希望通过在WTO的多边进程所获得的保证还要轻松？或许俄罗斯和一些邻邦可能如此。

几乎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希望进入到自由贸易的快车道，因为它们已经走在了印度的前面。进一步说，OECD国家占了印度几乎50％的出口市场，其中有哪些国家会与印度达成一个比《多哈发展议程》要求更低的FTA？一个也不会。此外，要想维持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国等亚洲邻邦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与它们达成的贸易自由化双边承诺需要比WTO进程的要求还要更快。

不妨看看我们目前与泰国进行的FTA谈判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吧。泰国正在寻求对汽车零配件市场的零关税进入权。那些在泰国有生产基地的日本汽车生产商将立刻从中获益，因为它们能够绕道泰国向它们在印度的汽车组装厂出口零配件。那些已经在印度建立了工厂的汽车公司，像塔塔汽车公司、现代和TVS都持反对态度。它们希望有更长的时间来为零关税作准备。按照WTO的建议，汽车零配件领域的“零对零”关税的时间是在2015年，而印度与泰国的FTA将在2005年生效。到底哪一个是慢车道？

再看看我们与近邦的自由贸易协议。印度已经与斯里兰卡这一较小的经济体达成了FTA。斯里兰卡的关税比印度更低，而且准备在WTO与新加坡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期望与南方共同市场达FTA。而巴西和阿根廷在WTO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比印度要领先一步。最后，我们看看东盟，本周印度主持了印度—东盟商务峰会。我们与新加坡就《全面经济合作协议》进行了谈判，并且希望与东盟商谈FTA。难道这一进程会比WTO的进程还慢吗？

“抵制进口商品组织”的一个领导人认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WTO中来自第三世界的英雄，贾艾特里先生在坎昆必须向他学习。“看看马哈蒂尔，”据报道，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他敢于抵抗那些白人（gore log）。”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所谓的“新加坡问题”是如何列入WTO议程的呢？正是马来西亚在1996年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搅乱了局面，使得新加坡问题进入到WTO议事日程。马哈蒂尔先生冲着西方国家大声嚷嚷，可是西方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却比在印度的投资要多。“抵制进口商品组织”对白人的种族主义称呼（gore log）不但令人憎恶、令人不快，而且，考虑到西方国家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样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没有丝毫好处。

更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目前正在通过减少其对印度食用油出口的方式，来抱怨印度在推进双边贸易方面做得不够。在7月份的英联邦商务委员会伦敦会议上，马来西亚的贸易部长告诉我，印度在推动“南南”贸易方面做得很不够。顺便提一下，这也是WTO正式议题中的新问题。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正在为欠发达的发展中小国做点什么呢？我们的南亚邻邦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方面想与南亚各国达成FTA，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接受来自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竞争吗？这难道就是抵制进口商品组织领导人及其同类所引以为傲的“伟大母亲印度”吗？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各种替代WTO的机制并不会更好。它们无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在1998—2001年间，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虑，其深思熟虑的结论是，相比于放弃WTO转而寻求双边或区域FTA，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将更加有利于印度的国家利益。

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打算达成一些FTA，也应该是和美国、欧盟及东盟这样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和这些国家有可能形互补性的“双赢”贸易关系。然而，在WTO的“成绩表”上，它们全部位居印度之前，而且，它们所要谈判的FTA，其中所包括的议题全部是我们打算在WTO中拒绝谈判的问题。因此，有人设想双边或区域FTA是印度逃脱WTO多边协定所要求义务的方便之门，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本也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不把国家政策的制定当成这种儿戏就好！

资料来源：〔印〕桑贾亚·巴鲁：《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黄少卿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39页。





第十三章

跨国公司与国家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可以追溯到1867年美国的辛格（Singer）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建立的第一个越洋工厂，从而在世界不同地区生产具有相同样式、相同品牌的同种产品，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公司和企业的生产活动仍主要是在各国国内，因此，早期研究国际经济的学者们并不把跨国生产列入其研究议题。

最早对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商业活动给予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从战略的角度创造出的词“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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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美国哈佛大学为了分析美国的商业活动而设立“哈佛大学多国公司研究项目”（Harvard Multinational Project）来描述这种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的新现象。在研究中，学者们曾使用过不同的术语：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enterprises）、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s）以及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enterprises）。后来，学者们发现跨国公司这个词更能准确地表达公司的所有权属性，经过联合国的使用，跨国公司这个词才逐渐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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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跨国流动，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复杂的“理性者”：一方面各国通过采取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及推动本国公司走向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各国又因担心跨国公司对本国经济的控制以及冲击而不断加强对外国跨国公司的监管。这种状况使得民族国家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本国的经济增长有必要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引入对国家主权有侵蚀的危险。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境地”，成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

第一节　直接投资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直接投资、国内政治与国际机制

一、跨国投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的跨国流动主要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来完成的。尽管统计口径有所差异（例如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全球层面），但就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的表现而言，其统计结果几乎是一致的。无论是哪种层面的统计都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国际生产的企业。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已经占有世界生产的25％、世界工业产值的80％、世界商品贸易的40％以及世界GDP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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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为数已达63000家左右的母公司拥有大约690000家国外分支机构以及许多企业内部安排，其国际生产实际上已经分布到所有国家并包括所有经济活动，从而使这些公司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令人可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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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家们一般将跨国投资分为两类：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

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投资者在本国之外以控制企业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和管理从而获取利润的资本对外输出。直接投资既包括固定资产，也包括中间产品，如资本、技术、管理技术、市场准入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创办新企业（公司）或收购外国现有企业（公司）；另一种是通过购买外国企业股票进而拥有对该企业进行股权的控制。关于控制股权的比例达到多少才能算直接投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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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拥有10％或超过10％的股权，就可视为直接投资，而低于10％股权的投资则被称为证券投资。

间接投资（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又称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主要是指用于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其他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按照间接投资的主体分，间接投资可以分为国际机构投资、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按筹资的手段和管理方法分，间接投资可以分为国际银行信贷、政府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国际证券等。与直接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间接投资不参与企业或公司的经营和管理。

尽管学术界对两种投资做出了比较严格的区分，但在现实世界中的投资远比理论界定复杂，这是由跨国公司的多样性导致的。根据跨国公司的结构，一般将跨国公司分为如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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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垂直型跨国公司（vertical TNCs），这类跨国公司的特征是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由同一个公司来完成。比如，英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东拥有油井，在英国销售石油和天然气。（2）水平型跨国公司（horizontal TNCs），这类跨国公司的特征是同一个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生产相同的产品。比如，日本的丰田公司为了避免保护主义分别在欧洲和美国设立工厂生产同一类型汽车。（3）多种经营型跨国公司（conglomerate TNCs），这类跨国公司的特征是一个公司为了分散经营风险，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在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产品。比如日本的三井物产和韩国的大宇。

二、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飞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生产结构的变革，不仅对全球经济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改变了跨国公司自身的功能。因此，跨国公司及其对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不仅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而且也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与经济学家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关注跨国公司的结构、管理、组织以及战略不同，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这种全球性的扩展以及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多边关系、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体系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跨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国际货币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大主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全球／地区层面对跨国公司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为什么跨国公司优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对外借贷？第二个议题是，跨国公司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体？如果是一个独立行为体，它有何特征？第三个议题是，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对国际体系的机制建设（多边协定以及双边协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三、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在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的早期研究中，无论是经济学家（主要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政治学家（主要基于权力分配），不论他们信奉自由主义还是推崇马克思主义，几乎一致地假设，跨国公司作为母国的企业必然是母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几乎所有关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解释模式都基于一种“二分法”，即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或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产生以及对外投资，母国／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并相互受益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跨国公司代表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是一种不等价交换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经济学领域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国家是单一的”这一假设挑战的成功，学术界在研究跨国公司时，开始超越以前关于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逐渐转向研究母国（国内政治）—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从母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东道国的国内政治的角度研究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具体的研究议题上：第一个议题是，母国的国内政治或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或流出；第二个议题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对母国的国内政治或东道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议题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或流出对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第二节　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三种理论模式及其超越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国际力量不但改变了企业生产组织本身，而且对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关注的主题，出版了许多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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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逐渐形成三种分析框架：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马克思主义或激进学派的分析模式以及国家主义的分析模式。

一、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对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飞速增长进行理论探讨。在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对跨国公司的扩张行为进行理论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有三种理论：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维农教授的“产品周期理论”；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教授及其同事提出的“折中理论”；9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波特教授的“战略理论”或“价值链理论”。

1．产品周期理论

“产品周期理论”是由维农（R. Vernon）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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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提出的。之后，在1971年出版的《主权困境》一书中，维农教授进一步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兴起对主权国家的影响，提出了“主权困境模式”。

跨国公司为何能够得以飞速发展？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维农提出了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产品周期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任何产品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其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的成熟阶段、产品的标准化阶段。维农以美国公司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产品的创新阶段，美国公司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为美国市场规模巨大，科学研究能力比较强，所以公司研发出的新产品首先在美国国内市场进行销售，并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这种新产品。但随着产品的成熟，产品的生产技术逐渐标准化以及专业知识向国外的传播，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口商就会获得技术，一旦这些进口商获得技术，他们就可以依靠低廉的成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交通费用的节省）生产出同类产品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替代该产品的进口。因此，为了维持美国公司对产品的垄断地位，削弱和阻止外国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美国公司就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直接进入外国的市场。

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依据的是国家之间财富和技术的差异，由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不但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技术上的差异也很大，因而产品周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向全球的扩张行为。但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与欧洲和日本在财富和技术上的差距开始缩小，特别是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的不断兴起，产品周期理论不但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跨国公司行为，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兴起的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的扩张行为。

2．折中理论或“OLI模式”

“折中理论”（eclectic paradigm）是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邓宁和他所在的里丁大学的同事们共同倡导的，因而也被称为“里丁学派”。对“折中理论”进行全面总结的是邓宁于1977年发表的《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多国公司：一种折中路径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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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理论”涉及三个最为基本的概念：所有权（ownership）、区位（location）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因此，“折中理论”又被学术界称为“OLI模式”。

所有权优势是折中理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在折中理论看来，与特定区位禀赋对公司的重要性相比而言，所有权的禀赋对于特定公司而言是内在的，所有权禀赋既包括有形资源（例如技术本身），也包括无形资源（例如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国家的公司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拥有的比较优势首先表现在所有权的优势上。所有权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拥有规模性经济、垄断能力（诸如专利、商标以及管理技术）以及更好地利用资源的能力；第二，拥有接近市场的知识和能力、高效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研发能力；第三，拥有适应多国的不同要素禀赋以及市场状况的能力。如果一个公司拥有以上比较优势，它就不但可以克服本国市场的不完全性，对资源的分配进行公共干预，而且可以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由此形成跨国公司。

区位优势是折中理论涉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传统的区位理论主要强调三个要素，即资源的地理空间分布；无法转移的成本，例如税收以及当地政府的各种限制；运输成本的节省。这三个因素导致公司的经济活动通常地区化，这是传统区位理论的基本观点。那么，如何解释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行为呢？根据邓宁的理论，跨国公司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将其研发活动内部化，这种研发活动主要是在市场或者接近市场的地区进行，然后将所研发的产品标准化，并依靠对产品的所有权（包括专利、商标等）获取利润。第二，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能够更好地协调不同的经济活动，适应各地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政府的政策。第三，相对于国际贸易，跨国生产可以直接控制价格转移，监控市场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第四，国际生产可以作为某个公司国内战略的自然延伸，而无需提出新的概念，这样就可以保持公司战略的一致性。以上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

国际化是折中理论涉及的第三个概念。在折中理论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其公司的所有权禀赋和区位禀赋；二是其货物和服务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的交易成本。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资源的国际分配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跨国公司可以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扭曲现象，诸如技术转让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价值不成比例的汇率。另外，在一个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世界中，跨国公司可以直接监督生产过程，可以对不同的市场信号做出灵活的反应。这些特点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好地推动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

3．竞争战略理论

竞争战略理论或“价值链理论”是由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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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进行系统论述的。

波特的战略理论主要是针对以往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的。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禀赋所致，包括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延续，“产品周期理论”则突出了国家的财富和技术优势，而“折中理论”强调了所有权、区位和国际化的优势。但在波特看来，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理论是在假设生产要素不流动的状态下解释相关国家的竞争优势的，这种观察是一种静态的观察。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生产要素禀赋在工业生产中仍然非常重要，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成为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在全球广泛流动。

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广泛流动主要由于如下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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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技术变革。技术变革不但体现在微电子方面，而且更体现在高级原材料以及信息系统中，这种技术变革在战后的工业发展中显示出其广泛性和持续性。技术变革对工业的影响在于，不同国家的公司由于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从而导致其市场差异性的减小。换句话说，由于技术而导致的新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使得公司对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与以前相比大大降低。比如，由于获得了新技术，20世纪80年代许多从事制造业的公司直接转移到高工资的地区，而不是传统的低工资地区；由于人造原材料产品（例如工程塑料、人造纤维）可以替代以前的原材料，使得公司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降低。技术变革使得没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公司也可以具有竞争优势，比如，韩国的钢铁工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就是如此。第二，要素禀赋的趋同。与以前假设生产要素只局限于部分国家不同，随着各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基础设施（诸如通讯、道路系统以及港口）的建设，最终导致许多国家具有许多相类似的要素禀赋。这就是为什么贸易会发生在要素禀赋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无法保持其以前在劳动力市场的独特优势。第三，全球化。全球化不仅使得以前的制造业国际化，也使得服务业国际化，从而导致公司的活动（包括销售、外包、原材料采购以及生产地点）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其结果必然是一个国家的公司与其他国家的公司之间形成联盟，以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技术变革的扩散、要素禀赋的趋同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表明，基于静态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factor endowments）的传统理论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factor endowments）理论。在波特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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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全球市场中成功的公司既不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因为规模经济无法回答哪个国家的公司将最终完成这种规模经济）和“技术差距”（因为技术差距无法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生产差异，以及哪个国家的公司将从中受益），也不取决于其母国的国内市场（因为强调国内市场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内市场发展缓慢或国内市场对其产品需求很小的公司却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和出口（因为出口无法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不是通过出口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竞争战略。

波特强调，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成功表面上好像表明国家在公司的成功中没有任何作用，但在现实中恰恰相反。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10个国家（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公司进行比较研究，波特认为，公司在全球市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其所属国家（母国）的竞争战略。一个国家在某个工业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如下四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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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素条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个工业竞争中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方面的状态，例如技术工人或基础设施建设。（2）需求条件，即本国对该工业产品或服务需求的性质。（3）关联的和支持性的工业，即该国是否具有那些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供给性的产业以及相关的产业。（4）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者的状况，即国家对公司的产生、组织、运行以及国内的竞争者如何进行管理。

总之，政府在确定国家的竞争优势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的竞争战略。

二、激进学派的研究路径

相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在跨国公司的研究方面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则更早，甚至可以回溯到列宁于20世纪初期发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其中，列宁不但对对外直接投资这种资本输出的现象和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且对跨国公司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分割世界进行了分析。但由于这本著作被认为是政治家所作，加之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后来的西方主流学术界虽然提及，但却很少引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另外一批学者承袭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对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形成两种极富影响的理论：一种就是广为人知的依附理论；另外一种就是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学派。关于依附理论模式兴起的背景、基本观点以及在跨国直接投资方面的主张，我们在前面“依附理论”和“国家主义理论”两章中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这里只就激进学派关于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观点做一论述。

在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直接投资研究领域，激进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海默教授，集中体现他观点的著作是他于1960年完成并在1976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一项关于直接投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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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后人于1979年为纪念海默教授而将其论文结集出版的《跨国公司：一种激进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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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海默教授作为激进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在跨国公司领域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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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的积累与国际化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者强调剩余价值转让是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并强调跨国公司进行资本积累主要是跨国公司利用其自身的优势（诸如充足的资本、先进的管理技术、庞大的销售市场以及技术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将边缘区的国家的剩余价值转到核心区国家。与此不同的是，激进学派的观点则主要集中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在海默看来，跨国企业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并因此对资本积累产生了两个独特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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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积累高度集中化和完善化的过程，这种集中化过程导致的等级和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而且表现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三个层面上获得的控制权，即公司日常活动的管理（诸如人力、市场和原材料），地区性分公司的协调活动（诸如白领工人、通讯系统、信息以及城市），以及总公司的管理和决策（诸如国家）。另一个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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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扩展，矛盾和竞争不只是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而且发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即国际资产阶级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国际层面都遇到了反对力量。

2．世界市场的兴起

与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将跨国公司主要看做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公司的一种扩展不同，激进学派特别重视跨国公司和世界市场关系的研究，强调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性质的影响。通过对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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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默得出如下三个结论：跨国公司的扩展促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不但改变了第三世界和后起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地区相互依存的结构；欧洲国家为了促使本国的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纷纷采取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在欧洲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展过程中，国家利益和目标与私人企业的跨国公司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少数公司能够扩展成功，所以，这些少数私有公司的扩展就变成了国家利益，而私人企业的特殊行业的增长也就成为国家的目标。这些变化不仅表明跨国公司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而且预示着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衰退，但资本主义体系仍能存活下去。

3．国际劳动分工

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国际劳动分工主要发生在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并认为跨国公司对边缘区进行剥削不同，激进学派特别强调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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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默认为，跨国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虽然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将劳动者联合起来，但在权力方面却将他们进行分化。海默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劳动分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种是公司扩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分工；第二种是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阶级等级；第三种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冲突；第四种是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其中，主要有六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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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就世界市场份额的冲突；一个国家内部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应对国家挑战的公司与只依靠出口的小公司之间的冲突；不同国家中那些为了获得管理和科学工作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劳动者和欠发达国家低工资劳动者为了争夺工作的竞争；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付税的公司与那些只为一国政府付税的公司之间的冲突；处于发展方向的精英和被排除在发展方向之外的群体之间的冲突。

4．民族国家的作用

关于民族国家的作用，激进学派和自由主义者关心的问题完全一样，即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资本的国际化，民族国家的作用被削弱了还是加强了？与自由主义者维农认为民族国家将让位于跨国公司的观点不同，激进学派认为，一方面，跨国公司由于其决策程序高度集中在核心区，并且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与其公司的等级相应的劳动分工，因此，跨国公司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帝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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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单个民族国家手中，而且跨国公司无法解决社会安全以及地区增长的不平衡，所以，跨国公司仍然寻求国家的支持。鉴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两难关系，海默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出现一种新的体系，以便对国际资本进行管理，消除已经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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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20世纪70—8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来考察跨国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两位，一位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71年发表在《国际组织》的论文《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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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1975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186〕

 ；另一位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其观点主要集中在她于198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与市场》。关于罗伯特·吉尔平在跨国公司研究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国家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权力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中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只评述苏珊·斯特兰奇是如何以国家为中心来分析跨国公司的。

与国家主义者吉尔平相同，斯特兰奇在分析跨国公司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也提出了“结构性权力分析法”，但与吉尔平稍有区别的是，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法”在理论上更为完整和精致。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法”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1）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在斯特兰奇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产品周期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这一事实。基于自由主义而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主要无法解释如下事实：一个事实是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打破了其“卡特尔”之后仍能主导国际石油市场；另一个事实是在美国跨国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进入欧洲和日本后，在70年代发生了欧洲和日本的公司逆向进入美国；最后一个事实是，跨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经营服务业而不是以往的制造业。而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一改以前认为跨国公司对其进行剥削的态度，而竞相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所有这些都表明，尽管跨国公司改变了全球生产结构，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忽视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在斯特兰奇看来，走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困境的重要途径就是分析世界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将世界经济中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经典现实主义主要集中在联系性权力的研究上，联系性权力是指甲国依靠权力让乙国去做本来不愿做的事情的能力。但斯特兰奇认为，在世界经济中，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为重要，这种结构性权力包括四个方面：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生产结构和知识结构。

（2）结构性权力的核心是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四种权力结构中，国家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就安全结构而言，安全结构主要是基于主权国家而建立的，但当所有主权国家都宣称自己具有权威性时，在国际体系中建立安全结构就成为必要的了，欧洲历史上的势力均衡模式就是一个典型。就生产结构而言，生产结构主要解决生产什么、由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以及按什么条件生产。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企业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生产的，因此，生产结构主要是由国家决定的。随着生产的国际化，生产的权力虽然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决定，但由于涉及税收等问题，所以，国家仍然要通过各种手段来争取生产结构的决定权。就金融结构而言，金融结构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也包括确定作为信贷计账单位的不同货币汇率体系，而无论是信贷还是汇率都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就知识结构而言，尽管任何人都有获得知识的权力，但由于知识在17、18、19世纪经过国家的世俗化之后，知识也就成为国家获得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如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各国仍然努力争夺知识结构的领导权。

（3）国家是全球生产结构的主角。尽管全球生产由于跨国公司的扩展而正在发生结构性变革，但促进这种变革的不只是市场力量，还有国家的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维持其对跨国公司的控制，从而影响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一种方式是国内决策，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例如监督和管理、税收和立法）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多边协定，尽管跨国公司的多边协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成功，但确实影响了跨国资本流动的方向。

四、超越传统的“理论范式”之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生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关于跨国公司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相比，“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继承“第一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超越“第一代”学者所构建的相关理论与模式。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注重数据和实证方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引入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分析工具，逐渐远离了以前的理论范式之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分析工具就是双层博弈方法的引入。

第二，由以往依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来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开始转向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和经济学（新经济理论）的结合寻求“利益和制度”的关联性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技术是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一种生产要素）、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聚集通常与非经济因素、路径依赖、偶然机会和积累过程相关）、战略贸易理论（强调不完全竞争、累积过程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影响）这三种被经济学界称为不同于或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经济理论成为新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研究跨国公司行为的知识创新源泉。

第三，由传统模式中关于跨国公司（母国）／民族国家（东道国）的“二分法”转向寻求国际（跨国公司）和母国／东道国国内政治（政党、利益集团）的关联性。传统模式中跨国公司／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国家是单一的，基于这种假设来研究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母国或东道国）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该影响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而当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来研究跨国公司对国家（母国或东道国）的影响时，会发现影响远比以前想象的复杂得多。正是基于这种状况，“第二代”学者利用理性选择的方法，打破跨国公司—东道国的“二分法”以及“国家是单一的”这种假设，转向母国（国内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三者关联性的研究，即研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作为资本要素流入／流出之后对国家（东道国／母国）内部的资本和劳动力比例产生的影响，从而发现跨国公司如何导致母国／东道国国内政治联盟的不同组合。

第四，由传统模式对国家产业政策简单的整体定性分析逐渐转向对特定产业内投资和贸易的具体分析。传统的模式对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东道国的产业政策，要么强调其转移效应（比如自由主义），要么批判其侵蚀东道国主权（比如马克思主义或激进学派）。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则立足于特定的产业，他们的假设是，由于利益不同，不同的产业在政府—企业的关系上有所不同。特别是随着生产全球化的深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直接投资和贸易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这样，研究贸易和投资的关联性也就成为一个新的趋向。

第五，由传统模式主要对西方民主国家以及霸权国家的直接投资分析转向对非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普遍认识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分析框架。就相关政治变量和经济变量而言，不同的地区、国家、产业、公司，存在着不同的关联效应，无论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还是研究其所起的作用，制度因素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转向对非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治制度对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影响的比较研究或单一案例研究。

第三节　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一、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

关于跨国公司的作用，无论是经济学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政治学家（基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不管是强调跨国公司作用的积极方面（如认为资源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还是强调这种作用的消极方面（如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民族国家的主权、环境以及资源为代价），几乎一致的观点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其飞速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归纳起来，跨国公司导致世界经济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国际生产体系；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范围；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劳动力市场。

第一，跨国公司促使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与扩展。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首要影响就是在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一个国际生产体系。尽管国际生产的范围很广，对其度量比较困难，但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标准，衡量国际生产体系的广度主要有如下三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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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DI的存量，这是衡量国际生产的资本构成的广义尺度；（2）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这是衡量国际生产的收入的广义尺度；（3）整个TNCs体系的总产值占世界GDP的比重。

如果以此三个指标来衡量国际生产体系，我们可以发现（参见表13-1），1982—2007年25年间，国际生产体系得到了飞速扩张：就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而言，1982年不足8000亿美元，1990年近2万亿美元，而2007年超过15万亿美元；就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而言，1982年为5790亿美元，1990年达到1.78万亿美元，而2007年超过16万亿美元；就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而言，1982年为2.5万亿美元，1990年为6万亿美元，而2007年达到31.7万亿美元；就全球外国子公司的附加值（总产值）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1982年为5％，2007年则为11％；就雇员人数而言，1990年约为2400万，2007年增加至8000多万。虽然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上三项指标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表13-1　1982—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的若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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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09, p. 18.

国际生产体系不断扩展的结果是，不但以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加入其中，这种生产链的国际化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益，但也使得这些国家相互竞争。

第二，跨国公司导致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的变革。

与国际生产体系的扩展相关联的是生产过程的变革。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公司的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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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公司的生产主要是在单个的国家进行，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以贸易的形式将产品卖给其他国家，而跨国公司产生以后，公司的生产通过直接投资跨国进行，其产品直接满足东道国的市场，这样也就可以避开以前因贸易而受到其他国家的关税制约。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跨国公司有何优势进行跨国生产，并能与当地公司竞争？

由于跨国直接投资而导致生产过程变革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研发（R&D）和技术转移的能力。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定义，一般有两项指标，一是研发投入和注册专利；二是技术转让。跨国公司及其所在的发达国家一般都非常注重研发投入，比如，研发的支出主要集中在OECD国家，OECD国家该类研发开支占世界的90％，而其中7个国家拥有OECD国家研发支出的90％，仅美国就占40％。而在这些技术创新的国家中，主宰这些国家研发的公司几乎都是跨国公司，就美国而言，1996年仅50家大公司就占有工业研发的49.4％，80年代，瑞士仅3家公司就拥有全国研发的81％，而荷兰仅4家公司就占到全国研发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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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生产体系的扩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母国之外从事研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专利的注册，除日本将其专利注册主要放在国内。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不断扩大在生产国的研发和专利注册，这表明，“跨国公司日益将其整个系统的创新活动一体化，而子公司则依据其能力实行专业化，这就是新的技术创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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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不但因研发的投入而拥有技术创新优势，而且也有技术转让的优势。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其所拥有和控制的子公司实行内部化；对其他公司实行外部化。技术转移的内部化主要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由于该过程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所以，公司可以掌握技术转移的速度、转移的成本和风险以及公司的成本和收益。技术转移的外部化则采取多种形式，诸如拥有少数股权的合资企业、特许经营、资本品销售、许可交易、技术援助、分包或贴牌生产（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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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跨国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导致国际资本市场的变革。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封闭经济中，由于没有国外储蓄，投资只能靠国内储蓄来提供资金，因而企业的生产只能在一国国内进行。而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其不断扩展，促使国际资本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和所有的公司相同，跨国公司筹措资金的渠道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资源是指作为股息留存并用于再投资的未分配利润，而外部资源主要是指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从银行借款筹措的资金。跨国公司与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不仅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且也要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筹措资金。在筹措资金方面，跨国公司的最大特点就是融资（指国外子公司筹措的资金，不包括母公司的募股）渠道的多样性，例如从母国或东道国的金融市场采用发行债券和长期银行借款的形式借款；也可以选择在一些国家市场上以母公司或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名义发行新股；还可以在公司系统内的任何地点之间调动剩余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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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国际资本市场的最大特点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趋势在加强，这种趋势推动了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以及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如何对这种流动性进行全球监管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难题，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与此相关。

第四，劳动的全球分工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

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和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劳动和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劳动的全球分工和劳动力的全球流动。

就劳动的全球分工而言，19世纪以来的劳动分工主要伴随着机械化而产生，即使是在福特主义盛行的20世纪，劳动分工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不同技能的分工，因此，其管理也主要是一国的管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跨国生产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劳动分工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劳动分工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而是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例如离岸经济和外包），劳动者不一定为本国的企业服务，他们或直接在跨国公司工作，或为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者必须根据全球经济来调整其技能和行为。

而就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而言，20世纪中叶以前，各国严格限制移民的进入，但随着生产的国际化（特别是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劳动力人口分布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持续上升），各国竞相制定政策（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吸引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一项研究估计，到2025年，由于47％的欧洲人将要退休，所以，欧洲需要大约1.59亿新的移民来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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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全球分工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挑战：国家之间如何合作，在全球层面上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同时保障其社会福利。

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导致世界经济在生产体系、技术创新与转移、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力量，不但在世界经济中而且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吉尔平所观察到的：





跨国公司的地位日益重要，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功能。这些大公司及其全球战略成为贸易流动、工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分布的主要决定因素。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投在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部门。由于主要是这些公司把技术扩散到工业国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去，所以它们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投资、技术和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所以［它们］不仅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而且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可以呼风唤雨，使许多国家产生强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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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

跨国公司不但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而且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展，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改变自身的生产结构、战略以及经营理念，同时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其组织自身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原来的规模经济到产品创新的转变；二是由原来通过内部扩张而增长转变为向外并购与战略联盟。

1．从规模经营到产品创新

任何公司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在于或降低生产成本，或扩大经营规模，这是传统公司或企业的信条，也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的最为基本的原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跨国公司与以往的国内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前公司的竞争力在于其区位优势，即接近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便捷的交通运输；而跨国公司的优势则在于其规模生产，通过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并进而垄断市场价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生产组织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即由以前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进行大规模生产逐渐转变为重视产品的技术创新，技术的开发、扩散与转让成为跨国公司的重点。

2．从企业内部扩张到跨国并购与战略联盟

跨国公司在生产组织上的另一个变革就是由跨国公司内部扩张转变为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80—1999年20年期间，在世界范围内国内企业之间以及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达成的并购以年均42％的速度在增长，其中有两次并购高潮，一次是1988—1990年期间，另一次是1995年以来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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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趋势上讲，跨国并购表现出如下三个基本趋势：第一，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但在地区分布上是不均衡的。积极参与并购的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以并购方式进行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并购正在迅速上升（从1987—1991年的1/10上升到1997—1999年的1/3），但仍然以新建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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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加入其中，但行业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行业并购总的趋势是：金融服务业并购趋势在急速增长，制造业的比重在下降，而自然资源部门的比重正变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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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私有化成为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发达国家，私有化作为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主要发生在国内企业之间，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巴西和阿根廷），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并通过私有化进行并购成为这些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

从功能上讲，跨国并购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平并购，即发生在同一行业竞争企业之间。这类并购的目的是通过整合资源，加强市场力量，这类并购主要发生在制药、汽车、石油等行业；第二类是垂直并购，即发生在有客户—供应商或买主—卖主关系的企业之间，其目的是降低生产链前后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典型的例子就是零部件生产商与客户之间；第三类是混合并购，即发生在无关联的公司之间，其目的是寻求分散风险。

总之，无论是新建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跨国并购都使得国际生产体系进一步扩张和深化，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趋势。

3．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或独立行为体？

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以及跨国公司组织的变革，从20世纪6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跨国公司是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独立的行为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行为体，并且可以与民族国家一比高低甚至超过了民族国家的主要有两种颇有影响的观点：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主权困境”模式；另外一种是20世纪90年代凯维斯（Richard E. Caves）主张的“经济组织论”。关于维农的“主权困境”模式，我们在本书第七章“国家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权力结构与对外经济政策”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只就凯维斯主张的“经济组织论”进行分析。

凯维斯将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于1996年发表的《跨国公司与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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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

“经济组织论”主要通过利用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来解释跨国公司为何成为一个经济组织。科斯定理所描述的理想世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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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的参与者能够坐下来谈判，如果将所有经济价值的初始产权分配给这些参与者，并且如果他们可以无成本地进行产权界定并完全履行协议，那么，在不考虑由参与者谈判力量决定的产出分配的情况下，其结果必定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计划。而所有妨碍界定、监督或实施一项经济交易的费用都是“交易成本”。

在凯维斯看来，跨国公司无论就其资本和技术的来源（母国），还是就其投资的目的地（东道国），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相关国家的制约，从而影响跨国公司的效率。为了提高跨国公司的效率，跨国公司不但采取直接投资而非间接投资（证券投资），而且在直接投资的方式上也向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以及多元化方向发展，并由此形成水平拓展型的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型的跨国公司以及多元化生产型的跨国公司，其主要原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凯维斯基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的发展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分析。

第一，交易成本与水平拓展型的跨国公司。所有权、区位以及国际化是所有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优先考虑的三个问题。如果一个跨国公司能在这三个问题领域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就表明该跨国公司是有效率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进行水平投资（同一行业或同一产品），是因为该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和技术变成公司内部的公共物品（所有权）来共享，将创造价值的资产有效地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区位），并有效地对这些资产进行管理（国际化），避免因重复、分散以及子公司相互竞争而提高交易成本。

第二，交易成本与垂直一体化型的跨国公司。所谓跨国公司的垂直发展就是控制中间产品和生产链。与跨国公司进行水平发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样，跨国公司进行垂直发展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当跨国公司进行垂直发展时，它既可以在事前选择符合自己偏好的合同，也可以在事后对成本进行监督和讨价还价，同时还可以将中间产品的市场国际化。如果跨国公司不能直接控制中间产品及其市场，那么，跨国公司就必须为了获得中间产品而与其他公司的供应商进行谈判，由于信息并不总是对称的，跨国公司获得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就必然增加。

第三，交易成本与多元化生产型的跨国公司。交易成本同样能够解释多元化生产型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进行投资和生产，而不同国家的市场并不总是相同的（诸如对产品需求的差异、汇率的不同），这就促使跨国公司进行多元化生产和投资，这样就可以规避和分散投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总之，跨国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效率比较高的经济组织，因而也成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生产要素和产品分配最为有效的工具。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不但对母国的社会福利、进口、出口以及国际收支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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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影响母国的利益集团的重组及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而且也对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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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跨国公司与国际机制

跨国公司不但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而且也改变了企业生产组织形式，如何对跨国公司进行管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机制的制定（GATT和WTO）以及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国际机制建设（IMF和世界银行）相比较，虽然在跨国投资领域还没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全球性协定，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对跨国投资进行有效的管理，出现了许多多边的以及双边的投资协定，这些投资协定为我们在投资领域进行国际机制的建设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1．跨国投资的多边协定

如何加强投资保护以及推动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各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与此相适应，“多边投资协定”自然成为学术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概念之一。

关于多边主义的概念，学术界一般倾向于采纳鲁杰在其著作《多边主义：一种制度的剖析》中的定义。根据鲁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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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边主义主要包括三个原则：（1）不可分割性原则，即在任何地方对某个成员的攻击都被认为是对全体成员的攻击。（2）非歧视原则，所有成员国都被相同地对待，就像贸易协定中的最惠待遇国一样。（3）扩散性互惠原则，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依靠具体的物物对等交换，而是依靠长期保证平衡来获得。

多边主义在投资领域的表现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多边投资协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OECD多国企业指南》（1996）和《多边投资协定》（1998）；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声明》（1996）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8），强调跨国公司的劳工标准和劳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TRIMs），强调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也于1999年开始讨论各种多边投资协定如何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各种手段，其议题包括外国投资和发展；范围和定义；准入与开业；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与投资相关的贸易措施以及价格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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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国都意识到促进投资自由化对于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协定（GATT/WTO）以及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多边协定（IMF）相比而言，在直接投资领域，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性的多边投资协定。相反，各国／地区之间签订的各种投资协定之间的不一致性却在不断加强。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各种投资协定之间的不一致性目前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04〕

 ：

第一，尽管大部分双边投资协定（BITs）将是否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权力留给东道国，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s）却通常主张，投资者应该具有开业权。

第二，在不同的国际投资协定中，不同的投资自由化规则也导致协定之间的不一致性。比如，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协定（例如NAFTA）主要基于“从上到下”的方式毫无保留地推动自由化，但多边的《关于服务贸易的总协定》（CATS）却主张“从下至上”渐进地进行市场准入，这种地区层面的协定和全球层面协定的不一致性，导致投资者无法准确地把握同时签订两个协定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

第三，在涉及签约方的核心安全利益保护方面，《能源宪章条约》（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中包括一个例外条款，但在许多双边投资协定中并没有包括类似的条款。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最惠国待遇（MFN）以及保护条款之中。

不同层面（全球、地区以及双边）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的不一致性，不仅使得那些缺乏专业技能的国家因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对投资自由化失去了信心，也使得那些积极推动投资自由化的国家因谈判进程艰难而止步，其最终结果是，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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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投资协定》（MAI）失败的教训

多国进行跨国投资谈判最为典型的案例是OECD于1995年开始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谈判过程异常艰难，原计划1997年部长级会议之前达成《多边投资协定》，但因争论而拖延。在1998年4月28日召开的OECD部长级委员会上又由于相关国家意见相左被搁置，之后，法国宣布不再派代表团参加谈判。在各国6个月的评估以及征求民间团体的意见后，OECD国家决定中止《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关于《多边投资协定》的失败，联合国贸发会议于1999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际政治的影响。在谈判期间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在一些有影响的OECD国家，中间派／新左派政府改变了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对资本的流动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最后，技术谈判变成一个政治谈判。

第二，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在相关国家国内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非政府组织对国会议员的影响，他们认为谈判过程不透明，没有与国内相关利益者磋商；二是企业界的不满，他们认为，《多边投资协定》不但别除了税收条款，而且增加了环境和劳工条款，这对企业的利益是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由于《多边投资协定》通过之后最终将向所有国家开放，而发展中国家却不能直接参与谈判，另外，由于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世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所以，《多边投资协定》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65页。



2．区域性的跨国投资协定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趋势。跨国投资之所以出现区域化趋势，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地缘政治的考虑。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高度集中在主要大国和特定的区域，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大国试图通过投资建立和强化自己的“后院”或传统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以此加强本国和本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竞争力。比如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以前的东南亚转移到墨西哥和加拿大，并与这两国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德国的投资则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主要流向东欧国家；而日本的投资则倾向于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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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小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加强了地区合作，例如1999年东南亚国家签订的《东盟投资区框架协定》；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非经济共同体和货币联盟于1998年开始起草《关于投资的共同体宪章》；在北非和西亚，阿拉伯联盟正在领导对1980年被采纳的《有关阿拉伯资本在阿拉伯国家投资的联合协定》进行修改，使之更适应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GAFTA）的需要等。在南亚和中南美洲，关于地区投资自由化的协议或正在讨论，或已签订，或正在进行修改。

第二，生产网络的考虑。尽管全球化已经并且正在进一步改变传统的地理和交通的观念，但地理上的临近以及交通的便利是区域化的基础。从已经签订的和正在谈判中的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协定和协议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进行投资和贸易区域化的国家仍然是地理上相互毗邻的国家。此外，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商业网络也是区域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商业网络包括公司制度、销售渠道、消费习惯、劳动力的流动以及产品的认同等。比如，在东亚地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日本人商业网络一直主导着该地区的生产网络，并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文化价值的认同。投资和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社会价值的认同是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基础。文化价值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例如宗教、语言以及家庭和社会风俗，也包括对正在发生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安全、环保）的认同。

尽管各国竞相签订地区贸易和投资协定，但关于地区协定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者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比如，在北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地区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表现迥然不同（参见“专栏：NAFTA和外国直接投资”和“专栏：亚洲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地区性协定的效果”）。这表明，深入进行地区层面的国际机制的比较研究，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进行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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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TA和外国直接投资

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谈判达成的NAFTA于1994年1月开始实施，该协定是西半球第一个北—南区域一体化协定。协定允许三个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服务和知识产权的跨国贸易，并允许彼此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进行投资。NAFTA的最后一轮关税削减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农产品的一些例外保留到2008年。

NAFTA使地区内部贸易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北美商品和服务的地区内部出口在该地区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34％和1996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56％。但是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和墨西哥3/4的贸易是与美国进行的，而到2002年这一比重超过了85％，两国从美国进口的结构也与此相似。但是美国的情形却不然，在1996—2001年期间美国与另两国的贸易与1980年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流向三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但是并不清楚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NAFTA。在1988—1993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了，但是1994年之后又迅速增加，在2000年达到了3830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在2002年又减少到640亿美元。然而，增量主要是由流向美国而不是流向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所致。在2002年减少到47％之前，美国占北美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71％上升到1999年的88％。北美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OECD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的比重以及占世界流入量的比例的结构是相类似的。

尽管如此，墨西哥仍然从流入量的增加中获益。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区域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密度增加了，尤其因为在1980—1998年期间墨西哥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

NAFTA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比重从1986年的30％减少到1999年的18％。加拿大占美国流出存量的比重看来是一个主要因素，其比重从1989年的17％减少到2000年的10％。NAFTA使得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关闭了其在加拿大的一些工厂，转向以出口来供应加拿大市场。一旦取消关税，经济规模较大、运输成本较低且产品差异不大的产业就会出现区位上的移动。

北美最重要的产业是汽车和零部件产业，根据对该产业定义广度的不同，其占地区内部贸易的比重在1/3到1/2之间。加拿大和美国的汽车产业在1965年签署《汽车协定》以后就已经一体化了。因此，NAFTA只是将墨西哥汽车产业融入已经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产业而已。

一项研究将美国作为NAFTA的局内人和作为南锥体共同市场的局外人的地位进行了比较，发现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NAFTA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南锥体共同市场之间则不存在任何关系。另一项研究发现，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除外）在1994年以后已经落后于墨西哥。受影响最大的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这些国家的纺织和服装业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最多。

至今还没有有关NAFTA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确定性研究。现有的假定是，NAFTA使其成员国经济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中获益，但是对成员和非成员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尚不太了解。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可能是将单个企业微观层面上的区位战略与宏观层面上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变动更好地联系起来。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United Nations, 2003,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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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地区性协定的效果

一些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AFTA）》影响了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在汽车和电子产业。但汽车产业看来也出现了一些合理化安排，这一点对流量的分布产生了影响。对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一项截面回归分析表明，东盟主要东道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高于1994年的预期。这可能意味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对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另一项对美国流向东盟5国和其他26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经济计量分析中，市场规模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在全部31个国家的样本中，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和关税税率存在反向关系。尽管在该研究中“AFTA效应”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市场和对有竞争力的中间产品进口征收更低的关税可能促进了那些更注重寻求市场和效率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该地区。

流向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尤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以后和1997—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前。自1993年签订协定以来，在建立了优惠贸易协定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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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1990—2002年的亚太地区：流向东盟和南亚优惠贸易区的外国直接投资（10亿美元）

尽管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可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在过去20年中，东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世界的大约5％。由于签订了如此之多的贸易安排，同时有新的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例如中东欧和中国），因此很难将区域贸易协定对流向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从对单个成员国的影响中分离出来。最近的大多数区域协定趋向于建立自由贸易区（AFTA、新加坡—美国、东盟—中国、韩国—智利）和区域投资合作（东盟投资区）。这些协定对市场准入提供了保证，其中包括对较多产品实行较大幅度的关税削减计划，涉及非关税壁垒，更加便利了生产投入和资源的采购，并涵盖了投资问题。这些因素强化了上述自由贸易协定，这可能会影响到那些寻求市场、资源和效率的投资活动。

由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于最近进行的一项对在亚洲经营的1519家日本制造商的调查显示，50％的答复者希望成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5％希望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以便从这些贸易区中获得好处。大多数企业指出，他们希望获得削减关税和简化与统一通关程序的好处。还有大约20％的答复者希望从共同认可的简化程序中获益。这项对日本制造商的调查还发现，《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和所提议的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预期会增加投资和日本在东盟的经营网络。由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中，超过半数的公司认为，借助公司的区域生产网络，《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推动区域内部的贸易。

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希望利用地区劳动分工并通过经营网络使生产升级，寻求效率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增加。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区域性协定和自由化是否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每个成员国以及地区而言，［它们关心的是］一项区域一体化协定最有能力产生的是哪一种投资。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United Nations, 2003, p. 47.



3．双边投资协定（BITs）

为了促进资本的流动，国家之间签定双边投资协定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出现的第三个趋势。自从1959年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签定以来，双边投资协定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989年全球范围内双边投资协定达到38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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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开始快速增加，1997—2006年这10年期间，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几乎翻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统计，在2006年底全球范围内的5500个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 IIAs）中，2573个协定是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2651个协定是避免双重税收协定（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DTTs），241个协定是关于其他经济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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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取双边的方式进行投资谈判，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双边投资协定（BITs），另一种是包括投资内容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有了比较成熟的标准，一般而言，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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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投资的定义和范围；准入与开业；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资金的自由转移以及资本和利润的汇返保证；政府征用期间的保证和赔偿；国与国以及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条款。

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不但可以促进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而且对相关国家国内的经济（例如社会福利、就业、经济要素的流动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和政治（例如国内利益集团以及政治联盟的形成等）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课题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和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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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加坡双边投资协定

在20世纪90年代签定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协定》（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New-Age Economic Partnership, JSEPA），该协定于2002年11月正式生效。

根据双方研究小组的报告，日本与新加坡双方政府之所以推动双边合作，主要基于如下三个理由：（1）作为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补充。双方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而世界贸易组织在1999年12月的西雅图部长会议上陷入僵局，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朝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努力。而双边贸易合作不仅对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可以产生压力，而且对多边贸易自由化是一种补充。（2）适应全球化。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贸易、投资、资本、人员以及信息流动的经济一体化时代。就贸易而言，2000年的全球贸易额是1950年的20倍；就资本流动而言，外汇市场的交易量由1988年4月每天59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15000亿美元；就人员流动而言，1988—1998年，世界航空搭载人员以4.4％的年平均率在增长。（3）适应全球技术变革。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不仅正在加快生产和消费模式变革的步伐，而且使得经济正在向无国界的全球经济过渡。

双边协定中有关投资的内容：该协定在保持以前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内容（保护、待遇以及争端解决）的同时，增加了开业权、业绩要求和关键外国人聘用等新的条款。

国民待遇：在开业、收购、扩张、管理、运营、维持、使用、占有、清算、变卖或者其他投资处置均享受国民待遇。

人员流动：便利两国间出于商业目的的自然人流动并相互承认专业资格。

业绩要求：设立特定地区总部或者世界市场总部的要求；对于出口特定水平或者比例的服务的要求；只能从指定领土向世界市场某个特定区域供应货物或者服务的要求；达到一定水平或者价值的研发的要求；购买或者使用在该领土提供的服务，或者从该领土自然人或者法人购买服务的要求；指定任一国籍人士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要求。

争端解决：包括国家与国家、投资者与国家在内的全面争端解决机制。

建立监督系统：成立一个联合投资委员会，并受托审议和讨论投资章节内容的实施和运作、审议与国民待遇和禁止业绩要求有关的具体例外情况，以减少或者消除这类例外，营造有利于两国投资者的环境。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方统计，《日本和新加坡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协定》2002年签订后，日本和新加坡之间的双边贸易持续增长，新加坡向日本的出口额从2002年的6.2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72亿美元，日本向新加坡的出口额从2002年的17.7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5.02亿美元；就直接投资而言，新加坡向日本的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1.1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0.62亿美元；两国的人员流动也在增加，到2007年，居住在新加坡的日本人达到2.637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 90; http//www.mofa.gov.jp. 编写。



第四节　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20世纪70—80年代的“第一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在研究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假设：跨国公司和母国作为一个利益整体为一方，东道国作为一个整体为另一方。这种“二分法”使得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们或关注跨国公司为何飞速发展（例如内部化理论），或关注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的积极的影响（例如基于自由主义的效应转移理论）和消极影响（例如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世界经济结构变革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一是由以前强调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二者关系的分析转向母国（国内政治）—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二是由以前强调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二者一般关系的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或权力分配分析）转向不同问题领域（例如不同的产业）与不同国家国内政治之间关联性的具体分析。

一、跨国公司与国内政治

关于跨国直接投资的类型，经济学家们一般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寻求市场型的直接投资（market-seeking FDI），投资者通过投资寻求更大的并且增长的市场；一类是寻求资源／资本型的直接投资（resource/capital-seeking FDI），投资者通过投资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类是寻求效率型的直接投资（efficiency-seeking FDI），投资者通过投资寻求拥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出口生产基地。经济学家们关于跨国直接投资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偏好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证券投资，但基于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无法解释跨国直接投资对母国以及东道国国内的具体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直接投资无论是对母国的还是对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都是有影响的：一方面，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导致东道国国内不同产业的政治联盟，影响东道国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母国的国内政治不但会影响母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而且也会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关于母国（国内政治）—跨国公司—东道国（国内政治）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布里沃（Thomas L. Brewer）曾做过总结，见表13-2。

表13-2　跨国公司——政府关系中的政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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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omas L. Brewer, "An Issue-Area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MNE-Government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23, No. 2, 1992, p. 301.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母国国内政治

与20世纪70年代跨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相比，随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结构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在积极推动本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竞相成为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home countries）。

与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认为跨国公司代表母国国家利益的主流观点不同的是，随着“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假设被打破，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跨国公司是代表母国国家的整体利益，还是代表发达国家国内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有何关联性？具体来说，国内政治对母国产业的国际化产生影响主要涉及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一个是母国的就业；一个是母国的社会福利。

1．就业与企业国际化

推动企业国际化以及提高本国的社会福利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但在如何推进企业的国际化，各国则因本国产业结构以及国内政治结构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无论是倡导自由经济的国家，还是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其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都是提高就业率。在民主制国家里，就业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党选举的成败，即使在专制或集权国家中，就业率也关乎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对母国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工作机会的丧失和转移，这与跨国直接投资中的大量“外包”和“离岸经济”现象密切相关。与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公司相比，90年代跨国公司直接对外投资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就是由传统的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因而“外包”成为一个引领信息化和全球化潮流的一种工作方式。所谓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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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将有限的、特定的业务（比如研发、呼叫中心或账目管理等）交给其他公司去做，然后将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体的经营体系，任何能被数字化的服务、呼叫中心、商务支持或知识工作都可以外包给世界上最廉价、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另一个趋势就是将制造业的生产基地由原来的母国直接转移到东道国，出现了“离岸经济”现象。所谓离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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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营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将它在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工厂通过离岸经营的方式整个转移到中国的广州，这就意味着广州工厂将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只不过劳动力更为低廉，税收、耕地、能源得到补贴，医疗成本也更低。“外包”和“离岸经济”直接导致了母国工作机会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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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外包与美国政治

《纽约时报》2004年3月在一篇报道中说“全球化流年不利”，原因在于“工会态度消极”。不少国会议员，甚至美国总统候选人正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以求获得政治资本。即便是商业圈人士也开始抱怨外包，生产电脑配件和电信设备的Technical Materials公司总裁阿尔·鲁布雷诺（Al Lubrano）说：“我憎恨外包，我想我们正在兜售制造业共同体。”尽管他口头这么说，却也停不住外包的路子。像其他许多美国公司一样，Technical Materials不得不加入这种外包的潮流，打算2005年去中国开设第一家海外分部。

这种不得不为之的经营并非是单一现象。麦肯锡咨询公司3月5日发布的报告声称，在接受调查的7300多位全球执行官中，有将近4/5的管理者认为外包有益于全球经济。但是当问及外包对于他们自己的商业将产生何种影响时，共识的比例就大大降低了。70％的欧洲执行官认为外包对于他们的商业运作是有益的，86％的中国执行官以及97％的印度执行官持此类观点。但是公司总部最多的美国却没有如此乐观，仅有58％的执行官认为可能是有益的。

美国商业界的模棱两可反映了美国日渐上升的对全球化的犹疑态度。CNN的道博（Lou Dobbs）主持“出口美国”节目已近一年，在此期间道博几乎每期节目都要标列一两家美国公司，指责其不断向海外转移工作。像花旗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微软公司都被道博列在CNN的网站上，当作谴责对象。在总统竞选人到各州拉选票时，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经常指责Benedict Arnold公司出口工作。克里设法提议一项议案，要求公司负责人在决定辞退14名工人并把这些工作转移至海外时，至少必须提前90天通知。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年均达到了12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永远都不会回到美国了。低廉的通讯条件更使得原先一些白领在做的工作，也面临向海外转移的问题，比如数据处理、电话呼叫中心、会计和软件设计等。据估计，2002年美国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了价值大概350亿美元的工作。

比起大公司全球性调整成本的优势，小公司的境遇更是为难。由于大型的跨国公司逐步把一些组件外包给东道国公司，美国国内的小公司不得不进一步压缩利润。为了同日本的Sony和NEC竞争，Planar Systems已经向中国、韩国等地转移了大量的平板显示器生意。面对工作由美国内地向东亚地区转移的趋势，公司财务官Steven Buhaly也很无奈，“我们的顾客不愿意为‘美国生产’付额外的资金。如果Planar继续把制造流程留在美国的话，前景非常暗淡，会很快出局”。

美国电子业正在进行的外包并非孤立现象。为摩托罗拉供应部件的Technical Materials也碰到同样问题，由于摩托罗拉不断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连带着一些供应关系也在中国扎根了，为了跟上摩托罗拉的步伐，Technical Materials也必须努力跟进到中国做供应商。公司总裁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行动，美国的制造业就不会停下脚步。但我们必须停住”。

资料来源：钟飞腾根据Eduardo Porter, "Outsourcing Is Becoming a Harder Sell in the U.S.,"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04, p. C. 2; Kerry A. Dolan and David Whelan, "The Great Offshore Wimp-Out," Forbes, April 26, 2004, p. 46相关内容编写。



2．社会福利与企业国际化

社会福利是母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另一个容易引起国内政治争论的因素。关于谁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受益以及谁在受损，是跨国公司产生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一定代表母国国家利益，因而母国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受益者，这些企业不但能优化母国的经济资源配置，推动母国的经济增长，而且能够使母国国内各个阶层从中都受益。但90年代以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发现，母国的跨国公司并不一定代表母国的国家利益，如下两种情况就是如此，一种是母国的跨国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更为顺利地进入某东道国，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结成联盟；一种是母国某些行业的跨国公司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左右该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在这两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完全代表母国的国家利益，充其量只代表母国国内某些阶层的利益。无论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必然影响母国国内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从而影响母国的国内政治。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都加强了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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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并购与印度的政治联盟

印度政治左翼联盟和自由改革家的对抗赛影响并反映了印度公司的国际并购。

印度公司在全球并购路上成绩显赫。截至2006年年初，印度公司的并购已达到22亿美元。从软件服务到汽车零部件再到生物医药，印度人的公司在并购领域极富进攻性。印度商务顾问甘加·巴格拉（Gunjan Bagla）认为，“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经营者，正大张旗鼓向海外进军”。如此乐观的姿态主要源于印度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并购动力。在他看来，印度公司的并购是出于纯粹的资本动力，是由投资者所有的公司主导的，更容易与美国价值观接洽。

通过并购，印度人获得了经验、品牌和规模效应，这不仅推进印度商业的国际化，也在国内改革中进一步增强了推进自由化的力量。印度的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医药公司之一，公司正致力于不断并购欧洲的小公司，33岁的执行官辛格（M. N. Singh）说，Ranbaxy的目标是从前十进入到前五位，在制药业同盟中处于前列。辛格从美国杜克大学获得商学硕士学位，属于领导印度公司海外扩张的新一代。这与传统明显不同，数十年来，一些非正式的产业集团，比如Bombay Club不断游说政府反对市场开放，牢牢限制印度的自由化进程。现在，一批进入全球市场的新型公司则支持印度进一步开放。印度总理辛格提请政府规划货币自由兑换的方案，这一方案将进一步加速海外并购。

不仅如此，印度各邦吸引外资的进度不均等也造成了政治分化，那些与国际有广泛联系的邦支持政府的自由化。印度第15大经济体，按人均资本计算位列第2的南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走在前列。该邦已有252家工程学院，每年有79000名工程师毕业。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比如Nokia, Flextronics, Hyundai, Dell, Ford, Royal Enfield以及Samsung都在此落户。据印度产业联合会估计，到2011年这些公司可以提供80万个工作岗位。它已成为世界后台办公室的优选目的地，像Standard Chartered, World Bank, Citibank, Sutherland Technologies, ABN Amro这样的银行巨头都在此开设后台办公室。跨国公司的扩张使得该州的汽车、IT、软件和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比如制造业中心首府金奈（Chennai）就被称为“印度的底特律”，蒂鲁巴（Tirupur）被叫做“印度的纺织业中心”，即便是小镇萨瓦卡斯（Sivakasi）也被称为“微型日本”。

印度左派对推进自由化改革心存疑虑。印度零售业打算卖给Wal-Mart和Tesco一项价值2050亿的业务，但由于左派的干扰而屡屡受阻。JP Morgan经济学家Rajeev Malik对此认为，“政府并不能动用社会资本推进外资在零售业的这项并购，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金融时报》2005年5月在一份报道中，援引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的话说，“看上去占据垄断地位或者行政上控制价格制定的公司将优先寻求战略伙伴，而那些业务受损的公司则不能参与售卖活动”。奇丹巴拉姆从哈佛商学院获得MBA学位，指责这种政治联盟阻遏了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认为政府需要重建“向外资更开放一些”的共识。

资料来源：钟飞腾根据Jo Johnson, "India Gives Kick-Start to Sell-off Programme", Financial Times, May 18, 2005, p. 11; S. S. Jeevan, "The State that Witnessed a Growth Rate of 6.3 Percent", Indian Today, December 25, 2006, p. 50; Peter Wonacott and Henny Sender, "Indian Firms See Acquisition as Path to World-Wide Growth,"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 2006, p. A6; Gunjan Bagla, "India Inc.: Investing in America,"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29, 2008相关内容而编写。



三、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东道国国内政治

20世纪70年代，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关系，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一般都给出一个笼统的分析，要么是积极的（如解决外资的短缺、促进技术转移、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要么是消极的（如控制东道国经济、资源掠夺、剥削）。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跨国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因此，政治学者比经济学家更注意不同的FDI进入的不同行业以及由此对东道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东道国国内政治的关系，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国家安全；一个是产业联盟与国内政治分化。

1．国家安全与战略性工业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国内政治产生的第一个影响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国家安全是所有主权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70年代以前，国家安全概念相对比较狭窄，主要是指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保证和维持的领土安全，因而“安全”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将与“安全”相关联的政治和军事称为“高级政治”，而将经济要素称为“低级政治”，并认为“低级政治”与安全的关联性不大。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经济要素的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被提到日程上来，“经济安全”也随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以及政策决策界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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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国公司诞生之日起，东道国便开始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促进经济增长，各国竞相吸引跨国直接投资；然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如何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从而使得本国经济不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成为东道国关心的问题。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对因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而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保证“战略性工业”的安全仍然是政策的首要目标，例如美国2008年提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安全》报告，不仅适用于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适用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特别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以及“敏感性工业”或“战略性工业”是政策关注的目标，由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基础，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吸引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同时，对那些可能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产业给予特别的关注；对转型国家而言，加强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监管是其战略目标所在。

与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主要作为跨国公司的母国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作为跨国公司的东道国的状况相比较而言，9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推动企业的国际化，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并广泛进入发达国家，其中，引起发达国家高度关注的就是“主权财富基金”。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s）是政府的一种投资工具，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外汇资产，管理则区别于其他外汇储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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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财富基金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成立的科威特投资公司（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和1974年成立的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 of Singapore），但主权财富基金真正盛行于国际资本市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8年的统计，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资产规模从1990年的500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万亿美元。全球大约有70个主权财富基金，分布在44个国家中，但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国香港、科威特、挪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每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从2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不等。
〔213〕

 与私募股权基金相比，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主权财富基金完全由母国政府直接控制；第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周期相对比较长；第三，主权财富基金在战略决策中有时考虑非经济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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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仍以私募基金为主体（2007年私募基金的对外直接投资为4600亿美元），而主权财富资金的总资产规模虽然巨大（2007年为5万亿美元），其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存在的比例并不大（2007年仅为100亿美元），且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仅为0.6％
〔215〕

 ，但主权财富基金作为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方式，引起了学者们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议题上：第一，主权财富基金的流入与东道国的国家安全。由于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四分之三集中在美国、英国和德国，且73％集中在服务业上，所以，主权财富基金是否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讨论的一个主题。第二，主权财富基金的决策透明度。由于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体制上与主要发达民主国家（如OECD国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如科威特、新加坡、中国、俄罗斯），所以，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战略的国内政治过程也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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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与俄罗斯的战略工业法

2008年2月，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发布报告对10国（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荷兰、俄罗斯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英国）的外国投资机制进行评估。该报告的目的是鉴别这些国家为平衡外国投资的收益和国家安全考虑所采用的机制和标准，并将其与美国作一比较。

该报告得出结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所有考察国均制订了管理外国投资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很多还在其中强调其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但是，11个国家（包括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也影响了他们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内容。限制包括对严格定义的国防部门的投资的必要审核，及基于经济安全和文化政策的广泛限制。另外，伴随一些颇受争议的投资案例，很多国家最近修订了其法律和政策，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备受关注的领域。该报告还提到，有的国家已经发布了需要政府审核和批准的战略部门的名单。

考察国中有8个拥有正式的审批流程，只有荷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尚无正式审核程序。但是，荷兰限制外国投资进入特定部门，比如公共事业领域；而阿联酋则对所有部门的所有权有所限制。在正式的审核过程中，国家安全是首要的或者几个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报告指出，所有的国家都对一些核心问题非常关注，比如军事工业基地，以及最近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绝大多数国家拟定了审核的期限，并且设立了审核批准的条件。例如，一国可能对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国籍有所要求。当投资达到一定的规模，或者收购方在所购公司控股或者占相当份额的股份，大多数国家将要求强制进行审批。5个国家（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联邦）允许通过行政手段或者法院出台相关决议。除了正式的机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因素会影响在这11国的投资。比如，在一些国家，处理敏感的投资交易需要得到政府的事前批准。

2008年5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就战略工业签署了一项法令，即《关于对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公司的外资管理》。该法令对那些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或战略重要性的工业（战略企业）的外国投资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管理框架。法令要求对于那些在特殊战略企业的外国投资必须获得政府的认可，政府有义务对此类投资进行逐项监管。

被视为具有国家安全或战略重要性的工业包括：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与军工相关的企业、大规模的广播与电视、联邦底土的开采和挖掘（底土业的门槛是15％）、深水生物资源的采掘、大规模的印刷和出版。

根据该项法令，外国私人投资在其对任何战略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同意（控制意味着外国私人公司获得超过50％的股权，50％特许股的参股，或者战略性企业董事会成员超过50％）。尽管不允许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际组织拥有战略企业的多数股权，但外国国有企业或国际组织可以获得25％的股权。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无需获得许可：（1）在投资期间，外国投资者已经控制了一种战略性企业（非底土采掘业）超过50％的股权；或者（2）在俄罗斯联邦拥有或者控制超过50％股权的底土采掘企业中，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的股权仍然可以达到50％。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是国有企业，就必须获得许可。获得在战略性企业投资的许可程序包括许多步骤，并且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

资料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8: Transnatt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p. 14, p. 71.



2．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国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联盟不但会导致国内公共政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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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这方面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古德曼（John B. Goodman）等人于1996年发表的文章《外国直接投资与美国对保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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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曼等人以美国5个行业（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半导体）为案例，通过研究从事这些行业的美国国内企业与同一行业的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关联性，他们发现，美国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是否进行联盟主要取决于既有的进口水平：当外国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处于进口补充（import-complementing）阶段时，美国本土企业偏好于贸易保护，外资则倾向于自由贸易；而当外资企业的投资开始替代进口（import-substituting），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利益开始趋同，这时会出现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如果有新的外国投资者进入市场时，早先进入的外国投资者便会与本土企业联合进行游说（工人、供应商、消费者、以及政府），寻求贸易保护，一种情况是，当没有新的外来投资者进入时，贸易保护就会下降。所以，一个行业的贸易保护状况主要取决于该行业外资和内资的比例，以及两者形成联盟对抗新来者的力量。外资流入改变了美国国内利益分布，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218〕

 其实，古德曼等人的研究虽然基于美国的经验，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十章中所提及的“以行业间要素流动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来研究不同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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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与韩国的金融利益集团

在东北亚国家中，韩国的外资存量非常少。尽管韩国要素稟赋极其优厚，比如几乎全部人口都已具有大学文凭，地理位置上看，也处于东京、大阪、北京、上海和香港的3小时飞行圈内，而且近些年来韩国政府也鼓励外资进入，但其引资成绩依然远远落后邻国中国。截至2007年，外资流入韩国已连续三年负增长，该年合同外资也只有105亿美元。

尽管韩国政府声称发达国家的低经济增长是负面因素，专家则认为韩国的劳工运动和缺乏透明度的管制是两个重要原因。一份调查显示，50％的投资者认为国家对外资的态度模棱两可，很多时候韩国政府的政策不具有可预期性，时常对投资者不利。

2006年Lone Star公司即是显著一例。11月21日韩国检察机关起诉这家来自美国达拉斯的公司以及韩国外换银行（KEB），指控它们在KEB下属信用卡公司的一桩交易中涉嫌操纵股价。而Lone Star公司总裁认为，韩国政府的检控主要是受舆论操控。韩国商业、工业和能源部副部长李承勋非常重视这一事件引起的国际不良反应，在11月26日刊登在《金融时报》的信中，李承勋这样说道，“Lone Star只是孤案，结果应当由法律裁定，而不是公众舆论或者媒体，”并且，“韩国正极力确保一项连贯和稳定吸引外资的政策”。

美国对韩国政府的暧昧态度以及韩国的民族主义批评强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艾德华·格雷汉姆（Edward Graham）2005年8月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呼吁韩国政府要“结束公司仇视”。格雷汉姆认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人对外资心存疑虑。韩国政府的态度模棱两可，一些政府机构提醒全球投资者，韩国是个产生效益的好地方，另外一些政府机构，比如金融监管委员会则声称最小持股也会影响韩国企业的“管理决策”。格雷汉姆认为，“为了使外资能给韩国经济作最大贡献，韩国政府必须抛弃对外资并购和经营的防御性态度”。

究其根本来讲，韩国的这种态度也反映了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金融时报》2008年10月9日报道认为，Lone Star在韩国的经营介入了韩国内部的金融集团斗争，包括像韩国国民银行（KKB）和韩亚金融集团（Hana Financial Group）这一类集团都设法在国内兼并扩大规模，而不想见到外国公司拔得头筹。

资料来源：钟飞腾根据Edward Graham, "South Korean Should End Its Corporate Xenophobia," Financial Times, August 4, 2005, p. 11; Laura Santini and Lina Yoon, "South Korea Prosecutors Indict Lone Star, KEB,"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1, 2006, p. A. 3; Sung-Hun Lee, "Koean Seeks to Ensure Stability for Its Investor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9, 2006, p. 14; Jules Stewart, "Korea Cranks up Its Allu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ctober/November, 2007; "South Korea Investment Bi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ebruary 2008, p. 1; Song Jung-a, Sundeep Tucker, "Lone Star in Fresh Pushto Sell Its KEB Stak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9, 2008, p. 27相关内容编写。





第十四章

经济发展、国家与全球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展以及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出现了两类国家：一类是前西方殖民地，它们在政治上建立主权独立国家之后开始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之路，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或地区（NIEs），例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另一类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冷战结束前后，开始了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其中，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和越南虽然加入世界体系，但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在转型的具体路径上有所差异，但这些国家被国际社会通称为“转型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转型国家”在贸易、投资、资本流动以及劳动力流动诸领域对世界体系影响的扩大，发展和转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第一节　发展／转型政治学的核心议题：经济发展／转型、国家与全球化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

尽管关于经济发展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者们一般主张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所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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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实际的（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产值或收入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是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期内增长的过程，条件是处于“赤贫线”下的居民人数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会变得更不公平。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定义主要包含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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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一国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地讲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收入必须是实际收入，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收入；第二，收入必须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而人口也每年增长2％，那么经济也无发展可言；第三，收入增长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比如20至30年。

（2）结构发展与国内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不但包括收入增长，而且还包括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的进步或改善。在经济结构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减少，而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提高；社会结构方面，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趋下降，而中产阶层的家庭在全国全部家庭中所占比例扩大；在政治结构方面，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渐普及，而传统的权威阶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这些结构变化中，经济不发达现象渐告消失，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显性失业和隐蔽性失业逐步下降，非正常外贸转为正常，等等。总之，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增长概念那样），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质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个层面。

（3）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条件的改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国内方面，而且还包括国际方面。经济发展在国际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贸易条件的改善。所谓贸易条件，是指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出口产品价格与单位进口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或比率。如果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了，称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其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时，每一单位进口产品的实际或社会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换句话说，为了保证总收入不变，就必须出售更多的出口产品和动用更多的稀有生产资源。

二、经济转型与“转型国家”

相对于“发展”而言，“转型”（transition）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国际社会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1917年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在经济体制上都发生了巨变，“转型”作为一个范畴是专门用来特指这些国家，即“转型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些国家的总数大致有33个（独联体12个国家，波罗的海3个国家，东欧和中欧国家13个，亚洲国家5个）。

而“转型”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进入学术界则颇费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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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界，最先是发展经济学家将其从发展型的体制获取的经验移植到这些“转型国家”的研究中，将“转型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例来进行“规范性”的研究，直到200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出版《转型与经济学》（Transition and Economics）才使得“转型”本身的“规范性”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在政治学界，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在开始主要停留在事件的描述上，之后，学者们才开始探讨这些“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对“转型国家”特征的界定逐渐趋于一致，他们认为，“转型国家”一般应具备如下三个基本的特征：（1）从威权政治（authoritarian politics）向民主治理转型；（2）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3）正（可能）处于独立国家身份缔造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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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还是“转型国家”的转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国内和国际）与今天发达国家在200年前处于发展阶段的初始条件完全不同，因为后者在两百年间的增长和发展大多是以牺牲殖民地国家的生产资源为代价的，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无法完全效仿发达国家曾经的经验。第二，随着资本、技术、劳动力的流动，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放在一个共时状态中，即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但要与发达国家竞争，而且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中。

发展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世界银行曾于1991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世界发展报告1991：发展的挑战》和《世界发展报告1996：从计划到市场》。国际学术界对于发展和转型的研究更是不遗余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国家的转型与发展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发展以及转型纳入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在过去500年，世界的GDP增长率以及人均GDP在整体上一直呈现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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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是就地区还是就国家而言，增长却是极不平衡的，仅就收入而言，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计算，全世界有70％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美元的国家之中，而14％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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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虽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全部，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指标，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世界银行一直按照这两项指标将全世界的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2008年为975美元及其以下），下中等收入国家（2008年为976—385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以及高收入国家（11906美元及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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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全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国际政治经济学集中研究的一个命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机制才既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又能保证收入分配公平？

第二，全球化与政府发展政策的制定。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既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的战略议题。尽管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各国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发展政策上并非完全相同，例如英国和美国推行的“放任自流”的发展政策（又称自由主义）；欧洲小国推行的“社会福利”主导的市场经济（又称合作主义，corporatism）；日本和法国推行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又称国家主义）；新加坡推行的“儒家资本主义”；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在看到这些政府发展政策成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那些失败的政府发展政策，例如非洲、拉丁美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发展政策。这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课题：国际发展可能吗？如果可能，各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有哪些共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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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面临着环境不断恶化的挑战。从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环境不断恶化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增长提出了挑战。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不仅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由环境而导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如果国际发展是可能的，那么，各国政府如何相互合作建立一种国际机制来保证这种国际发展是可持续的？

第二节　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展及其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其主题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依然贫困以及如何制定走出贫困的发展战略，并因此产生了富有影响的四种理论：线形阶段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结构变动理论、国际依附理论以及发展型国家理论。其中，前三种理论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主流理论，而最后一种理论则是90年代出现的，直到今天仍处于争论之中。

一、线形阶段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发展的第一种理论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线形阶段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50年代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成长阶段”的概念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这种理论曾被誉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圣经”。

关于线形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在本书第八章讨论“依附理论的兴起”时已经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线形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都要经历如下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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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长阶段论”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发展是单一国家的发展。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资本约束”，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诀窍就是，只要增加储蓄（国内储蓄和国际储蓄）和投资，就能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个假设是，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发展可以是线形的。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习俗、资源的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所以，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只有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才能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发达的国家。

线形阶段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因为无法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而不断被修正（如哈罗德—多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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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索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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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经济学家们的规范模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持“线形阶段经济增长”论的学者们，其理论前提假设都面临着如下两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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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是“资本约束”，而且还面临着管理能力、技术工人以及发展规划执行的挑战。西方经济学家经常举例认为，欧洲由于接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因而经济得到飞速增长，但这些经济学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与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在生产结构与制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二，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素。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决非是一个国家自己所能完成，70年代初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

二、新古典结构变动理论

关于发展的第二种理论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构而提出的结构变动理论。结构变动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发展中国家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能使得国内经济结构从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多样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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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论以新古典价格、资源分配理论和现代计量经济学为工具来描述这种转变是如何进行的。

在新古典结构变动理论的旗帜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动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如阿瑟·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P. N. 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论”、冈纳迈达尔的“贫穷的恶性循环论”、R. 纳克斯的“平衡增长论”、A. O. 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哈维·莱本斯坦的“关键性最低努力论”、劳动无限供给论等。这些理论试图找出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影响它们经济调整和政策选择的刚性、落后及其他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瑟·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理论模型和霍利斯·钱纳里的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

1．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

“两部门模式”（dual-sector model）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 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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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经过费景汉（J. Fei）、拉尼斯（G. Ra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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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加以修改、公式化以及进一步扩充，主要探讨劳动力的转移与现代部门的产量以及就业增长的关联性。该模式认为，任何欠发达（国家）经济是都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部门是人口过剩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部门；一个部门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此基础上，刘易斯有三个最为基本的假设：第一，从农村农业部门到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转移率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成正比。第二，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而城市里的就业则是充分就业。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与这个部门的产量成正比。第三，现代部门存在着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保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以前城市实际工资总是不变的。

在这三个基本假设前提下，劳动力转移与现代部门的产量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首先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所以，当它们转移后实际上并不影响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出总量。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只是得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城市的工资水平就可以保持不变，城市工业部门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当城市工业部门的产量增加后，由于工资水平不变，资本家就可以将全部利润投资到同类设备上，这样就可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样的过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农业部门没有过剩劳动力为止，在这种状态下，城市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而传统农业部门为了不让劳动力转移也必然提高工资，这时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部门将得到均衡发展。

尽管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对于解释发展过程中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其暗含的三个假设在现实中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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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的转移率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成正比的逻辑前提是，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必须重新投入到和现存的资本同样的设备上，如果资本家将利润投入到更加节约劳动的资本设备上，或以资本外逃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的银行，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一定增加；刘易斯模型关于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而城市里的就业则是充分就业的假设，忽略了在欠发达国家现实中，城市也存在着广泛的剩余劳动；刘易斯模型关于城市现代部门工资水平不变的假设也有悖于欠发达国家的现实，事实上，即使是在现代部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由于工会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以及跨国公司雇佣制度的作用，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2．钱纳里的“结构变动模型”

与刘易斯模型只把储蓄和投资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动力不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 B. Chenery）在考察1950—1973年期间101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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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该国的经济结构整体变动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的“结构变动模型”。

按照钱纳里等经济学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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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主要是指，随着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钱纳里等人通过对1950—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时间序列和截面的比较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五个结论：

（1）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生产结构的转变表现为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移。

（2）随着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份额的增长，物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在不断地增长。

（3）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和资本（人力和物力）积累的增长，国内需求的结构也在发生变革。

（4）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国际贸易（进口和出口）都有所增长，在总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在总进口中工业产品的比重相对下降。

（5）随着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城市移民的增加，社会经济过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即从事服务业和工业的劳动力的比率在上升，而从事初级产品制造业的劳动力比率在下降。

总之，钱纳里的结构变动模型最大的贡献在于：新古典理论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主要立足于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要素积累，而结构的转变只是增长的副产品，经济学界称为“从供给方面的分析”；而结构变动模型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则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动，认为长期的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后来的学术界将其称为“从需求方面的分析”。

三、国际依附理论

关于发展的第三种理论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而提出的、通常被称为激进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依附理论。国际依附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是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发展的。

由于对线形阶段理论和结构变动理论的幻想的破灭，20世纪60—7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颇为流行的国际依附理论，它也是本书“第八章：依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依附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新殖民主义依附，其代表人物是前面提到的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是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桑托斯是这样论述的：





不发达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前的落后状况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和一种特殊形式，这就是依附型资本主义……依附是一种制约性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其他国家的发展和扩张的制约。当一些国家能够由于自我推动力量而获得扩张，而另一些国家由于处于依附地位，其发展只能是处于支配地位国家扩张的反映时，两个或更多的国家经济之间或者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对这些国家即时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基本的依附处境使得这些国家既要受剥削又要蒙受落后之苦。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在技术、商业、资本以及社会—政治上要比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占优势——这种优势的形式随着每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变化——因而可以剥削他们，榨取当地生产的部分剩余产品。因此，依附是以在某些国家中允许工业发展，而在增长附属于并受到世界权力中心制约的另一些国家中限制工业发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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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依附论者看来，尽管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没有脱离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因而是一种“新殖民依附”。与以前的殖民主义相比，新殖民主义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1）新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区别在于，殖民主义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宗主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宗主国家，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而新殖民主义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政治上成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在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发达国家。（2）新殖民主义依附与以前殖民主义第二个区别在于，殖民主义的依附大多是殖民地国家被动接受的；而新殖民依附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收入高、社会地位高、政治权力大的统治阶级少数上层人物主动选择的，这些统治阶层的利益依附于诸如跨国公司、国家双边援助机构以及由富国控制的多边国际组织。（3）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地的经济恶化状况（资源、贫困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单一和不平衡）主要是宗主国的掠夺造成的；而在新殖民主义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不但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掌握政治权力的上层人物和买办集团的决策造成的。

基于以上“新殖民依附”的特征，国际依附论者主张，无论是遵循线形阶段模式制定发展战略，还是接受新古典结构变动模式推动发展，都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所以，要想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状况，不但需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而且更需要改变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20世纪50—70年代提出的发展理论或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诸如线形阶段增长理论），或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构（诸如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或着眼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诸如国际依附理论），尽管在立足点上有所不同，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也有所差异，但三种理论在一点上似乎是相同的，即三种理论都忽略了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入80年代，随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兴起，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四、争论中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关于发展的第四种理论是基于评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提出的“发展型国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 paradigm）。“发展型国家”模式起源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其核心是基于日本和东亚地区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强调国家在引导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以此挑战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核心的各种理论。之后，“发展型国家”模式因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1．问题的起源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东亚国家的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东亚国家的成功是否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著述是艾丽斯·阿姆斯登于1989年出版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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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罗伯特·韦德于1990出版的《驾驭市场：经济理论与政府在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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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对韩国工业化进行了分析，后者对台湾地区的工业化进行了总结，尽管二者在具体的分析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在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随后，世界银行于1991年出版了《世界发展报告1991：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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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报告并不认为日本和东亚的成功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相反，报告认为，日本和东亚地区的成功正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结果。报告出版之后，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作为世界银行的重要成员，日本要求世界银行对东亚国家的成功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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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世界银行设立“东亚奇迹研究项目”，并于1993年出版了单行本《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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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银行从没有以世界发展报告的形式出版过“东亚奇迹”，相反，世界银行于同年出版的发展报告的题目是《世界发展报告1993：健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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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银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导。

《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于1993年出版之后，关于东亚经济是否是一种奇迹以及国家是否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作用，在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出现了广泛的争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于1994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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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要素的投入，而非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并不是奇迹，而是一种“神话”。四年之后，世界银行又以世界发展报告的形式出版了《世界发展报告1997：变革世界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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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还是“神话”？

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论”与“神话论”各执一方，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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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就经济增长的来源而言，“奇迹论”认为，政府的作用表现为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有效动员、积累与投入，如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神话论”则认为，东亚的资源只有一次性使用的贡献，没有经济效率提高的明显证据，相反，在一些国家却呈现出技术使用效率和资源配置的副作用。（2）就经济增长的政策而言，“奇迹论”认为，东亚政府的作用在于成功而有效的产业政策、对资源（如劳工、信贷以及外汇）有选择的干预，以及通过对外经济政策促进贸易（扩大出口以及正确组织出口）以及合理地引进外资和技术；而“神话论”则认为，东亚国家并不具备这种所谓的“共同制度”，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贸易战略与产业政策对经济效率有特别的推动作用。（3）就经济增长的机制而言，“奇迹论”认为，东亚国家政府的作用在于奉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交换信息以及财富分享的管理，重视民主和政府权力资源的节俭和使用；而“神话论”则认为，近年亚洲成功的传奇与30年前苏联成功的历史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靠的是“斯大林式”的动员资源，实际上是直接的行政管理以及经济的扭曲。

3．经济发展与国家的作用

在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争论的背后，本质上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新古典结构变动理论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与因“东亚奇迹”而兴起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之间的争论，这场仍然在延续的争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是否起作用以及起何种作用。

事实上，各国官方、世界银行以及经济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正如吉尔平教授观察到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只是把经济发展看做是解决一些关于有效利用资源和资本转移等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已。到70年代和80年代初，经济发展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消除因政府干预而造成的市场配置失当（即进行结构调整）。在80年代末，重点转向宏观经济调整，目的在于消除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即“华盛顿共识”）。90年代末，世界银行和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要求社会做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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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论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东亚的经验和前苏联的经验），还是不依靠国家的发展（拉丁美洲的结构调整经验）都不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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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不只是贸易自由化和宏观经济调整，而且还需要有适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因此，国家必须置身于经济发展之中。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远没有达成一致，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如下三点上似乎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第一，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推动经济成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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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最重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定稳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比如，1990—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的80％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12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这12个发展中国家是高度稳定的而且管理是以高效著称的。另一个方面是透明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体系。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对58个国家在1974—1989年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调查中，高度的腐败、实际汇率的反复变动以及法律规则的缺乏是影响投资三大要素。

第二，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公共部门的投入。如果说稳定而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投资，进而有利于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那么收入分配以及公共部门的投入则涉及财富的分配。
〔250〕

 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使得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贫穷；而在公共部门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在于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投入，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电力和通讯，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就。

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其忽视了市场机制，而基于市场为中心的“结构调整”政策则没有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其议事日程上来，那么，在重新思考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专栏



日本通商产业省与产业政策

通商产业省（MITI，简称通产省）是1949年时将商工省、农商业省、煤炭省、贸易厅合并后组建的政府机关，之后又在2001年改名为经济产业省（METI）。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中，通产省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是决定性的还是微不足道的？对此争议很大。事实是，家用电器等产业没有政府的支持依旧发展得很好且席卷了全球市场，而煤炭、炼铝等产业得到政府的支持后仍然衰退。而政府对汽车既有支持也有放任，通产省曾试图将与美国实力强大的汽车制造商竞争时显得过于弱小的国内汽车制造业进行合并，却遭到了汽车产业的拒绝。后来，这些企业都成了全球知名企业。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对选择产业予以扶植（即所谓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效果持否定态度。然而在其1993年发表的报告《东亚的奇迹》中，部分地承认了这种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仅限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在制度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施产业政策的可能性。此后，世界银行的政策将大方向从扶持产业转为扶贫，但是从2002年开始，世界银行的关心重点又重新回到了对产业提供援助及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的通产省的政策，有几个在理论上颇有意思的问题。下面仅评论其中的两点：

（1）有无不正当竞争——在整个战前及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对产业进行干预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规避不正当竞争。大萧条时期的生产联合企业、设备的合并与撤销、企业的合并以及为了防止过于集中的急风暴雨式的出口而进行的调整等是日本政府的常用手段。对此，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围绕着不正当竞争的理论有欠明了，并对其实用性深表怀疑。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出现产品信息的匮乏、知识产权的未确立、生产中的收益递增、销售竞争中的失误等情况，就不能说足以损害国民利益的激烈竞争的概念绝对不存在。比如在战前的经济萧条时期，物价开始下跌时，企业为了维持销售额就会不约而同地增加生产，反而形成了引起更严重的价格暴跌的恶性循环。在设备规模越大单价就越低的原材料产业和尖端产业，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进行设备投资，这样一来设备过剩就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仿制品横行、拥有技术且遵纪守法的正规企业反遭淘汰的情况依然在不断出现，阻碍了经济的健全发展，令人十分担忧。

（2）保护幼稚产业的是与非——围绕着保护幼稚产业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其核心内容是，当一个国家创建新工业时，最初阶段的成本虽然会很高，但如果随着经验和产量的积累就能够实现低成本化的话，那么应该暂时用关税加以保护。不过这样做是需要有若干附加条件的，即以后的工业利润必须高于关税保护的成本等。这时，收益递增的有无或经验积累的有无则成为初期工业保护能否被认可的关键。而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则警告说，即使在理论上可以承认对新兴产业的扶植政策，但在现实中，政府缺少对符合扶持条件的产业进行选择的能力以及对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团体的要求予以拒绝的能力，因此一旦进行扶持，就必将会以失败告终。这种反对论被称为“保护性政治经济学”。那么，难道能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假定为无知无能么？况且在东南亚地区，各国已经按照明确的步骤和模式在逐步地实现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断言越南和缅甸从泰国或马来西亚的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呢？我们还要充分认识一点，那就是当今的后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就被纳入到WTO或自由贸易区（FTA）等自由贸易体制中，处于一种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的状态，从而几乎被剥夺了在扶持幼稚企业方面灵活选择所需关税政策的自由。

资料来源：〔日〕大野健一：《从江户到平成：解密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4页。



第三节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两种模式及其争论

对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在过去10多年里，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述和政策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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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尽管关于“转型”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转型经济学或转型政治学）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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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关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对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意义，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253〕

 。其中，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出奇的一致。

一、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规范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

对“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一般是指将政治过程融入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如贸易、宏观经济政策、公共财政以及劳动力等经济问题。关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
〔254〕

 ：一种是规范性政治经济学研究（Normative political economy）；一种是实证性政治经济学研究（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1．规范性政治经济学研究：决策过程与政治约束

所谓转型的规范性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指对改革的决策过程所受的政治约束条件进行研究。学者们相信，在改革者们设定改革议程的过程中，福利最大化并不一定是改革者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一般而言，改革议程的设定必然受到政治条件的约束，这种政治约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事前政治约束，一种是事后政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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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事前政治约束是指为阻碍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这意味着对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定对受损者可信的补偿方案，或意味着激进改革方案的决定必须一拖再拖；所谓事后政治约束是指决策已经制定并看到后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后政治约束则试图通过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规范性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是“应该如何”（should be），所以，关于转型的规范性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提供政策建议。

2．实证性政治经济学研究：利益集团与立法机构

与规范性研究不同的是，实证性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是“为何如此”（why be this），所以，关于“转型”的实证性政治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分析利益集团的冲突，比较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如何通过影响立法机构而达到权力平衡的过程。因为，在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中，政治制度和立法制度本身就是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产品，所以，通过分析政治制度和立法制度的变化及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就将政治制度和立法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而不是外在的变量。在过去10多年关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中，运用实证方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寻租”（rent-seeking）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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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当在制度结构中探讨寻租的程度和结果时，学者们一般通过收集数据、建立模型来回答如下这样的问题：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行为体数量的变化，权力分散程度的变化，政治制度的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立法机关结构的变化。

总之，关于转型的实证性政治经济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这种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改革的初始政治和社会条件，而不是初始的经济条件。第二，这种研究关注转型过程中的“为何如此”的问题，诸如为何出现寻租问题、不平等问题等，因此，与大量的运用规范性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不同，关于转型的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帮助人们进行知识积累，因而其成果主要局限在学术界。

二、“大爆炸模式”与“渐进主义模式”

就转型国家转型路径而言，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的“大爆炸模式”；另外一种主要是基于中国转型经验的“渐进主义模式”。

“大爆炸模式”作为相关转型国家的一个具体的转型路径与“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密切相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会后，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总结了与会各方达成共识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共包括10条建议，威廉姆森将其概括为三个核心要点，即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外开放）。这一观点不但在理论上得到了世界顶尖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认可和支持，而且在现实中塑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导向。

导致“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盛行的并不是“华盛顿共识”在学术界的创造性，而是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被相关“转型国家”邀请作为顾问指导这些国家进行改革的实践。其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大爆炸模式”（the big bang）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被前苏联和许多中东欧国家作为其转型的路径，由此形成了这些“转型国家”最为著名的“大爆炸模式”。

与“大爆炸模式”相对应的是“渐进主义模式”（gradualism）。“渐进主义模式”无论是作为一种具体的转型路径，还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产生都与“大爆炸模式”不同。

（1）作为一种具体的转型路径，“大爆炸模式”是先有理论总结，然后是已有理论的具体运用，即西方学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总结（华盛顿共识），然后是这些西方学者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邀请作为顾问来指导转型而提出的。“渐进主义模式”则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先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摸索出来的，后来才被证明为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如价格的双轨制、企业的增量改革（建立三资企业、乡镇企业）、贸易的逐渐开放等。

（2）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与“大爆炸模式”相关联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是规范性，即应用规范经济学的模型来指导转型和改革的实践，它所追求的最优目标，所采取的战略是过程完全服从目标，优先考虑的是改革过程不可逆转性。而“渐进主义模式”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它所强调的是“干中学”（doing by learning）或“学中干”（learning by doing），虽然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但它所采取的战略是充分考虑过程的复杂性，优先考虑的是克服那些导致改革过程逆转的要素，对于次优目标也可以接受。

表14-1　对两种不同的转型观点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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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第307—308页；〔丹〕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第66—67页。

无论是“大爆炸模式”还是“渐进主义模式”，实际上涉及转型过程中的四个核心问题：次序（sequencing）、范围（scope）、阶段（phasing）、步幅（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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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序问题。次序问题是“改革议程”初始阶段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两种模式在改革初始阶段“议事日程”的分水岭。表现之一，是民主优先还是市场经济优先。在中欧和东欧改革的过程中，民主改革显然优先于市场经济改革，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则优先于民主改革。表现之二，是大规模私有化还是所有权的逐渐变革。在中欧、东欧以及俄罗斯改革的过程中，大规模的私有化是所有权改革的重点，而在中国则是推行“增量改革”，即在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同时，允许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逐步发展。

（2）范围问题。“大爆炸模式”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市场应该在改革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干预应该保持到最小程度；而“渐进主义模式”则是基于新结构主义，主张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通过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逐步建立市场经济。

（3）阶段问题。主要涉及改革的措施，是稳定化和自由化优先，还是制度重组优先。“大爆炸模式”主张，应该从“价格适当”入手，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促进企业重组并优化资源分配的效率；“渐进主义模式”则主张，应当将关注点放在维护现存企业的机构制度以及人力资本上。

（4）步幅问题。“大爆炸模式”基于新古典主义的假设，认为一旦建立起经济代理人，他们就会迅速适应新的正式制度，因此，这种模式主张，在民众还没有意识之前，或在政治对抗情绪产生之前迅速发起大规模的改革，从而使得改革成为不可逆转；而“渐进主义模式”则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假设，即改革在非正式制度以及信息方面是缓慢推进的，这种模式认为，如果改革得不到民众广泛的政治支持，改革的整体进程就会夭折。

三、制度变革、市场经济与全球化

尽管转型国家在具体的改革战略和转型路径上有所不同，但所有转型国家改革的目标（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以及贸易自由化）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却是相同的。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面临的：国内制度变革与市场经济的确立。

1．国内制度变革与国内政治约束

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第一个也是首要的共同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转型国家在转型的具体速度以及实施的顺序上有所差异，如俄罗斯采取的“大爆炸式的改革”，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部分东欧国家采取的则是“折中式的改革”（在某些领域采取“大爆炸式的改革”，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但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几乎是所有转型国家的共同目标和特征。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体现在转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上。在政治层面上，研究者们关心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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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就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治决策进程，是维持还是打破现存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层面上，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激励机制和所有权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社会层面上，学者们争论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是立足于既存的社会规范来建立法律制度还是将发达国家的成文法律完全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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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是民主改革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通过民主政治的改革来重新建立收入分配机制还是完全通过市场建立收入分配机制？所以，研究发生在转型国家中的这种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我们理解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基础。

而在转型国家进行大规模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政治约束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约束条件既包括国内政治约束条件（结构性的和功能性的），也包括国际政治约束条件。关于国内政治约束条件，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为我们理解不同转型国家采取不同的转型模式奠定了基础。但关于转型国家制度变革的国际政治约束条件，以往研究转型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给予的关注并不是很多
〔260〕

 ，而这正是将转型国家的转型完全看做是一种国内制度选择的局限性所在，也是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转型经济学家罗兰所指出的：





我提出地缘政治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在转型开始时低估了的因素，我自己肯定低估了这一因素。试图理解转型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转型是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的转变。如果我们拉开一些历史的距离，我们会发现转型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上的运动，即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向西方的移动。如果我们相信地缘政治因素在中欧起着重要因素，那么在比较中欧与俄罗斯时不考虑这一因素就有严重缺陷。要理解转型过程的政治约束的影响，最好去观察大国的经验，大国必须在没有很多外部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转型过程，在这里，对俄罗斯和中国加以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61〕







2．市场经济、私有化与国际政治约束

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就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学家们普遍相信，与中央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的建立，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在这一核心理念或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在转型国家中出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私有化运动。然而，经济学家却大多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私有化进程也受政治条件约束。正如罗兰所意识到的：





经济学家的立场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是，他们让个人在市场上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让他们在政治上有同样的追求。的确，直到最近，经济学家已经太长时间忽略了隐藏在政治下面的经济学。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担心他们从经济改革中可能受到的潜在损失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学家没有理由忽略隐藏着的政治约束条件，就像他们不能忽略预算约束条件或激励约束条件一样。
〔262〕







就经济意义而言，私有化通常被认为是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政治意义而言，私有化通常是在社会中进行利益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所以，私有化进程必然受到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这些政治条件的约束。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的结构不同，私有化政策也会有很大差异。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263〕

 ，转型国家出现了四种私有化政策：面对外部人的大规模私有化，这主要发生在捷克；面对内部人的大规模私有化，这主要发生在俄罗斯；自上而下出售给外部人，这主要发生在民主德国；自下而上出售给外部人，这主要发生在匈牙利和波兰。

在比较这些私有化政策的不同时，除了关注其国内政治约束条件之外，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国际政治约束条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因而，融入现存的全球经济体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寻求援助、拓展对外贸易成为所有转型国家无法忽视的国际力量。而主导全球经济体系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就自然成为制约转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国际约束条件。一项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经验研究发现
〔264〕

 ，国际制度／机制对这些转型国家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借贷条件。这些国际制度对转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支持的政策就是迫使其进行私有化。比如，世界银行在1991年同意给罗马尼亚的贷款中，要求其4500个国有企业在三年内完成私有化。欧共体在1993年曾同意给立陶宛1亿美元贷款以帮助其进行私有化改革，但贷款分两期拨付，第二期是否拨付以及何时拨付主要取决于其私有化进程。在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俄罗斯的谈判中，为获得贷款，俄罗斯政府同意将7个主要公司的股份私有化，并同时答应提高中小企业的私有化
〔265〕

 。第二，支持私有化项目。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中，支持产权改革和私有化项目是这些国际制度和机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对转型国家而言，要想融入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受益于国际经济体系，就必须推行产权改革和私有化运动。比如，1990—2001年欧盟花费10.44亿欧元支持东欧和波罗的海12个国家进行产权改革。世界银行对私有化项目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1991年配额2.8亿美元给波兰用于公司重组和私有化；1999年配额7500万美元给贝尔格莱德用于农业改革，包括私有化；1996年为乌克兰提供3.1美元贷款用于公司改革和私有化；1992年提供6亿美元支持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
〔266〕

 第三，改变国内政治平衡。为了传播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国际社会通过经济力量来改变转型国家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凡是那些承诺进行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改革的领导者和国家，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第四，支持教育改革。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接受的理念（苏联式的经济学），国际社会积极推动转型国家的年轻一代进行市场经济的观念重塑，在吸引大批学生去美国和欧洲进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习的同时，世界银行还为转型国家提供资助项目，进行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比如，世界银行于1997年为俄罗斯提供170亿美元贷款，其中7100万美元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教育的改革。
〔267〕

 这项研究表明，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机制对于转型国家市场经济进程的约束是不能忽视的，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3．转型国家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管理

大规模制度变迁以及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体现在转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转型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随着31个转型国家融入或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有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被提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议事日程上，即如何管理全球经济体系。

关于如何管理全球经济体系，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具体议题上。第一，是否存在一种普世价值观。国际社会能否相互合作来管理全球经济体系成为今天面临的首要难题。在贸易领域，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最近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之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直到今天仍未能就多边投资协定达成一致；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领域，尽管相关国家动议和呼声不断，但由于对标准的不同理解而进展缓慢。所有这些表现在具体问题领域的未解之题，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是否存在一种普世价值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普世价值观在个人、社会、环境以及制度、权力和发展问题上的共同标准是什么？如果不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合作是有限度的？第二，是否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发展路径。这是国际社会争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单个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上，而且也体现在全球经济的管理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于全球经济管理的争论，按照吉尔平教授的总结，目前主要形成三种流派，即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以及跨政府主义。
〔268〕

 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但国际制度已经成熟到足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如果国际社会发现制度的缺陷，国际社会可以合作创立新的制度或修改已有的制度。新中世纪主义则认为，由于跨国经济力量和互联网的出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分析已经过时，国际社会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合作形式。跨政府主义主张，民族国家继续存在，但面对新的跨国之间的问题，民族国家应该将这些问题托付给跨国机构来处理。无论是哪种主义，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发展路径？如果存在，是已有发展路径的一种，还是国际社会还没有发现或总结出来？如果不存在，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专栏



俄罗斯的世纪大拍卖

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首先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开始市场经济的建设。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前苏联的经济改革由于党内和国内政治一直摇摆不定：在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不断；而在国内，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中央和以叶利钦为核心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意见相左。所以，尽管在1988—1991年之间，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许多法令来推动经济改革，如1988年5月通过了《公司法》，允许公民成立合作企业；1990年9出台“500天计划”，为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快速建立市场经济列出一个时间表，但这些法律都以失致而告终，经济改革的进程举步维艰。各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来建立市场经济，还是在苏联经济框架下通过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建立市场经济？

“青年改革派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同年11月，叶利钦选择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政策并任命了一支被称为“青年改革派”（以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队伍来实施这些措施，其核心理念是，通过自由化措施（休克疗法），与前所未有的激进私有化计划相结合，刺激俄罗斯摆脱传统制度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


大规模私有化
 ：1991年7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有和市属企业私有化法》，为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奠定了法律基础。之后的3年里，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俄罗斯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一是把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卖给谁；一是这些企业如何卖以及卖多少钱。

在通过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以建立市场经济这一点上，总统、青年改革派主导的政府以及由原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把持的议会几乎是一致的，但在“把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卖给谁”这一点上，青年改革派和议会之间出现了分歧。1991年，青年改革派创建国家私有化委员会（GKI），依据1991年通过的私有化法律，青年改革派于1992年初起草了一个私有化计划草案，并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以期通过。由于该草案只允许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拥有最多40％的所在企业的股份，因而，这一草案遭到了最高苏维埃的否决，并引起了各种反对。之后，在苏维埃的协商之后，青年改革派提交了一个妥协的私有化草案，它允许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名义性的价格购买其所在企业51％的具有投票权的股权，该草案最后于1992年6月11日获得了最高苏维埃的批准。

在“把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卖给谁”的草案获得通过之后，另一个问题摆在青年改革派面前，即“这些国有企业如何卖以及卖多少钱”。尽管青年改革派意识到，将国家财产变成货币的现金私有化，既有助于解决国家长期的财政赤字，也有利于吸收因苏联时代的短缺所造成的过量的现金储蓄，但由于担心现金私有化会导致极少数人买断整个国家经济并引起社会动乱，最后青年改革派选择了一种最能获得大众支持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即通过认股权证私有化（Voucher privatisation）将苏联留下的财产直接给予俄罗斯人民。该方案于1992年8月19日由叶利钦总统宣布实施。认股权证私有化方案规定：每一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得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相当于25美元）的认股权证，认股权证是一种货币，人们可以用它来支付分配给他们的企业股票的名义费用，可以用来购买企业里准备公开拍卖的那部分股票，也可以用来投资于认股权证互助基金，还可以用来在大街上进行交易以换取任何东西。


红色经理与寡头资本家
 ：1994年，俄罗斯有了4000万股东，超过痴迷于股票的美国股东人数的一半，在一项对2000家俄罗斯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其控股权落到了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到1996年，80％以上的俄罗斯工业至少部分地落入到私人手中，这个比例甚至高于西欧的某些地方。经过几年向资本主义转轨，那些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改革的苏联体制下的权贵们、那些红色经理们，已经接受了甚至可以说是拥抱了新的秩序。到199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30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52—53页，第82页；Hilary Appel，A New Capitalist Order：Privatization and Ideology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4，pp. 71—106相关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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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双轨制”

与俄罗斯通过所有权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不同，中国主要是通过价格改革开始市场经济的建设。

为了使非国有企业能够在计划配置资源的体系还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生存，中国做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使它们能够通过市场渠道取得原材料等的供应和销售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价格和其他方面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国家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统一调拨，价格只是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消费品由国有商业系统统一经营，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定价。因此，除了占极小比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外，几乎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除此而外，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较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更强的行政管制，在1979年改革开始以前的长时期中，对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广泛存在，因而呈现出更强烈的实物经济色彩。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在80年代初期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否则这些非国有企业就会因为没有正常供销渠道而无法生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非国有企业的供销渠道和产品定价问题动用了各种非规范的形式，例如名为“协作”的企业间“实物串换”等。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自销超计划产品，便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市场轨道。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国有经济成分迅速壮大。到1984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没有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它们就无法生存。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也在扩大。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发出《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的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

“双轨制”的正式确定，为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基本的经营环境。因此，这种制度安排适应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改革战略，对改革前期的非国有经济和整个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中非国有经济份额的扩大，在计划外流通的商品数量也日益增多，因此，市场定价的范围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国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结构逐步靠近。这样，到90年代初期，计划定价的商品在国内商品流转总额中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

对于由于“局部自由化”形成的“双轨制”的利弊优劣，经济学家有很不相同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K. 墨菲（Kevin Morphy）、A. 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R. 维什尼（Robert Vishny）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不是一齐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刘遵义、钱颖一和G. 罗兰（Gérard Roland）则根据一般均衡分析，论证了双轨价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且，双轨制的引进会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双轨制打破了计划配置资源的一统天下，使新生的民营经济成分获得成长的空间和条件，它在转轨初期无疑是利大于弊的。然而它也使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物能从寻租活动中得益，形成阻碍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社会集团；而且这类腐败活动会激起大众的不满，危害社会稳定；特别是它会在能够获得变相补贴的国有企业与只能以市场价格获得原料、设备和贷款的民营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经营条件，因此愈到后来就愈益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壮大的因素。

科尔奈（Janos Kornai）曾提出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战略A和转型战略B的长短优劣的理论。科尔奈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许多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B，急速地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这些企业尽量快地白送出去，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而匈牙利等采取战略A的国家着重于促进从下到上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的发展，对于成功地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对科尔奈划分的不同战略的标准稍加变通之后，从着重于发展新的民营企业还是着重于改造原有的国有企业着眼来分析问题，他的这一理论框架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都是以国有企业为重点或称“中心环节”的。然而实践表明，要想就国有企业论国有企业地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是极其困难的。而在中国的增量改革战略下，创造了新的民营企业得以破土而出的条件，促进了民间资本的积累，培育了大批企业家，使市场力量大大增强，对于后来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也起了提供准备条件和积极推动的作用。

资料来源：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6页。





第十五章

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亚洲区域合作为例
〔269〕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四十多年发展中出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时所立足的现实主要是欧洲一体化，正是欧洲一体化的现实经验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一直是围绕着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进展展开的。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亚洲区域化的深入发展，有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最近关于区域化研究的理论进展是什么？二是，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三是，中国学者参与区域化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限于篇幅，本文只从过去20年国际学术界关于亚洲区域化四种相互竞争的观念，以及亚洲区域化的现实历史进程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地区主义研究：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正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冲击。
〔270〕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社会建构主义对自由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冲击尤其表现在区域化研究之中，特别是关于亚洲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
〔271〕



随着新一轮区域化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在过去20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区域化的研究范式一直为国际关系理论论争所左右。从8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四种研究区域化的方法：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方法；第二种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大国关系研究方法；第三种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内政治研究方法；第四种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社会化研究方法。

一、国际机制方法

在国际关系关于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中，最为盛行的是国际机制研究方法。国际机制研究方法强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制度的建设。按照这种研究方法
 ，地区主义或区域合作被看做是区域经济活动的融合
 。这种方法始于70年代对跨国公司作用的评估，并在90年代由于区域制度建设的成功而得以加强。

70年代，随着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跨国公司对世界市场的原材料、技术、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的垄断，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农倡导的“主权困境”模式（Sovereignty at Bay）。这种模式认为，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将让位于跨国公司、欧元市场以及国际制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国际制度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经济需求，而且能提高世界效率以及国内福利。
〔272〕



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亚太区域化的深入，“国家权力弱化”模式开始盛行。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民族国家的终结：区域经济的兴起》中，是这样陈述的：





总而言之，这四个I（这里指投资、工业、信息技术以及个人消费者）的流动使得经济因素在世界任何地方用于发展成为可能。人们无需求助于邻近国内的资源，也无需依靠政府的努力来从其他地方吸引资源以供给使用者。这种状况使得国家或其政府的传统的“中介人”的职能失去必要性。因为全球市场中的四个要素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民族国家不再发挥制造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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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主权困境”模式还是“国家权力弱化”模式，在理论上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

第一，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或者区域制度，诸如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第二，民族国家经济已经日益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之中，这使得民族国家很难脱离世界经济网络，一旦脱离，民族国家将在经济效率、社会福利或国内生活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有通过贸易、金融联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才能维持民族国家经济的增长或发展。

第三，区域安排或区域制度化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区域内各国政府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满足各种功能上的需要。换句话说，经济活动的扩张为国家规范经济交换，使其更加自由化创造了动力，从而提高了会员国的经济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再发挥核心作用。

在这种研究世界经济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方法中，欧盟作为一种制度，被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欧洲一体化模式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普遍模式，这种模式不但在欧洲获得了成功，而且也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正在进行区域化的亚太地区。

二、大国关系和国内政治分析方法

与自由主义不同，坚持现实主义的学者在区域研究上提出了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大国关系研究方法；一种是国内政治研究方法。

大国关系研究方法继承了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传统，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且将民族国家看做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角色。现实主义主要有如下四个假设
〔274〕

 ：第一，国家是主要角色，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集中在国家这一分析单位上。非国家因素，如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则是次要因素。第二，国家是单一的，而且只有一个声音。第三，国家是理性的，换句话说，国家可以根据其现存的能力达到其特定的目标。第四，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安全居于第一位，换句话说，经济和社会事务属于低级政治，而军事安全或战略问题属于高级政治。所以，国家、权力以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区域化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方法。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中
 ，地区主义被定义为与大国关系或霸权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过程
 。按照这种逻辑，区域化应该集中研究如下三个问题：用以推动经济交流的区域组织的形成；用以框定国际贸易的联盟政治；让位于区域集团的霸权。
〔275〕

 总之，从大国关系研究区域化，其核心命题是，没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经济合作就不存在。

国内政治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研究区域化的另外一种方法。与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不同的是，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上。事实上，这种方法吸收了当代国家主义理论的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国家主义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理论假设：第一，国家是一个自立的角色；第二，国家利益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发展。将这种国内政治研究方法应用于区域化研究之中
 ，区域化被看做是一种与社会福利的提高以及国家利益相关的过程
 。从国内政治研究区域化主要强调所谓利益集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

三、社会建构主义：地区主义研究的另一种方法？

在过去10年，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
〔276〕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温特的观点，社会建构主义主要基于三个理论假设
〔277〕

 ：第一，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第二，国家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观互动性的而非物质性的；第三，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结构形成的，而非由外在于这个体系的人类本性或者国内政治决定的。

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区域化研究不同，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区域化
 ，区域化被看做是一种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的文化认识过程或社会化过程
 。

按照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观点，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区域化，有如下三个优点：

第一，区域化可以重新对安全共同体进行社会建构。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合作被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重新定义国家在战争和和平中的利益。

第二，建构主义主张探究规则（norms）在框定国际关系过程中的深层次的影响。换句话说，建构主义主张，研究区域化要从探究集体利益以及集体认同的社会化对区域融合的影响开始。

第三，建构主义主张，在国际政治中，物质力量是重要的，但主观因素，包括观念、文化以及认同，在对外政策的相互作用中，不是第二位的，而是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278〕



正是在这种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的论争中，关于区域化研究，出现了一种从以往的理性主义
〔279〕

 向社会建构主义的转化。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学术界，虽然只有少数学者将建构主义用于区域化研究之中，但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查亚对东南亚安全的研究
〔280〕

 ；黑格特（Richard Higgott）对东亚区域建设的研究
〔281〕

 ；巴雷特（Michael Barnett）对阿拉伯政治的研究
〔282〕

 ；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对国家安全和亚洲区域化的研究
〔283〕

 ；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对北约的研究
〔284〕

 。对于区域化研究中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转化，英国学者黑格特曾概括道：





对区域建设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确实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但是，只依靠这种方法还不够。观念框定议事日程，而且观念的要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助于对区域建设的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从欧洲的区域经验中找到证据，也可以从最近几年亚太区域中找到证据。
〔285〕







下面，将以东亚区域合作为例，分析一下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区域化研究中，其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转化的合理性以及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亚洲区域合作：四种相互竞争的区域合作观念

随着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跃进，以及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东亚已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比较活跃的地区，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先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然后是1998年韩国和朝鲜的对话，1999年东盟的成功扩展以及东亚13国（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经过15年努力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开始建设“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

在关于东亚的学术思考中，有四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尤为引人注目：第一种观点是“雁型发展模式”（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第二种观点是“大中华圈论”（Greater China）以及“进程主导模式”（process-driven approach）；第三种观点是“势力均衡论”（balance of power）或“大国协调论”（concert of powers）；第四种观点是“东盟方式”（ASEAN way）。这四种观点在过去20多年或多或少地左右着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

一、“雁型发展模式”

“雁型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日本学者于1962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用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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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种模式，在东亚地区，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类似于雁型的方式进行的：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头雁，“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随其后，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马来西亚）收其尾。这样，通过投资和贸易，东亚地区融合为一个整体。根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洲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是亚洲国家与美国出口贸易的4倍
〔287〕

 ，这种状况使得“雁型发展模式”在90年代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如在1990年，日本财政大臣仍然号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有必要走日本过去所走的发展道路，东盟国家也有必要走新兴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
〔288〕

 。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通过战争赔偿
〔289〕

 、贷款
〔290〕

 、投资
〔291〕

 对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日本的商业网络在东亚经济融合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292〕

 。但由于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追求军事力量，“雁型发展模式”的政治和安全意义引起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忧虑。特别是2000年12月15日，日本内阁以及日本国防部通过了一个“中期防卫计划”（FY2001—2005），其对加强军事力量的关注，使得许多东亚国家回想到受过战争创伤的过去，从而使得东亚国家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大打折扣。

二、“大中华圈论”和“进程主导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持续增长，香港（1997年）和澳门（1999年）的回归，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在国际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是东亚地区最有活力的国家，将在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东亚中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大中华圈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

“大中华圈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达，一种是立足于东亚的“朝贡体系”，认为东亚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国）”文明的接受者，“朝贡体系”是联系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纽带，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基础。“大中华圈论”的另外一种提法是海外华人以及台湾学者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即东亚地区各国尽管受西方殖民体系影响的程度不同，以及后来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也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的，那就是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主导价值是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教伦理。东亚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东亚的资本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的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恰恰相反，正是儒家思想促进了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关于中国在过去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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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1）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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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295〕

 ；（3）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这可能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

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观念上截然不同的反应，不但使得东亚地区的认同愈来愈复杂，而且也使得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中很难在东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深入，中国学者基于东亚合作的现实经验，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进程主导型共同体建构模式”，或称“过程型建构主义”（process-focused constructivism）。按照中国学者秦亚青等人的观点，进程主导型模式的主要论点是：进程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在社会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维持进程，就维持了建构身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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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进程起关键作用，并不仅仅是在进程产生限制性的和构成性的规则和规范这一意义上，而是将进程本身作为实践活动的中心。行为体进入某种社会性进程，可能是由于利益权衡。但一旦行为体进入进程之中，就在整合和被整合。行为体仍然权衡利益，但利益的权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脱离进程。进程本身并不仅仅是导向结果，进程本身是建构的关键。因此，进程主导型模式假定，在东亚地区同质性程度较低、没有明晰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没有高制度化安排的条件下，保持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进程比取得立竿见影的结果更重要。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十分显著，中小国家想要在地区共同体的建设中完成对大国的社会化，因此正在进行的区域化不但是达到某种结果的手段，也具有高度的目的功能。以进程为主的东亚地区多边主义在一体化进程中，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对主要国家的社会化，起到了维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合作的作用。

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合作与磋商为特点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假设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以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a process-focused mod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那么这种以进程为主的地区多边主义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对主要国家的社会化，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合作。因此，通过一体化进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进程的能力就是这个模式的精髓。如果说西方地区一体化的理论更多地强调了结果的话，东亚地区的实践则说明了过程在权力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发展中起到的重大作用。

进程主导模式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由于行为体在做出行动时设定了它的目标，该目的与为之努力的过程之间的路径被视为“手段”因素。在进程主导模式中，这一路径本身即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换言之，进程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另外，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进程脱轨的危险，行为体宁愿推迟甚至放弃这一目标的实现来维持进程的延续。缘于此，这一模式被称为进程主导的区域化模式。

三、“势力均衡论”和“大国协调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势力均衡论（balance of power）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苏联两极均衡的体系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两个阵营，即日本和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为一方，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为另一方；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苏联—中国“大三角”关系；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三角，即所谓的美—中—日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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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大国协调论”（concert of powers）。“大国协调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和谐的体系要求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第一，区域危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双边以及多边商谈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二，区域稳定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协议来维持，其中，任何领土的变更需要获得大国的协商一致；第三，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个和谐体系中得以缓解，因为这种和谐体系的一个重要要求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应以平等原则为特征。
〔298〕



对于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论”或“大国协调论”，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大国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东亚地区的部分小国对此持谨慎态度，有些国家反应则比较强烈，如下面提及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就是其中反对大国主宰该地区的最为强烈的一种反应。

四、“东盟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融合方式，这就是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

“东盟方式”（ASEAN way）是对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外的美国，而且区域内也只有泰国和菲律宾参加，这就是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合作是1961年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其目的是三国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抵制来自内外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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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合作由于菲律宾和马来亚关于北婆罗领土争端而于两年之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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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合作是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建立的“马菲印联盟”（Maphilindo Confederation），其目的是三个具有本土马来居民的国家相互合作，但由于每个国家都力图影响其邻国，所以这次合作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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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成功合作的标志是1967年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EAN），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组织成立之初的性质仍存在着争论，但在我看来，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五国联合起来的直接原因，这不仅体现在1967年签订的《曼谷宣言》中，而且体现在后来于1976年签订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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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功能上来看，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主要被当作是一个政治论坛。

从1992年开始，“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开始了其重组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其成员国扩展上，而且表现在其功能上。就成员国的扩展而言，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只有文莱于1984年作为成员国加入，但在1992年以后，随着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以及柬埔寨（1999）相继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就“东盟”的功能而言，1992年以后，“东盟”一改过去那种主要作为解决地区争端的“政治论坛”，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倡导“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1998年倡导“10＋3”（东盟10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1999年签署《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倡导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功能开始向综合方向发展。

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区域合作的方式，即“东盟方式”，这种方式向以往最为成功的“欧盟模式”提出挑战，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方式，学术界有时将其称为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

一般认为，“东盟方式”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
〔303〕

 ：

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

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

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东盟方式”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中，而且被应用于亚太地区合作以及东亚地区合作中，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10＋3”以及2001年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都是基于这些原则建立的。

第三节　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盛行，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如果存在，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何在？

一、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的合理性

如果现在就得出结论认为，基于“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区域合作制度，所以存在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区域化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为时过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较唐突。在我看来，“东盟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区域化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理解这种区域合作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无论是对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现实历史进程，还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界从理论上审视亚洲区域化都是有益的。

1．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词比“全球化”更为时髦了，“全球化”不仅成为一个“摩登”的学术术语，同时也成为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口头禅”。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尽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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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仍然有许多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东亚的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

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达到了顶峰。而对于东亚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挑战，世界体系论者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关于东亚的兴起，世界体系论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轨迹得出一个结论，即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
〔305〕



与世界体系论相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的兴起。但与世界体系论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认为国家在东亚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市场的自由化，资产的私有化，福利国家功能的衰退，技术的扩散，生产和对外投资的跨国分配，以及资本市场的日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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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东亚的兴起主要是在全球经济要素的作用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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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全球化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因而使得政府在控制各自经济方面比以前更为困难。但是，这种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东亚的兴起的观点，在理论上受到了批评，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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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经济作用，而忽视了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与政治推动力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联系
〔309〕

 。

2．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社会—文化的定位

为了使本国的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收益，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地区范围内的联合，尽管也出现了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但地区主义的“地区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并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其中，为亚洲的区域化进程进行社会—文化定位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新的学术趋向。





在东亚，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并且出现了种种观点认为走出［这种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的公司经济模式，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过程已经出现。事实上，我们只是比较容易发现，在危机后的东亚的政治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差异性以及不断加强的竞争性。在这种意义上，区域建设也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文化方面，就像其经济方面一样，在其中，社会和文化组织需要加以解释，就像理性主义者对其进行的经济要素的解释一样。对全球化的理解远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应该期望地区继续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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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方式”在东南亚地区比较成功的实践，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东亚合作联合宣言》表明，第一，在区域制度建设中，没有霸权国家的参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也能推动区域合作；第二，对于学术界而言，超越立足于欧洲区域合作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念上重新建构欧美之外的区域合作经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必要的。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概念体系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从亚洲区域化目前的进程以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亚洲区域化进程还处于初始阶段，亚洲学术界也远没有走出“欧美中心论”的理论误区。

二、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的局限性

“东盟方式”作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方式，目前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为主要的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亚洲区域合作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东亚地区？二是，在亚洲的区域合作中优先考虑的要素和层面是什么？

1．优先考虑的地区：亚洲—太平洋还是东亚？

基于“东盟方式”的“东亚合作联合宣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东亚的合作是否可行？

按照《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东亚只是被作为美国维持其对全世界全面接触战略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安全前景必然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去影响那些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国家——朋友和敌人——的行为。今天，仍然有人希望我们从世界中撤回来，而忘记了20世纪的一个重要教训：当美国忽视了世界的问题时，世界通常将它的问题带入美国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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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全球战略中，美国似乎喜欢亚洲—太平洋合作甚于东亚合作，关于这一点，美国曾明确声明：





美国将双边、局部（minilateral）和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看做是建立和推动新世纪亚太地区共同安全的一个多元的、灵活的框架。例如，美国将东盟区域论坛的持续发展看做是交换对区域问题观点的一个重要场所，［这些区域问题］诸如南海问题、提高相互理解和信心以及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的解决。局部接触的继续以及扩大也将是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并且在未来与传统的对话机制并行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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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部分东亚国家而言，他们更希望建立一个由东亚国家组成的区域，这种信念促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12月提出“东亚经济核心组织”（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后来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其中包括东盟10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马哈蒂尔曾明确地表示：





毫无疑问，从战略的角度考虑，东亚经济论坛似乎比在亚太经合组织内更能体现出一个独立的亚洲的声音。正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所说的：东亚组织能够和北美以及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坐在一起。如果我们依靠亚太经合组织，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也同时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与大佬（美国）和另外一个大佬（日本）打交道的平台。小国必须熟谙与大国处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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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先考虑的领域：经济还是政治和安全？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在亚洲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相互竞争的观念，这些观念既存在于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政治和安全领域。

在经济领域，围绕着在什么层面上进行合作，有基于亚洲太平洋或更为太平洋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与之相对的基于东亚地区、或更为亚洲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
〔314〕

 ；也有基于亚区域的“增长三角”（新加坡、柔佛、廖内半岛）和与之相对的基于地区内部合作的“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有基于国家之间双边合作的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其相对的基于国家—地区合作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复杂，有多边合作，诸如东盟区域论坛；也有双边合作，诸如美国—日本联盟、美国—韩国合作、美国—泰国合作、美国—菲律宾合作、中—日安全对话等；还有局部合作，诸如美国、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对话。

所有这些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亚洲区域化都是一种挑战。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首先从理论上或观念上进行比较系统的构建。惟有这样，区域化的“亚洲方式”才能成为理论思考以及现实有效的合理的逻辑前提。

第四节　全球学者参与的区域化研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中，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理论上一直主导着这门学科的思维范式，虽然期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参与了这门学科的研究，但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的学科。为欧美学者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既表现在教课书的建设上，也表现在其专题研究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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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化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向国际学术界，同时也向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学术问题：在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否是一门全球学者的学科？如果是，哪些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亟待讨论的问题？

西方学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曾将如下几个问题列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316〕

 ：

（1）霸权问题以及“货币选择”，即什么样的货币可以稳定全球商业；

（2）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及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在市场以及贸易共同体中的作用；

（3）经济中心和边缘的问题，主要是欠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伙伴、劳动力市场以及原材料的供给者的未来；

（4）政府在管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的作用，以及进行产业调整并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政策；

（5）全球经济的管理问题，包括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区域银行对贸易、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援助以及发展的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同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有许多，如果从中国和国际经济体系关系的角度出发，如下几个问题可能是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们在未来首先需要回答的，这些问题包括：

（1）能否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2）如何对待亚洲区域化；

（3）如何看待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关系；

（4）如何通过国际组织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是否应该以及能否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或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避免目前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中过分欧美中心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为艰难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这个自1840年就一直困扰着无数中国学者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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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从理论上重新建构中国的社会现实。

如同拉丁美洲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促进学者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并产生了著名的“依附理论”一样，80年代以后亚太区域化的兴起也开始促使学者们从欧洲一体化的视野中走出来，谨慎思考欧洲以外地区或国家的经验。

东盟10国的经验以及基于这种经验在理论上所创造的“东盟方式”为全球学者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给了我们中国学者一个重要启示：也许走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多种途径，但立足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仍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当然，这面临着许多困难，既有新理论范式建构上的，也有研究方法上的。也许我们在21世纪根本走不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这一方面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学者们在理论创造上的努力。

专栏



亚洲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在1997/1998—2007/2008这短短10年里，亚洲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1997年2月开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整个东亚地区的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亚洲相关国家和经济体的一个教训是，不能过分依靠外国资本。另一次则是2008年缘起于美国并蔓延到亚洲地区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带给亚洲国家以及相关经济体一个新的教训，不能过分依靠出口。吸引外资和推动贸易一直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然而，两次性质不同的危机向亚洲地区的相关国家和经济体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亚洲经济是否需要新的增长引擎？

（1）出口导向还是刺激国内消费？关于寻求亚洲经济新的增长引擎的第一个建议是从以往的出口导向转向刺激国内消费。在过去10年，美国消费市场的膨胀以及贸易赤字一直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然而，现在这种方式已经结束，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并减少进口，亚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亚洲在未来必须依靠其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

亚洲国家如何提高其国内消费？这首先取决于这些国家经济为何下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因为家庭的节俭使得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省下来用来对付养老和社会保险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也非事实，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过去10年，相对于收入的家庭储蓄却一直在下降。假如家庭不是很节俭，那为什么消费者的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在下降呢？答案只能是工资收入相对于GDP在下降。比如在中国，工资占GDP的份额从1998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40％。而工资占GDP的份额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创造工作的速度太慢，因为在整个亚洲地区，政府为了发展资本密集性产业，不但通过低利率来鼓励投资，而且还通过汇率和补贴政策来发展制造业。所以，亚洲国家如要提高国内消费，只是鼓励家庭消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政府能够提高家庭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措施：不过分依靠资本密集性的制造业；加快金融自由化以提高资本的成本；消解对制造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打击垄断以及消除对服务业的壁垒；汇率政策也应该从鼓励出口转向刺激家庭消费。

但是，亚洲地区能够摆脱对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的资本和贸易依赖吗？如果依靠国内消费和国内市场，如何推动全球贸易和资本自由化而避免经济民族主义的复苏？这是亚洲地区在寻求新的增长引擎过程中必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2）大国协调还是区域合作？关于寻求亚洲经济新的增长引擎的第二个建议是加强地区合作，摆脱以往对大国的过分依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合作有三个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东南亚五国1967年成立“东南亚联盟”，目的是“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但结果还是无法摆脱冷战的困境；第二个转折点是冷战结束以后于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其目标是扩大成员国，在15年内将整个东南亚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对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依赖，区域内贸易虽有扩大，但进展缓慢；第三个转折点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于“东盟方式”的各种区域合作制度的建设，在地区贸易领域，从“10＋1”（东盟—中国）、“10＋3”（东盟10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到“10＋6”（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区金融和货币领域，从2000年5月“10＋3”财长签订《清迈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简称《清迈协议》），到2009年2月同意提高“清迈协议多边化”，并将地区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从800亿美元提高到1200亿美元（中国32％、日本32％、韩国16％、东盟20％），以增强地区货币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亚洲地区这种“危机催生型”地区合作仍然面临着诸大国的挑战：针对地区内的贸易合作，美国于2006年提出在APEC框架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和中国则倡导并飞速签订双边特惠／自由贸易协定（PTAs/FTAs）；针对地区内金融和货币合作，日本曾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的倡议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美国则谴责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出于担心中国建立亚洲地区贸易集团和金融集团来挑战美国，美国学者甚至提出“G2”（美国与中国），希望中国回到全球政治经济中，与美国一起在WTO和IMF框架内担负起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责任来。

然而，亚洲地区是摆脱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建立相对独立的区域合作机制，抑或是中国与日本相互合作在亚洲建立类似于欧洲的地区合作机制？这是亚洲在寻求新的增长引擎中必须解决的第二个挑战。

资料来源：根据"Asia's sinking economies: where the crisis is hitting hardest", "China's economy: A great migration into the unknown", "Asian economies: Troubled tigers", in The Economist, January 31st, 2009, p. 9, pp. 27—30, pp. 67—70; "The retur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Economist, February 7th—13th, 2009, pp. 9—10;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相关内容编写。





结语

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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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类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发展战略（60年代盛行的进口替代和80年代盛行的出口导向）的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已经进入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一类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不但成为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
〔319〕

 ，而且也与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区域化、能源与环境等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
〔320〕

 。

第一节　关于中国转型的两种不同理论解释

20世纪后半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便是中国正在进行着三种转型：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导向型经济转型；从一个封闭型国家向开放型国家转型。与苏联不同的是，这种转型既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也没有导致国家的解体。相反，中国的宏观经济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表现被认为是“这一地区鲜有的亮点之一”
〔321〕

 。围绕着中国的顺利转型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为“趋同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旨在通过制度性的改革和调整实现“正常市场”或“标准市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结果
〔322〕

 ；另一种为“实验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有着缜密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有着某种程度的制度改革，尤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尽管这一过程并不具有明确、连贯的目标、发展顺序和节奏
〔323〕

 。

一、“趋同论”

“趋同论”（convergence school）的重点是强调国际力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经验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对外开放的30年中，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10％上升到2008年的59.4％，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923.95亿美元
〔324〕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过去20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趋同论”明显不能解释如下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开放的初始条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与60—70年代的亚洲国家完全不同。在经济上，与其他在二战一结束就开始鼓励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是一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转型的国家；而在政治上，与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同，如日本、泰国、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是美国的盟友，因而能够轻易地进入美国市场，或者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成为学界所称谓的“联盟经济”，而中国只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学习如何与美国在经济上打交道，因此，中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回应美国主导的国际力量。第二，即使同为转型国家，为何采用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建议，打破现存的国家机构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俄罗斯出现了经济停滞，而有选择地利用国际力量的中国却在经济上持续增长，社会转型相对平稳。所以，国际力量是持续增长和顺利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实验说”

“实验说”（experimentalism school）的重点是强调国内制度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的贡献。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表明：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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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80和90年代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都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50年代，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投资和技术激励以及苏联的援助，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导向性政策”，如投资导向性政策、地区导向性政策和工业导向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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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调整，如行政分权，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以促进和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
〔327〕

 ，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但这种主张至少不能很好地解释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国际要素（如FDI、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国际工业生产周期）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是否有实质性的贡献；如果有，国际力量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显然，无论是“趋同论”还是“实验说”都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过去30多年成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有哪些国内因素是中国政府在推动和维持经济增长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国际力量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国际力量如何或通过何种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下面，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顺利转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从国内约束和国际因素的关联性对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模式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第二节　战略目标、国内约束与制度调整

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社会稳定是中国在转型期间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在中国过去3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三种国内约束一直是中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目标，也是中国政府维持经济增长和进行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这三种约束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富裕和贫穷的关系。

一、中央—地方的关系

“权力下放”是中国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因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权力下放”始于1980年的财政改革，在1984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和1993年的税制改革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权力下放”的目的在于将中央集中的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解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中央政府权力过分集中，从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权力下放”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拥有了批准外国投资项目、专营贸易、设立投资特区、定立外国投资公司税率、建立贸易公司、进行出口补贴、以官方汇率配给外汇、外汇交易市场的直接准入的权力，同时在地方经济方面也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如建立产业项目及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建立本地市场。
〔328〕

 随着各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逐渐从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指令中撤出，转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包括行政管理、财政和税收管理、金融管理和法律、社会的重建，从而为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329〕



“权力下放”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给予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发展地方经济，但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权力下放”的消极结果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过热和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物资短缺、财政和贸易赤字；第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第三，地方政府之间为争取外贸和外国投资的竞争；第四，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涉和寻租行为。
〔330〕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随着税收改革的施行，从1994年开始，中央的金融情况逐步好转，但在整个90年代，中央政府却始终是财政赤字。
〔331〕

 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必须给予内地各省份财政补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国家管理宏观经济和应对潜在危机的能力。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中央政府投入了两笔大额的财政刺激资金（1998年的120亿美元和1999年的72亿美元）。这导致1999年财政赤字从原先不足GDP的2％增至4.2％。
〔332〕



二、政府—企业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转型的第二个关键。1984年后，在中国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部门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开始成为中国改革优先考虑的课题。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中央政府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关系，也牵涉到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间的关系。它的敏感性则主要因为它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水岭。

与捷克和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则通过最优顺序选择的部分性改革
〔333〕

 ，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在改革政府与企业关系方面主要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在保持国家对企业所有权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进行改革，其主要手段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1982）、所得税（1983—1986）和承包责任制（1986—1988）。第二，伴随着权力下放，将乡镇企业的管理权交由地方政府，这样，乡镇企业很快便成为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第三，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在这三项措施中，最为艰难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它是最受重视的。据统计，在7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产出贡献率占近80％，但到了1990年，国有企业的产出贡献率下降到50％左右。
〔334〕

 此外，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显示，尽管吸收了60％的国内投资，获得了高达国家财政三分之一的补贴
〔335〕

 ，但在1995年10万多个国有工业企业中，只有不足10％的企业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与国有企业形成鲜明对比，乡镇企业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同期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产出贡献率也由零增长到10％。
〔336〕

 非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加促进了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各个产业部门所有制的改革和市场化开始被列入政策范围，这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具体措施是，中小型企业（包括乡镇企业）通过扩大股权、合资和出售等方式，实现非国有化。到1997年年底，50万个乡镇企业中有三分之一被出售或者转为股份公司，随后，私人企业被赋予完全的合法性。
〔337〕



回顾中国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过程，这种通过最优次序选择方式进行的部分改革在促进顺利转型方面，有着自身优势。由于这种改革方式中一旦发生逆转时所需承担的成本要小于全面改革，因此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按照转型经济学家罗兰的观点，如果改革初期所给的信号给人足够的希望（如强劲的经济增长），那么改革将在更大的支持中继续推进；如果早期改革的信号不足以吸引大多数人，改革会更倾向于回到原状，以减少经济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
〔338〕



三、富裕—贫穷的关系

富裕和贫穷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面临的第三大国内挑战。不断增加的失业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社会约束因素。不断增加的失业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与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直接相关，特别在那些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国有企业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国有企业的成功与否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性指标。但在8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亏损，而从1985年到1990年，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数额却在逐年增加，“三角债”的现象一直存在。
〔339〕

 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近40％的企业亏损，超过20％的银行投资借贷给亏损企业。
〔340〕

 第二，失业被冠以一个独特的名称——“下岗”。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下岗职工主要是指那些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富余劳动力，下岗后，原来的工作单位仍然承担了他们的福利，他们享有最低工资，因此这些下岗职工并不被计入“失业”。但1997年后，下岗工人不再被视为原工作单位的雇员，从而成为中国失业大军中的主要成员。第三，除了众所周知的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总收入之间的差距以及沿海省份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外，还出现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创造社会基础，中央政府采取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以此推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一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而不像苏联那样进行强制性的转型。
〔341〕

 第二，开始建立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342〕



第三节　国际资本、商业网络、工业生产周期与制度调整

尽管政府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我们并不能就因此而忽视国际因素的作用。与其他转型国家相同，中国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国内约束，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不断进行国内制度调整，使得国际因素有利于国内的改革，从而逐渐打破经济和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国内约束。在中国过去30年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有三种国际经济因素缓解了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中所受的国内约束，成为中国转型的三大国际动力，这三种国际因素是：外国直接投资、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和国际工业生产周期。

一、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据统计，1979—2008年，外商进入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总额达8526.13亿美元。
〔343〕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政策性含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技术和资本的匮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瓶颈，1979年中国决定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减小因大范围制度变迁失败而付出的代价，即试验成功可以逐渐推广，试验失败可以以最小成本进行修改。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中国经济对资本和先进技术的需求。结果表明，尽管“经济特区”在建立之初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但由于它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巨大成功，最终成为进一步开放政策的重要模式。随后，开放的城市由1980年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扩大到1984年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海南岛，最后在90年代遍布全国。

第二，它直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自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和亏损，吸引外资就成为当务之急。政府首先鼓励在经济特区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即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随后又鼓励在内陆地区的经济开发区兴建外资企业。这些企业享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对资本的需求，但也对中国的外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一个挑战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回流”资本。由于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企业免税，并在特定的进口物资方面享受较低关税，它使得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将资金移至香港，再通过外国投资的方式返回大陆。据估计，这种国有企业的数目在1991年仅为400个，可到了1994年却激增至2000个。
〔344〕

 另一个挑战就是技术转移。大部分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多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在汽车工业和电子工业这样技术密集的产业中也是如此。它们多通过转移早已淘汰的技术，换取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尽管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一些领域，技术依然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二、海外华人商业网络

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第二个重要的国际力量就是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的起飞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但在过去的30年中，绝大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通过这种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实现的。自80年代起，在外国资产占重要份额的28000个中国企业中，有四分之三得到了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华人的投资，资金总额大约占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五分之四。
〔345〕

 准确地说，从1979年到1997年，流入中国的海外资本中的68.34％来自于大陆以外的华人。
〔346〕

 甚至到了1998年末外国直接投资达到454.63亿美元时，来自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资本所占比例仍然超过60％。
〔347〕



第二，除了将资本带进中国，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还为中国带来了商业技能和市场网络。由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后来者，并不熟悉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推动了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央政府将管理中小企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海外华人商业网络通过广泛的血缘关系和社会联系快速地进入大陆市场进行投资，并通过自己的商业网络所获得的精确的商业信息而使得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348〕

 90年代，伴随着数以万计的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的归国，他们或者进行投资，或者兴建技术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使得海外华人商业网络进一步加强。例如，对外贸易一直是衡量中国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1980年，外贸在GDP中所占比重为12.6％，1995年为39.5％，到了2008年则增长到59.4％。
〔349〕

 然而，在衡量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性分布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间，外贸总额从115亿美元增长到475亿美元，增加了三倍，但其中超过60％集中于亚洲地区，美国大约占出口的21％，进口的12％。
〔350〕

 这足以证明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在亚洲地区（特别集中在东南亚、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市场联系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所做的贡献。一些学者甚至将此冠以“大中华经济圈”。
〔351〕



三、国际工业生产周期

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第三种国际力量便是国际工业生产周期。许多学者曾将东亚的经济增长归因于“雁型发展模式”。“雁型发展模式”首先是由日本学者于1962年提出的，当时主要是用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
〔352〕

 按照这种模式，在东亚地区，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类似于雁型的方式进行的：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头雁，“四小龙”随其后，东盟国家收其尾。这样，通过投资和贸易，东亚地区融合为一个整体。但中国的经济却经历了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这主要表现在生产网络和贸易地区分布两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网络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约束和日本在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减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本、信息、技术和劳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以加强，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60—70年代的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引资（合资和独资）直接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而不只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当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本、专业技能和市场网络，海外华人商业网络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尽管这些华人网络并不都具备最先进的技术，但却在市场技能和市场网络方面远先进于国内市场，再加上已有的人际关系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谙熟，这就使得以初级产品加工和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迅速占据了国内市场，并成为出口的强劲引擎，许多案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353〕

 进入90年代中期，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全面开放之后，随着全球生产网络和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迅速融合。
〔354〕

 全球生产网络中资本和技术来源的多元化，使得中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获得资本和技术，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日本的企业。被列为中国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就是最清晰的例证。
〔355〕

 当中国于1976年希望直接引进日本的汽车技术时，而日本却坚持向中国市场出口整车，因此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从80年代开始，中国鼓励通过技术许可证和合资的形式，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第一个合资项目是在1984年1月北京吉普汽车工业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之间进行的。随后，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1984年进行了合资，1986年天津汽车工业公司才从日本大发汽车公司取得了技术许可证。进入90年代早期，汽车工业中又有两项新的合资项目：一项是1990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与第一汽车制造厂合作生产捷达轿车；一项为1992年法国雪铁龙与第二汽车制造厂（现在的东风汽车公司）合作制造小型富康轿车。合资轿车的生产既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转移。

第二，就贸易的地区分布而言，中国的对外贸易在90年代的地区分布从整体上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即中国与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地区贸易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呈现出相对平稳的状态。在1994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额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主要是美国）地区所占的份额分别是60％、18.5％，16.33％，而在2008年的中国对外贸易额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主要是美国）地区所占份额则分别是53.32％，19.95％和14.37％。
〔356〕

 这与东盟国家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完全不同。
〔357〕



总之，从生产网络和贸易的地区分布而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发展依靠的是多重商业网络（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东亚地区网络），而不只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商业网络，这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雁型发展模式”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淑丽教授提出“国际因素并没有决定中国改革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改革政策的形式；国内制度环境才是决定性力量”的论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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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

从中国在过去30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简短历史回顾，以及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国内约束条件和国际动力关联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非“趋同说”所强调的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非“实验说”所强调的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所致，而是更贴近于“边干边学”。这种“边干边学”模式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当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受到国内条件约束时，往往通过国际力量打破相关的约束，即或在国内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一致，或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适度调整，尽量避免因大范围制度变迁而付出代价；而当国际力量无论是有利或不利于经济增长时，往往通过国内制度调整而设计出国内改革和转型的目标、次序和速度，使得国际力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如下三点是我们理解中国过去30年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关键所在。

第一，转型是我们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所采取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型包括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一个封闭型国家向一个开放型国家的转型。就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言，在过去500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完成了这种转型，而中国则刚刚开始，这对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具有农业社会的传统和缺乏商业价值观的大国而言，完成这种转型，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就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正在进行这种转型，但由于并无任何成功先例可以借鉴，而因“大爆炸”式转型而失败的教训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规避分险、避免失败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就从一个封闭型国家向一个开放型国家转型而言，与150年前被迫打开国门不同的是，这次是中国经过近20多年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主动要求进入世界市场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顺利地进行其中一种转型，历史证明已经非常艰难，而同时进行三种相互关联的转型，其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或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过去20年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而没有出现大的社会灾难感到惊奇的一个原因。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何时能真正完成这三种转型，这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挑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功能性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目前进行的三种转型中，关键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亚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不同，也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中国必须认真对待近三十年遗留下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为此，中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30年改革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使得国内各个阶层在改革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降低了改革成本，规避了因激烈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而带来的风险。这既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也维持了各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制度设计，才使得整个社会对改革的速度的期望值降低，暂时承受因改革而出现的各种差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富裕和贫穷），从而为国内进一步改革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它允许通过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部分制度性调整和适应，来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从而使得国际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能够为国内改革服务。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这种制度设计，才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期望值提高，从而使得中国开放的国际环境得到了相对的改善（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资本和技术相对快速地进入中国。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和国际挑战已经表明，这种功能性的转变是明显不够的，一种深度的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也是极为紧迫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源。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以来，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中国进行发展的资源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从原来的单一的国内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并重转变，其中经济全球化就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源。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驱动力，它不仅给了中国比20世纪60、70年代曾给予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更多的融入世界经济的机会，也使得中国无需只依靠一国的力量获取资本和技术，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并不只是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技术，这与东南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的社会而言，在这两种资源并存的情况下，社会获得资源的渠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种是只能接近政府资源或只能接近全球化资源；一种是既能接近政府资源又能接近全球化资源；一种是既不能接近政府资源也不能接近全球化资源。这种资源的两重化以及获取资源的渠道的多样化，一方面使得中国在过去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但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难度不断增大。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全球化或国际力量的影响，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帝国传统以及实行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专栏



经济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中国与印度比较

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高。但是两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业绩却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1990年的35亿美元提高到2002年的527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借贷套利，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可能会减少到40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从4亿美元提高到55亿美元。即使在进行调整之后，200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是印度的7倍，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3.2％，而印度只占1.1％。在UNCTAD的1999—2001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排名中，中国排第54位，印度排第122位。

在1989年和2001年期间，中国商品出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9年外国子公司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足9％；而到2002年这一比率高达50％。2000年外国子公司在某些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91％（集成电路）和96％（移动电话）。在2000—2001年中国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约有2/3流向制造业。相反，除了信息产业外，外国直接投资对印度出口增长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印度制造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印度出口的3％。即使在今天，外国直接投资占印度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估计也不到10％。2000—2001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绝大部分进入了各种制造业。印度绝大多数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服务业、电子和电气设备与工程产业和计算机产业。

表16-1　1990年、2000—2002年中国和印度若干外国直接投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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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能够解释这种差异？我们从基本决定因素、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国外网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基本决定因素

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决定因素要比印度好。中国总的GDP和人均GDP都高于印度，这使得中国对寻求市场型外国直接投资更具有吸引力。中国更高的识字率和入学率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更熟练，这使得中国更能吸引寻求效率型的投资者。中国还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禀赋。此外，中国的物质基础设施也更具有竞争力，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但是印度在技术人员，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可能更有优势。印度的英语技能也更好。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构成也反映了两国竞争优势的一些差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中国成为宏基、爱立信、通用电气、日立半导体、现代电子、英特尔、LG电子、微软、Mitac国际公司、摩托罗拉、NEC、诺基亚、飞利浦、三星电子、索尼、台湾半导体制造商、东芝及其他主要电子业跨国公司的主要设计和制造中心。印度则在IT服务、传呼中心、后台服务和研发方面有所专长。

经济迅速增长增加了中国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汽车、住房和休闲等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的当地需求。当地需求的迅速增长，加上具有竞争力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吸引了许多寻求市场的投资者，并且也促进了许多本土辅助企业的成长。

与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和程序有关的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释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印度做得好的原因。

⦁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政策“更加具有商业导向”，对外国直接投资也更为友好。

⦁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批程序更为简便，可以更快做出决定。

⦁　中国的劳动法更灵活，劳动力环境更好，企业进入和退出程序也更好。

最近一份关于经营环境的调查表明，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会和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等方面都比印度更具有吸引力，而印度在政治环境、税收和融资方面得分更高。2002年的一份信心追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计划中，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印度则排名第15。印度工商业协会联盟（FICCI）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框架、市场成长、消费者购买力、收益率、劳动法规和税收体制方面都要好于印度。

2．发展战略和政策

两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业绩的差异也和两国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进展和内容以及两国所追求的发展战略有关。

⦁　中国于1979年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并逐步使投资体制自由化。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要比中国早得多，但是在1991年以前并未采取全面的自由化措施。

⦁　两国所看重的外国直接投资类型不同，所追求的工业发展战略也不同。印度长期遵循进口替代政策，依靠动员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仅仅鼓励高技术活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尽管实施了渐进式的自由化，要求实施合资并对某些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实行限制，但是从开放伊始，中国就对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出口导向型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国内企业，实施了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而且导致了迂回投资行为，即国内企业将资金转移到中国香港，然后再到中国投资，以逃避管理体制的限制并获得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特权。而印度主要通过毛里求斯进行的迂回投资比中国要小得多，并且主要是出于税收考虑。

研究表明，与外包、管制和当地投入问题相联系的国内市场不完全导致了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生产活动的“过度内部化”。因此，有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是因为国内市场不完全而发生的，这部分投资是作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的次优反应而实施的。

印度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企业家传统使国内企业部门拥有广泛的基础。印度还拥有必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以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所实行的限制性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因此，跨国公司对生产活动的参与常常采取外部化形式（例如许可证交易和其他契约安排）。即使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实行重大自由化以后，内部化也并不必然占主导地位。就信息技术而言，在信息技术工业中外包给印度私人企业是很有效率的，而且拥有高质量的国内分包商。

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导致中国实施了更优惠的外国直接投资措施。随着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好。例如，中国的租赁、仓储以及批发与零售贸易等行业于2004年、广告与联运服务于2005年、保险经纪人业务于2006年、货物运输（铁路）于2007年允许外国持有100％的股权。在零售贸易方面，中国已经对Auchan、家乐福、Diary Farm、Ito Yokado、Jusco、Markro、Metro、Pricesmart、7-Eleven以及沃尔玛等几乎所有知名的百货店和超市开放并吸引了这些公司的投资。

印度政府正计划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更多的产业并放宽外国股权的上限。为了确定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方法，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8月成立了外国直接投资指导委员会。以中国为榜样，印度也于2006年2月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案》。在促进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经济特区比印度的出口加工区更为成功。

3．海外网络

除了与经济和政策有关的因素之外，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海外，特别在亚洲的华人企业和个人将中国作为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海外华人商业网络的作用以及其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规模投资和规模小得多的海外印度人商业网络及其投资形成了鲜明对比。海外华人的数量更多，更具有企业家精神，注重在中国的家族关系，并且有兴趣和财务能力在中国投资，且他们进行投资时会受到特别的礼遇。相比之下，海外印度人较少，专业群体较多，并且和中国人不同，海外印度人缺少家庭网络关系以及在印度投资的资金资源。

中国和印度都是跨国公司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极好场所，而劳动密集型生产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印度则主要是服务业，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首选之地。事实上，美国和欧洲几乎所有主要的信息技术企业在印度都有投资，其中大多数在班加罗尔。美国运通、英国航空、Conseco、戴尔计算机和GE Capital等都在印度拥有后台服务。而其他公司，例如Amazon.com和花旗集团则将服务外包给了印度现有的当地公司或者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主导了印度的传呼业，在15亿美元的营业额中占60％。

投资者将中国作为投资地点的感情正在升温。《财富》500家中有将近80％已在中国投资，而印度只有37％。尽管印度的政策环境已有改善，但是除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外，跨国公司的投资热情仍然不高。

如果中国和印度都希望外国直接投资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当然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决策，流入两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前景都将是光明的。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熟练劳动力和低工资成本仍将是吸引力的关键。中国仍将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且是印度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由于国内企业部门充满活力，并且如果政策改革能够继续下去，同时政府承诺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目标，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将增加。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促进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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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债务危机（debt crisis）

战略（strategy）

战略贸易（Strategic trade）

战争（war）

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paradigm）

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

政策偏好（policy preference）

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

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vention）

政府偏好（government preference）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政治联盟（political alliance）

政治团体（political group）

政治学（politics）

资本主义（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殖民性依附（colonial dependence）

中国崛起（rise of China）

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主权（sovereignty）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s）

主权困境（sovereignty at bay）

主权让渡（sovereignty transfer）

铸币利差（Seigniorage）

转型经济（transition economies）

转型国家（transition state）

资源／资本寻求型直接投资（resource/capital-seeking FDI）

自我调节（self regulation）

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on market）

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自由主义（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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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direct investment）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最惠国（most-favored nation, MFN）

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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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更多的既能反映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又能体现“中国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材。本书主要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框架。本书基于定义与研究议题、要素流动与单位层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体系与中国经验四种关联性，力图为学生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第二，追踪国际学术界前沿动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和分析方法，作者将过去40年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分为“两代”，系统总结了20世纪70—80年代“第一代”学者提出的五大理论（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代”学者在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上变革的总体趋向。第三，分析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与动力。本书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入手，对促使全球政治经济延续500年的结构和动力进行了总结，并对其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与转型以及地区主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第四，体现“中国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作者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路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过去30年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经验进行研究，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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